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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变化中的中国非洲参与

在2006年11月的三天时间里，48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团齐聚中国首都，共同出席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当非洲各国领导人迈上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握手的时候，北京的街道两旁挂满了向“令人惊叹的非洲”致意的广告牌。胡锦涛在开幕词中提出要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和加深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从而博得了阵阵掌声。在未来三年的时间里，中国承诺增加一倍的援助，提供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对许多非洲的输华商品实行零关税待遇。中国将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建立1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和30所医院，建立3～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他们声称，这一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将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合作”的基础之上。
 
[1]



世界各地的报纸均对这次峰会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报道。此后不久，智库、大学、基金会和援助机构纷纷开始组织会议，试图理解对于非洲发展而言，那些看来是令人兴奋的——抑或令人担忧的——新的转变。我也参加了其中的许多会议。我在1998年出版了一本有关中国援助与非洲发展的书，该书是少数几本为人们试图理解中国增加一倍的援助和其他承诺可能对非洲意味着什么提供借鉴的著作。
 
[2]



在哈佛大学一栋被常春藤覆盖的大楼举行的研讨会上，温文尔雅的尼日利亚人权活动家恩杜比西·奥比奥拉赫（Ndubisi Obiorah）告诉了我们市民社会对中国在治理、社会和环境责任方面的不良记录以及其可能给非洲国家带来危害的担忧。但当我们在走廊里散步休息的时候，恩杜比西告诉我说他并非完全不欢迎中国的影响：“你应该记得，”他说，“几年前，《经济学家》做了一期有关非洲的封面故事，名为‘失败的大陆’。我和朋友们为此讨论了好几个星期。‘非洲，失败的大陆！’听起来很让人沮丧。现在中国来了，他们正在谈论的是商业、投资，以及互利共赢的合作。”他有点悲伤地笑着说：“谁知道呢？或许这种改变将会给非洲带来好处。”

中国在非洲的崛起

北京峰会将对发展的关注集中到了这块土地，它的经历远比令人沮丧的新闻标题更为糟糕。峰会迫使西方国家去关注一些新的东西：中国对非援助和其他形式的对非经济参与正在大幅上升。中国有望超过英国和美国成为非洲大陆最大的贸易伙伴。截至当时，大约有900家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投资对象包括工厂、农场、零售店和油井。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在北京峰会6个月之后预测，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在未来三年内调拨200亿美元来支持在非洲地区发展的项目（包括北非）。
 
[3]

 与之相比，在差不多三年间（2006～2008年），世界银行承诺给非洲国家的贷款总额才刚刚超过170亿美元。
 
[4]



尽管许多西方国家直到北京峰会之后才开始对此有所关注，但当时中国加速进入非洲已经有10年之久，而这是建立在中国几乎从一开始就承诺将会遵循“互惠互利”原则的45年援助的基础之上的。除了斯威士兰这个仍对台湾当局保持“忠诚”的国家外，中国向所有其他非洲国家都提供了援助。官方援助仍被中国视为敏感地带和国家机密。这种保密使得非洲和西方国家加大了对此事的关注。许多人将注意力放到了中国向一些冲突后重建国家，尤其是向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金）］提供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以资源为担保的数十亿美元贷款。另外一些人则谴责中国所奉行的与所有建交国家友好相处且承诺不干涉其内部事务的政策，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会与被许多其他国家所冷落的独裁者——如苏丹或津巴布韦的独裁者——进行积极接触。西方与非洲国家已经在会议室、博客和媒体上逐步展开讨论，这个庞大的新援助计划的传闻使人们既感到惊恐，又有所期待。但显而易见，讨论者、博主和记者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建立在缺乏相关信息的基础上的。

中国的媒体则描绘了一幅友好与互惠互利的美好图景。非洲领导人几乎一致认为可以从中国的拥抱中获益。但非洲和西方国家的记者则多持怀疑的态度。神话由此出现并迅速成为事实：中国只援助那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存在问题的政府，它所给予非洲的援助，相当于西方国家援助总额的三倍。中国是一个“流氓捐助者”，完全无视相关规则，导致受援国政府治理进一步恶化。中国的援助“有毒”，一位身居高位的在美国外交政策权威人士告诉他的听众。中国人“扼杀了真正的进步，伤害了普通的民众”。
 
[5]

 据说，他们在自己的项目中所用的都是自己的工人。有人声称中国正在使用监狱劳工。还有人预测中国将利用债务减免施加政治影响。

在众多的错误信息和草率结论面前，显然没有一个人对核心问题做出回答：在遍布非洲大陆的新一波援助和经济合作中，中国人正在干什么？对于非洲的贫困与发展而言，这将意味着什么？对于西方国家和我们自身所奉行的发展与援助方法而言，这又将意味着什么？本书将迎接这一挑战。

中国与非洲：互惠互利？

在面积很小的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来自北京建工集团的工作人员正驾驶着推土机在铲平甘蔗地，建设由中国优惠贷款所资助的低收入人群住宅区。作为非洲的一个例外，毛里求斯拥有40多年充满活力的多党制民主，但却没有值得称道的自然资源，除了有趣的火山景观，美丽的沙滩和用来种植甘蔗——它在近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毛里求斯的经济命脉——的肥沃土壤之外。前往毛里求斯沙滩度假的法国旅游者有时会发现他们在与中国商人一起排队等待行李。后者中的有些人可能是华为公司的员工，那是一家在信息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是中国的一家龙头企业。在毛里求斯政府决心重新开发毛里求斯，将其塑造为“数码岛”的鼓励下，华为将其在非洲的研究、财政和行政中心搬到毛里求斯，在其国立大学附近一座现代化的“数码大厦”里安家落户。

另外一些等待他们行李的人可能是中国山西省天利实业集团邀请的代表团。天利实业集团在毛里求斯兴建了高科技纺纱厂，而纺织品则是毛里求斯另外一项支柱产业。北京峰会前夕，天利实业集团马上就要与毛里求斯政府签署一项协议，为毛里求斯主办计划中的经济合作特区。在北京马路两边的广告牌被移走和非洲客人离开这个城市两周之后，天利实业集团随同一个由官员和20家有投资意向的中国企业组成的代表团，到达了毛里求斯。

“我们早在9个或10个月前就知道中国人对毛里求斯感兴趣，”当我们次年4月在华盛顿会面的时候，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拉马·西塔南（Rama Sithanen）告诉我。“我组建了一个团队，成员包括土地部长、投资局长等，这样我们就能进行一揽子谈判。”他笑了起来：“我们与天利实业集团的谈判很艰难。他们有30多个条件，这非常复杂。他们希望零税率，但我们国家的税率已经很低，只有15%，这甚至低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他们接受了这一点，但接下来在用地问题上，我们不得不给予他们很大的优惠。”天利实业集团为吸引中国企业而进行了广告宣传，毛里求斯政府则成功解决了在政治上比较敏感的问题，对250户租种政府土地，如今不得不搬到其他地方务农的小型农户进行了补偿。

拉马·西塔南在2007年7月又一次前往了北京，这次他是跟随纳文·拉姆古兰（Navin Ramgoolam）总理和一个公共和私营部门所组成的代表团（public-private delegation）访华。西塔南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签署了1.17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协议——相当于上次中毛协议所提供的援助额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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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中上等收入国家，毛里求斯从西方国家获得的援助少得可怜。毛里求斯政府非常感激中国的援助，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优惠贷款，但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潜在的投资。“我们从来没有锁定这样的市场，我们一向以欧洲为中心，”毛里求斯投资局局长拉祖·贾杜（Raju Jaddoo）说道，“毛里求斯人不停地谈论与印度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但向中国的开放要广泛得多”。
 
[7]



赞比亚的谦比西铜矿至少已经关闭了10年，直到1998年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有色集团”）花2000万美元购买了铜矿85%的股份，并另外投资1.3亿美元用于复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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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色集团成为先驱者。截至2005年底，有超过160家中国企业在赞比亚进行了投资。仅谦比西铜矿就雇用了1000名赞比亚人。赞比亚的一份报纸曾报道说，中国投资者曾抱怨“赞比亚政府严格控制外籍员工，由于地处内陆和基础设施薄弱而导致运输成本过高，激励措施存在歧视，劳资关系法过于复杂，工人频繁罢工，本地工业比较薄弱，这些都很难对投资者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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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赞比亚人也有自己的抱怨。

谦比西合资公司标志着中国人困难的学习进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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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4月，产品主要用于供应谦比西铜矿的中资北京矿冶研究总院（BGRIMM）炸药厂发生爆炸，51名工人在爆炸中死亡。中国人松懈的安全标准受到广泛谴责，还有观察员将此次爆炸与中国自身矿山的高伤亡率联系了起来。然而一名记者经过调查指出，赞比亚矿山的安全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投资的矿山。事实上，2005年1～10月，在中国投资的矿山中只有一名工人死亡，而同期在瑞士—加拿大—赞比亚合资的莫帕尼铜矿，至少有20名工人死亡。

中国企业向每名受难者支付了大约1万美元的安葬费和赔偿金，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炸药厂还帮助赞比亚全国矿工联盟和工人联盟在谦比西铜矿组建了工会。2006年，在因工资而举行的抗议活动中，谦比西铜矿的夜班工人破坏了矿上的设备，攻击了一名中方管理人员。第二天早上，随着门口的吵闹变成骚乱，一名工人被保安开枪打伤。当他被杀的谣言四散传开的时候，另外一群矿工冲击了中国人的居住区，一名惊慌失措的管理者又开枪打伤了另外五名矿工。

这起事件迅速上升为赞比亚2006年9月总统大选的热点问题。应台湾当局邀请而对台进行访问的反对党爱国阵线候选人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利用了这一反华情绪。来自中国的援助和投资是“特洛伊木马”，他告诉赞比亚人，“你们招来了中国医生，但他们最终在城市开起了中国饭店。他们正在我们的国家四处泛滥，他们到这里来并不是要投资，而我们的政府却为此欢呼雀跃”，他声讨道，“我们必须万分小心，因为如果我们对他们听之任之，我们将会遗憾终生。中国正在榨取我们。我们正在变得更加贫穷，因为他们正在攫取我们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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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获胜的赞比亚总统利维·姆瓦纳瓦萨（Levy Mwanawasa）反驳说：“中国政府已经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很多投资，你们忍心反对中国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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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担心当地游行示威会影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7年2月访问谦比西铜矿并出席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揭牌仪式，赞比亚矿业部长姆万萨（Mwansa）博士斥责了谦比西人的激进立场。胡锦涛曾承诺中国将至少投资8亿美元用来建设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这将为当地创造成千上万个就业岗位。姆万萨提醒谦比西人说，中国计划建造的铜加工厂将帮助赞比亚实现工业化，从而摆脱单纯出口精铜矿原材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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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姆万萨陪同姆瓦纳瓦萨总统前往谦比西铜矿，主持了中国企业新的社会责任计划的启动仪式。中国企业的一名发言人宣称，他们正在帮助整修中赞友谊医院（另外一个中国援建项目）、维修当地公路、建造候车亭和公共娱乐措施，以及为当地教育和妇女赋权运动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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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这一地区安家落户，不久之后我们就将看到一个繁荣和充满活力的经济区，”这位发言人承诺说。最后他又补上一句：“更多的附加值和收入将会留在这里”。然后姆瓦纳瓦萨总统接过了麦克风：“你们谦比西人应该明白事理。这座铜矿曾经由一家南非企业管理，但最后失败了。然后中国人来了，你们也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千万不要被骗而失去你们的工作，因为你们的孩子将会因此受苦。”

中国在西非脆弱的冲突地区也很活跃。早在20多年前，我以学生的身份在西非待了一年，采访当地人和中国援助人员，研究中国的援助方法，并参观了中国在内陆的项目。之后，我还经常回到那里。巧合的是，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从北部起兵发动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之前三个星期，美国国际开发署派我前往利比里亚北部，与当地农村妇女讨论一个有关园艺产品出口的项目。

那是我这么多年来最后一次前往利比里亚，我仍然记得雨季如何使马路翻江倒海，将满是铁锈的土壤变成一锅“浓汤”，经常使得那些试图冒险进入潮湿的绿色森林的四轮驱动车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我经常在想我在西非研究的那些中国项目都怎么样了。那些桥、稻田和支线公路都还在吗？中国援助的水力发电项目还在为凯内马和博城发电吗？中国政府在大约20年前开始培育的合资企业怎么样了？

贫困与繁荣

如果你能够在晴朗的夜空乘坐人造卫星横穿非洲大陆的话，非洲不发达地区的面积之大将会使你感到震惊。在南非，最大的一片亮光是约翰内斯堡，小一点的是开普敦。从南非北部边界开始到贝宁湾附近的弧线区域，除了拉各斯散乱的灯光外，其他地方都犹如天鹅绒那样黑。非洲绝大多数地区在夜晚都完全处于黑暗之中。

世界上的大多数贫困人口并非生活在非洲：目前，这一不光彩的记录仍然属于南亚，而这完全归因于其相对较多的人口。但正如博诺（Bono）和鲍勃·格尔多夫（Bob Geldof）等摇滚歌星，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和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等校园明星提醒我们的那样，非洲是绝大多数赤贫者的家乡——占据了缺乏小学、清洁水源、卫生设备和机遇的“最底层的10亿人”的一大半。

非洲贫困的原因很复杂，而且仍然存在争论。30年前，人们通常会指责是殖民剥削的掠夺导致了非洲的贫困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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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前英国殖民地，如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这两个相对繁荣的民主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功，说明殖民主义本身已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

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曾遭受过出口商品价格低廉、债务堆积如山，以及一系列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和自由化方案——这就是著名的“结构调整”政策，是非洲国家为了获得新的贷款而被迫接受国际金融机构强加的一种政策——的联合打击。尽管进入21世纪之后，许多非洲国家的增长率有所回升，贫困状况有所改善，但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使得大多数国家到2015年都将与千年发展目标相去甚远。诸如“绿色革命”等使亚洲农村得以实现粮食盈余的革新在非洲并没有取得广泛成功，而且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并没有为能够创造就业的投资提供明确和可靠的支持。在衡量治理质量的相关措施，如问责制、法治和透明度方面，非洲国家仍然落后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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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的30年间，中国领导人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了改革，逐步实现经济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果。以四川省最早试点的农业改革为起点，中国决策者在国内启动了市场激励政策，而就在不久前，人们一旦被打上“资本主义走狗”的标签，就会遭到歧视和摒弃。

我曾在1980年到中国旅行，当时正值改革的第一波浪潮席卷中国大地。因为签证的原因，我和朋友先在台北，后在香港等了几个星期，然后才乘火车穿过狮子山隧道和经过一望无垠的稻田，就在那些稻田上面，将会建立工厂林立的深圳经济特区。在从广东到上海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两名受中国政府资助从贝宁和苏丹到中国留学的学生。还有一对正在度蜜月的新人，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和他的新娘与我们在包厢里共处了半天的时光。火车经过了许多灰乌乌的小村庄，不时在沿途城市靠站，站台旁边满是昏昏欲睡的小毛驴在休息。四周没有商店、市场和餐馆。我们仍然能够辨认出“为人民服务”和“坚持不懈、斗争到底”等褪色的标语，遍布在满是灰尘的砖房的围墙上。我问那位年轻军人他在农村的时候，都为谁服务了。他笑着指了指自己。

当邓小平带领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中解救出来，引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时候，他睿智地指出意识形态已经不再至关重要：“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他还说：“致富光荣”。在最初的断断续续中，市场经济活跃了起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欢迎外国投资、技术和新工艺，将学生送到西方国家著名大学去学习最新的思想。通过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这一不同寻常的体制，中国的企业家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国有部门也逐步培养自己的商界领袖，鼓励他们创建全球性品牌和到海外寻求盈利。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不仅是玩具、服装等初级出口制造业的世界工厂，而且是笔记本电脑、播放器和数字化医疗设备的世界工厂。通过2008年奥运会这一盛会，中国向世界展示了自己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当我第一次前往中国的时候，看到的是普遍平等，但所有人也都同样贫困。正如经济学家陈绍华和马丁·拉瓦里昂所指出的那样，1998～2001年，中国贫困人口的比例从53%降到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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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随着经济的繁荣，不平等现象也急剧攀升。我曾看到乞丐就坐在北京王府井繁华的商业街的路边。此外，在春天和冬天，北京经常会被笼罩在一层黄色的浓雾当中，这是成百上千的管理不善的工厂造成的结果。清洗空气和暂时带来蓝天的雨水含有大量酸性物质。中国的许多河流和湖泊已经无法养鱼，污染物已经渗入大多数城市地区的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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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快速工业化所产生的这些代价开始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重视。对于许多非洲人而言，他们看不到这些代价。他们只看到了中国繁荣的一面：自信的商人前往非洲销售商品，中国游客去非洲旅游的人数持续增长，中国商界领袖代表团到非洲考察盈利能力。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发现这一面极具吸引力。将中国作为繁荣模范的想法已经进入了许多普通非洲人的脑海，尽管另外一些人担心受到中国工业巨头竞争的威胁，以及在初级产品领域争夺非洲当地市场的中国商人的不断增加。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兴奋与期待；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援助和由国家赞助的经济参与的担心。不过总的来说，我经常听到如下评论，一位富有思想的尼日利亚外交官在北京说：“中国人的优势是没有殖民后遗症。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无论为非洲做什么都是非常值得信赖的。你必须明白这一点。我们在想，或许我们能够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

不同类型的“援助”

不久之前，我参加了牛津大学组织召开的一次有关对外援助之未来的研讨会。我们在罗德学院——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向牛津大学捐助的其中一栋建筑里共聚一堂。罗德斯在19世纪创建了德比尔斯钻石公司，他将大英帝国从南非的林波波河向北推进到坦噶尼喀湖，攫取了今天的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罗德斯曾经说过：“如果可能，我将吞并满天的繁星，我经常这么想。看到它们如此明亮但却如此遥远，我真的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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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位期间成绩卓越而获得首届莫·易卜拉辛奖的莫桑比克前总统若阿金·希萨诺（Joaquim Chissano）用一番坦率的话语开启了研讨会，呼吁要对援助体系进行改革。他对“难以预测其价值的一场接一场的研讨会和座谈会……”以及强迫他们实施有时会产生破坏性结果的政治改革进行了谴责。他谴责捐助者曾“系统地驳回”非洲建设基础设施的要求，一般不会理会发展当地私营部门的要求。“我们应该设计新的方法来平衡援助，以此吸引私营部门的资源，从而培育和扶持一个健全的企业家阶层出现，因为他们与国民经济利害攸关”，希萨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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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经有接近60年的援助史，但富裕国家仍然没有办法确保他们的援助将切实有效地促进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随便怎么定义）和减少贫困。
 
[21]

 官方捐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且这种结合经常发生变动的基础上运作的。定期评估、一整套学术与专业审查、会议和出版物等创造了有关哪些似乎有效、哪些似乎无效的新知识，以及重新发明有效援助“秘诀”的激励措施。从早期援助基础设施和工业到后来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短期的）人类基本需求，我们转向结构调整，然后是治理与民主、孟加拉乡村银行开启的小额信贷、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等。有关援助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促进发展的信念一直在发生变化。然而在非洲，不断变化的处方并没有对消除贫困产生多大的影响。

中国的援助与经济合作则大不相同，这种不同既体现在内容方面，又体现在援助活动的标准方面。中国援助的内容相当简单，且很少发生改变。中国的援助与经济合作计划主要取决于受援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和请求，重点放在基础设施、生产和大学奖学金等传统捐助者已经不再重视的领域。中国对基础设施贷款是为了降低高昂的生产成本（尽管合同都给了中国企业，投标也不是很透明）。对生产性合资企业的补助被认为可以创造就业，提升本地能力，以及产生对中国机械和设备的需求。向购买中国商品的人提供优惠贷款，对非洲低收入国家的商品实行零关税准入政策，所强调的都是贸易而非援助。几十年以来，广受非洲人民欢迎的中国医疗队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当地医院。

中国是截然不同的捐助者和战略伙伴，因为它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作为一个在近期拥有类似经历的伙伴，它在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功（具体说就是它在快速经济转型和减少贫困方面的成功）使它具有了很大程度的可信性。正如利比里亚前财政部长安托瓦尼·萨耶赫（Antoinette Sayeh）所说的那样：“无疑，对于我们这些非洲人来说，除了用于援助的财政能力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已经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这才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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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助，与西方国家

中国作为融资来源的新角色虽然受到了非洲各国领导层的欢迎，但却引起了欧洲和美国的高度担心。有人首先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它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在资助活动中越来越多地运用社会、环境和治理的标准。作为一个公共资助机构，欧洲投资银行在与中国银行的竞争中失去合同后，其行长愤怒地谴责中国“不择手段”的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密切关注着中国银行逐步开始直接与它们进行金融业务的竞争。世界银行前行长批评中国人在贷款的时候，忽视了环境和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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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裕国家抱怨说中国企业通过援助与出口相结合的方式获得了业务，而富裕国家早就同意大幅降低这种促进出口的方式。

尽管中国在治理和决策的许多方面已经变得越来越透明，但援助数额仍然属于国家机密。中国政府仅发布了其援助数量最起码的信息，既没有任何官方数据表明援助在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分配情况，也没有按照部门或用途进行详细分类。这种保密的传统激起了误解、谣言和揣测。媒体（错误地）假定中国的援助计划规模庞大。有人报道说中国提供援助主要是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来获取石油等自然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流氓政权”获得了中国大量“不带任何条件”的援助，苏丹和津巴布韦成为这一臭名昭著的例子的典型国家（事实上，它们只获得了很少的援助）。

中国贷款缺乏透明度还加大了人们对中国银行通过向最近被免除沉重债务的低收入国家发放贷款而“搭便车”的关注。许多人认为中国人并不需要合适的资金会计，担心缺乏治理条件将会进一步恶化该地区早就深受官员渎职之害的腐败。牛津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主任保罗·科利尔在《最底层的10亿人》一书中宣称：“在最底层的10亿人中，（治理）已经异常糟糕了，而中国人却正在使这一局面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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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巴黎宣言》发布后，一些重要的捐助组织承诺改革它们的援助方法，以增加援助的有效性。作为非洲新的重要财政来源，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对于世界银行的发展议程，以及构成八国集团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总部位于巴黎，成员均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以下简称“经合组织”）的主导国家尤为重要。所有这些组织均承认，它们对中国援助和发展资助所产生的风险和机遇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摸黑进行的。

它们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对非参与往往只是重复西方国家，尤其是日本在中国所运行的模式。随着中国结束十年动乱，向来自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对外援助、贷款与投资敞开大门，中国领导人看到了援助是如何与其他形式的经济参与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看到了富裕国家是如何确保援助既有利于捐助者，又有利于受赠者的。他们援助的内容反映了他们相信那将会是为他们自身发展服务的东西。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提供援助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从我们这里学到的东西。

何谓对外援助？

定义什么是“对外援助”应该是相当简单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人一般都会认为对外援助是指由政府提供的用来促进欠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资金。按照这个定义，它们通常不包括（也不研究）军事援助，但维和部队所开展的道路维修和学校重建呢？救助儿童会等非政府组织送到海外的资金呢？用来促进出口的政府补贴或促进私人投资的补贴似乎不被视为援助，但如果受补贴的出口产品是将用做公共交通工具的公共汽车呢？如果补贴将被用于提升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机遇的合资企业和技术转让呢？它们是“援助”吗？

1960～1972年，为了形成一个能用连贯方式来记录和比较它们核心发展援助的定义，传统捐助者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经合组织下属的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成员国现在宣称，它们的援助是以官方发展援助一致认可的定义为基础的。

官方发展援助包括政府提供给发展中国家（指人均收入低于定期调整门槛的国家）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或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的资金。这些资金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标准：首先，资金的目的必须首先是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福利事业；其次，它必须在优惠的基础上提供。出口信贷和用来扶持私人投资的拨款与补贴一般不被归为官方发展援助。当我在第六章试图弄明白中国到底向非洲提供了多少援助，以及与其他捐助者相比时的情况，将会再次讨论这一定义。

官方发展援助的这一标准定义成为这项研究的开端。然而，我将超越这一定义，将中国政府用来协调其对非经济参与的一系列工具包括进来。这些其他的项目经常被媒体错误地贴上“援助”的标签。它们需要从官方援助计划中剥离开来，并恢复其本来面目：它们是那些非常清楚需要什么来促进其在海外国家目标的活动家、发展型国家所使用的投资组合工具的一部分。在找寻它们本来面目的过程中，我们有机会重新研究这类被大多数传统捐助者排除在外的投资组合活动。

各国为何提供援助？

华盛顿特区：电视上闪过一个棕色皮肤、满脸污垢、两只大眼睛中满是惊恐的蹒跚学步的孩子的照片。一个悲切的声音加上一个电话号码，代表她呼吁人们向红十字会或另外一个非政府组织捐款，以努力应对又一场自然或人为灾难。在白宫的一间办公室内，一名预算官员正在与国务院协调，以最后敲定向伊拉克和阿富汗创纪录的援助追加拨款的请求。在同一条街上，美国商务部一位穿着得体的代表正在其位于世界银行内的倡导中心接听美国工程公司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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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会略有不同，但这些图景可能也曾在北京上演。就像美国，中国提供援助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外交战略、商业利益，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反映。政治领导人对对外援助政策的大体框架加以设定，并将其作为各种外交政策工具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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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领导人往往会通过一时的鲁莽之举或意识形态而影响数十年的援助活动：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就是一个例子，在戴维营握手之后不久，他就使美国陷入了援助埃及和以色列的大规模转移支付之中。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思想给援助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更加保守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议程的出台。

然而，即便是强有力的领导人的愿望，也需要通过三种类型压力——国家、社会和国际——的过滤，才能转变为具体的援助政策。国家的影响最为关键。美国国际开发署隶属于国务院，这反映出美国将对外援助作为了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与之相反，中国的两个主要援助窗口分别设在商务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而这两个机构的职能首先是发展中国的国内经济。

在西方国家，像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救助儿童会、世界粮食救助会之类的非政府组织通过游说议会来对反映它们关注点不断变化的援助预算进行专项拨款。工会和企业则努力确保利用援助预算购买的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继续来自于国内。2004年圣诞节东南亚海啸发生之后，中国公民向中国红十字会捐献了成千上万的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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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与西方国家甚至与日本相比，中国的社会利益集团在援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小得多。在决定中国的援助方面，私有或半私有的商业利益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省级层面。然而在中国，国家利益（政治利益、商业利益与官僚利益）对援助的影响要远远超过社会利益。

对任何国家而言，影响援助政策的第三种压力均来自于全球援助体制。1960年，经合组织成立发展援助委员会，帮助监管和协调援助规则。就像其他领域——如国际金融、军备控制和全球气候变化——的体制均建立了相应的规则和规范一样，援助体制也形成了主要用于促进合作和确立共同标准的相对自愿的规则和规范。发展援助委员会一直在努力为透明度与定期报告、援助对象和标准化定义设立规范，而且已经在相互学习、外部审查及援助有效性的最优方法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援助体制还受到不断变化的发展理念——被认为可以促进增长、减少贫困、增进公平和实现具有深厚基础的可持续性变化的国内外投入的组合——的影响。在此，中国的理念与西方国家的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4年，《时代》杂志前国际版编辑、天才飞行员（两项美国飞行速度纪录的保持者）乔舒亚·库珀·拉默（Joshua Cooper Ramo）在犀利地分析中国发展理念的时候，创造了“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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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默认为，中国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模式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它与植根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所提倡之理念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核心原则形成了竞争。

中国的比较效果，它的五年计划和它强调试验而非确定性，相当于对华盛顿共识的政策进行了指责。作为一种发展模式，自由化、私有化和结构调整始终没有在非洲获得合法性，即便在世界对市场的信心在2008年年底开始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中经受严峻考验之前，情况也是如此。当前中国的模式仍然是政府主导型模式，这种模式与新加坡或日本早期的政府主导型模式相类似，但已经与毛泽东时代的模式相去甚远。中国各种各样的经验使我很难同意拉默关于中国当前只存在一种可确认的模式的说法。但这并非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为他们所认为的中国的发展模式所吸引，我们将在第一章中看到这一点。

问题与主题

本书整合了我最初作为一名年轻教师在亚洲教书，然后作为一名研究生在西非种植水稻的农村进行调研所遇到的问题与主题。坐在缓慢行驶的公共汽车上旅游，看着白色的陆地巡洋舰不时地超过我们，每辆车上都印着捐助者或救济机构的名字，我思考着如下对比：为什么有的国家如此富裕，而有的国家却如此贫穷呢？援助什么时候有用，什么时候可能使情况更糟呢？将近30年过去了，作为一名学者、教授和发展工作者，这些问题仍然激励着我，而且我又加上了另外一些问题：各国为何提供援助？援助对增长、治理和贫困产生了何种影响？

无论人们如何研究中国在非洲的参与，将中国的崛起与非洲大多数国家的贫困进行对比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本书并不涉及这种对比，尽管它之于这项研究，就像乞力马扎罗山构成了坦桑尼亚边界地区的风景一样。当然，中国崛起确实与中国援助的问题有关。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模式就引起了其他国家的重视。中国的国内经验与中国从经济上接近非洲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从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领导人为什么能在大多数非洲受到热烈欢迎，以及中国作为发展伙伴和援助提供者为什么能够获得信任。然而对中国模式的担心也很普遍，而且并非只存在于非洲和西方国家。

中国为何提供援助？习惯思维是：为了获取资源。然而正如我希望在本书将会阐明的那样，这至多是一个片面的和误导性的答案。从根本上看，对外援助是一种外交政策工具。中国也不例外。所有捐助者提供援助，都有一系列政治、商业和道德原因。弄清这些动机之间的平衡，我们就会找到打开中国援助计划黑匣子的其中一把钥匙。

接下来的部分将回到中国援助计划的起点，然后向前记载重要的政策转变。在毛泽东担任中国领导人期间，中国共产党利用援助来压制其竞争对手、盘踞在中国台湾省的国民党的持续的国际影响力。它们的内战变成了“外交”战争，战场挪到了第三世界外交部的礼堂。意识形态和政治战略是当时中国广泛的援助计划的主要推力。

然而，正如我希望第二章和第三章将会阐明的那样，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对非援助和在非经济参与主要是在两种新的（但相关的）影响下展开的。一是其自身作为受援国和外国投资接收国的经历。在中国向外部世界开放和开始接受来自西方国家尤其是日本的援助与投资之后，中国的决策者学会了一种新的如何使援助同时服务于中国自身发展目标的模式。二是一种更具东亚发展型国家特征而非共产主义独裁国家特征的国家主导型参与模式。

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1982年创造了“发展型国家”一词，用来描述日本曾经的飞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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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之后，该词被广泛用于东亚国家，用来描述那些设定明确发展目标并利用一系列广泛手段（尤其是金融手段）来培育本国企业，但同时也推拉它们去实现那些目标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在对外经济参与中日益增多的国家主导型工具，其中包括援助，开始反映出了这一相同的地区特征，尤其是最近所推出的“走出去”战略更是如此。第四、第五和第六章解释了中国援助的成效如何，回答了中国到底向非洲提供了多少援助。

在其援助计划及其发展型国家与非洲的亲密接触中，中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对于非洲的发展而言，中国新一轮的援助与经济合作将会意味着什么？本书从第七章至第十一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批评者们对中国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它们对非洲的援助和参与“扼杀了进步”，伤害了普通民众。这是真的吗？

第七章和第八章的重点是工业：中国将催化还是摧毁非洲的制造业？中国的某些在非工厂一开始是作为援建项目进入非洲并变成合资企业的。后来，利用援助和其他手段，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其制造商离岸到几乎所有非洲国家进行投资。但是中国在此所发挥的作用，说明非洲在产业化挑战的核心领域，尤其是这两章所提到的皮革、汽车零件和纺织品等“简单”部门存在一种两难困境。由北京所推动的中国工厂能够对非洲拖延已久的产业转型发挥催化作用吗？抑或允许中国出口商方便进入非洲市场的贸易自由化将会给非洲工厂带来致命的竞争吗？

第九章和第十章的主题是农业，它既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基础，也是当前非洲大多数仍然处于生存边缘的贫困人口的命脉。中国政府及其企业，甚至中国的私营农场主都正在紧锣密鼓地进入非洲的农村地区。中国的跨国种子公司将非洲视为新的开拓区，中国的志愿者正在非洲的上百个农村建立小型的中式稻田和鱼塘。援助与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受到了非洲领导人的欢迎，因为他们将自己广阔的土地视为又一种未开发的资源，但这种方式却令批评家深感担忧。

第十一章将重点直接放在了中国是“流氓捐助者”这一观点背后的神话与现实上面。中国的不干涉政策为被外界所排斥的苏丹和津巴布韦政府提供了掩护吗？中国在非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已经使构建良好治理、改善人权和降低腐败的努力出现了恶化吗？中国正在社会和环境问题上引导“逐底竞争”吗？中国积极支持自己的商业导致不公平竞争了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必定会使某些读者感到意外。在外界因中国在非洲影响迅速扩大而产生的批评和担忧的浪潮面前，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积极讨论和调整他们的行动。不过，中国仍然不大可能会迈出将援助与治理或人权联系起来的步伐，或迅速放弃长期以来具有西方国家和日本投资特征的商业活动。这对非洲的传统伙伴而言意味着什么？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中国的参与作为与其他捐助者建立新的关系的筹码吗？传统捐助者将做出何种转变？谁将最先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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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分析

本书对中国对非援助和在非洲进行的由国家主导的经济合作活动缺乏系统分析做出了回应。任何试图了解这一主题的人都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尽管中国人在总体经济合作方面比较放得开，但却没有对他们的援助进行任何官方报道、提供任何官方数据和做出任何官方评估。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学者在研究援助计划和某些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缺乏实地调研的资金意味着大多数中国学者只能依靠北京提供给他们的信息。

记者为我们提供了第一印象，但这些印象往往都很片面，有时甚至最好的报纸上也会出现惊人的错误。中国记者在新闻报道方面还受到较多的限制。其他国家的记者在报道时可能会较为平衡，但缺乏将对外援助与由中国的发展型国家所主导的更广泛的经济合作活动区分开来的背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中国作为捐助者是如何运作的，中国的援助和经济合作是如何影响发展的，这种区分还是很重要的。

我曾利用两种相互补充的方法来设法理解中国的援助和国家主导型经济参与的影响。首先，我在非洲先后进行了多次实地调研。我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非洲：有中国长期存在的国家（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有资源丰富的国家（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有战后重建的国家（塞拉利昂和莫桑比克），还有运转良好、治理较好的国家（毛里求斯和南非）。本书还利用了我早期针对中国援助和中国商业网的影响而进行的实地调研。我在几十个中国项目与投资点上投入了很多精力，对中非官员和中国援助人员进行了采访，与许多普通非洲人进行了交谈。为了还原中国早期参与的历史，我翻阅了在这些活动中与中国合作的部门所留下的满是灰尘、丢弃不用的档案。为了追踪中国援助的变化，我先后几次前往北京，与中国负责援助的官员对话，对中国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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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薄的年度援助报告和数量很少但却逐年增加的援助文献进行梳理。

但这项研究并非仅仅依赖于案例研究和实地调研。我的第二个方法是利用由研究助理团队提供的有关中国援助的资料汇编来描绘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对非援助范围的广阔画面，从而检验针对中国援助的某些共同假设。这些资料和案例研究使我得以驱散许多神话：中国人并不是非洲新的捐助者。他们并不是不可信赖的伙伴，并没有在毛泽东去世后对非洲进行“倾销”，也并非只是因为资源需求的上涨才回到非洲。他们的援助计划确实比较大且呈上升之势，但并没有达到庞大的程度。他们无疑对获得非洲的石油、矿石和其他自然资源感兴趣，但基本上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完全甚或主要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提供援助的。从相关证据来看，中国的援助看起来并不是特别“有毒”；中国人看起来并没有使治理恶化，而且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援助“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但中国的经济参与却通常伴有一定的条件，有些甚至（间接地）与治理相关。

归根结底，中国的援助与经济合作几乎肯定因为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部门对发展的影响而有所不同。在所有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可能并不是中国，而是各非洲国家及它们的政府。在治理相对较好的稳定国家，中国的援助与投资有可能会产生纯利。民主压力与市民社会的监督将确保竞争或替代的成本扩散到整个社会，当北京选择在哪些国家开展活动的时候，着眼于投票箱的政府将成为优先选择。在腐败横行和不稳定的独裁主义国家，由于它们的政府缺乏责任感，中国的参与（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不大可能会取得广泛的收益。

就像日本人一样，中国人认为解决冲突与不稳定的最好的办法是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他们在国内采取的办法，也是中国当前对非战略介入的主题。他们还认为非洲人会接受如下看法，即援助可以通过坦诚交换的方式，作为互惠互利关系的一部分来加以提供。这使得援助基本上不是单方面的赐予（就像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指出的那样），而是将给双方带来收益的实际投资。这是一个承诺。本书调查了中国的援助与经济合作如何圆满地践行这一承诺，以及中国越来越高的声望对非洲及其西方传统的发展伙伴而言可能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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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教士与毛泽东主义者：中国援助如何从“红色”发展为“专家”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正在以“援助”的名义掠夺受援国。

新华社，1968年2月6日

正如我们西方人今天所了解的那样，对外援助起源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传教活动和殖民时代后期所建立的发展与福利基金。我在小的时候，听说了有关我母亲的姨妈贝瑟尔（Bethel）的故事，她是一名传教士，后来成为一名医生，并嫁给了一个鸟类学家。他们夫妻两人前往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麓地区教书，提供医疗服务和（主要是她丈夫）研究鸟类。20世纪50年代，在一次边研究鸟类边度假的旅程中，贝瑟尔和她丈夫罗伯特（Robert）徒步穿越了尼泊尔——当时是大多数游客都未到过的世外桃源。后来，尼泊尔国王邀请这两个勇敢的传教士前往加德满都谷地建立了尼泊尔第一家西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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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传教士建立了中学甚至大学。1827年建立的作为英国传教士学校的弗拉湾学院成为塞拉利昂大学——西非第一所西式大学的核心。南非的福特哈尔大学是传教士于1916年作为南非的本土大学而建立的。

开办医院、诊所、学校和孤儿院都是典型的传教士行动。最初的殖民地发展计划也是如此。1923年，法国人终于开始在他们的非洲殖民地进行了改善医疗卫生和保健的计划。他们建立了诊所和妇产中心，购买了救护车。在英国，引起激烈争论的1929年《殖民地发展法案》打破了殖民地需要完全自筹经费的传统。英国创立了一项基金，用来资助农业、铁路、公路、电力以及矿产资源等领域的设备进口和经济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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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1940年《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中增加了资金的额度，并将社会服务加入了可资助项目的名单。20世纪50年代，毛里求斯利用拨款根除了疟疾。蒙特塞拉特岛修建了抗飓风房屋。其他殖民地建立了供水和卫生系统。这些迟到的努力对消除不受欢迎的殖民统治的污点帮助不大。然而有趣的是，当前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通常要在经济和社会指标方面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迟到的投资所取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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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帝国与传教士的岁月进入了日暮时期。10年过去了，传教士活动背后的慈善推力在非政府组织的崛起中发生转变。由《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所建立的基金变成了双边对外援助的核心。这些殖民地和传教士的起源仍然影响着当前许多西方国家的援助。

中国援助的起源则有所不同。中国人喜欢讲述他们的明朝舰队是如何从1418年至1433年，在舰队指挥官穆斯林郑和的带领下，先后几次远航到非洲西海岸。据中国的档案记载，这是一支非常强大的舰队，有2.8万名船员和63艘船只，每艘都至少比哥伦布驾驶的那三条小船大六倍。中国人并没有在非洲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正如一名中国外交官所说的那样，他们“除了带回一头长颈鹿献给皇帝观赏外，没有侵占一寸土地，没有贩卖一个奴隶”。郑和在每艘巨船上所携带的医生和药剂师还带回了非洲的草药和当地的药物复合剂，这可能是为了治疗当时在中国肆虐的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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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2年追寻郑和历史的一次现代活动中，中国专家来到了位于肯尼亚海岛上的拉穆古镇，“确认”肯尼亚少女姆瓦玛卡·夏瑞福·拉里（Mwamaka Sharifu Lali，即“中国女孩”）是15世纪中国船员的后裔，这些船员可能在船触礁沉没后游到拉穆岛并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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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内罗毕的中国大使馆邀请姆瓦玛卡前往中国的“祖居地”，并向她提供了学习医学的奖学金。

中国在封建王朝时期建立了一种朝贡体系：长期以来与处于其势力范围的小国进行交换。暹罗或马六甲王国的访问团通过磕头仪式确认中国皇帝的统治。他们向他奉上微不足道的朝贡，然后获赐丰厚的礼物和贸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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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外交礼物预示了中国当前的活动。对于大多数受援国而言，中国的援助已经通过官僚性的计划流程而得以制度化。但一揽子援助计划的“礼物”经常与其他协议一起，在中国高层代表团访问发展中国家或那些国家的领导人访问北京时才得以宣布。

中国宣布援助时的壮丽仪式可能反映了这些早期的外交传统。但中国援助的内容及其提供援助的方式也与西方国家不同，原因在于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中国的援助仍然取决于20世纪50年代所建立的外交政策框架。尤其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造成了一种外交政策困境，这种困境一直在限制着援助政策。

其次，中国的援助遵循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关于发展的核心理念。正如我们将在本章看到的那样，尽管中国几十年都是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国家，但其援助背后的经济发展设想最初却惊人地与支持西方国家援助的设想相一致。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转变。西方开始对其经验可以作为范例的观点产生怀疑，并且走上了一条不断再思考和重塑对外援助的漫长道路。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更实用的战略在国内占据上风之后，中国的援助也发生了改变，但其改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国家不断演变的援助理念大相径庭。

再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也是受援国。1978年之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经济交往逐渐开始借鉴西方国家，尤其是日本最初对中国进行商业介入的模式。当前，在非洲，中国正在重复最初转向市场时，日本和西方国家对其采取的许多做法和采用的那类协议。中国只不过是换了位置而已。

最后，中国的援助——就像日本的援助——受地区模式，即发展型国家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外援助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推动中国出口和自身发展而熟练运用的一种经济手段。援助和其他救济不仅被用来支持受援国的发展，还被用来促进贸易，帮助创建具有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以及促进中国国内企业进行升级换代。

在我们的眼里，中国现在是一个越来越繁荣的国家，它的外汇储备已达两万亿美元。全球经济危机正在破坏许多非洲国家在20世纪初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我们应该对中国所宣称的其援助将会促进互惠互利，非经济参与将是“互利共赢”的说法进行批评吗？难道这个强国所提供的援助不应该在多数情况下是无私的，不应该“是为穷人提供的救济品”吗？

简单的回答是否定的。作为一个在上海和深圳等光辉之城周围仍然生活着大量严重贫困人口的国家而言，中国仅仅为了其他国家——许多国家拥有更高的收入水平——的利益而拨出大量资金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将优惠资金定位为一揽子参与的一部分坦率地表明中国与受援国都会从中收益，从而创造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期望。它避免了西方国家援助所特有的家长式作风，这种作风曾激起了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的强烈批评：“我真的对这种所谓‘捐助者’与‘乞讨者’关系的家长式安排感到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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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避免了当互惠互利的一面被掩盖起来的时候，必然伴随着援助的伪善。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通常要向国会表明相当高比例的援助将会作为收益流回美国，以此为其预算申请辩护。与此同时，它还要努力使非政府组织的批评者相信援助确实能够减少贫困。据说，中国在提供援助的时候，也需要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评估：它促进了互惠互利吗？

在本章里，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自己：西方国家是如何将对外援助作为外交政策和经济参与的一种新手段的？我们的援助在最初是什么样子？这将有助于我们接下来了解中国所开展的截然不同的援助。

西方国家的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得以制度化。1944年7月，44个国家（其中包括24个来自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和亚洲的国家）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度假胜地布雷顿森林镇华盛顿山饭店的一栋有着高顶天花板和镶嵌着木板的房屋，共同设计战后多边金融架构。今天，你可以参观布雷顿森林镇，并住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当年住过的那个房间。就在这间屋内，凯恩斯当时彻夜无法入眠，思考如何构建一个用来提供最后贷款人的体系，建立一种防御下一次大萧条的集体保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为重建和发展提供资金来源（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或“世界银行”）等计划。

二战结束后一段时间，欧洲帝国在非洲土崩瓦解。20世纪5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矛矛党人起义打击了英国在肯尼亚的利益。法国则面临着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和马达加斯加的反抗。1960年，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Minister Harold Macmillan）在向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议会做演讲的时候警告说：“改革之风正在吹过这个大陆。”比利时在1960年突然同意刚果（金）独立；葡萄牙于1974年放弃对殖民地的统治。

随着殖民主义时代开始让路给民族独立和冷战时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在华盛顿市中心敞开了它们的大门。尽管富国操纵着决策权以确保成员国提供的资金越多，获得的投票权就越多，但这些新的机构是特意为了促进贸易、资本流动、增长和经济发展而建立的。

双边援助出现得要晚一些。1949年，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表示，需要将向新兴国家提供援助作为民主制度与共产主义之间战争的一部分，这成为其冷战战略的核心内容。这种援助将技术援助和资本投资与增加工业活动和提高生产的目标结合了起来。“提高生产是繁荣与和平的关键，”杜鲁门说，“而提高生产的关键是更广泛、更积极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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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援助专家卡尔·埃切尔（Carl Eicher）教授曾评论说，在20世纪50年代，“对外援助的大问题”是“如何向富国证明它们能够从给穷国的援助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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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杜鲁门向可能持怀疑态度的听众表示：“所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将极大地受益于为更合理地使用世界上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而制定的一项建设性计划。经验证明，我们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将随着这些国家在工业和经济上的发展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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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会分别在1950年和1952年通过了《国际开发法案》和《共同安全法案》，从而为今天的国际开发署奠定了基石。10年后，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也建立了政府援助机构。

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初，西方对援助的想法相对比较简单。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似乎是一种有效的模式。世界其他国家通过修建公路和安装电力设施，引进西方技术、工厂设备、拖拉机和种子就可以比较迅速地实现现代化。杜鲁门1949年的“第四点计划”演说反映了专家的理解：对外援助应该提高生产和科学知识，填补当地存款与外汇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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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最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华尔特·W.罗斯托（Walter W.Rostow）在其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绘出了“经济成长的五个阶段”。援助可以加速基础设施、大规模农业与工业的发展，使受援国实现“起飞”（罗斯托的第三个阶段）。人们并不认为用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存在问题：债务将通过投资产生的未来收益进行偿还，就像澳大利亚和美国偿还19世纪用来修建铁路的欧洲贷款一样。

这些想法引起了非洲各国的共鸣。甚至早在殖民主义落下帷幕之前，北罗德西亚（赞比亚）就从世界银行贷款超过4000万美元用来修建铁路和公路。尼日利亚贷款8000万美元用来在尼日尔河的卡因吉岛河段修建水电站。在利比里亚，过去大多数农民都是用小刀和大砍刀来收割粮食，同时还要躲开烧焦的树桩和跨过他们种植木薯和南瓜留下的小土堆，政府发行的一张邮票描绘了进步的景象：一长排巨大的联合收割机动作一致地穿过金黄色的麦田，背后是非洲蔚蓝色的天空。

如果西方的冷战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防止穷国爆发共产主义革命，那么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它似乎归于失败。利用西方技术所进行的大规模城市工业化，农村地区的采矿业、种植园和拖拉机厂，均没有增加多少就业。对快速增长的关注——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总统既是如此，他曾说“水涨船高”——受到人们的广泛批评，因为增长成果并没有“渗透”到穷人当中。革命领袖与暴动持续增加，他们大多数都在农村地区安营扎寨（最明显的是越南），并从那里招募穷的不能再穷的人。

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认为，援助与故意创造不平等和导致发展中国家依赖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融为了一体。他们指控说，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的繁荣是靠剥削穷国实现的。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曾将援助驳斥为仅仅是为了“填补”西方国家自己制造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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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马克思主义革命并非唯一的反应。从巴西到尼日利亚，因快速增长而导致的不平等和不安全感激起了军事政变，尤其是在尼日利亚，最终导致了比夫拉内战。在伊朗这个我与朋友曾一起于1977年秋天搭车旅行，并写信告诉家人那里满是泥墙的中世纪农村与充满都市气息的德黑兰之间形成鲜明对比的国家，快速变迁与不安全感帮助伊斯兰激进主义者掌握了政权。

西方国家对此做出反应，转变了援助的重点。部分出于在农村地区进行投资可能会防止“红色”革命的希望，用于农业绿色革命的资金大幅增加。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新方向”立法，该法案要求美国官方援助的重点从增长转向贫困和人类基本需求。世界银行开始重新定位其援助重点，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工厂转向农村综合发展计划：同时解决基本需求和提高农业收入的复杂尝试。1968～1979年，世界银行用于农村综合发展计划的贷款每年令人惊讶地增长50%。1976～1988年，世界银行共向农村综合发展计划投入19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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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非洲，西方捐助者采用农村综合发展的模式，每个捐助者基本负责一个省或一个地区，这种横穿各国领土画线的做法使人依稀想起了欧洲殖民强国在1885年柏林会议上对非洲的瓜分。

与此同时，提供更加“合适的”中间技术的计划迅速增加。西方国家停止赠送拖拉机，开始资助牛拉犁。他们不再在非洲大学修建教学医院，开始资助非政府组织直接向穷人提供卫生服务。在许多非洲国家，非政府组织最后掌管了40%～50%的医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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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每个人都喜欢这一改变。美国国际开发署高官罗杰·戴林（Roger Darling）1978年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栏文章警告说，“肤浅地”批评“‘渗透效应’发展政策并用‘人类需求’政策来取代它”是“从促进第三世界生产力向仅仅提供福利服务的悲剧性转变”。这并不会解决贫困问题，他总结道：“它只会扩大贫困。”一年之后，时任非洲-美国研究所所长，后任科尔比学院院长的威廉·科特（William Cotter）指责说，对基本需求的关注主宰了对外援助，以至于“旨在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公共机构或基础设施的项目如果还有的话，现在都要暗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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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升起

冷战也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与对外援助。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降后，中国又差不多进行了四年的国内战争。1949年，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推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被赶到台湾岛。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在台湾海峡——美国在1950年后将第七舰队派往这里——两边以未宣布停战的状态彼此隔海相望。尽管英国与北欧国家（瑞典、芬兰、挪威、丹麦）承认北京的新政权，但美国却拒绝承认。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安理会派遣部队前往朝鲜半岛，帮助韩国总统李承晚将朝鲜军队赶到朝韩边界线。中国志愿军在中朝边界的鸭绿江边集结，进入朝鲜半岛对朝鲜进行支援。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全面经济禁运，这一禁运一直持续了超过20年的时间。因此，中国的援助计划是在1950年以特殊的方式开始的，它在战争期间将粮食、药品、棉花及其他工业材料送给了朝鲜。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独立运动是中国早期援助的标志，但中国还向其他大多数与其漫长边界线相邻的国家（包括非社会主义国家尼泊尔）送去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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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中国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总理在与印度谈判西藏问题期间，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2.互不侵犯；

3.互不干涉内政；

4.平等互利；

5.和平共处。

一年后，周恩来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艾哈迈德·苏加诺（Achmed Sukarno）、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以及几十个新的非洲和亚洲国家的领导人一起，共同在印度尼西亚秀美的山城万隆出席了亚非人民团结会议。在爪哇省这块四面被壮观的火山所包围的中央高地上，代表了世界一半人口的他们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为不结盟运动的基础。［此时正值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在1952年使用的“第三世界”一词为人们所接受。］

50多年过去了，中国领导人仍然将这些原则作为他们外交政策与对外援助战略的基石。当前，中国领导人一贯坚持的援助是一种伙伴关系而非单方面赐予的态度便体现了“平等互利”原则。对“一个中国政策”压倒一切的关注体现了国家主权原则（“互不干涉内政”）。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仍然坚持与台湾当局的关系，被认为是在干涉中国内部纠纷。这些经久不衰的原则与中国自身遭到美国长达20多年经济禁运的经历，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对西方国家要求他们将政治条件强加到援助之上，或要求他们支持经济制裁加以拒绝。（当然，当前不干涉内政也便于在津巴布韦和苏丹等国做生意。）

从矛矛到毛

殖民主义在非洲突然崩溃了。在某些国家采取的是暴力方式，比如肯尼亚，矛矛党人起义试图迫使欧洲统治者下台。中国向一些独立运动送去了少量的秘密资金、物资和顾问。其中一些，如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则获得了较多的援助。但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开展的第一个官方援建项目，是在离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不远的地方修建火柴和卷烟厂。

几内亚独立后即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是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14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之一。其他国家或者唯美国马首是瞻，承认台北的“中华民国”，或者为其他问题所困扰，一时还难以做出抉择。几内亚第一任总统塞古·杜尔（Sékou Touré）拒绝了法国总统戴高乐（De Gaulle）让几内亚与其他法属殖民地一样保持半独立状态，继续保持与法国紧密关系的提议。1959年2月16日，《时代周刊》报道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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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宣布所有法国官员将在两个月内回国。杜尔傲慢地回答说：让他们八天就走吧。尽管法国店主和商人仍然待在几内亚，但350名官员及其家属开始撤离。法国人的司法权终止了。一艘满载大米准备前往几内亚的船转道去了象牙海岸。科纳克里电台暂时停止了广播。几内亚人指责离开的法国人带走了所有的东西——医疗用品、官方记录、空调，甚至电线。

总督官邸正在遭到清洗，几内亚人发现有些实际上属于几内亚的家具即将被运回法国。于是一场双向交通的滑稽戏上演了，法国人将东西拖出去，几内亚人又将它们拖进来。当杜尔与他苗条的第二任妻子（她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马林凯人）进入官邸的时候，他们甚至连一部电话都没有。

美国和苏联都急于取代法国在这块铝矾土矿资源丰富的前殖民地的利益，因此均向塞古·杜尔提供援助。在杜尔巧妙地让这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抗的时候，北京在1960年悄悄地向几内亚提供了1亿人民币的无息贷款（约合25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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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协议规定，中国派往几内亚的顾问享受“不超过几内亚共和国同级专家”的待遇，这对苏联和美国都是一个打击，因为他们的顾问不可能希望享受与非洲当地官员一样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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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塞古·杜尔访问北京的时候，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至少2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对他进行了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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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非洲的第一个官方受援国反映了意识形态利益。除了几内亚的塞古·杜尔之外，社会主义领导人在加纳（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和马里（莫迪博·凯塔，Modibo Keita）也取得了政权，而且这两个国家也很快就获得了中国的援助承诺。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独立，北京在非洲的目标显然要远远大于单纯地支持社会主义或革命运动。

首先，援助对于争取每个新政府承认北京而非台北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台北也积极拉拢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其次，意识形态分歧与担心遭到苏联摆布促使北京在20世纪60年代初与莫斯科分道扬镳。随着中国试图在美苏两极世界中保持平衡，对于中国外交而言，非洲新独立国家和不结盟世界变得更加重要。

最初，西方外交家忽视了中国，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苏联在非洲的活动上。中国总理周恩来在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对非洲10个独立国家进行了令人瞩目的访问。西方国家感到一阵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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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纳，周恩来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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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建立在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无条件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在需要的时候可延长还款期限。援建项目将使用质量最好的物资，力求收效快，促进受援国自力更生。中国专家将“充分”转让他们的技术，且与当地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访问结束后，中国承诺向刚果（布）、加纳、肯尼亚、马里和坦桑尼亚提供总额近1.2亿美元的援助。中国外交家逐步开始成功地与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保守国家建立起亲密关系。

尽管西方国家认为未来应该建立援助计划，但第一个建立援助计划的国家却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1949年之后，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其“不断革命”的目标使得政治（从来不是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当中国援助从临时性赠送货物发展成为永久性外交政策时，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在相对稳健和实用的道路与毛泽东所推进的令人害怕的意识形态道路之间举步维艰（出现了问题）。

非洲或许是幸运的，因为中国第一批援助计划基本上都是在“大跃进”所导致的“三年自然灾害”后建立的。在“左”倾冒进“力争上游”的推动下，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几乎在一夜之间兴起，再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迫使许多农村地区用树皮充饥，导致大量农民饿死，在自然灾害与文化大革命之间，实用主义路线占据上风。总的来说，中国的援助反映了这种实用主义。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国内战争和八年抗战之后，中国领导人首要的发展关注是满足精疲力竭的人民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他们希望为富饶的现代社会主义经济打下坚实基础：“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20世纪60年代访问非洲的中国代表团认为他们看到了许多相似之处。就像10年前的中国那样，非洲正在摆脱“长期遭受殖民主义掠夺”的境遇，需要生产食品、衣服和其他日用品。
 
[23]

 他们建议将各种援助结合起来以解决“长远需要和目前急需”，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均衡地提供技术培训和适度的“交钥匙工程”，以便中国专家能够迅速将其建成并转交出去，受援国只要准备好“转动钥匙”和开始生产就行了。他们还准备派出医疗队。

中国在几内亚的援助计划树立了榜样。1960～1969年，中国向几内亚提供贷款，快速建造了几内亚的第一家榨油厂（花生油和棕榈油）和一家竹制品加工中心，修建了一个火柴和卷烟厂、一系列灌溉稻田和一个茶叶试验站。这些贷款还用于几内亚人请求的两个“形象”工程：科纳克里的自由电影院和拥有2000个座位的人民宫。1967年，第一批34名医疗专家抵达几内亚，分组进入了四个地区。到那时为止，据估计仅几内亚就有3000名中国援助人员。
 
[24]



“丛林之龙”
 
[25]



20世纪70年代，外交战略仍然是中国援助背后的主要动因：与台湾当局争夺“外交”承认，对抗西方，尤其是苏联的影响。截至1973年，苏联共向20个非洲国家提供了援助，其中大多数援助被送给了8个位于战略地区（非洲之角、地中海沿岸）的国家。中国将其援助的范围扩大到30个非洲国家，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现在。对上述8个苏联的盟国，中国提供了比苏联更多的援助。
 
[26]

 援助的迅速扩展表明中国成功地将非洲新独立的国家争取了过来。从1964年到联合国最终（在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巧妙组织下）投票恢复北京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1971年，中国开始在另外13个非洲国家开展援助计划。

西方国家开始重新思考其援助计划，从仅仅关注生产和基础设施转向直接支持农村发展、基本需求和贫困。中国的援助并没有遵从这一趋势，它继续反映了中国国内关于发展的理念：利用中央计划干预来推动生产、卫生和基础建设。中国在非洲投资了国营工厂，来自上海战前工厂的技术工人培训非洲人批量生产进口替代型产品。棉纺厂在这些工厂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许多非洲国家都出口原棉［马里、苏丹、刚果（布）、坦桑尼亚、加纳］，中国投资建立的棉纺厂使得它们能够生产非洲妇女做裹裙用的长幅印花布。由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就像中国农村地区的“赤脚医生”一样。中国的施工队修建了大桥、公路、发电厂和港口，以及一个或两个广受人们欢迎的“形象”工程：象征友谊的会议中心，现代化的政府大楼，或以对中国友好的总统的名字命名的体育场。

中国人强调指出，他们的援助首先是使受援国能够自力更生的一种工具。中国共产党在二战期间抗日的时候，曾遭到孤立。1960年，莫斯科突然终止对中国的援助，召回全部技术专家。这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它们首先需要依赖自己。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谈到中国援助时指出：“我们并不是要使他们依靠我们，”他解释说，他们需要“主要靠自己的努力”。
 
[27]

 周恩来说这将使他们摆脱资本主义的控制。最后他说，这将极大地帮助中国为建立一种不同于对全球资本主义过分友好的拥抱所做的努力。

学习大庆和大寨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开始迅速转回毛泽东所提倡的不断革命的模式，其标志是越来越重视地区自力更生而非比较优势。经济分析再次为人们所摒弃，出售自家菜园的蔬菜或在家里养猪等私人（而非集体）创收活动遭到打击。“模范”工人、工厂和农业生产队获得赞扬。尤其是两个发展典型，受到广泛推广，“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遍中国的大江南北。

宏伟的大庆油田坐落在中国东北荒凉的草原上，那里冬天的气温可达零下33华氏度（零下36摄氏度）。大庆油田在20世纪50年代被发现，当苏联技术人员收拾行李返回莫斯科的时候，油田开发才刚刚起步。四万名中国工人与技术人员在隆冬季节齐聚大庆，向世人证明中国人也可以出产他们自己的石油。大庆铸造了著名的模范工人“铁人”王进喜，这位真正的男子汉充分体现了大庆的“革命精神”，就像伐木巨人保罗·班杨（Paul Bunyan）的神话象征了北美在19世纪开发原始森林一样。

《人民日报》在2004年再次讲述了这个著名的故事。

（王）进喜和他的钻井队没有房子，就住在帐篷、旧牛棚或窝棚里。还有人在地窝子里睡觉。火车运来了设备。由于没有起重设备，王就率领钻井队自己卸下了60吨的钻井设备。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撬棍和自制工具，将设备拉过平原，运到了钻井场。由于钻头的水管还没有装好，他们就从很远的湖里运来了几千公斤的水。他们克服万难，怀着满腔热情，终于打出了大庆第一口油井。
 
[28]



大庆模范工人的故事传遍了中国的千家万户，以用来强调“红色”（令人肃然起敬的共产党员），而非单纯“专家”的美德。（今天，大庆对外出口“铁人”牌机械，而王进喜最主要的遗产可能是他的形象被已在海外主要市场注册商标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广泛使用。）

在中国西北部的山西省，毛泽东树立了第二个典范：大寨。作为一个只有85户农民的小生产队，大寨迅速被提升为一个有着纪律、牺牲、合作与自力更生的杰出典范。在这片沟壑纵横、干旱和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大寨160个强壮的农民积极响应生产队长陈永贵“重新安排山河”的号召。他们修梯田，填深沟，引水灌溉农田。据说他们共用微薄的财产，在大队食堂里吃饭，而且他们还避开市场。

1977年6月，英国英中了解协会在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赞美文章，告诉读者说：“如果今天有哪个地方的名字在中国广为人知，那肯定是大寨。在中国各地的墙上、装饰画上、门框上、河堤上，到处都是五个字组成的标语：‘农业学大寨’。”
 
[29]

 诗人也歌颂了大寨的“革命”工作精神：

锤声响起，似战鼓如冲锋。

炸药震天，像爆竹迎春风。

滚滚向前的推土机，轰轰隆隆。

漫山遍野，遍是早春的情景。

大寨的农民或许真的工作努力和富有创造性（就像大庆的铁人一样），从而引起了当地共产党官员的注意。然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研究大寨的学者发现，许多大吹大擂的典型之所以能够存在，原因在于它们能够从政府那里获得其他生产队不可能获得的广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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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在1966年重新占据上风的时候，他们反复地将大寨和大庆作为榜样，从而使中国偏离了“大跃进”之后所奉行的更加稳健的道路。整个中国突然陷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几岁的红卫兵洗劫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房屋，破坏了传统艺术、古典文学，以及所有与西方沾边的东西。出身于知识家庭的孩子“上山下乡”，接受贫下农民的再教育。在农村公社和工厂，白天是漫长的劳动，晚上是持续到深夜的批斗大会，对那些阶级成分不好或劳动态度不好的人进行集体改造，而且被批斗的人随时都可能遭到拳打脚踢。

虽然“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在1966～1969年，但它持续了10年的时间。中国那时仍然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措施。外国人不允许与普通百姓进行过多的接触，因此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时期所发生的灾难。西方国家也正陷入自身激烈的动员之中。在墨西哥城、巴黎和华盛顿，学生走上街头反对他们的政府。毛泽东的“红宝书”《毛泽东语录》在大学的书店里非常畅销（我也买过一本）。这段充满暴力与痛苦的时期对中国在非洲的参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非洲的大寨？

周恩来在1964年访非期间宣称非洲“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中国人向非洲丛林中的游击队提供了物质支持和相关建议。当我在1983年第一次前往非洲开始对中国援助进行研究的时候，我想知道中国人试图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非洲国家来采取他们的模式，无论这种模式是毛泽东时代的激进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相对较新且更加实用的“改革开放”政策。我发现，中国人曾将他们的其中一个水稻农技站命名为马卡里公社，但并没有努力推动集体生产。在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中，人们告诉我在他们国家工作的中国人几乎从来没有试图说服他们采取中国的模式。

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在贝宁。就像在中国那样，以小农种植为基础的成功的水稻种植被整合成以“互助组”为基础的集中控制的国营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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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中国人通常更为实际。菲利普·斯诺（Phillip Snow）报道指出，周恩来曾在1964年建议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缩减其工业化计划——他们“过于雄心勃勃了”。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指出中国并不是用来效仿的模型，而只是一种“参照点”。
 
[32]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曾向非洲某些爆发内部冲突的新国家派遣了政治动员人员，但这一行为后来被批判为“文化大革命”浩劫所犯下的众多错误之一。当中国人开始发展援助的时候，他们遵守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他们基本没有推进毛泽东主义模式。

在毛泽东时代，许多非洲领导人声称敬佩中国的农村示范。或许这只是他们的狡黠使然。中国人给予那些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道路同路人的国家的援助相对要更多一些。这些国家包括：坦桑尼亚、几内亚，甚至塞拉利昂，其总统西亚克·史蒂文（Siaka Stevens）在执政初期“假装自己是反资本主义者”，后来又丢弃了这一伪装。
 
[33]

 当地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
 ）发表了大量文章，报道政府高官呼吁塞拉利昂建立国营农场。西亚克·史蒂文称赞了农村合作社；财政部长要求建立国家农业生产队，并将其作为“动员力量”，使小农场加入“集体化农业单位”。
 
[34]



为了继续保持社会主义伪装，在访问中国之后，塞拉利昂贸易与工业部长将毛泽东的名字从一条著名的标语中拿出来，换上了西亚克·史蒂文的名字，宣告说：“听史蒂文博士的话，照史蒂文博士的指示办事，我们就能在这里实现大寨式革命。”
 
[35]

 一位随行的卫生教育高官表示自己被中国人正在使用的“简单技术所打动”。他敦促卫生部向中国学习，利用中草药在当地制造药品，利用沼气（甲烷）为农村家庭供电。
 
[36]

 但最终这些事情塞拉利昂一件都没有做。要想在非洲发现与中国最相近的国家，我们应该去看一下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曾先后13次访问中国。1967年，受中国迈向农业合作社及其自身关于非洲社会传统思想的鼓舞，尼雷尔仿效中国的经验，创立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合作社方案——乌贾玛村庄。他还希望将坦桑尼亚分散的自然经济集中起来，以便政府能够更容易地指导他们，向他们传授技术，提供电力和其他服务。“我们正在使用锄头，”尼雷尔若有所思地说，“如果坦桑尼亚的200万农民能够放下锄头开始用牛犁地，那将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我们的生活水平将会翻一番，我们的产品将会翻两番。这正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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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因对农民自愿迁居缺乏热情感到失望，尼雷尔政府开始强制整家整户迁入乌贾玛村庄，拆除或烧掉那些拒绝搬迁的人的棚屋。600万人最终被重新安置到乌贾玛村庄。两年之内，农业生产大幅下跌，食物进口增长五倍。这一计划变成一个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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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过中国援助人员以及他们的某些做法所树立的榜样，毛泽东主义模式对中国的援助还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乔纳森·安格（Jonathan Unger）研究员曾经报道说，在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即便没有人在边上看着他们，政治立场坚定的男人或女人也必须在晚上留下来完成工作”。
 
[39]

 在他们的非洲项目中，中国人试图鼓励当地农业部的技术员放弃他们认为劳动不符合自己身份的偏见。中国专家与当地农民一起跳进泥泞的稻田，轮流赶走鸟雀，而这通常是孩子们的事情。

当地的一位农民曾告诉我他是如何受到鼓舞，以那些打着灯笼在稻田里劳作到深夜的中国人为榜样的。“你看到中国人在那里（稻田里），你也就去了。”有一次，一位议员前去拜访一名中国医生，到了之后发现这名医生正在擦洗办公室的地板。尽管世界银行为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招募负责人，但应邀的中国人只与农民们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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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动员精神在中国在非洲所取得的最为重大的成就——坦赞铁路——中达到了顶点。

坦赞铁路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可能是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时间最长和最亲密的朋友。这两个拥有漫长边界线的邻国均在富有魅力的非洲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度过了数十年的时光，最后均留下了稳定、和平与全方位的贫困。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周恩来总理承诺帮助它们修建非洲最长的铁路，这条铁路全长接近2000公里，从赞比亚内陆的铜矿一直延伸到坦桑尼亚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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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西尔·罗德斯曾在19世纪末设想过这一庞大且昂贵的铁路工程，半个世纪之后，英国殖民主义者又短暂地考虑过这一工程。赞比亚独立之前，后来成为赞比亚第一任总统的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再一次呼吁修建铁路，但世界银行的考察团以不可行为由加以拒绝。尽管一个由英国与加拿大企业组成的财团不赞成世界银行的做法，但它们无法为修建铁路筹集资金。德国也拒绝了这一工程。

1967年，坦桑尼亚、赞比亚和中国在一片怀疑声中签署了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坦赞铁路在1970年破土动工，在1975年全线完成，比预订时间提前两年。这一大约有10公里隧道和300多座桥梁的庞大铁路线，使中国之前对非经济参与的其他任何基建工程都相形见绌。在此后数十年间，世界各国都是通过坦赞铁路来了解中国的援助计划。因此，当得知中国还在非洲做了许多别的事情后，很多人都很吃惊。

在中国，坦赞铁路仍然代表了毛泽东所推动的斗争、艰苦奋斗和“辉煌成就”的巅峰。就像大庆的铁人和大寨充满活力的生产队的故事一样，坦赞铁路的故事也充满了牺牲精神。在2006年的中国“非洲年”中，中国媒体使坦赞铁路的历史家喻户晓。中央电视台在一期有关中国与非洲的节目中采访了一位当年曾修建坦赞铁路的老人，这位老人告诉年轻的采访者：“我们有时不得不去喝从大象的脚印里找到的水。”新华社的一名记者报道说：

食物都是从中国运来，半个多月的航程意味着他们只能吃脱水蔬菜。酱油对他们来说都是奢侈品。有时当供给运到的时候，面粉已经发霉。在野外的帐篷里住宿也很危险。早上穿鞋的时候，他们总要检查自己的鞋子里是否有蛇。晚上，他们还能听见狮子在外面吼叫。
 
[42]



铁路的庞大需求——接近1.6万名中国技术人员（高峰时期），几十个政府部门，无数船物资与设备——给中国的援助体系带来了额外的压力。1972年，中国工程队在全世界开展的“交钥匙”援助工程接近100项。中国承诺截止到1973年，将向7个亚洲国家、6个中东国家、3个拉美国家和29个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在少数几个中国向它们提供无息贷款用于开发项目的国家，贷款还没有用，它们国家的领导人就开始讨论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紧密关系的利与弊。尤其是在非洲，正如中国的一份报告所承认的那样，各种活动使得对外援助工作“越来越繁重”。
 
[43]



援助反思

援助在这些年里出人意料地成为北京的关注核心点。1972～1977年，中国国务院组织召开了五次全国性的对外援助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的结论充满了热情。1975年6月召开的第四次会议则得出了比较清醒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实力有限。中国应该继续执行对外已签订的协议，但要“控制新签援款的数额”。
 
[44]

 1967～1976年，中国年均援助额大约占国家财政支出的5%，这主要是由越南造成的，它在那些年里共吸收了中国全部援助预算的40%。
 
[45]

 中国国务院决定每年对外援助支出不应超过国家预算的固定比例。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开始走出“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当年没有召开援助会议。

1977年，在对“四人帮”所犯罪行以及它给中国援助计划带来的破坏进行清算之后，第五次对外援助工作会议强调中国应该帮助受援国“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经济。
 
[46]

 尽管（抑或因为）遭到“四人帮”的干扰，但中国援助队在短短七年的时间里，共在发展中国家完成了470个项目。1978年，共有74个国家正在接受中国援助，其中大多数为非洲国家。当时，中国开展援助项目的非洲国家要多于美国的。

20世纪70年代的一段时期内，一个更加自信的第三世界似乎正在崛起。来自非洲国家的投票使得中国最终能够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从越南撤军，胡志明的军队开进了西贡。阿拉伯国家在1973年实行石油禁运，导致石油价格飙升，显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力量。发展中国家甚至在联合国获得足够的支持，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决议。该决议宣称，应该提升援助水平，且不能附带任何条件。富国应该停止为了自身利益操纵贸易的行为。他们不应干涉发展中国家对本国矿产资源进行国有化，或没收外国投资。所有这些虽都不具约束力，但却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当前对全球化的批判中，相同的诉求仍然存在。

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激进主义正逐步消减。“文化大革命”所引发的动乱逐渐趋于平静，中国开始逐步增加与外部世界的接触。1975年，站在闪闪发光、照亮人民大会堂天花板的红星下面，没有与坐在其他代表中间的毛泽东进行过多目光交流，周恩来将一颗优雅的“银子弹”射入了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规划。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需要中国终止自我设定的闭关自守和极端的自力更生。中国需要从西方工业化国家引进技术，然后用出口进行偿付。毛泽东和周恩来均在1976年去世。但周恩来的规划最终得以实现：中国开始开放。中国的对非援助与参与也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变。




 [1]
 他们的故事可参见Grace Nies Fletcher：The Fabulous Flemings of Kathmandu：The Story of Two Doctors in Nepal
 （New York：Dutton，1964）。


 [2]
 George C.Abbott，“A Re-Examination of the 1929 Colonial Development Act，” Economic History，
 new series，24（1）（1971）：68-81。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所有根据这些计划购买的设备都将来自于英国，这开创了捆绑援助的先例。


 [3]
 在考察不同殖民者对其前殖民地影响问题上所进行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可参见Daron Acenmoglu，Simon Johnson，and James A.Robinson，“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91（5）：1369-1401；Michael Bernhard，Christopher Reenock and Timothy Nordstrom，“The Legacy of Western Overseas Colonialism on Democratic Surviv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4，48：225-50。非计量经济学分析，可参见Atul Kohli，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Matthew Lange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eds.，States and Development：Historical Antecedents of Stagnation and Advance
 （Basingstoke，UK：Palgrave Macmillan，2005）。


 [4]
 Louise Levanthes，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5]
 “Kenyan Girl Traces Chinese Roots Over 600 Years Later，” press release，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Republic of Kenya，July 21，2005.


 [6]
 Albert Feuerwerker，“Chinese History and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02（1）（1972）：1-14；Kenneth Pomeranz，“Empire and ‘Civilizing Missions，Past and Present，” Daedalus
 ，134（2）（2005）：34-45.


 [7]
 Alan Beattie，“Loans that Could Cost Africa Dear：The Money China is Pouring into Africa Could Damage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he Continent，” Financial Times，
 April 22，2007.


 [8]
 Harry S.Truman，“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1949.


 [9]
 Carl Eicher，“Flashback：Fifty Years of Donor Aid to African Agriculture，” Conference Paper No.16 presented at the InWEnt，IFPRI，NDPAD，CTA Conference “Successes in African Agriculture，” Pretoria，December 1-3，2003，p.6.


 [10]
 Truman，“Inaugural Address.”


 [11]
 Walter Rosto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要想详细地了解当时的想法，可参见Roger C.Riddell，Does Foreign Aid Really Work？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12]
 Theotonio dos Santos，“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1970）：233.


 [13]
 Devesh Kapur，John P.Lewis，and Richard Webb，The World Band：Its First Half Century，
 vol.1：History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7）.


 [14]
 在喀麦隆、乌干达和肯尼亚等国既是如此。Sanjay Pradhan，“Evaluating Public Spending：A Framework for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s，”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 No.323，1996；Riddell，Foreign Aid
 ，p.37。


 [15]
 William R.Cotter，“How AID Fails to Aid Africa，” Foreign Policy，
 36 （1979）：107-19，at p.107.


 [16]
 第一批正式接受中国援助的15个国家是朝鲜、阿尔巴尼亚、北越、罗马尼亚、蒙古、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埃及、柬埔寨、缅甸、斯里兰卡、北也门、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和古巴。Teh-chang Lin，“The Foreign Aid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 Theoretical Analysis，”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DeKalb，IL，1993，p.148。该篇论文指出，1953～1963年，北越、朝鲜和蒙古据估计共接收了中国82%的援助。


 [17]
 “Vive l'Independence！” Time Magazine，
 Feburary 16，1959.


 [18]
 Wolfgang Bartke，China's Economic Aid
 （New York：Holmes and Meier，1975），p.116.


 [19]
 “Communist Aid Contrasts：Guinea，” Radio Free Europe，September 19，1960，开放社会档案馆的网上资料，见http：//files.osa.ceu.hu/holdings/300/test/90-3-114.s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3，2008）。


 [20]
 Jan S.Prybyla，“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Africa 1960-1964，” Asian Survey，
 4（11）（1964）：1136.


 [21]
 这10个国家分别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在的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丹尼尔·拉奇（Dniel Large）在“Beyond ‘Dragon in the Bush'：The Study of China-Africa Relation，”（African Affairs，
 107（426）（2008）：45-61）一文中，回顾了这一早期的恐慌。


 [22]
 参见附录1。


 [23]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42页。下句中的引文来源相同。


 [24]
 Bartke，China's Economic Aid，
 p.120.


 [25]
 这个标题来源于George Yu，“Dragon in the Bush：Peking's Presence in Africa，” Asian Survey，
 8（12）（1968）：1018-26；还被用在拉奇的“Dragon in the Bush.”一文中。


 [26]
 地中海国家（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临近波斯湾的非洲之角国家（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苏丹），以及几内亚和加纳。Bartke，China's Economic Aid，
 pp.20-23。


 [27]
 新华社，1964年2月6日。引自Yu Fai Law，Chinese Foreign Aid
 （Fort Lauderdale，TX：Breitenbach，1984），pp.47-48。


 [28]
 “From a Little Trickle to a Mighty Gush，” People's Daily，
 October 8，2004.


 [29]
 “Learn from Dazhai，” China Now，72（1977）：2，available at：www.sacu.org/learntachai.html （accessed May 5，2008）。文章中的诗歌来源：Liang Laiqeng，Chinese Literature
 ，2（1976）。


 [30]
 Marsh S.Marshall，Jr.“Red and Expert at Tachai （Dazhai）：A Sources of Growth Analysis，” World Development
 （1979）：424.


 [31]
 Hans-Helmut Taake，“Promoting Non-Alignment and Self-Reliance：China's Development Policy，” D＆C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Germany），5/6 （1994）。关于贝宁的项目，还可参见Law，Chinese Foreign Aid。


 [32]
 斯诺对周恩来在阿尔及利亚的记述，来自于Beijing Review，
 January 3，1964，p.94。


 [33]
 “Stevens the Tactician （1905-1988），” West Africa
 ，June 6，1988，p.1019.


 [34]
 D.A.Brautigam，“Foreign Assistance and the Export of Ideas：Chinese Development Aid in The Gambia and Sierra Leon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32（3）（1994）：324-48.


 [35]
 Brautigam，“Export of Ideas，” pp.332，338.


 [36]
 Letter，Senior health education officer to Minister of Health，Chinese Project Files，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Freetown，Sierra Lenoe，September 11，1979.


 [37]
 W.E.S.Smith，We Must Run Whild They Walk
 （New York：Random House，1971）.


 [38]
 以下著作对坦桑尼亚乌贾玛运动的失败专门进行了分析：James Scott's，Seeing Like a State：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pp.223-61，Goran Hyden，Beyond Ujamaa in Tanzania
 （London：Heineman，1980）。


 [39]
 Jonathan Unger，“Remuneration，Ideology，and Personal Interests，” in William L.Parish，ed.，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New York：M.E.Sharpe，1985），p.124.


 [40]
 世界银行：Trevor Parfitt，“The First Lomé Convention and its Effects on Sierra Leone，” 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anchester，1983。世界银行解释说，他们选择负责人是为了获得当地政府的批准和当地社会的认可。


 [41]
 坦赞铁路无疑是研究中国对非援建项目最佳对象。参见George T.Yu，“Working on the Railroad：China and the Tanzania-Zambia Railway，” Asian Survey，
 11（11）（1971），pp.1101-17；Richard Hall and Hugh Peyman，The Great Uhuru Railway：China's Showpiece in Africa
 （New York：Gollanca，1976）。美国教授的杰米·蒙森（Jamie Monson）在她证据充分的《非洲自由之路》 （Africa's Freedom Railway：How a Chinese Development Project Changed Lives and Livelihoods in Tanzania，Bloomington，
 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9）一书中再次研究了这一项目。本节内容参照了这本书和以下两本书：Philip Snow，The Star Raft：China's Encounter with Africa
 （New York：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8），pp.150-4；Bartke，China's Economic Aid，
 p.16。


 [42]
 “Tanzania-Zambia Railway symbolizes Sino-African Friendship，” Xinhua
 ，June 23，2006，available at：www.chinaview.cn （accessed May 7，2008）.


 [43]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第61页。20世纪70年代签订合作协议但后来却未充分利用的国家有：布基纳法索（上沃尔特，1984年）、布隆迪（1987年）、毛里求斯（1982年）、莫桑比克（1985年）和苏丹（1987年）。Lin，“Foreign Aid Policy，” pp.344-365。


 [44]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


 [45]
 Ai Ping，“From 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 to Mutual Development：China's Cooperation with Tanzania，1965-95，” in Goran Hyden and Rwekaza Mukandala，eds.，Agencies in Foreign Aid：Comparing China，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d in Tanzania
 （New York：Macmillan，1999）；引自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


 [46]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第61～63页。


第二章 “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的援助试验

1979年，当好战的伊斯兰学生占领美国在德黑兰的大使馆，并将53名美国外交官扣为人质的时候，我正在中国台湾省潜心学习中文。台北的美国学生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纷纷将短波收音机调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新闻频道。随着人质事件的进一步发展，石油价格猛涨，最高点相当于104美元每桶（按照2008年的美元计算）。世界经济突然遭到双重打击：高油价和美国联邦储备局决定大幅提高利率以降低其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商品需求下降，进口成本增加。而且，穷国相继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贷款。

如此就拉开了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围绕发展战略所进行的最为艰苦和漫长的争论的序幕，而且这一争论迄今仍未结束。在北方国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经济学家指出，许多国家还没有谨慎地管理它们的经济。出生于法国的塞内加尔财政部长让·科林（Jean Collin）承认：“实施第一个计划耗尽了我们的储备，从1965年开始，我们正在耗尽国库来实施第二个计划。”
 
[1]

 随着国库的耗尽，它们开始求助国际银行，而这些银行则很高兴使石油美元重新回到产油国的账户上。但这一争论也更具意识形态性，与市场和国家应发挥的作用挂钩：呈急剧反对国家的态势。

1980年，非洲各国领导人齐聚尼日利亚潮湿的海滨，商讨如何应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并最终签署了《拉各斯行动计划》（Lagos Plan of Action），以1974年联合国国际经济新秩序决议所确立的原则为基础，拟定了区域发展战略。该计划认为非洲的问题主要是由剥削性和不公平的全球经济所造成的。世界银行对此进行了反击，委托以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艾里奥格·贝格（Elliot Berg）为首的团队撰写了《加快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行动计划》（Accelerated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An Agenda for Action
 ）。该报告指责非洲不发达的根源在于管理不善：腐败、赞助、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政府过度管制，以及贷款支持津贴和赤字开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世界银行的行动计划后来成为著名的结构调整政策。

影响广泛的《外交季刊》将贝格报告选为该刊创刊75年以来发表的五个最重要的非洲文件之一。它批评了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呼吁非洲国家效仿分别为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所推动的保守主义革命，采取一种更具市场导向的战略。结构调整政策将稳定化（使开支重新与储备相一致，进口重新与出口收入相一致）与市场自由化结合了起来。尽管对于那些超支或积欠过多债务的国家（或家庭）而言，某种形式的稳定化始终是必要的，但转向市场则更多的是为思想的范式转变所驱动的。

批评家将这一新思想称为新自由主义。19世纪40年代中期，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英国曾对自由市场兴起过一波类似的热情（《经济学家》杂志在当时作为自由主义的拉拉队而得以建立）。降低关税和放松进口配额使得英国能够以较低价格从俄罗斯和美国进口小麦，从古巴和巴西进口蔗糖，从阿根廷和新西兰进口牛肉。英国的出口产品最初是曼彻斯特的工厂所生产的纺织品，后来则是当时的世界市场所生产的品种繁多的工业品。自由主义的胜利加上世界头号军事与帝国主义强国的优势，推动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

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后期并没有成功地引发类似的工业革命。结构调整的目标首先是使价格合理，而非使生产合理。进行结构调整的国家通常被迫采取紧缩政策（通过削减开支和限制政府工资上涨来减少赤字）和对市场进行自由化（降低进口关税、取消价格管制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休克疗法”则意味着同时做到这一切。

结构调整贷款通常包含几十个条件，贷款国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能获得分期付款。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深陷经济危机的国家能够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开放市场、提高效率和降低政府的严厉管制，它就能够重新获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全球银行的贷款。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开的这剂药比较苦，很多国家都迟迟不向它寻求帮助，除非它们已经别无选择。“难道为了偿还贷款，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孩子挨饿吗？”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曾这么问道。

中国转向市场的道路则完全不同。由于对国外借款的谨慎和地处从文化上倾向高储蓄率的地区，中国领导人在稳步调整其国有经济的过程中不愿过多借款。没有“休克疗法”，没有外部驱动的条件，邓小平这位身材不高、头发稀疏、圆脸，后来成为中国转型标志的领导人要求国人忘记意识形态正确性，谨慎地尝试“摸着石头过河”。找出你们过河的路，他说，但不要搞“大跃进”。将你们的脚放在河底，然后“摸着石头过河”。

1978年成为中国转向市场的分水岭：1978年之前，共产主义与孤立；1978年之后，市场与开放。有两个关键时刻标志着1978年的开始与结束。3月，中国出台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年规划，重点建设120个大型现代化项目，其中包括30个发电站、6条铁路干线、8个煤炭基地、10个新的钢铁基地、5个港口、9个有色金属基地、10个大油气田等。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要想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打开中国的大门。1978年12月，在举世闻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改革派占据了上风。

转变实际上并没有如此迅速。当我在1980年夏天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多少改革的迹象。孩子们衣着鲜艳地在公园里玩耍，成年人却都还穿着过去几十年一成不变的单调服装。在中国各地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唯一看到的自由市场行为是在上海郊区的人行道上，一个农民蹲在那里，旁边脏兮兮的布垫上摆了一些有点枯萎的蔬菜。

1978～1982年，中国的改革者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他们不得不说服刚刚摆脱十年动乱的国人着手进行似乎将会危及中国存在之根本的新的变迁。而且，他们也不能确定中国的援助计划能否融入“四个现代化”建设之中。高层对中国是否不顾自身的急迫之需而开展援助计划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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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对援助的这种不确定性最终得以改变，其原因不仅在于邓小平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而且还在于中国开始向日本和西方国家学习。

“理想的贸易伙伴”

今天，我们知道中国是工业强国，是英国这个老世界工厂在21世纪的继承者。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拥有储量丰富的自然资源——石油、煤炭、黄金和铜，经济结构与今天许多非洲国家相类似。当中国开始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泥淖向外看的时候，国外石油和矿业公司也开始对中国的自然资源产生浓厚的兴趣。

日本是最早进入中国这个潜在市场的国家。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出于能源安全和能源供给多元化方面的考虑，日本开始从中国的大庆油田进口石油，当时“铁人”（见第一章）精神仍指导着大庆油田前进的方向。四年之后，从中国进口的石油几乎占据了日本进口总量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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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经过七年艰苦的谈判，中日两国签署了一份长期贸易协定。两国均将从中收益，日本承诺融资出口100亿美元的技术、成套设备和建设器材，中国同意在延期付款的基础上出口同等金额的原油和煤炭来进行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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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这种安排遵循了早已建立的模式。1958年，日本向印度提供了第一笔延期付款日元贷款，用来在孟买南部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果阿邦美丽的海滨地区修建铁矿石开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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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期的贷款用来支付日本的技术出口，印度获得了更先进的钻探技术来深入地底，因为当时地表已被殖民时期的开采弄得千疮百孔。日本的设备比较昂贵，因此他们推出延期付款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使其对受援国更具吸引力。印度同意在10年内每年向日本出口200万吨铁矿石用以偿还贷款。研究日本援助的专家大卫·阿拉斯（David Arase）曾指出：“所谓果阿模式在经济合作中的新颖之处在于，为了确保获得重要的原材料，日本将提供必要的设备、技术培训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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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国家均没有过多地担心环境问题或社会评估。果阿的铁矿带最终占据了印度铁矿石出口的60%。今天，当地的森林遭到破坏，山脉被夷为平地，农田被矿渣所覆盖。然而正如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在2003年的一项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超越支离破碎的景观，你将看到就业被创造出来，健康和教育水平得到提高，花在当地的钱已经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物质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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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开始与中国接触的时候，这些早期以资源来偿付的延期付款出口信贷所具有的特征得以重现。如一位日本分析家所描述的那样，中国发现自己能够“非常方便”地从日本进口技术和专门知识，而“丰富的自然资源”则使中国成为日本“理想的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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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并没有感情，尤其是在中国，只要打出“日本牌”，就能激起强烈有时甚至让人害怕的民族主义。但两国无疑都将这看做一种“双赢”的战略伙伴关系。截至1978年底，中国政府已经与日本签署了74份合同，为将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交钥匙工程提供资金。所有这些资金都将用石油和煤炭来偿还。

20多年后，当面临促进本国质量通常相对较低的设备出口与确保获得所需原材料的双重挑战的时候，中国政府借鉴了早期与日本交往的经验。它使中国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两个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间的交往可能使彼此受益。中日关系早期模式所具备的三个特征后来出现在中国与非洲资源丰富的国家的交往中：以投资换资源、“补偿”贸易和媒体宣传。

中国需要对其资源基础和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人们经常可以在中国偏远村庄的周边发现陈旧而简陋的木制建筑，下面是依山而挖的黑暗的隧道。这些成千上万的建在后院的矿井都是在毛泽东推动自力更生的年代挖掘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需要引进先进技术，并且果断关掉这些效率极低和危险极大的小矿井。1980年，中国的新华社报道说，中国计划首先利用外资来“提高产量和开采（本国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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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利用日本对大庆油田的兴趣来建设运输和能源的基础设施，并打造出口能力。日本出于自身利益与中国进行了合作。通产省是日本发展模式背后的推动力。通产省努力确保日本第一批对华援助贷款（中国支付3%的低息）主要用于修建铁路和港口，以方便中国向日本出口石油和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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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项目完成后，剩余的日元贷款将用来修建水电站、火电站、城市供水系统、电信和公路，以及化肥厂。日本还同意开发储量丰富的刘庄煤矿。日本的企业得到蓬勃发展，中国的基础设施得到扩建，从而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要。

西方国家紧跟日本的脚步。早在1978年初，总部位于洛杉矶的工程行业巨头福陆公司就宣布已经签署了一份在中国江西省建造大型铜矿的初步合同。伯利恒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德国蒂森公司均开始与中国洽谈大型的铁矿石开采工程。几年之后，中国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的西方石油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发中国最大的露天煤矿。四年之后，中国开始了第一轮海上石油联合开采招标，来自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巴西的五家石油公司获得了合同。“争夺中国”由此上演。

补偿贸易这种新型的易货贸易也是这些协议的一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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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偿贸易使企业能够在没有外汇的情况下进口设备和机器，先行赊购，然后用它们生产的商品进行偿付。正如一位中国播音员所评论：“油田的建设将用石油来偿付，煤矿的建设将用煤炭来偿付，工厂的建设将用这个工厂出产的产品来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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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日本企业向中国出口了缝纫机，偿付款是30万套睡衣。仅1979年，中国企业就签署了至少140份中小规模的对销贸易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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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分别与罗马尼亚、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谈判，利用大规模的补偿贸易来扩大开采和开发海上石油资源，而这些都是中国自主的大庆技术无法做到的。

最后，媒体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开放和西方国家的机遇。随着中国商业利益的逐步升温，媒体一片沸腾，有些类似2006和2007年中国在非洲拿下第一笔大单时所出现的情况。头版新闻预测，截至1985年，北京的120个现代化项目可能需要3500亿乃至6000亿美元资金（比较保守的估计是350亿～500亿美元）。西方各国政府开始制定具有吸引力的融资协议，以帮助它们的企业进入刚刚打开大门的中国。法国走到了前面，1978年底，它与中国签署了外界众说纷纭的数百亿法郎的贸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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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的一次电视访谈中，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向中国观众承诺，他将要求国会在未来五年内向中国提供20亿美元的美国进出口银行优惠贸易信贷。加拿大也承诺向中国提供20亿美元。比利时向北京提供了长期无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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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像今天许多有关中非协议的媒体报道一样，当时许多美好的承诺最终都没有实现。比如，截至1981年底，美国进出口银行只提供了一笔优惠贷款——2800万美元。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罗杰·沙利文（Roger Sullivan）警告说，美国将300亿美元的中国市场拱手让给了那些提供混合信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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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声称：“中国有超过一半的发电厂、化工厂、电信和运输基础设施的进口是通过捆绑援助来支付的。”

西方各国政府在密切关注由中国拟建项目所带来的机遇的同时，还匆忙制定了将贷款与其他援助结合起来的一揽子方案，希望能够被中国接受。美国承诺资助中国工程师到美国培训，并为中国水电开发提供技术援助。这并不能保证美国企业能够赢得中国重大水电项目，但正如《经济学家》杂志所指出的那样：“这使美国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竞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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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也提供了类似的援建项目，以求顺利拿下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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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88年3月乍暖还寒的一天，意大利外交部长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家由意大利捐助的援助中心的开幕仪式上剪断了彩带。三天之后，他在天津签署了一份交换书，意大利承诺向中国提供贷款修建一个大型钢厂，中国承诺这个钢厂将会使用意大利技术。为使法国公司获得一个大型水坝的修建权，法国承诺提供2.21亿美元的信贷和对大坝修建进行可行性研究。瑞典人因积极提供混合信贷而获得了15个出口合同。在一次中国订购瑞典先进设备的合同的签字仪式上，瑞典发展援助大臣阿尔夫·斯文松（Alf Svensson）承认混合信贷的确发挥了作用。瑞典援助与贷款相结合的做法不但帮助了中国人民，而且“瑞典也收获了企业订单和创造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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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或许还说，瑞典和中国实现了“双赢”。）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家日本报纸闷闷不乐地报道说，欧洲企业——在政府支持的优惠贷款显著增加的帮助下——在中国正在超越日本企业，“在之前以日本为主导”的许多行业（电话系统、火电站、工业化学品）都获得了新的工业设备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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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尝试了在一种适度的无偿的体系中改革这些做法。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听到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东西，但在此我应强调指出：中国认为所有这些手段都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日本与西方国家能够利用它们的先进技术来开采中国单靠自身技术无法开采的自然资源。中国以后能够利用开采的资源来偿付这些投资。西方国家和日本用来赤裸裸追寻中国市场的补贴与援助，意味着中国正在获得现代化所需的财政折扣。

中国领导人对未来有着明确的愿景，他们紧紧地将中国的发展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利用西方国家和日本提供的援助为4000万人脱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中国还不清楚如何利用这些经验来重建其自身的援助计划。但这种情况即将发生改变。

摸着石头过河

1978年12月，邓小平的总体设想变成了施政方针。中国将着手进行旨在转变其计划经济的试验，将加强与所有国家（不止是社会主义集团的国家）的“互利合作”。但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对外援助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并非所有的中国改革者都确信现代化的中国需要援助计划。

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后，中国再不会未经长期研究、讨论和试验就进行重大改变。中国领导人组建了一个政策小组，让他们研究过去援助的经验教训，并对未来的援助提出建议。这个小组成立的时候，正值中国与以前的盟友和它最大的受援国越南爆发边界战争，而这正好为批评援助提供了口实。小平同志一锤定音：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他指出，这一点现在也是正确的，当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也仍将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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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炎热的7月，工作小组在北京向中国最高政府机构国务院进行了汇报。无疑，“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援助水平和耗资巨大的工程数量大大超出了中国的能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执政期间，共推出了19个巨大的“亿元”工程——在20世纪70年代，每项工程额均相当于5000万美元。代表们震惊地听到，由于毛泽东几乎完全忽视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益，从而导致1967～1976年，中国年均援助额高达到政府支出的5%的惊人比例。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改变。

对外援助的支持者从政治角度强调了继续援助的重要性，但是他们面临两个问题。对于一个严重偏离自身现代化轨道的国家而言，在国外开展的每个“交钥匙”工程都是一种牺牲。更糟糕的是，许多运转良好的工程移交给非洲各国政府后，却以失败告终。这对中国稀缺的资源而言是一种浪费，而且还有可能会给来之不易的政治资本带来危害。

几个月后，中国最高政治机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对外援助签署了一份联合意见。邓小平的路线最终获胜。对外援助仍将处于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中国发展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将利用援助来支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在此是指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但援助应该被设定在比较现实的水平上。中国领导人决定延期履行耗资巨大的“亿元”工程协议。国内的政治责任也需要中国确保其有限的援助资金有利于自身的现代化建设。

援助与“四小龙”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包括了许多从日本和西方国家学到的相同策略。另外一些则是通过自身不断摸索而得到的。结合这两方面的经验为基础，中国不仅将援助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和在国外获取政治支持的手段，还将其作为促进中国出口和帮助中国新兴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实用工具。日本在这方面提供了现成的样本。

20世纪80年代，就像现在许多人看待中国那样，日本的崛起也带来了相同的魅力与担忧。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查默斯·约翰逊在1982年出版的《通产省和日本奇迹》一书中，着重研究了日本作为“发展型国家”是如何有条不紊地操控金融和其他政府工具，将其作为胡萝卜和大棒来推进日本工业化和出口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尽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与发展停滞，但东亚还是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腾飞。媒体将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称为“亚洲四小龙”。它们8%、9%甚至10%的年均增长率主要得益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它们的客户覆盖了从安第斯山到阿尔卑斯山的偏远村庄。

随着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成为发展型国家的模型，中国政府也制定了相同的目标。经济合作（以及援助）将帮助中国赚取而非仅仅支出外汇。它将帮助中国企业进入新的市场，采取新的行动，促进中国新兴企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合资经营。它的改变将受到两个精心组合的因素的影响：中国自身作为受援国的经历和中国国内改革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

赵紫阳访问非洲

1982年12月底，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前往非洲，“探索性地推进”“南南合作的道路”。他一共在非洲逗留了四个星期，前后访问了11个国家。赵紫阳受到了摇滚明星般的欢迎。他的车队所到之处，马路两边都是欢呼的人群。在津巴布韦，当安全官员在赵紫阳的飞机到达前一小时打开机场安检门的时候，有5000人涌入机场等着迎接这位中国领导人走下飞机。5名妇女在拥挤中被踩踏致死，64人受伤，还有不少人晕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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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赵紫阳宣布今后“四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将指导新中国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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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赵紫阳所宣布的四原则的许多内容都重复了周恩来在1964年宣布的对外援助八原则，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提及“援助”一词。相反，他强调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包括……承建工程、合作生产、合资经营，等等”。

赵紫阳解释说，合作将增强中非双方的能力和促进中非各自的发展，而且双方还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中国官方英文杂志《北京周报》向外国人指出，合作四原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计划将重点从援助转向一系列其他形式的活动，这将使“双方受益……如果仅仅限于单方援助，那么穷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很难持续下去”，该杂志认真地总结说。

对于非洲而言，赵紫阳为期四周的访问与差不多20年前周恩来对非洲的访问具有相同的历史意义，只不过他的这次访问并没有使西方国家产生更多的警惕（抑或更多的兴趣）。它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随着中国自身的调整步入正轨，中国希望继续保持对非参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自身现代化的需求意味着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重点是欧洲、美国和亚洲，但援助政策显然仍旧主要针对非洲而非其他地区。正如早期著名中非关系学者乔治·尤（George Yu）教授在1988年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对非洲的兴趣和与非洲的关系得到了保持与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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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从最初调整的阵痛中恢复过来，援助也再次上升。根据经济合作组织下属的发展援助委员会公布的一项研究，1984年，中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第八大双边援助国，援助承诺非常接近挪威，跟日本和英国相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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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1995年，中国年均继续向非洲提供其对外援助总额的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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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逐步降低对其他重要地区，比如亚洲的援助的时候，对非援助却仍在增加。这给予了中国稳定的存在、信誉和坚实的基础，使得中国能够在1995年之后以此为基础继续发展与非洲的关系。我们应该从如下角度来看中国当前在非洲的显著崛起：中国从未离开非洲，只是我们一度没有看到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是世界上20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为208美元，正好处于莫桑比克与缅甸之间。老百姓的梦想是有钱去买“三大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对于一个相对较穷的国家而言，即使有一个援助计划都是极不寻常的（尽管印度也向某些南亚邻国提供援助）。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为国内提供庞大的资源，并没有多少额外资源可以用来援助。而且中国人还面临着两项重大的挑战：他们如何才能提高海外项目的表现和可持续性，避免宝贵资源的浪费？他们如何才能改变援助，使其也能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赵紫阳返回北京后，中国的援助官员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继续寻找出路。他们走出的第一步包括改革援助体系的架构（我将在第四章再讨论这一问题）。

中国还改革了其援助的标准操作程序，在他们真正同意一个项目之前，在可行性研究中增加了更多严密的经济分析。1982年，利比里亚政府要求中国改造位于偏远的海滨城市布坎南附近的巴拉科甘蔗种植园和糖厂。他们希望中国迅速而热情地答应下来。中国政府派遣了一个15人的小组对此进行了漫长的可行性研究。这个小组最后得出结论说，巴拉科的蔗糖生产每年将需要360万美元的补助。利比里亚应该寻找更有利可图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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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方面的改革针对的是薄弱的本地能力。人才外流、经济危机和援助机构“挖墙脚”使非洲各国政府损失了开展项目所需的大量管理和技术人员。中国政府一直在向非洲学生提供在中国学习的奖学金，但大多数项目培训都是在“现场”进行的。现在，援助官员获准将非洲中高层职员送到中国进行为期半年到一年的培训，开发他们的管理和技术能力。而且，中国人还设立了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为这些培训提供资金。

第四个方面的改革是中国人扩大了现存的对销贸易体制，将他们的早期援建项目纳入进来。下面让我们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皮革互换：在非洲的补偿贸易

1984年，中国驻马里大使馆安排一家中国企业去救援当地的一家国有皮革厂，该厂最初是作为中国的援建项目而修建的。这家中国企业向皮革厂提供了可以延期付款的商业贷款，使其用来订购零配件和升级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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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里皮革厂以实物的方式，通过出口牛皮——马里富产牛皮——来进行偿付。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就与非洲国家签署易货贸易协定，用中国的商品来换取非洲的原材料。但是，将对销贸易与发展计划结合起来才刚刚开始。就像中国偿付日本和西方国家提供的新贷款一样，中国的援助计划也利用非洲各国生产的产品来偿付流动资金贷款、零配件贷款甚至最初的援助贷款。这能够使受援国避免使用有限的外汇。

我们可以从这些资源-信贷互换与中国近年来在安哥拉、刚果（金），以及其他非洲国家使用的安排中找到相似点。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安排是新生事物，但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它们就已经落地生根。中国台湾学者林德昌曾在1993年指出，对销贸易的不断扩大正在使中国成为“初级产品的新的大买家，它希望用发展的商品和服务来换取当地的产品。……埃及的棉花、斯里兰卡的橡胶、加纳的咖啡、赞比亚的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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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通过出口腰果来购买中国项目的零部件。塞拉利昂出口咖啡和可可来偿还部分贷款。

进入21世纪之后，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章节看到的那样，安哥拉使用石油，刚果使用矿石，塞内加尔使用花生油，加纳使用可可来偿还它们的贷款。这种将贸易与援助结合在一起的做法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模式。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和私人银行一直在向产油国提供石油抵押贷款，但它们并没有将贷款与发展目标结合在一起。这种用于发展和用资源进行偿付的金融模式，部分来源于中国早期作为受援国，尤其是接受日本援助的经历。

负责到底

所有这些改革都将发挥作用，但它们并不足以保证援建项目能够持续产生效益——这仍然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许多援非项目都在移交后瘫痪，这给提供援助的国家带来了数不清的问题。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恶化，当时非洲国家正深陷因全球经济风暴及自身管理不善和政策决议失误所导致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西方国家决定抛开政府来解决这一问题，运用援助附加条件来减少国家的干预，以及强调私有化或由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中国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在20世纪80年代整个“失去的十年”和90年代，中国将大多数援助投入到改造几十个已经瘫痪或步履维艰的早期援建项目，以及寻找使它们的初期效益具有可持续性的方法上。对于这一时期开展的所有新项目而言，三个方面得到了巩固（维修、更新和翻新）。巩固政策的第一步，是中国在1983年决定派遣专家组前往非洲调查早期援建项目和确定它们零配件的需求。在坦桑尼亚，中国人签署协议，承诺至少更新60个早期援建项目。此前利用中国援助建成的水电站，例如刚果（布）7400万瓦的布昂扎水电工程，得到了彻底的检修。升级和维修建成项目并不显眼，收益也比较少。中国官员曾委婉地抱怨说修复建成项目要比新建项目更加复杂，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负责到底成了新的援助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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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的援助方式严格遵循神圣的外交政策原则——中国不会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这就产生了一位学者所谓的“主权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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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专家可以建设一个项目，可以培训当地人如何管理灌溉系统或在工厂生产纺织品。但除此之外，他们从不直接参与管理，因为这被视为“干涉受援国内政”。一旦项目建成投产，他们就应该回国。然而，平均每六个建成的“交钥匙”工程中，就有一个需要中国专家组再次回到那里，提供建议或进行进一步的培训。

要想走出“主权陷阱”，中国不仅需要向他们的早期援建项目提供技术援助，还需要向其提供管理援助。由于这被视为政治问题，所以必须由最高层——赵紫阳做出决定。赵紫阳指出，向建成项目提供管理和技术合作，不是“干涉内政”，而是“帮助他们实现自力更生”（另外一个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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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发生了转变。很快，实施“交钥匙”援助工程的中国专家组被要求提出与受援国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建议。

一些非洲领导人，比如朱利叶斯·尼雷尔，也不喜欢中国管理者进入非洲国有企业的想法，因为他们认为这侵犯了他们的主权（它也受到了那些将分配国有企业工作作为其政治分赃制的关键组成部分的非洲官员的抵制）。然而，当赵紫阳在1982～1983年访问非洲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有些政府同意试一试。

塞拉利昂进行了尝试。马格巴斯糖联甘蔗农场在1982年建成后，成为非洲第一个立即聘请中国专家担任管理者和用企业利润向他们支付工资的中国援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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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马里才是中国人研究和调整新做法的试验室。由中国人援建、在10多年前移交给马里人的制糖联合企业聘请中国专家担任总经理和各部门负责人。中国人直接掌管了人事、财务和原料。这些改变几乎增加了100%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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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马里当地的《发展报》（L'Essor
 ）称赞这一“创新性的合作政策”在西非“无与伦比”。马里人还要求中国专家管理其余五家此前由中国援建的工厂。

聘请中国管理者还有助于中国实现其巩固建成项目的目标。马里的五家工厂支付了84名中国专家的成本及他们的机票费用，“为我们节省了大量外汇”，中国商务部援外司副司长在1988年如是说。马里有些工厂开始利用出口赚取外汇。他们提前支付从中国进口的零部件和新机器，并且开始偿还援助贷款。

在此，我们值得停下来强调一下中国在这段时期的援助方式与大多数西方捐助者的援助方式之间的鲜明对比（有趣的是，日本在这方面更类似中国）。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一旦援助计划结束，项目就会被转交给政府，捐助者的参与通常也就结束了。世界银行前研究人员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2006年出版的《白人的负担》一书中，批评了捐助者顽固地坚持受援国政府应该为建成的援建项目承担全部责任，否则这些项目就将难以持续下去的想法。“这种想法曾经很吸引人”，伊斯特利说，“但数十年的证据表明，这个想法行不通”。他认为捐助者应该“坚持到底”，永远承担起他们某些项目的维护和营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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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想方设法巩固他们的建成项目和确保新项目茁壮成长就是一种坚持到底的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为改造提供中国管理者和新的贷款还不足以确保其可持续性。正如一位中国学者以坦桑尼亚为例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管理团队不应离开：

即便企业被转交10年以上，这不仅是因为需要传授技术，还因为坦桑尼亚企业无法自己生存和发展。中国援建的项目变成了这两个国家的负担。一旦中方停止“输血”，这些项目就难以正常运转。效率下滑、机械破旧，最终整个项目陷入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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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者在塞拉利昂面临着更多的限制。当地的腐败问题限制了马格巴斯糖联甘蔗农场支付其营运成本或偿还贷款的能力，而这并非中国希望看到的。当地工作人员经常大量偷窃糖联提炼的甘蔗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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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客每次参观糖联，都希望带回100公斤的袋装糖作为“礼物”。西亚克·史蒂文政府将糖联生产的蔗糖的出售价限定为零售价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人告诉我这一出厂价低于生产成本），然后与当地一位有背景的商人签署了一份销售蔗糖的排他性合同。1987年，塞拉利昂农业部长因陷入与蔗糖销售回扣有关的腐败丑闻而遭到解雇。

“我们告诉他们要热爱和保护糖联，”当我在1988年第一次参观马格巴斯糖联的时候，中方管理者这么告诉我。当时，甘蔗马上就要收割，白色天缨构成的涟漪一直延伸到附近地平线紫色的小山。“这是他们的糖联，他们国家的糖联。”根据中国新的援助政策，为了不使像马格巴斯糖联这样大的援助投资遭到遗弃，中国大使馆从援助预算中拿钱弥补了亏空。“这不是中国人的办事方式”，经济参赞后来在他位于弗里敦的办公室里告诉我，“我们是客人。他们不应该利用我们”。

我还看到在塞拉利昂邻国利比里亚管理非营利性的巴他维水稻种子繁殖农场的中国专家组也遇到了困难。1986年，中国总经理写信给利比里亚农业部长，礼貌地表达了他所遇到的困难：“中国有这么一句谚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尊敬的部长阁下，您可以想象没有钱来按时支付工人工资和购买必需的生产资料，对于企业运转而言有多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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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格巴斯和巴他维遇到的这类问题促使中国人开始探索援助与投资之间的联系。中国永远不会把私有化作为援助的条件。但私有化作为救助失败的项目，使之恢复生机和（有时是）健康的其中一种方法，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在无人真正关注之时，中国就已经打下了当前对非参与的根基。1984年，在我第一次前往西非考察中国的援助计划期间，这些试验就已经正在进行了。中国企业正在竞标德国和世界银行提供的援助计划。它们正在积极进行协商。北京正在派出代表团探索能否将他们以前的援建项目转变为经济农场。他们希望利用援助来帮助培育合资企业。我被所看到的一切深深打动，因此写了一篇有关中国合作与援助新组合的文章，题目为《利成于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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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然记得一位中国对外援助官员曾再三告诉我的一句新的互惠互利口号：“我们是穷朋友。我们正在互相帮助。” 然而，在我待过的一些环境非常困难的地方，比如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这种新的伙伴关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还是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利斯克一家人与中国福建省一家企业间的伙伴关系。

中国、梅尔文·利斯克、奥凯基代理公司

2007年12月哈麦丹风季一个酷热的傍晚，我开着租来的汽车——一辆22年前生产的破旧的马自达，小心翼翼地驶下弗里敦的一条陡峭且布满很深车辙的泥路。在转向这条糟糕道路的岔路口，我看到了奥凯基代理公司的小标志。在内战刚结束不久，所有东西都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我希望在奥凯基代理公司的滨海办公室四周看到一些人，我没有失望。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沿海省份福建省组建了闽非渔业公司。1981～1984年，该公司先后前往40多个非洲国家，希望洽谈捕鱼权和组建合资公司。为了试验性地扶持中国企业与塞拉利昂企业组建的合资公司，中国在1985年建立了大约1000万美元的基金。闽非渔业公司最终在塞拉利昂找到了一位合作伙伴，他是一个商人，名叫梅尔文·利斯克（Melvin Lisk），与他同为企业家的妻子莉莲（Lillian）一起经营着奥凯基代理公司。利斯克将中国人介绍给了莉莲。莉莲是加纳人，在弗里敦的弗拉湾学院上学时与利斯克相识。他们飞往中国与闽非渔业公司的领导见面，然后签订了合同。

中国在非洲兴建的第一批合资企业以小规模的方式始于1981年，当时两家中国企业试探性地向一家价值约为300万美元的合资企业投资了66万美元。截至1985年，中国政府共在非洲进行27项中小规模投资，总投资额接近2400万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占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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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不熟悉当地的情况，中国第一批前往非洲投资的企业与合作方所签署的协议，基本上都要求它们处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和缴纳相关税费。奥凯基就是第一批合资企业中的一个。

见到梅尔文·利斯克的时候，他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俯瞰海港平静的海水。他告诉我，在塞拉利昂内战期间，闽非渔业公司将它的股份卖给了北京的中国水产总公司。但合资公司的16艘渔船（所有船都以奥凯号命名，如奥凯1号，奥凯2号，等等）仍在几内亚湾的沿海水域捕鱼。中方提供渔船，占据了合资公司51%的股份。梅尔文和莉莲·利斯克同意支付执照费、使用费，以及当地职员的工资等所有费用。他们修建了一个冷藏保税仓库和一个修理店，留下了49%的利润。

每艘渔船上有15个人。船长、工程师、水手长和大副都是中国人。10名船员是当地人。用这种工业船队捕鱼产生了过度捕捞这一新的风险。他们还可能与在沿海浅水区捕鱼的传统渔民产生竞争。为了降低这些威胁，每艘船上还有一名来自塞拉利昂海洋资源部门的政府观察员，他用无线电传送捕鱼的范围和信息，以保证塞拉利昂政府能够适度地监管领海渔业。

利斯克告诉我，在过去的20多年里，合资公司一直盈利，但现在情况不是很好。海上的安全形势令人担忧。2006年，有10艘船遭到了海盗的袭击。“他们打了船员一顿，抢走了他们所有的衣服和手机，抽走了他们大部分燃油。”我问他为什么25年过去了，他仍然聘用中国人担任船上最高的四个职位。他叹了一口气：“几年前，我又买了两艘渔船，船长和船员都是非洲人。但四年后，我不得不解雇他们。他们从不积极工作，捕获量总是很小，还总是出各种各样的事情。只要有中国人在船上，那艘船就会收获颇丰。”

像梅尔文·利斯克与闽非渔业公司之间的合作尝试让观察家感到困惑。这种合作由塞拉利昂政府和中国政府所筹划的专项资金所触发。但这是我们西方国家能够认可的援助吗？抑或它只是一种商业行为？中国人建立了一系列基金，他们将其称之为“援助”，并利用全新的方式来使用它们。而且，随着中国的巩固计划使许多垂死的项目恢复生机，中国人开始更多地尝试将这种援助作为投资的催化剂。

援助作为投资的跳板

对于转型初期的中国而言，海外投资是一个棘手的领域。1984年，中国领导人只为海外合资企业设定了试验准则。但将援助与投资联系起来有可能会使中国人立刻实现三个目标：收回积压越来越多的援助贷款，巩固早期援建项目和让中国的新公司积累经验（抑或盈利）。中国人仍然小心谨慎、举措务实和“摸着石头过河”，他们进行了很多试验，以此探求如何将援助纳入投资。

中国企业采取的其中一项策略是通过承包——一种“软”私有化形式——来“拯救”某些他们早期的援建项目。就像租赁合同一样，通过承包，将所有权移交给国外承包商，以换取一定比例的回报，某种形式的使用费或租金。承包商并不拥有所有权，只是像所有者一样使用它。1987年，中国人开始试验性地承包他们早已管理的马里制糖联合企业和他们在多哥援建的制糖厂。

合资企业是另外一项策略。在1983年访问扎伊尔期间，赵紫阳提议实行债转股，将扎伊尔所欠中国一亿多美元债务的10%转变为中国在合资企业的股权。然而，社会主义中国与它的发展中国家伙伴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制定出这种转换的模式。牙买加是第一个真正与中国实施债转股的国家。1987年，牙买加同意上海国棉十二厂承担中国援建的涤棉织品厂所欠的对外援助债务，然后拿出该厂46%的股权作为回报。

1991年，在对与援助挂钩的投资经验进行总结之后，北京拨款建立了援助多样性特别基金，以扶持其他的试验。该基金以较低的利息提供适度的中期贷款（还款期为1～6年），以此作为非洲合资企业，尤其是那些将有助于巩固中国早期援建项目的合资企业的种子资本。有些非洲政府还获得了优惠贷款，用来（或转贷给私人企业）作为合资企业的本地股份。

自此之后，与援助挂钩的合资企业得到了加速发展。负责组织实施中国政府援助项目的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简称“中成集团”）成了贝宁糖业公司的股东。马里也借此对中国援建的塞古纺织厂进行了部分私有化。中国政府对该项目进行了政策扶持并提供了资金。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海外）获得80%的股份，马里政府保留了20%的股份。股份价值从马里所欠中国的对外援助债务中扣除。中海外同意偿还纺织厂剩余的债务，还自己拿出一些资金用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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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纺织厂到2009年仍然运转良好。

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我们还会看到更多发生在农业和工业领域的援助转投资的故事。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即使进入了21世纪，这些转换仍然继续存在，如坦桑尼亚与中国天津进出口公司进行了债转股谈判，对象是中国在达累斯萨拉姆郊区援建的乌邦果农具厂。

创造商机

中国的援助与商业间的其他联系也日渐增多。1979年8月，中国国务院通过相关法规，允许某些中国企业到海外寻找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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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两个中国援助队在尼日利亚和马里试验性地承接了商业建筑项目。中国建筑公司开始在完成援建项目后留下来，在当地注册公司和投标建筑项目。两年之后，中国企业共在九个非洲国家承建项目赚取硬通货。1980年，中国人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1985年，中国人加入非洲开发银行，这使他们获得了竞标由这些银行资助的项目的资格。中国企业向德国在卢旺达援建的基加利-鲁亨盖里公路输送了工人，参加了世界银行在卢旺达项目的招标。当然，他们的生意并非只限于非洲。1983年，曾经修建坦赞铁路的一家中国工程公司与纽约的一家公司合作，赢得了在美国控制的南太平洋岛屿塞班岛上修建综合医院的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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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在非洲的建筑业务开始兴旺。但几年之后，随着非洲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结构调整政策贷款不断上涨，其他捐助者的基础设施支出不断降低，中国新的海外建筑公司遇到了困难。中国领导人决定向日本和欧洲学习，将援助与商业更直接地结合在一起。中国政府直接从援助预算中贷款给企业，以“支持他们到国外承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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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援助基金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商机，使他们能够提供“友好的工程和友好的价格”，中国驻冈比亚经济参赞在1988年向我讲述如何赢得修建冈比亚医院职工宿舍竞标的时候，这么解释说。“我们有兴趣做更多这方面的工作，”中国驻利比里亚的一位外交官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本讲述中国企业可以提供何种服务的小册子：“请让别人也了解一下。”冈比亚人雇用了五个中国人来管理他们可容纳1.7万人的体育场（中国人解释说他们的工作就是“保证灯光不灭”）。一位中国商务专员告诉我：“有比赛的时候，体育场就是运动员的宿舍。没有比赛的时候，就是宾馆。”他笑着说：“这有助于偿还贷款。”

中国承包商还进一步努力来获取其他捐助者资助的项目。“非洲国家从国外获得了大约140亿美元的援助，”新华社报道说，“中国企业希望它们能够承包更多有这些对外援助参与的项目，以从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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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中国还采取了新的援助形式，这些新形式并不专门涉及商业，而是采取办法拓展中国的援助资源，或在一定程度上模仿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做法，增加其他项目。三方合作就是这种新的形式，人道主义援助也是。

三方合作

1984年年初的一个早晨，在班珠尔城外的海滨地区，我看到9名来自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的中国专家正在与一群冈比亚人一起修建一个小型砖厂。我们正在沿着马路走向白色的沙滩，几个瑞典游客穿着泳衣在那里散步，一些端庄的穆斯林渔妇蹲在那里等候早上出海的渔船。中国负担9名专家的机票，冈比亚每月付给他们每人200美元的生活补贴，联合国资本开发基金会支付其他的费用。另外，中国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采取相同的方式在冈比亚修建了一家产科诊所。中国援助官员喜欢这些三方项目，因为这些项目成本较低，通常收效较快，而且还拓展了中国的援助资源。“这类项目近年来发展较快，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援助的一种新形式”，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援外司在1989年指出。
 
[46]



中国于1972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开始向联合国开发系统捐助资金。这些捐资通常会成为三方合作的种子资本。仅1986～1987年两年，中国就在三方合作的基础上，与不同的联合国机构一起开展了44个小项目——23个在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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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中国与非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共同出资在索马里修建一条公路，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协商共同出资在卢旺达开展一个农业项目，这两个项目表明，中国至少已开始与其他捐助者进行三方合作。在也门，中国人与阿拉伯基金共同资助了亚丁的体育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简称“中建总公司”）承建了这个项目。

“天下一家”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与援助挂钩的上述尝试在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遍地开花。此外，中国的援助还发生了其他方面的变化。例如，就像其他国家那样，中国开始利用政府监管的红十字会向受灾地区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中国红十字会在1981年向缅甸提供援助就是一个例子。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非洲发生的饥荒，才真正推动中国人在人道主义援助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萨赫勒及赤道以北的广大地区几乎滴雨未下。干旱和饥饿从埃塞俄比亚延伸到毛里塔尼亚。农民出售了他们的牲畜，吃掉了他们的种子，然后开始饿死。农村家庭踏上了缓慢而痛苦的前往城市的旅程，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食物。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迅速行动了起来，中国红十字会也不甘落后，在1983年对中非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和冈比亚进行了援助，1984年——当时非洲南部也出现干旱——向莱索托提供了援助。

1985年，中国红十字会从民间募集了将近500万美元用来赈济非洲饥荒。
 
[48]

 同年7月，鲍勃·吉尔道夫（Bob Geldof）组织了第一次“拯救生命”演唱会——该演唱会一共持续了16个小时，最后共同高唱主题歌“天下一家”结束。北京对此做出回应，组织了一场由魔术杂技演员和流行歌手参加的“拯救生命”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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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演唱会向成长中的参与救济援助和发展援助的市民世界和市民社会敞开了大门（但只是敞开了一条缝），当时西方国家也早已顺利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但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援助政策演变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则是另外两方面的发展：逐步加强与台湾当局的“外交”竞争，以及中国决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金元外交”

由于美国支持“中华民国”为“合法的”中国，北京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被排除在联合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会之外。台北一直占据着这个位置。1971年，在非洲国家的鼎力支持下，中国赢得投票，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20世纪60年代，加纳、布隆迪和中非共和国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驻所在国大使馆的激进行为所致。1989年之后又出现了这种断交的情况。

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当局进行了平稳的“民主转型”。依靠充裕的外汇储备和受世界各国谴责中国“89年政治风波”的鼓励，台湾当局开始重振其“金元外交”。表2-1对此进行了说明。利比里亚是第一个转向的国家，不过台湾当局的美元最终并没有帮助前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塞缪尔·卡尼翁·多伊（Samuel Kanyon Doe）“博士”（他曾在韩国的一所大学获得名誉博士）打败查尔斯·泰勒的部队。到1990年底，几内亚比绍和莱索托也与台湾当局重建“外交关系”。根据中国官方资料，中国在1990年的援助承诺增长68%，这反映了其在与台湾当局开展“外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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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金元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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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20年间，有将近12个非洲国家被“说服”正式“承认”台湾当局为“中国”。北京利用“一个中国”政策对此做出回应。任何与台北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都承认台北的立场，即“中华民国”是唯一的“中国”（虽然其“政府”被赶到了台湾岛）。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的哈尔斯坦主义一样，北京的“一个中国”政策意味着它要断绝与所有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的关系。与台湾当局的竞争点燃了一场“竞标战”，双方的援助额都在逐步增长（而且有的宣称是现金支付）。利比里亚和中非共和国均先后两次在北京和台北之间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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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对台湾当局的“外交”挑战进行了积极的应对。1989年7月，外交部长钱其琛紧急动身前往博茨瓦纳、安哥拉、津巴布韦、赞比亚、莫桑比克和莱索托。1991年1月，他又对非洲进行了传统的年初访问，前往一系列经过挑选的国家，并分别与它们举行了高层会谈。截至1995年，钱其琛通过每年的例访，共访问了36个非洲国家。而这种每年1月对非洲的例访，一直为之后历届外交部长所坚持。事实上，正如2008年当我在华盛顿向一群非洲使节做完报告后，一位非洲使节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给予非洲人的尊重，要比西方国家多得多。”其他许多使节对此表示完全同意，这让我深有感触。

然而，与台湾当局在政治方面的竞争并没有给中国新的商业关系带来多少影响。1989年11月，在利比里亚承认台北并中止与北京的外交关系差不多两个月之后（也就是查尔斯·泰勒从北部起兵，挑起数年内战的几周之前），我在利比里亚小城甘塔孤立的中国贸易中心，与一位中国经理喝了一个小时的绿茶。他的商店位置不错，店前坑坑洼洼的小路与当地的大路相连。尽管中利外交关系已经破裂，但他还是决定留下来。

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中国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对中利断交做出了反应，关闭了它所经营的利比里亚私人医院的大门。然而六个月之后，经过“装修”，8名医生又回到医院重新开业。即便在斯威士兰这个非洲唯一从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国国有企业也早在1991年就开始赢得合同，这无疑表明商业实用性要高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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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是全球化的微弱“号角”。1986年7月10日，北京向日内瓦正式提出申请，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方地位（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决定成立世界贸易组织，以取代关贸总协定。当时中国仍在与其他成员国，尤其是美国进行复关谈判）。这至少将在两个方面深深地影响中国的对非援助和经济参与。

首先，全球市场竞争的前景增加了中国政府推动这一竞争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的援助改革建立了一套体系来做这件事情。新的机构与手段使中国人能够把他们的对外援助与其他补助和专项资金结合起来，从而构成发展型国家的一个强大的工具箱，这是始于日本的典型的东亚国家模式。这些工具如何运转，围绕它们都产生了哪些神话，将是接下来四章的主题。

其次，它影响了中国对非洲这个市场的看法。截至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和日本均已将非洲视为“失败的大陆”。英国企业正逐步撤离非洲。据伦敦《金融时报》报道，截至1990年，139家在20世纪80年代到非洲投资的英国企业已有43家撤离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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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肯尼亚，日本企业的数量从15家降到两家。但北京的商务专员仍密切关注整个非洲的政策改革，他们看到了别的东西：机会。

早在1988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援外司的官员就指出，某些非洲国家已经“搞活它们的市场”，也就是说非洲已经迈出了贸易自由化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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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仅占非洲进口额的1%，他们指出。这种情况应该得以改善。非洲人虽然比较穷，但却正在变富。在加纳、纳米比亚和坦桑尼亚等国，女商贩已经在市场上出售印着“中国制造”的纺织品、金属碗和有着桉树香味的小圆盒清凉油。虽然这些只是中国政府所希望的一小部分，但它们将逐步变成对机械、电子产品、中药等其他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就像此前日本在中国所经历的那样。援助将必须适应这一新的贸易重点。

最后让我强调以下几点作为本章的结语：当前中国的援助体系与经济参与反映了中国人从20世纪80年代的试验，以及从他们自身作为援助和与援助相关的商业活动接受国的经历中所学到的东西。那些新手段使互惠互利的经济合作实践进入了全新而密切的水平。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援助将进一步与商业挂钩，中国人将继续“利成于益”。进入21世纪，“走出去”战略将充分利用这些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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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走出去”：崛起中的中国的工具箱里的对外援助

在坦桑尼亚国防部所属的一块地上，一家小工厂坐落在两扇黑色的推拉门后面，门牌上写着“中坦联合制药有限公司”。一座由中国人援建的体育场耸立在制药厂的后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中国的新旧对外援助在达累斯萨拉姆郊外平坦的沙地上相逢。

在公司董事周勇的陪同下，我参观了中坦联合制药有限公司。周勇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保平教授的老朋友。李保平能说一口流利的斯瓦希里语，是历史学家、《非洲自由之路》（Africa's Freedom Railway
 ）一书作者和坦赞铁路研究专家杰米·蒙森教授的好朋友杰米也是明尼苏达大学卡尔顿学院历史系的讲席教授。杰米将我介绍给了李保平，李保平又将我介绍给了周勇。这些关系帮我打开了坦桑尼亚中坦联合制药有限公司的大门。

这家制药厂是在毛泽东时代快要结束时，作为中国的援建项目而建立的。
 
[1]

 它主要生产热带疫苗和药品，是坦桑尼亚军方控制的少数企业之一。尽管坦桑尼亚独立后政局一直比较稳定，但朱利叶斯·尼雷尔当政时期保持了相对强大的军队。20世纪70年代末，在所有邻国心照不宣的支持下，尼雷尔命令军队越过边界进入乌干达，推翻残暴的独裁者伊迪·阿明（Idi Amin），因为当时阿明已经开始给坦桑尼亚带来威胁。

尼雷尔的军队成功地使乌干达摆脱了伊迪·阿明的统治，迫使他流亡到沙特阿拉伯。在坦桑尼亚人的管理下，制药厂运转不佳。他们要求中国人回来。1977年，在中国大使馆的安排下，中国山西省技改设备公司与坦桑尼亚国防部共同组建了总资产为300万美元的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成立后，基本上在蹒跚中前行，直到2006年，创建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国企业家汪力成看到了商机。华立集团生产一种名为青蒿素的特效药，该药从中国的青蒿中提取而来，能够有效治疗疟疾。华立集团在重庆附近的紫金山地区种植了大量青蒿。非洲也能种植青蒿吗？

汪力成非常看好非洲：他还是中非民间商会的副会长。他的公司在坦桑尼亚、肯尼亚、喀麦隆、乌干达和尼日利亚都有分销点。中国已经将华立集团这样的制药厂列为关键的技术出口部门，并决定对它们进行扶持。事实上，在2006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就承诺提供大约3800万美元的无偿援款帮助非洲防治疟疾，用于提供青蒿素药品及设立30个抗疟中心。

华立集团雇用了周勇。周勇最初于1991年来到坦桑尼亚，为一家中国制药公司进行营销和分销工作，并最终成为该公司在坦桑尼亚分公司的总经理。华立集团购买了山西公司的股份，并从中国申请贷款来扩大合资公司的规模。2006年，华立集团投资超过600万美元，在坦桑尼亚建立了青蒿种植园。

当我们在炽热的阳光下驱车前往制药厂的时候，我问周勇为什么华立集团要在坦桑尼亚投资建厂。“从中国进口药品成本太高，”他告诉我，“这为我们在当地生产创造了机会。而且，从本地为其药店生产药品，坦桑尼亚政府会给予15%的优惠”。我问他都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了哪些帮助。“他们在与坦方的接触中帮助了我们很多。”他接着又列举了几个方面：“中国政府购买我们的产品捐助给当地医院和诊所，而且政府还派遣了两个医疗队，一个去了桑给巴尔岛，一个留在了大陆。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个介绍中医的好机会。”

耸立在制药厂上面的体育场显示了中国援助的另一面。2000年，坦桑尼亚总统本杰明·姆卡帕（Benjamin Mkapa）向坦桑尼亚人承诺，在他2005年任期结束前，将建造一座可容纳6万人的现代化体育场。“总统承诺他将给坦桑尼亚人留下一座宏伟的体育场，”坦桑尼亚外交部长贾卡亚·基奎特（Jakaya Kikwete）告诉英国广播公司。

但姆卡帕发现，安排建造体育场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坦桑尼亚是一个重债穷国，在1996年的重债穷国计划中，国际捐助者准备取消部分坦桑尼亚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堆积如山的债务，但前提条件是坦桑尼亚政府必须维持严格的财政开支计划。对于布雷顿森林的机构而言，在人均年收入只有330美元的穷国建造一座现代化体育场，似乎有点像罗马人使用在城墙外露天而居的野蛮人修建一座新的竞技场。这可能是一个完全由坦桑尼亚出资的项目。但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吗？

姆卡帕继续前行。坦桑尼亚政府发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招标方案，除了体育场本身外，还包括一个奥林匹克规模的游泳池，一个运动员村，以及其他配套措施。2004年，法国万喜大型项目公司以1.54亿美元的出价赢得了投标。但在华盛顿的压力下，坦桑尼亚人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一过于昂贵的选择。它的成本“将会给布雷顿森林机构带来恐慌”，一位记者评论说。
 
[2]

 坦桑尼亚人转而向中国人寻求帮助。

体育场是一个“特殊的援建项目”，中国大使馆的一位官员承认。中国政府通常会为体育场之类的项目提供全部资金，但这次他们提供的2000万美元只占预算成本的一半，坦桑尼亚人将不得不筹集另一半。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北京建工集团）承接了合同。姆卡帕（以及执政党）得到了他们的体育场——一个相对简单的体育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持反对态度，指出体育场的成本并没有被纳入公共支出审查，即没有被纳入坦桑尼亚向其主要捐助国提供的年度报表。但姆卡帕总统“非常高兴”，一位坦桑尼亚官员在当时说道，“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他为此而获得了很高的声望。我相信在下次大选之前，体育场一定能够建成”。

体育场和处于它阴影之下的制药厂代表了中国援助的政治层面（中坦联合制药有限公司是与国防部合作，体育场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形象工程”）。但制药厂现在正处于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的援建项目，第二个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巩固试验中兴起的其中一个合资公司，现在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浪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非洲，存在许多对中国“走出去”战略的误解。有人认为它只是为了资源，还有人认为它是在2002年才刚刚开始的。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一战略的根基有多么深，以及它在今天是如何运作的。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审慎的开放政策既包括“引进来”，又包括“走出去”。1979年，中国企业试探性地迈出了走向海外的头几步。整个20世纪80年代，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中国政府鼓励国有企业到国外参加招标和组建合资公司。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福建和广东等省均积极推动本省企业在海外的活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决策者又创造了一些新的工具和手段，以此推动海外贸易与投资。
 
[3]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领导人的经济关注仍然集中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获得这些国家的先进技术是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原因。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持续了将近15年的时间，障碍主要来自于中国承诺开放其市场的细节。在此期间，北京通过特有的渐进式改革，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最终，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同年，中国的第十个五年规划标志着中国逐步加快了自身“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进程。它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指明了方向。

“走出去”包括贸易“走出去”——寻找新的市场，但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还有其他方面也要“走出去”。中国高端企业被要求建立全球知名的品牌（计算机领域的联想、通信领域的华为、家电领域的海尔）。他们被鼓励到海外投资、建厂和购买资产。中小企业，尤其是那些低端企业也被鼓励“走出去”，因为将它们转移到海外将有助于中国国内的结构改造。像往常一样，中国人所领悟的全球化以及援助将在这一领悟中发挥的作用，与西方人眼中的全球化并不相同。

西雅图的斗争

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在通往全球市场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于1947年建立，旨在通过经逐步谈判而达成的一套准则来协调世界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贸易的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是将“新”贸易议程的项目——服务、投资和知识产权——纳入全球贸易体系。然而，几乎就在世界贸易组织刚开始运作的时候，世界范围内奔向全球化的脚步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混乱。金融市场在发展中世界崩溃，但这一警报并没能阻止2008年爆发扰乱整个世界经济的更为严重的金融风暴。

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次危机始于亚洲。由于许多亚洲国家在其监管体系还不健全之前，就被鼓励甚至被迫解除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开放它们的资本账户”），这就为它们埋下了灾难的种子。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其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引发了资本外逃，最终导致了泰铢的崩溃。在1997年下半年短短几个月内，有将近1500亿美元的外资逃离了亚洲地区。

金融危机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亚洲各国的汇率纷纷暴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后来谴责了华盛顿——以及更广泛的布雷顿森林机构——对此次危机的拙劣反应，因为，它们仍然坚持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但当时形势的要求正好相反。中国人则沉着应对。他们并没有开放他们的资本账户，而且他们拒绝利用这次危机，通过人民币贬值来攫取深陷危机国家的市场份额。北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救助泰国而建立的临时贷款基金捐献了10亿美元。然而在接下来的1998年，随着俄罗斯被迫延期偿还外债和巴西汇率崩溃，又发生了类似的危机。

然后，在1999年冬天，在亚洲仍未完全摆脱金融危机的时候，正在召开世界贸易组织年度部长会议的西雅图爆发了大骚乱。骚乱分子戴着黑色的面罩，将星巴克和麦当劳的玻璃砸得粉碎。更多富有思想的批评家呼吁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他们指出它将企业和私人投资者的利益置于工人、消费者、普通民众和环境之上。这些抗议是对一小群国家（尤其是美国）权力的强烈反对，因为它们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出发来塑造全球金融架构和对外援助。

此后从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到每年4月在华盛顿的布雷顿森林机构召开的世界财政部长会议，集会和游行接踵而至。2001年9月发生在曼哈顿特区、将世贸大楼撞塌的恐怖袭击使反全球化的浪潮远离了人们的视线。然而布什政府随后的“反恐战争”并没有意识到倒塌的双子座也象征着全球金融架构的脆弱性，随着2008年金融风暴的爆发，这一脆弱性已经强烈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20世纪90年代，以增长为重点的结构调整政策以及对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要求仍然与对非援助挂钩，尽管援助官员和受援国均越来越担心结构调整并不能促进经济复苏。批评家将这一进程描述为一出精心策划的把戏：受援国假装它们将进行改革，援助国假装相信它们。（中国承诺“无条件”提供援助表明中国人很少想这些。）

正当结构调整仍然影响西方对非援助的时候，对贫困和治理的重新关注，以及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使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的累积债务和财政危机的担心，逐步走上了前台。一个名为福音2000（Jubilee 2000）的非政府组织联盟呼吁取消重债穷国所欠的债务。2000年9月，150多位国家元首齐聚联合国千年峰会，一致象征性地承诺实现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在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推动下，“千年发展目标”标志着援助乐观主义的复苏。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八项目标是非政府组织与那些结构调整政策批评者的胜利。“千年发展目标”将关注点放在了社会发展上面：消除贫困和饥饿，与疟疾作斗争，促进两性平等和普及初等教育。在非洲，捐助者将他们用于社会项目的资金增加到总资金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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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也是有成本的。20世纪80年代末，用于农业的资金超过了援非总资金的四分之一，但现在降到了只有4%。对制造业和基础建设的援助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传统捐助者留下了一个真空，谁准备去那里填补这个真空？中国。

深入非洲

当中国崛起为捐助者和发展模型的时候，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正日益对旧有的援助和全球性介入感到厌倦。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千年峰会，但毫无疑问当他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起站在那里的时候，他正在考虑一个月后，也就是2000年10月将在北京召开的新的中非合作论坛。44个非洲国家的外交部长和主管经济事务的部长齐聚北京。就像2006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一样，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会议上，中国承诺将采取一系列新的举措——减免债务、培训计划、投资——来推动中非经济合作向前发展。

2000年，经过近20年在对非援助和与非经济关系方面的改革，中国开始收获果实。由中国援建或由中国人承建的高楼大厦改变了几十个非洲城市的面貌。在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等非洲国家，最初前去执行中国援建项目的中国承包商现在赢得了半数或半数以上其他捐助者资助的建筑项目。仅达累斯萨拉姆就有8家中国常驻工程公司，1990～1997年，他们共获得了170多个大小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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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共有42393名中国工程师和熟练技工在非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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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中国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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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57项对非投资，对非投资总数马上就要达到500个。中国与非洲间的双向贸易额超过了100亿美元。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在西方国家引起什么反响。

现在我应明确一下，北京开展对非行动是一个深思熟虑和长期的战略，而非新闻标题所谓的匆忙且不顾一切的抢夺行为。这一战略集中在三个中心的政治与经济挑战。首先，中国充裕的自然资源基础已经难以满足经济的快速发展。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木材使用量持续增加，中国每年要失去50万公顷的森林，这使中国必须做出改变。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中国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其次是政治方面的挑战。北京需要平息人们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将会侵占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前景的忧虑。中国需要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正在崛起但却“负责任”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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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一直以来，处于中国对非政治关注核心的是台湾当局及其持续寻求“外交承认”的活动。中国拥抱全球化构成了第三个方面的挑战。中国需要扩大新的市场，对其日渐“成熟的”国内产业进行升级，以及建立像华立集团这样刚刚起步的跨国公司。

北京采取了三步走的战略。首先，1995年进行的重大援助创造了各种工具将援助、贸易和投资结合起来。其次，2000年之后，中国领导人以更高的姿态推动“共同繁荣”，创建区域性组织来支持一系列将援助与经济合作结合在一起的计划。最后，为了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相配套，北京改进其工具箱，通过推动成熟的“夕阳”产业到海外发展来帮助国内的结构改造。一个在其他国家至少建立50个特别经济合作区的决定成为这一步最明显的信号。

物有所值

《印度洋通讯》对中国1995年的援助改革评论道：“标志着中国政府决心结束把资金付诸流水，援建富丽堂皇的体育场和总统府的时代。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物有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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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北京实施了一系列将会塑造中国21世纪援助计划的改革。这些改革的导火索是在1991年全国对外经贸工作会议上收集和讨论的20世纪80年代试验的经验教训。但这些改革也是中国在援助之外所进行的公共管理改革的产物。在利用包括对外援助资金在内的公共资金的过程中，它们重点强调了竞争、效率和“市场导向”原则。

对于援助计划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两项机构改革尤为关键。首先，中国各部委所属的贸易公司和经济合作企业进一步脱离主管部门，开始像独立企业那样经营，自负盈亏。20世纪80年代，这些企业获得了有限的独立性来开拓新业务。但进入90年代，它们的预算逐渐被“收紧”，它们已经无法指望再获得经常性的财政支持转移支付。最终，在21世纪的前几年，有些大型国有企业倒闭或被吞并，而几乎所有的中小型企业都被私有化。

在那间位于弗里敦一栋有些破旧的楼房内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马格巴斯糖联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泓告诉了我这些改革给他的公司——中成集团，此前归商务部主管——带来了何种影响。“1993年，中成集团变成独立公司，”他说，“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去寻找商机。我们发现糖是一个好生意，特别是那些中国早期援建项目”。中成集团最初承包的是中国在多哥的一个早期援建项目。他说：“我们在多哥取得成功后，又去了马达加斯加。我们不再采取‘管理合作’的方式，而是完全在纯商业的基础上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一旦采取‘管理合作’，当地政府就会插手，中国人就会被不断地要求提供帮助。”

第二项机构改革是在1994年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其他国有银行被要求更多地按照商业原则运作，但这三家政策性银行仍然是政府的工具，以保证北京能够利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手段来分配优惠资金或目标资金。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开始在海外运作。

我们不应低估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如前所述，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典型的东亚发展型国家。它通过审慎地运用国家政策来促进发展。发展型国家的核心特征是对金融的控制。这种控制并不需要绝对化——但是为了按照政治领导人所确定的方向来影响企业的行为，它还是很重要的。从这方面来看，北京直接遵循了日本、韩国和台北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早期成功的足迹，因为它们均利用开发性金融在全球化竞赛中“挑选赢家”。

在中国，援助将成为这个进程的一部分。作为受援国，尤其是日本援助的受援国，中国人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经验被纳入了援助改革的激烈争论之中。为了一窥中国领导人的想法，我们找出了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在1993年的一次讲话。中国正在“借鉴国际上普遍通行的有效援助方式”，改革自己的援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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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核心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在1995年推出的全新的优惠援助贷款制度。我将在第四章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在此我想强调的是，1995年的这项改革标志着中国援助计划自建立以来，发生了最引人注目的正式变化。事实上，中国推出了新的援助计划。

同样是在1995年，中国国务院明确规定了商务部的任务：将对非援助、互利合作和贸易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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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战略被称作“经济与贸易大战略”，但它的内容相对比较简单。援助将被用来促进三类行动，它们均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试验。

在农业和制造业进行联合投资处于首要位置。例如，毛里求斯获得了大约600万美元的优惠信贷来扶持生产性合资项目。
 
[12]

 装配厂是第二个目标。这些装配厂由中国企业在非洲建造，将会对中国出口的机械及配件，以及纺织品和其他生产资料产生大量需求。正如中国政府在1995年所指出的那样：“积极鼓励中国的一些贸易公司和生产企业在投资环境较好的非洲国家进行投资，以带动我国中小型设备、加工机械及有关的技术和劳务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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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特迪瓦、喀麦隆等国家均利用优惠贷款建立了车辆装配厂。最后，中国政府注重勘探和投资矿产与森林资源。早在达尔富尔战争爆发之前的1996年，苏丹就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组建了合资公司，成为第一个接受中国援助进行石油勘探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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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援助计划经过深思熟虑而形成，以用来帮助中国企业进军存在着重大挑战的陌生地区。就像欧洲、美国尤其是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所做的，中国人现在希望更加直接地利用援助资金来扶持“互惠互利”的商业行为。但对于早已习惯中国传统援助的灵活性和零利率的非洲国家而言，中国宣布现在将提供更多援助，然而是通过新成立的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且成本相对比较高，这无疑是一件好坏参半的事情。

进入欧洲后院

随着非洲真空逐步扩大，欧洲及其他地区富国纷纷撤资并不再向基础建设、工业和工业领域提供援助资金，中国领导人看到了巨大的机会，他们可以借此采取一种既能满足自身政治与经济需求，又能满足非洲政治与经济需求的新举措。年复一年，商务部援外司在报告中指出他们正在“推动和支持”（1992年），或已经“积极推动”（1998年）中国企业到海外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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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还存在两个问题。中国企业现在虽然已经更加独立，但似乎对到非洲寻找商机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他们仍将非洲看做欧洲的后院。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非洲的传统伙伴对中国援助政策的改变感到恐慌，难以确定对它们而言这将意味着什么。

中国政府对于中国企业应该干什么有很多想法：它们应该前往非洲，对当地市场进行深入调研；商务部将帮助组织相关考察团。如果出口机械，相关厂家应建立维修厂，以保证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求。如果出口中药，相关企业应注意将说明书翻译成英文和法文。

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方法来推动并向非洲领导人推销它们的新战略。根据相关指示，中国银行于1997年在赞比亚设立分行，中国建设银行于2000年10月在约翰内斯堡设立分行，以便于中国企业进入这个陌生的国家。1998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开始向建筑公司提供优惠贷款，以提高它们在中东、南亚、非洲等地区赢得合同的能力。《人民日报》（英文版）撰文指出，这将帮助它们进入“长期为发达国家垄断”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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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在科特迪瓦和南非设立了海外分行。

国务院还要求中国国有企业在整个非洲建立一些贸易、投资和开发中心。每个中心均由在所在国具有广泛商业利益且经验丰富的一个中国企业独立建立和运作。中心主要用来提供商用保税仓库、法律援助专家、旅游与金融咨询，以及帮助办理复杂的通关事宜。1995年12月，刚刚从商务部独立出来的中成集团在中国第一个援助国——几内亚建立了第一个贸易、投资和开发中心。此后，又有至少10个中心相继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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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力地反映了中国援助重心的转移。这些中心都按照标准的“建设—经营—转让”模式建立。比如在贝宁，中国政府从援助预算中拨出1700万人民币（250万美元）用来建设五层楼的中心，浙江天时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则负责设计和建造。在这一将会成为援助与商业相结合的标准模式中，中国企业承担部分费用（在贝宁，大约为25%），以获得中心50年的经营权，然后中心就会被移交给东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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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商务部还要求省、市级商务部门组织“优秀企业”代表团前往非洲，让他们到现场寻找商机。1995年12月，云南省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吉布提，讨论在那里建立一个烟草农场，并与国有电力公司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随团访问的一家公司后来赢得了经营吉布提喜来登大酒店的合同。进入21世纪之后，这类代表团有所增加。比如在2007年，广东省在达累斯萨拉姆组织了一次商务研讨会，共有900名中国商人出席。

中国国家领导人大幅增加访问非洲的频率将这一新的战略推向了高潮，在这些访问中，他们不断向非洲解释和推销这一新的援助与经济合作计划。1995年，中国三位副总理先后访问了18个非洲国家。同年，李鹏总理访问了摩洛哥，1996年，江泽民主席出访非洲六国，这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访问非洲。1997年，李鹏总理又访问了另外六个非洲国家（图3-1为自1995年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非洲的情况）。李鹏向忧心忡忡的非洲领导人强调指出：“中国对非援助的基本政策并没有改变，（但）……中国的政策已经从援助、捐助转向了互惠互利的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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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路线图

朱镕基与坦赞铁路归来

对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这两个中国的亲密盟友而言，向它们解释中国的援助改革可能最为困难。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这位曾在毛泽东时代因其“右派”观点而数次被打倒的中国领导人，担负起了解释援助政策转变和应对其可能给坦赞铁路这一中国旗帜性项目带来的影响的任务。朱镕基，高级工程师，1998年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一个复杂的人。据称朱镕基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后裔，他在担任总理期间被认为是中国的“经济沙皇”。朱镕基着力推进了中国入世、全球参与和国内结构改革等议题，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有一次在澳大利亚为他举行的国宴上，他去洗手间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安全人员最后发现他拆开了节水马桶，正在研究里面的装置。鉴于此，他对这一标志性铁路的态度或许也就不足为奇了。

坦赞铁路是一个难题，在1995年访问坦桑尼亚期间，朱镕基沉着冷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熟知坦赞铁路的历史：这条铁路在1976年被移交出去后，仍有一个中国专家小组在背后提供技术培训，但铁路本身已由当地人员经营。但铁路亏损严重，服务逐步恶化。1983年，根据中国的援助巩固计划，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同意邀请中国管理人员回来。250名中国人很快进入各铁路局，在大多数高层管理职位任职。他们提高了铁路的效率，用铁路收入支付自己的费用，并且开始上报营业利润。但中国仍然继续为购买零部件和铁路维修提供无息贷款，并在必要的时候重新调整还款期限。

1995年，在其他捐助者（其中有些也向坦赞铁路提供援助）的压力下，坦赞铁路获准进行更具商业化的经营。这加大了坦桑尼亚对社会主义中国将停止扶持坦赞铁路的担心。但朱镕基称赞坦桑尼亚政府正在进行的“大胆的”改革。
 
[20]

 他说将坦赞铁路进行商业化能够确保更好的服务，他还承诺将提供新的援助贷款。当得知坦赞铁路当时一共有2500多名工人后，朱镕基马上说道：“解雇工人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但要想让我们的铁路有效地运转，除了从实际出发这么做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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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切实可行的建议可能来自于世界银行驻当地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巩固援建项目的努力使中国人相信，只有中国企业更直接地参与进去，他们援建的生产型项目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截至1995年，中国人的态度与著名的贝格报告——谴责非洲政府给世界银行在非洲的项目带来了麻烦——并没有太大差别。
 
[22]

 但二者的解决方式却截然不同。结构调整方案试图利用限制性条件来为非洲的私人部门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中国人也决定利用部分援助来扶持私人部门，但他们采取的方式是直接促进中国企业与受援国企业间的合作。“在朱镕基访问非洲的时候，中成集团已经真正开始扩大投资了”，马格巴斯糖联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泓后来告诉我。中国努力增加对非洲这个欧洲后院的出口产生了另外一个结果：中国商人数量在非洲的激增。

“科尼……科尼……科尼”

2008年年初，纳米比亚北部地区迟迟不下雨。2004～2008年，正如瑞士人格莱格·多布勒所报道的那样，在边境城市奥希坎戈的中国商店数量增长了四倍。
 
[23]

 靠近安哥拉边境地区的村子开始流言四起，声称干旱是上帝的惩罚：纳米比亚允许中国商人在星期天营业。在达累斯萨拉姆，中国商人在繁忙的卡里阿库市场里越来越多。他们在又小又挤的商店里出售中药、假发、刺绣品等中国商品。有些中国商人甚至与农村妇女进行竞争，他们蹲在鱼市和车站外边的地上出售花生和烤玉米，为了吸引顾客，他们还不断用斯瓦希里语喊着“卡兰加……卡兰加……卡兰加！科尼……科尼……科尼”。
 
[24]



20世纪90年代，中国商品与中国商人迅速成为非洲城市与乡镇的一道风景。许多人建立了更加正规的大型商店来进口中国的车辆、机械、电子产品和设备。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向非洲出售和维修最初通过援助计划引进的小型耕耘机和其他类型的农业机械。此外，除斯威士兰外，中国不同时期在所有非洲国家都有援建项目，而且许多中国工人为了完成这些项目来到非洲，有些在项目完成后留了下来。利用关系来从事进口生意可以相当容易地为通常远不止小摊位（或在地上占一小块地方卖花生）的第一阶段计划提供资金。中国在1985年稍稍放松对移民的管理后，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我们当前所看到的中国人参与非洲市场的模式，部分是由于中国政府成功地推动中国出口贸易进军非洲所造成的，但在此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有计划地将劳动者送往非洲，然后让他们留下来成为商人。这些都是他们个人的决定。

包装软实力

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以及建立和扩大贸易的目标，意味着北京出于经济原因将继续对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感兴趣。但正如我在第一章所指出的，与台北静悄悄的“外交战”所表明的那样，北京也需要将自己包装成一个在政治上具有吸引力的伙伴。而且，作为一个在海外进行投资和资源开采的新兴大国，北京希望用事实证明中国并非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新版本。北京需要使其援助及其他形式的“软实力”——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更加明显。它需要使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信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而非零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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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将与非洲国家日益紧密的关系构建为一种“双赢”的关系成了当务之急。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2000年，中国人举办了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的模式很快得到呼应，2003年，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与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相继举办。2004年，举办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2006年，举办了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所有这些新的论坛均将援助纳入一套广泛的经济合作政策，而且计划进行定期对话和高层会议。每个论坛均包括如下承诺：为投资设立优惠基金，对种类繁多的输华商品实行零关税待遇，减免债务，为该地区官员赴华培训提供奖学金，等等。

显然，中国与非洲各国日益紧密的政治关系是中国与所有发展中国家关系大战略的一部分。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筹资的高级别会议的讲话中强调了这一点。他说中国将尽最大努力支持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胡锦涛承诺在未来三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培养3万名各类人才，向它们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及优惠出口买方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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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

“走出去”战略既包括扶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端和高附加值的知名企业，也包括培育“龙头”企业，使之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作为其中的推手，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开始向中国企业提供低息贷款，以帮助它们拓展海外市场。

华为公司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获得100亿美元贷款用来支持其“走出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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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获得1.6亿美元优惠贷款（还款期为10年）用来在尼日利亚进行投资。北京建工集团（该公司承建了北京的美国大使馆）等大型建筑公司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得了诱人的信贷额度，这帮助它们赢得了许多海外项目的承建合同——拉各斯和巴哈马的游乐场，以及我们在本章一开始所提到的达累斯萨拉姆近郊闪闪发光的新体育场。2005年，中建总公司获得了30亿美元5年期的优惠信贷额度，这些贷款提高了它在从埃塞俄比亚到博茨瓦纳中标的能力。

为了实现促进海外投资，增加工程合同和寻找新的市场等“走出去”的目标，北京承诺将提供外交支持，实行出口免税，帮助进行风险评估，放宽移民核准及提供安全保障。它们计划对“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实施不低于500万美元的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中从国内银行获得的贷款予以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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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激励对投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显示出2004～2007年短短四年间，中国在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等领域海外投资的增长情况。图3-2和3-3还表明这种增长并非特别平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激励的变化，中国政府通常利用这种变化来微调企业的投资决策。中国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了固定的目录清单，规定了哪些海外活动有资格（或没有资格）获得支持，在哪些国家进行投资将得到鼓励（或禁止）。比如在2007年，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北京不但为石油和一系列采矿业项目提供支持，而且还鼓励橡胶、油棕和棉花种植，以及从事纺织品加工、造纸、农业机械组装和医药制造（如华立集团）的海外工厂。与此同时，苏丹、伊朗和尼日利亚被从中国企业能够获得石油投资激励的国家的名单中删除，而尼日尔、厄瓜多尔和另外几个新的国家则被加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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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转变被广泛地认为是政治性的，是因为中国不希望因苏丹问题而损害自己的形象。然而还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对其企业过度集中于某些国家的务实反应，是为了鼓励中国企业在不同国家分散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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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制造业、采矿业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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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制造业、采矿业和农业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政府加大对中标公司开拓海外市场的支持力度，并开始鼓励劳动密集型和缺乏竞争力的“成熟型”产业（如纺织业和皮革业）到其他国家落地。中国政府积极推进而非抑制结构调整。他们明白前进的动力包括“创造性破坏”——该术语由著名经济史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指不断涌现的革新带来了汽车，却使马鞭的制造者陷入了困境。他们还指出，在世界上那些仍然使用马车（比喻）的地方，马鞭的市场还是会存续很长时间。

创造性破坏

在2007和2008年的几个月里，《华盛顿邮报》刊登了许多篇有关中国国内产业压力的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传递着相同的信息：中国的外包吸引力在下降。在2008年年底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价格下落之前，高燃料成本使跨太平洋运输的费用增加了三倍。《经济学家》杂志在2007年1月报道说，在紧邻香港的拥挤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办公室租金大幅飙升，工业用地出现短缺且水电等成本节节攀升。最重要的是飞涨的工资。尽管有大量工人从中国西部来到沿海地区，但付给工人的工资最近几年一直都在以两位数数率的速度增长。

2008年1月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又增加了10%～15%的工资成本。“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香港立法机关的一位官员评论道，“内地已经发生了变化”。

中国在创建新企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已经带来了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激烈的商业竞争导致利润微薄，使得新企业很难加入进来。受世界银行委托，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姚洋与何茵在200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指出，那些计划到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超过90%将“市场”作为它们投资决策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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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就像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大多数中国投资者将埃及、南非和尼日利亚这三个人口众多的非洲国家作为投资对象国。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反而加大了他们到外国寻找新的市场和低成本生产场所的压力。

中国领导人还意识到了他们在早期工业化阶段匆忙的冲刺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北京遭到令人震惊的污染，蜿蜒穿过中国心脏地区的河流也没能幸免。2006年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强调要走一条更加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这也是一些中国企业日益对非洲感兴趣的原因之一。2007年，南非副总统菲姆齐莱·姆兰博·努卡（Phumzile Mlambo-Ngcuka）的评论引起了国内的注意：“中国需要将一些污染行业搬到其他地方，因为它们呛着了中国人。”但她很快又补充说，她相信南非有能力应对排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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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3所示，2005年，中国在制造业的对外投资超过商业。随着中国企业家开始在非洲落地生根，当前鼓励中国低端产业迁往海外的中国政府将在很多方面为他们铺平道路。

北京不断调整激励与成本组合以推进结构调整。一方面，出台了新的激励措施。比如在2006年7月，财政部、发改委和商务部为纺织企业建立专项资金，鼓励它们更多地“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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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提高那些留在国内的企业的成本。例如，中国有一项制度，规定出口企业可以享受国内税收退还。但从2007年开始，中国出口高排放产品（化学制品和冶炼制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塑料、纺织品）的企业不再享受包括出口退税在内的各项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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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夏天我在北京期间，《中国日报》报道了对技术落后的出口企业而言，税收法规又一次收紧。“成千上万的香港企业将不得不放弃它们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迁出熟悉的沿海基地”，该报总结道，“或迅速进行技术升级和提高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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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布的两项措施——中非发展基金和建立新的境外经济区——也是结构调整计划的一部分。2007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高坚告诉《财经》杂志说，中非发展基金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将它们已经成熟的工厂迁到国外。高坚解释道：“近几年来，中国企业面临着生产能力过剩和改进生产方式的问题，而在非洲，日用消费品却比较短缺。”“这可以使中非经济相互补充”，他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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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仔细研究这两项措施之前，我要先将中国积极的结构调整行动纳入比较的视野。西方国家向非洲的制造业，也就是那种能够创造成千上万就业的大中型工厂提供了很少的援助。2002～2007年，世界银行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工业与贸易领域的贷款，还不到整个贷款额的5%。传统捐助国只将不到1%的援助额分配给了工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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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的私营股权机构国际金融公司对非洲企业进行了股权投资，但在20世纪90年代，只有大约10%的投资流入了制造业，其中一半是用于采矿业和石油业的项目融资。自2000年以来，尽管国际金融公司对非洲银行或股权基金进行了大量股权投资，而这些银行或基金可能会向本地区的制造业提供贷款，但国际金融公司本身每年在非洲平均只投资大约四个制造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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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与美国私营机构的情况如何呢？就像官方捐助团体一样，它们也避免对非洲工厂进行投资。当非洲的长期经济危机开始影响他们的利润的时候，欧洲制造商开始逐步关闭他们的工厂。在非洲长期经济衰退的前十年间，有1/3投资制造业的英国企业撤离了非洲，其中包括利莱卡车公司、联合利华（肥皂、食品）、罗利自行车公司、联合博姿公司和葛兰素威康制药公司。截至1994年，只有65家英国公司还在非洲制造业拥有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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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现在，这种情况才慢慢开始好转。除了利润丰厚的石油和采矿产业外，美国企业同样也不愿在非洲投资。1995～2007年，只有11%的美国对非投资流入了制造业，其中仅南非就获得了接近50%。
 
[39]



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其他方式来增加对非投资。2000年，美国通过了《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the 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该法案旨在促进非洲对美出口和美国对非投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生效三年后，非洲企业理事会会长斯蒂芬·海斯（Stephen Hayes）告诉国会：“作为美国人对非投资的一项工具，《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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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主任苏珊·施瓦布（Susan Schwab）也向2008年《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论坛的听众承认，尽管当前美国企业对非投资有所增加，但仍大量集中于自然资源领域。

当然，美国官方也没有通过扶持“成熟型”产业迁往海外来协助产业结构调整。将夕阳产业迁往海外遵循着所谓“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的模式，这一概念由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提出，用来描述相似的产品发展轨迹。弗农解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如纺织品、收音机和电脑等产品的生产基本都将迁往海外成本较低的地方。这发生在几个不同的（也许是程式化的）阶段：第一，一个国家进口产品（除非这是他们发明的东西）；其次，他们开始利用进口零部件——将在本地组装的“未装配”的成套元件——自己生产并供国内所需；第三，他们通过在本地生产某些零部件而增加“后向关联”；第四，他们自己开始出口；第五，由于劳动成本过高和/或污染问题给他们带来了结构调整的压力，他们开始出口生产过程本身。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不可阻挡的运转在富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我们将其称为“离岸外包”。在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曾将其称之为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推向墨西哥的就业的“巨大吮吸声”。社区和工会竭力阻止生产循环正常运转，竭力保护处于压力之下的成熟型产业（纺织业、制鞋业、钢铁业、电子业和汽车业），并且竭力阻止就业流向墨西哥，以及现在的中国。

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被称为“第20号政策决议”），禁止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一切“有可能”导致美国损失任何就业的活动（如帮助发展中国家吸引美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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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确保了美国所提供的援助将不会被用来帮助穷国吸引美国的夕阳产业。中国并没有这种限制。他们发现援助和其他工具，比如中非发展基金，确实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中非发展基金

2007年6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启动了第一阶段中非发展基金，该股权基金最终将提供50亿美元资助中国企业的投资。两个月后，我在北京与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坚会面，询问他有关中非发展基金的问题。我们坐在一间舒适的会客室里，四周是天鹅绒的软垫座椅，墙上是精美的中国国画。一位服务员为我们送来热茶。高坚的双臂搭在椅子两边的扶手上，和我并排坐在会客室正对着门的中心位置。他的几个高级助手坐在我们的斜对面。

高坚告诉我中非发展基金将被用来鼓励中国国有或私营企业与非洲各国（或其他国家）企业开展合作项目。该基金将按照商业原则进行投资，他继续说。“我们并不期望这一基金可以产生高额利润，但我们更不希望遭受损失”。他转过脸来正对着我，轻微地点着头对下一个问题进行强调：“我们认为非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们已经摆脱了一些问题，比如部族问题和种族隔离问题等。他们正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这并不是援助，这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基金，”中非发展基金总裁迟建新后来评论道。他还对该基金背后的某些想法进行了解释。“非洲市场非常新，许多企业对它并不熟悉，因此需要与其他投资者一起分担风险。大多数中国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并没有多少经验。”他指出中非发展基金介入项目的时间要比大多数股权基金长一些。“我们认为我们将在一个项目上待5～8年的时间，但如果有些项目需要我们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待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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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发展基金计划向每个项目投资500万～5000万美元，只持项目的少数股权。“我们很想与欧洲国家合作”，高坚告诉我说，“许多欧洲国家都与它们的前殖民地保持着关系。它们可能计划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但它们没有筹集到资金。我们可以利用它们的计划。我们希望加入它们的计划，我们希望开展联合项目”。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迅速使中非发展基金运转起来。到2007年6月中非发展基金正式启动的时候，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将12个工作组派往非洲筹建临时办公室，建立关系（高这么告诉我），以及在农业、制造业、电力、运输、电信、城市基础建设和资源勘探等领域寻找投资项目。第一批获得资助的几个项目包括埃及的一家玻璃厂，加纳的一家燃气电厂（与加纳的一家企业合资）和津巴布韦的一家铬加工厂。

一年多以后我再次访问中非发展基金的时候，管理基金的团队已经搬到了位于北京金融街新的豪华办公室。截至2008年年底，中非发展基金董事会已经批准投资总价值约为20亿美元的20个项目，并正在评估一百多个其他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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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新任董事长赵建平在长方形的商务桌旁举行了会晤，他告诉我董事会已经决定投资那些由非洲企业家单独开展的，没有任何中国人参与的项目。

尽管工业化国家的私人企业早已设立了非洲股权基金，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推动非洲经济发展方面，没有设立真正与中非发展基金相类似的基金。在2008年访问南非期间，法国总统萨科奇宣布法国将为非洲设立一个2.5亿欧元（3.68亿美元）的投资基金。然而，法国人是从其他基金购买股份，而非直接向企业提供股本。美国通过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支持美国企业在非洲进行股权投资。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还提供非股权性质的贷款、政治风险保险和其他种类的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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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英联邦发展公司可能更接近一些。它提供股权投资，但其总资产为40亿美元，且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建立。

中国的基金最初遭到了批评，因为参股方仅限于中国企业和它们的非洲合作伙伴。中国人接受了批评，决定开放基金。在一次为中非发展基金代表团举行的晚宴上，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周欲晓告诉利比里亚人，中非发展基金对利比里亚的兴趣将会是中利经济关系的“转折点”。当时，中利经济关系主要建立在援助的基础之上，但利用外资可能是实现发展的捷径。这有点类似于“借船出海”，而不需要你造一条船。这也是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成功经验，他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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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关税与免配额进入

在2003年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温家宝承诺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进入中国市场的部分商品免关税待遇。中国将从2004年开始，与有关国家就免关税的商品清单及原产地规则进行双边谈判。2005年初，中国公布了来自非洲各国190种有免关税待遇的商品。在2006年11月北京峰会上，中国人承诺将受惠商品扩大到440多种。这一承诺在2007年7月得以实施。

免关税进入可能会给非洲产生什么影响？西方国家也有两个类似的计划。欧洲的《除武器外一切商品》计划允许最不发达国家除武器外，其他一切商品免关税和免配额进入欧盟。在政治上存在争议的农作物——香蕉、大米和蔗糖——将分阶段逐步享受优惠待遇。美国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允许大部分商品免税进入美国，但前提是美国认为这些国家已经满足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原产地规则等条件。对《除武器外一切商品》和《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的独立分析揭示了参与国一系列不同的反应，从比较积极到有些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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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望主要来自复杂的原产地规则，因为这一规则通常只将免关税待遇给予利用同一地区的原料制造的产品。在严格的原产地规则下，非洲出口的服装一般也必须得使用非洲的布料、纽扣、拉链，甚至口袋内衬。更糟糕的是，《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的原产地规则经常发生变化，因为美国国会一直在不断修改这一法案。从供给方来看也存在问题：它们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来对新的激励做出反应，而且潜在的企业家难以确定这些激励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中国的计划据说几乎涵盖了所有从最不发达国家出口的商品。然而，有些商品很难被包括进来，这就使我们很难评估其对发展的潜在影响。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指出，这一计划免除了非洲31个最不发达国家输入中国的“农产品、石材、矿石、皮革、纺织品、服装、电器和机械设备”的关税。他说在2006～2008年，通过关税减免，这一计划已经向这31个国家转移支付了6.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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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数字要远远高于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当·明森（Adam Minson）的估计。明森也掌握了一份受惠产品名单，据他估计，中国优惠政策的经济价值并不是很高，每年只有1000万美元左右，受惠最多的是芝麻、可可豆、皮革、铜和章鱼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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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明森的分析所依赖的是前几年出口商品的价格，而且他并没有说明这一计划所可能激发的价格增长。

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中国企业在农业与自然资源领域投资方面，拥有一套独立的激励措施。这些激励措施不仅已经激发了对铜矿［比如在刚果（金）］，而且还激发了对农作物的新投资。比如，中国企业家已经开始在塞内加尔种植芝麻，然后免关税出口中国。明森还指出，尽管中国仍然禁止原棉免关税进入以保护棉农，但最不发达国家生产的棉花制品还是获得了免关税待遇。如果对此进行更好的宣传，明森指出，将会“激励非洲生产者在出口原材料之前在当地对其进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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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驻华代表处专家马克·乔治（Mark George）的分析，2006～2008年，非洲出口中国商品的价值年均增长110%。32个非洲国家通过向中国出口增加了自己的收入，剩下的20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或者降低，或者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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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预计全球金融危机将会使上述许多增长出现下滑，至少是暂时性的下滑，因为中国的进口需求有所下降，而且非洲许多商品的价格也会相应下跌。

境外经贸合作区：集群式“走出去”

“为什么我们发展得如此之快？”当我们2008年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会面的时候，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李强民告诉我：“我们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这是一条发展的捷径。”2006年，中国商务部宣布境外经贸合作区将成为“走出去”计划的主要平台。中国将支持本国企业在世界各地建立50个境外经贸合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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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的境外合作区类似于（但不同于）中国的经济特区。根据邓小平最初的重要试验，1979年7月，中国决定建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之所以建立这些特区，是为了吸引那些渴望进入中国市场，或将它们成熟型产业迁往海外的国家的对外投资（海南岛后来成为第五个特区）。1984年，中国又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每个城市均辟出一小块地方作为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些开发区虽然与特区概念相似，但通常针对的是分属不同产业的企业群。在过去30年间，从沿海开始，整个中国的城市共建立了100多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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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口加工区的反应毁誉参半。工会不喜欢它们，因为与其他正规经济相比，它们的劳动限制通常较少，工资通常较低。它们可能成为“飞地”，在发展上与本国其他地区没有任何关联。然而在爱尔兰、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省、毛里求斯和多米尼加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特区被广泛认为在工业化初期所取得的成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中国新的境外合作区不仅仅限于出口加工，它们还包括一系列其他的活动，比如服务。它们的一项重大革新是作为赢利性事业由中国企业建设和运转。正如中国人所指出的，境外合作区以企业为核心，以商业为基础。中国的企业会提出那些它们希望开放（或已经开始建立）合作区的地方，准备好它们的资金，然后与其他企业竞争北京的支持。

尽管这些提案完全按照市场竞争原则加以选择，但获胜的提案将有资格获得一系列典型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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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胜企业将在可行性研究、土地租金和基础设施方面获得支持。中国商务部承诺提供2500万美元的财政补贴和2.5亿美元的长期贷款。中国企业进入合作区的一半费用将会得到返还，它们还能获得出口退税，并能够在中国严格的资本管理体制下相对容易地获得外汇。而且，一旦被选为可获资助的合作区，在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或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申请资金或参股的时候，可能就会容易得多。在与东道国政府磋商用地、税收鼓励或工作许可的时候，中国大使馆将会提供外交支持。中国商务部甚至派遣特别小组帮助推进毛里求斯合作区。

北京为何选择这一非同寻常的方式来促进中国人到海外投资？就像前面所说，答案一目了然，因为这符合中国自身的国内经验——他们认为这一经验是一种有效的模式。就像在中国，这些合作区允许别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保护罩”，它们可以在那里试验新的方法而无须改变国家层面的政策。将生产转移到海外还能够帮助中国人减缓某些“贸易摩擦”。而且对于中国而言，境外合作区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两个紧迫的国内困境。

首先，随着中国加紧进行结构调整，为了将成熟型产业迁往海外，建立合作区要远比单纯进行“创造性破坏”更加有序。这些合作区的重点应该是已经在中国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成熟型产业（纺织业、轻工业、机械、设备、建筑材料和制药等）。每个合作区最多只应包括三种主要产业，而且最好形成相关产业的集群。比如巴基斯坦的海尔-鲁巴经济区专门生产家用电器；埃塞俄比亚的合作区将集中于纺织品、皮革制品和建筑材料；赞比亚的谦比西合作区为金属加工产集群，而其卢萨卡附近的分区则集中于电子装配。

其次，许多中小企业没有竞争力。中国商务部承诺对获胜企业吸引中小企业进入合作区加以支持。对于那些从未进行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而言，合作区为它们提供了可以减少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框架。在2006年中国金融论坛上，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傅自应在演讲中对这一战略进行了简洁的概括：“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在……支持中国企业集群式‘走出去’”。前商务部长薄熙来指出，这一战略“解除了企业对外投资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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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中国所有重大举措那样，境外合作区也进行了初期试验。2000年，福建华侨实业集团公司在古巴建立了工业贸易区。2004年，中国中东投资贸易促进中心与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合并，在充满活力的波斯湾港口城市迪拜组建了一个资金规模为3亿美元，能够容纳4000家中国企业的庞大贸易中心。同年，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与美国太平洋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开始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建立商贸工业园。截至2008年，许多中国企业已经在格林维尔工业园建立了生产、物流和贸易公司。

世界第四大家电制造商海尔集团是一个重要的开拓者。1999年，海尔集团建立了它的第一个境外工业园区：位于南卡罗来纳州卡姆登市占地46公顷的工业园区，该工业园区距格林维尔市大约115英里。两年之后，海尔集团与巴基斯坦帕纳帕克电子公司在拉合尔市附近建立了联合工业园区。

在巴基斯坦的经验、对当地市场的认识以及熟悉巴基斯坦的政策体制，使海尔集团赢得了中国官方资助的第一个境外合作区。2006年11月，胡锦涛主席亲自为海尔集团和鲁巴公司——巴基斯坦的一家私人公司——共同兴建的经济区揭牌。

海尔集团的提案是在被商务部形容为“公平、公正和透明”的招标制中，首轮获选的8个中的一个。这一招标制的过程如下。首先，各地商务部门向本地企业发布招标信息和申请指南，并帮助它们进行申请。在2006年举行的第一轮招标中，60多家企业对此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大约有30家企业获准递交正式提案，提案内容包括市场前景、东道国支持力度及其投资环境。中国政府首先关注的是递交项目的潜在盈利能力，但它们也需要获得外交部的许可。

12家企业作为最后竞标者应邀前往北京，接受外部专家的审查，8家企业最终获选。在2007年举行的第二轮招标中，中国政府稍微抬高了门槛。这次共有50多家企业提出申请，12家获准递交正式提案，11个提案获得通过。截至2007年底，中国商务部已经在非洲签署了7个官方境外经济区（参见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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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实际上对我们的产业升级也是有好处的”，一位中国研究员宣称，“（我们）不能总当‘世界工厂’，承担低端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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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头两个赢家

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前两个合作区位于赞比亚和毛里求斯，均由在东道国拥有大量投资的企业主办。在赞比亚，中国有色集团（赞比亚人和中国人不断在劳动和安全问题上产生冲突的铜矿经营者）于2003年开始在从谦比西获得的优惠土地上，实施开发冶金产业集群的计划。与此同时，赞比亚政府制定了多功能经济区的法律架构。“因此这两个方面正好结合在了一起，”赞比亚政府的一位官员解释说。2005年12月，中国有色集团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中国有色集团计划开发一个企业集群，利用赞比亚和附近地区出产的铜、镍等金属生产金属棒、电线和电缆等产品，从而将某些产业链拉回非洲。这是赞比亚自沦为英国殖民地以来，最终能够将本地价值附加到其所出口的原材料之上的机会。2007年，赞比亚商业、贸易与工业部长费利克斯·穆塔蒂（Felix Mutati）告诉路透社：“中国人希望在赞比亚开始生产……而非仅仅出口原材料。”

我在由中国人建造、位于卢萨卡政府总部大楼的新办公室里，对赞比亚发展署的罗伊·卡彭布瓦（Roy Kapembwa）进行了采访。他告诉我，根据赞比亚有关多功能经济区的法规，至少需要投资50万美元才能获得政府的支持，但并不禁止赞比亚企业或其他外国投资者进入谦比西。他向我展示了中国人为合作区制作的双语宣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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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谦比西合作区的创办者希望“为赞比亚引进具有良好业绩和信誉的战略投资者”。他们计划到2011年引进40家中国企业，以及至少10家其他国家的企业（所以宣传材料为双语）。而且他们附加了一条“绿色”承诺：谦比西合作区的运营者将使其环境管理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发的ISO14000国际标准认证。

山西省天利实业集团递交的在毛里求斯建立经济区的提案也是首轮获选的8个之一。2008年6月，我再次前往毛里求斯。尽管当时大多数拒绝离开他们土地的农民已经同意了政府的补偿方案，并安稳地重新定居下来，但仍有一些毛里求斯人对此表示担心。

2008年1月，毛里求斯前外交部长、反对党国会议员阿尼尔·加扬（Anil Gayan）在当地的一家报纸撰文指出：“这是一种自愿殖民地化……将会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这些钱来自中国。中国政府，实际上就是北京，将决定项目的内容与形式。他们的目的和战略意图是什么？中国政府什么时候选择了毛里求斯？”他怀疑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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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政府或许在毛里求斯项目上并没有多少战略利益，因为它只是由天利实业集团作为商业提案而启动的。而且，这一项目的内容并不取决于中国政府，而是取决于中国政府与毛里求斯政府的磋商。后来，天利实业集团聘请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对合作区进行了整体设计。

我在位于路易港的毛里求斯投资促进署与一名天利实业集团的官员和两名毛里求斯的官员进行了会谈。在我们开始谈论这个项目之前，毛里求斯官员放映了一部由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制作的宣传片。在过去两年间，合作区的构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毛里求斯合作区已经完全不同于谦比西合作区，这种新的模式让我感到震惊。

天利实业集团的最初设想是建立一个生产出口产品的工业中心，主要产品可能是纺织品，以及利用毛里求斯的免税港为东部和南部非洲建立一个贸易和物流配送中心。但天利实业集团的郭文剑告诉我：“我们与毛里求斯政府举行了多次会谈，以便找出这个国家的未来到底需要什么。最后我们的计划不再以工业为重心。”在后来我与中国驻毛里求斯经济参赞戴敏共同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她对此进行了强调：“我们并不是要建立20多年前的那种经济特区。我们要建立的合作区必须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合作区。天利实业集团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不会将污染企业搬到毛里求斯。”

宣传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现代化的漂亮城市，背靠印度洋，城中满是桴树构成的林荫大道和花园公寓。合作区（按照风水设计建造）现在被定位为“i-Park”，强调的是“智慧、创新、育成、互动”。合作区内仍然会有一些轻工业，但天利实业集团的目标是使其更接近于迪拜。根据毛里求斯所设想的面向服务的未来，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大胆吸引附加值较高的投资者。

天利实业集团希望活跃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将他们的地区总部放在合作区内。合作区将建立一个物流中心、两家酒店、一个国际会议中心、一个最先进的医疗中心、一个批发和零售中心、一个信息大厦，以及一所为在非洲其他地区工作的管理人员的孩子兴建的中英双语寄宿学校。它们直接和间接产生的新的就业岗位，几乎肯定会超出最初估计的几千个，而且其中许多都将被中国人所占据。

天利实业集团希望毛里求斯人能够在合作区进行投资，但毛里求斯政府决定至少在第一阶段应该全部为外国投资。“我们希望这些新工作真正是由新企业所带来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拉马·西塔南告诉我，“我们希望避免有兴趣的毛里求斯投资者到合作区投资”。2008年4月，高坚携中非发展基金代表团访问毛里求斯。他们是否喜欢这个方案，我问。郭文剑笑容满面地说：“他们当然喜欢。”中非发展基金已经决定投资。

天利实业集团为该项目聘请的当地顾问、德勤毛里求斯的毛方合伙人让-诺埃尔·翁（Jean-Neol Wong）对该项目进行评价时说：“之所以选择毛里求斯，是因为我们可以成为中非之间的平台。我们还有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良好的通信和电讯设施，而且我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都比较稳定。如果该项目取得成功，就像我们期盼的那样”，让-诺埃尔·翁补充道，“它肯定将会产生滚雪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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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着石头过洋”

中国前商务部长薄熙来将“走出去”政策形容为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战略的新阶段：“我们现在正在‘摸着石头过洋’。”对于许多非洲国家而言，中国境外经济区和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引人注目地取代了通常的援助业务。它们代表了中国以自身国内经验为基础，在21世纪所做出的努力。它们还从中国早期的援助与经济合作试验中吸取了某些经验。

这些计划与西方国家的一些计划相类似，但在北京看来这种相似性并不是很高。从莫桑比克前总统希萨诺的观点来看，它们尤其有趣，因为他曾呼吁平衡援助并吸引私营部门的资源，以及培育非洲自己的企业家。而且它们有助于解释赞比亚发展局的罗伊·卡彭布瓦靠在他位于卢萨卡的办公室的大办公桌旁，向我做出的评论：“我们正在尽可能地关注中国人，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不管哪里有机会，他们都会抓住。我们需要提升国家在价值链上的位置。”

最重要的是，这些计划反映了自毛泽东去世以后所有尝试的经验教训，反映了中国1995年援助改革的精神，同时反映了中国一贯注重将援助作为互惠互利合作的润滑剂。在2005年联合国峰会上，胡锦涛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及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用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双方企业开展合资合作。这一承诺将“千年发展目标”与中国自身的“走出去”计划结合在一起。它表明中国的“保险箱”中有可资利用的庞大资源，对传统捐助者而言，这也是一种“警醒”。他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援助与发展金融体系中一个重要角色。但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所看到的那样，这个拥有大笔资金的神秘新角色不一定会按照传统规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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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来自东方的承诺：具有中国特色的援助体系

2007年下半年，各国媒体开始有意识地报道中国正准备资助刚果（金）数十亿美元用来修建公路、铁路和医院，刚果（金）可以通过出口中国企业也将参与开发的矿产资源来慢慢偿还。总部位于伦敦的《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称：“北京已经不再对西方对非发展援助架构构成最为直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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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刚果（金）间的这种极受媒体关注的协议已被纳入中国自身对非关系的架构。就像在西方国家，中国对援助与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的管理分属不同的部门，即便有时援助可能是一揽子行动的一部分。中国商务部处于援助的核心，配发赠款和无息贷款，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放优惠贷款。中国至少拥有9种援助形式：医疗队、培训与奖学金、人道主义援助、青年志愿者、债务减免、预算支持、“交钥匙”或“成套”工程（基础设施、工厂）、实物援助和技术援助。这些援助形式有些是新的，另外一些已经存在很长时间。

第三章讲述了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及实现这一战略的主要手段。本章将介绍中国的援助体系，其中包括新的青年志愿者计划和其他创新。对这一体系的历史及其构成部分的详细描述可能超出了你想了解的程度，接下来的几页尤其如此，但此处对主要机构的介绍，对掌握中国如何在非洲开展活动至关重要。

简单回顾历史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刚开始提供援助的时候，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援助机构。
 
[2]

 中国第一个专门负责援助的部门是1960年成立的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后来该局被撤销，设立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直接隶属于中国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
 
[3]

 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接管了实物援助、“交钥匙”工程（由在本书中已经多次出现的中成集团具体实施）和技术援助。新的援助协议由外交部和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共同决定。

1970年，如第一章所述，由于援助任务急剧增加，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上升为部，变成对外经济联络部。在1971年3月召开的全国对外援助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宣布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要成立经济技术合作办公室，以帮助完成日益繁荣的对外援助工作。各中央部委——农业部、铁道部和建筑工程部——及其在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下属部门也成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办公室和大型国有企业，比如上海国棉十二厂。
 
[4]



1982年3月，中国进行机构改革，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合并，成立了对外经济贸易部。在这个大部委中，援助归新成立的对外援助司主管。这次合并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中国希望在援助与其他形式的经济参与之间建立一种更加紧密的关系。

随着中国开始走向市场化，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合作局变成了公司。同样，铁道部的合作办公室变成了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交通部的合作办公室变成了中国路桥工程责任有限公司，等等。上述两个公司现在已经跻身为中国最大的海外工程公司。

这一进程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一级得以重复。例如，江西省成立了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为了跟上渐渐走向市场的步伐，这些公司被鼓励发展企业的自我意识，在利益上与主管部门脱钩。20世纪70年代末，这些公司在海外“责任制”下，开始“走出去”。比如，一旦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完成了其在马里承担的援建项目，就可以自由寻找盈利机会。这些公司额外赚取并留存了高达100万美元的外汇。
 
[5]



最后一段历史如下：1993年，对外经济贸易部更名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2003年，组建了商务部（由于名称经常发生变化，为了方便起见，我在本书中基本使用的是商务部这个名称）。不管发生何种变化，总会有一个核心部门主管实施对外援助工作。当前，这个部门是商务部的对外援助司，它与其他具有援助功能的机构构成的网络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中国的援助机构

国务院（相当于中国的内阁，最高领导为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仍然是援助的最高管理部门（见图4-1）。每年的援助预算中，任何超过150万美元的现金赠款，超过1亿元人民币（约合1250万美元）的援外项目，对“政治敏感国家”的援助，以及超出年度对外援助计划的请求，均需报国务院审批。
 
[6]

 财政部负责向多边组织拨款：向联合国下属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或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提供赠款。财政部还负责免除其他国家欠中国的对外援助债务并且签署年度援助计划。但在中国参与援助的三个核心部门分别是商务部、外交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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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中国对外援助与经济合作体系

商务部

长安街是千年古都北京的一条主干道，它东起东单，西至西单，横穿天安门广场。中国商务部在北京有好几处办公地点，其办公总部的地理位置非常好，位于紫禁城以东长安街的一栋长方形大楼内。商务部有好几个司与对外援助有关，但最重要的是对外援助司。

对外援助司

如上所述，对外援助司在1982年之前是一个部，即对外经济联络部。现在，作为商务部的一个司，对外援助司仍然处于中国援助体系的中心。它负责规划所有无息贷款与赠款，编制援助预算和援助条例，管理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1998年设立，旨在帮助巩固早期援建项目），以及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放优惠贷款。但它只是中国负责对外援助工作的机构网中的其中一个机构，如图4-1所示。

对外援助司的规模非常小，它下设13处1室，只有大约100名工作人员（70个专业人员）。
 
[7]

 在商务部的“智库”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里，还有几十个从事对外援助、经济合作与国际发展研究的研究员。这根本无法与英国国际发展署或美国国际开发署相比，因为它们的工作人员分别为1612名和2200名。英国国际发展署驻华代表处主任亚德里安·戴维斯（Adrian Davis）告诉我，由于中国承诺在三年内增加一倍的援助，他们现在已“明显感到人手不足”。

与西方大多数援助机构不同，对外援助司可以向商务部下属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寻求帮助。而且迄今为止，对外援助司还没有感觉需要成立“妇女发展”和“治理与民主”等专家办公室。当他们在农业、卫生或教育领域需要专家意见的时候，他们就会与所属部委的国际合作部门进行合作，不过这种合作通常由商务部牵头。当一位英国官员询问卫生部国际合作司有关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承诺设立的医院和抗疟中心建于何处时，他们回答说他们并不知情，他们正在等着商务部的通知。

对外援助司之所以规模比较小，还因为它没有在境外设立办事处。事实上，隶属于中国驻外大使馆的经济商务参赞处将会指派一名或多名工作人员监管援助计划，负责排除故障、监控和检查它们完成的情况。这些工作人员并不一定是发展领域的专家。比如在毛里求斯，负责监管援助的工作人员是一位来自省级商务厅的年轻人，他在商务部招聘境外职位的考试中名列前茅。此前他没有任何在国外工作的经历。

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成集团负责实施中国大多数的“交钥匙”援建项目。计划经济时代之后，中成集团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司，这就需要找到它的接替者。招标制度由此逐渐形成了。

中国是从世界银行那里了解到招标制度的。中国最初的招标制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作为世界银行的新成员向外借贷后，为满足世界银行对外援助的要求而建立的。
 
[8]

 10年之后，中国人开始为他们的援外项目建立招投标制。2003年机构改革后成为商务部直属事业单位的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现在承担这些招标工作，并负责由赠款和无息贷款资助的项目（采购、质量管理、评估、培训中方员工）的具体事宜。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还负责调查援外项目所雇用的中方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及“政治可靠性”。

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

请不要将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与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混淆，该司主要负责支持中国企业寻找海外业务，其中包括境外资源开发、对外投资、对外劳务输出、对外承包工程和境外经济区等。
 
[9]

 他们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放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如中国承诺在2006～2009年向非洲提供的20亿美元优惠出口信贷），管理不属于对外援助预算的有其他国际参与的补贴计划。

外交部

在向北京领导人建议为某些特别的非洲国家提供对外援助数量的过程中，外交部派驻国外的外交官处于“第一线”。中国的一位外交官曾解释道：“我们必须与商务部相互配合，因为他们会考虑到中国的商业利益，但他们也必须考虑我们的意见，因为对外援助也是为了实现各种政策目标，而非为了赚钱。”非洲各国政府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政治利益。一位非洲官员曾这么告诉我，与其他国家的专家不同，中国人“负有政治任务”。

外交部与商务部对外援助司联合起草年度援助计划。它还与商务部和财政部共同决定是否对援助计划做出改变和提供现金援助。然而在对外援助方面，外交部与商务部之间的分工并不稳定。上述比较礼貌含蓄的说法掩盖了一位联合国高官所谓的“商务部与外交部为了争夺援助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

“外交部没有影响力”，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分析员葛来仪（Bonnie Glaser）指出，“这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但商务部非常不愿意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
 
[10]

 一位北京的权威人士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说，当前在非洲资助的绝大多数大型项目，“都与外交部无关”。在世界银行的一次会议上，当谈到诸如刚果的矿产投资等大项目的时候，与我同组的一位顾问告诉我们：“外交部在过去是审批流程的一个环节，但现在甚至都不会获邀参加。他们已经没有一席之地。”

很明显，某种形式的权力斗争正在上演，但要说外交部无关紧要有些言过其实。至少在一个领域，外交部肯定具有一定的影响。自2000年以来，至少有八个非洲国家收到专门向它们外交部提供的通常用来修建新的外交部大楼的对外援助，中国的这一援助形式可媲美著名的体育场建设。
 
[11]

 这种投资可能不会减少贫困，但它肯定会使非洲外交使节的心中倍感温暖，而他们，无疑正是与台湾当局持续进行的拉锯战的重要决定因素。

中国进出口银行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进出口银行肯定拥有一席之地。在第三章里，我们简单地看到了中国进出口银行是如何在1994年作为中国三大“政策性银行”而成立的。随着中国的其他银行逐步商业化，这一决定使得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其他两家政策性银行变得主要作为政府的工具而运转。日本和韩国为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了范例。根据中国进出口银行一位官员的说法，它将在不赔不赚的基础上运转：既不盈利，也不需要定期补贴。从2000年前夕开始，中国进出口银行就已经处于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核心。

2005年，正当中国进出口银行大规模扩张的时候，李若谷被任命为行长。李若谷，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公共管理硕士，一个坦率的人。他在2004年告诉《金融时报》说，抨击中国的货币汇率政策是错误的；美国应更多地关注自身缺乏产业竞争力的问题。“根据中国的习俗，我们从不因为自身的问题而去责怪别人。在过去26年间，我们从未给世界带来压力和问题。美国的态度则截然相反——每当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责怪其他国家。” 新华社后来转载了李若谷的话，以此对他的坦率加以支持。

中国进出口银行约有60%的投资组合由出口卖方信贷构成（见图4-2）。它们是为在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提供的大额优惠贷款。
 
[12]

 出口买方信贷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投资组合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它们主要发放给进口中国（目标行业的）产品或服务的进口商，并允许他们分期分批偿还。出口买方信贷业务始于2000年，当时规模相对较小，直到2005年，才向非洲的买主发放。就像中国政府债券的利率一样，它们通常按照具有竞争力的商业利率发放。
 
[13]

 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中国进出口银行从1995年开始办理中国相对较新的援外优惠贷款业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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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中国进出口银行（年度支付额）

注：不包含优惠贷款。资料来源：中国进出口银行，《年度报告》，2003～2009年。

截至2007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信贷机构，如图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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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主要出口信贷机构，2007年

注：本图模仿了托德·莫斯（TODD Moss）和萨拉·罗斯（Sarah Rose）在“China Exim Bank and Africa：New Lending，New Challenges，”（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CGD Notes，November 2006）文中的图形。中国的数据为2007年的支付额，美国的数据为2007年的批准额，日本的数据为2007财政年度的承诺额，英国的数据为2007～2008年的发放额。资料来源：中国进出口银行2007年度报告、美国进出口银行2007年度报告、日本协力银行2008年度报告、英国出口信贷担保署2007～2008年年度审查与资源报告。

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境外代表处反映了中国在世界各地区的利益。亚洲的业务由北京直接负责。中国进出口银行共有三个境外代表处，一个在俄罗斯，另外两个为非洲代表处。这两个非洲代表处一个在巴黎的时尚地区，主要负责法语区非洲国家（科特迪瓦内战爆发后，在阿比让的办事处也迁到了这里）。东南非代表处位于约翰内斯堡市郊，共有四名工作人员。境外代表处的工作人员经常会到各地检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项目，寻找机会，与中国企业人员会谈并听取他们的项目构想，以及发展与非洲各国政府的关系。但遇到重要谈判，中国进出口银行一般会从北京派出专家组。

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

优惠贷款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唯一可以称得上是对外援助的业务。优惠援助贷款的利率补贴直接来自于中国政府的对外援助预算（中国进出口银行通过发行债券来开展这项业务）。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商务部对外援助司联合发放这些贷款，如图4-1所示。按照官方发展援助的语言，优惠贷款专门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提高它们的生活水平。中国还要求那些希望获取优惠贷款的国家给予贷款项目某些优惠政策：免税汇出全部借款本息；减免输入物资的进口关税；降低所得税。

1995年创立的优惠援助贷款制度一下子创造了一大笔新的对外援助资金，而且不需要增加过多额外预算。这项业务最初发展缓慢，甚至带有试验性质。1995～200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年均批准优惠贷款数仅为14笔，2004年后，贷款数量翻倍（见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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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中国进出口银行各年度批准的优惠贷款额

注：2007年的数据是指当年“着手”的项目。这可能包括一些此前批准的项目。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年鉴》、《中国商务年鉴》（各年度）。

赵紫阳在1982～1983年访问非洲时强调，中非关系今后要使双方受益。将对外援助资金与中国产品和服务挂钩是为了确保援助能够使中国受惠，就像它能够使受援国受惠一样（尽管是通过相对严格的方式，限制它们对产品与服务的选择）。中国政府还明确表示，与无息贷款不同，不会免除这些贷款或轻易重新安排还款期限。一旦利息与还款期限经谈判后签署，就不得做出改变。
 
[15]

 最后，就像中国的其他援助一样，优惠贷款业务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正如一份年度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这项业务正在“满足中国经济外交的需要”。
 
[16]



不提供援助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2008年5月，在肯尼亚内罗毕，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观看杨泽云将铁铲插入一块空地。就在这块空地上，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资助建设“长城公寓”。该项目开发商、中资企业爱德曼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泽云解释说，“长城公寓”项目并不是援助项目：他们将按照市场规则行事。该项目将提供528套廉价住房，每套以大约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肯尼亚中低收入者，他们可以通过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合作者肯尼亚发展银行提供的15年期抵押贷款，圆自己的“住房梦”。
 
[17]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并不提供官方发展援助，但是提供非优惠性发展资金。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相同，它也通过在国内外发行债券来大量募集资金。作为一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中国各级政府，以及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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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支持它们对国内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优先资助那些中国其他银行鲜有兴趣的项目：如西藏附近山区或西部边远地区。从资产总额来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规模比中国进出口银行大五倍之多。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只有很少一部分贷款为对外贷款：2005～2007年，对外贷款余额占比仅为1%～3%，但这种情况似乎正在发生改变。
 
[19]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已经逐步进入非洲。截至2007年3月末，它只在非洲资助了30个项目，总额约为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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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作为一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也通过向中国的“龙头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为中国的“走出去”政策提供支持。比如在2006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其中一个客户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兴通讯”），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伟凯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合作，制定了总额为15亿美元的具有竞争力的一揽子计划，旨在赢取埃塞俄比亚千禧年电信扩建这项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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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还设立了第三章中所介绍的中非发展基金，这是它对非洲的股权投资机构。尽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之间会有一些竞争，但二者有时还会联合资助一些大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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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两家银行有时还拥有相同的客户。比如在2009年3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中兴通讯提供150亿美元的合作额度，用来支持中兴通讯开展海外业务，同年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向中兴通讯提供了10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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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获批成为一家商业性银行，但直至2009年末，它仍然是一家相对模糊和不受约束的政策性银行。

上述机构就是中国开展对非援助和经济参与的主要机构。此外，还有另外12～20个部委和机构在对外援助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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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使得中国的援助体系听起来像是一份混乱的“食谱”。中国学者艾平曾在1999年将当时中国的援助机构描述为“各自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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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部委负责援助的部门很少碰头。他们都是垂直上报，而在横向上没有联系。他们不与外界接触，甚至不与本部委的其他部门接触。不过，中国援助机构的复杂性与美国相类似，在美国，至少也有26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机构和办公室提供对外援助。国际开发署是美国最重要的援助机构，但它只负责45%的美国对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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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参与援助工作的部门也拥有类似复杂的架构。

为了减轻机构分散的问题，商务部建立了工作组，定期将所有参与对外援助工作的部门召集在一起。中国还横跨不同业务领域建立了一系列具体的网络：援外项目巡检、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减免债务、人力资源与培训、中非合作论坛、中国进出口银行优惠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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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网络非常必要，因为除了“交钥匙”工程和技术援助外，中国还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其他援助活动。下面我将介绍一下这些援助活动。

哈蒙国王路的针灸

在12月一个炎热的傍晚，我访问了塞拉利昂弗里敦市哈蒙国王路医院。中国医疗队刚刚从医院下班，医疗队的成员均来自湖南省，由湖南省政府在不同的公立医院和大学教学中心召集并派遣到非洲。“这是一次沉重的经历”，一位医生告诉我，“这里的人都太穷了”。在医疗队中，一位医生专门负责针灸，另外一位精通传统中医药，其他几位对诊疗比较熟悉：内分泌科、眼科、小儿科、妇科。这些医生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离一个中国农业专家组的住所不远。他们计划在那里工作两年。截至2008年初，共有将近1000名中国医务工作者在非洲工作。

中国的医疗援助始于1963年4月，当时中国向刚刚结束与法国的战争而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派遣了一支医疗队。自此之后，中国共向超过65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派遣了医疗队，共有约2万名医务人员先后随同被派出的医疗队走出了国门。2007年，中国共有48个医疗队——每个医疗队平均有25名医生和护士（有时分布在一个以上的医院或医疗中心）——工作在世界上的47个国家，其中37个为非洲国家。比如在马达加斯加，共有30名中国医疗专家被派驻到四家不同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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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负责管理医疗队并支付医疗专家的相关费用。医疗队由卫生部直属的省级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大多数省份都与特定国家结成了“对口单位”（见附录5）。医疗队在出发之前，首先要接受六个月的外语、国际关系和当地情况的培训。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单位仍然向他们或他们的家人发放工资，当地政府负责承担他们的相关费用、机票和薪金，为他们提供住宿，并支付他们使用的中国药品的费用。在马里或中非等最贫穷的国家，中国还将提供机票，并赠送一定量的药品。

一位中国官员在2007年估计，派往西部非洲的资深医生每月只能赚取约800美元，而派驻同一地区的中国外交人员每月则能够赚取约2000美元，因为他们通常能够获取额外的“困难”补助。休完探亲假后，有些医生还会返回非洲。马达加斯加医疗队队长钟良亭在此之前已经参加了三个医疗队，但是有他这种热情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中国商务部的一位官员曾经告诉我：“卫生部寻找同意援外的医生已经成为问题，因为在国内，他们可以通过从病人那里收取‘红包’赚更多的钱。”

有些中国医生留在非洲，或返回非洲开办商业诊所。我在莫桑比克见到了江永生医生，他在1991年随同援外医疗队来到马普托，在那里定居下来，先后成为莫桑比克两任总统的私人医师。但在非洲各地城市和农村涌现的许多中国诊所，它们的开办者与医疗队并没有关系。

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宣布增加对非援助还包括为非洲建立27家医院（既有综合医院又有专科医院）和向另外三家医院提供医疗设备。中国还承诺设立30个抗疟中心，并为其配备诊疗设备。每个建有抗疟中心的国家将配备两名中国专家，他们主要负责培训非洲医务人员如何使用中草药。最初供应的青蒿素为免费的。

在老式医疗队与新的抗疟中心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但种种迹象表明，新的抗疟中心是从商业方面对中国卫生部在1999年宣布的中国医疗援助改革的反应。
 
[29]

 卫生部宣称将制定一份国内高质量药品与设备供应商的候选名单（如我在坦桑尼亚见到的华立建团），并在未来的援助工作中使用这份名单。而且，此前的免费服务（如医疗队）将逐步变为合办医院、制药厂和进行其他形式的“互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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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曾经指出，这一改革的目标是为了最终提高中国医药产品和医疗服务的出口。随着新的抗疟中心的建立和青蒿素在非洲各地的普及，实现这一目标现在似乎已经指日可待。

向中国学习

早在公元前600多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管仲就曾指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自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增加了对外援助中的培训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将重点放到了传授中国自身在城市化、经济增长和扶贫的经验上来。到2007年，商务部报道说中国多年来已经在20个不同的领域（管理、经济、卫生、司法和教育等）举办了2500个中短期培训班，培训学员超过8万名。

在200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承诺2006～2009年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培养3万名各类人才。在2006年11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胡锦涛明确承诺其中一半将来自非洲：3年内每年为非洲培训培养5000名各类人才。这一新的培训计划所包含的课程涵盖了经济与贸易、电信、安全、卫生、水污染控制技术与污水处理、农业以及金融管理等各个方面。尽管播种与收获可能还只是一个成功的预期，但一旦收获，似乎将会给中非关系带来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2007～2009年访问非洲期间，我经常会遇到有人主动告诉我他们曾在中国接受培训。非洲农工商会主席罗达·托罗尼卡（Rhoda Toronka）曾代表商会前往北京接受了三个星期的培训。“培训课程非常深入”，她告诉我，“我们了解了国际关系，中国是如何开放的，如何在中国做生意，以及如何交换想法。我们学习了他们的法律制度，我们知道了我们如何才能开放。你到中国去，你看到中国……”她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

以对外援助为基础的培训由商务部组织，根据不同部委和政府机构的投标申请进行安排。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赢得了商务部的一项招标，负责组织培训非洲各国主管本国发展机构的官员。作为培训的一项内容，那些非洲官员——每个国家有一到两个——会被安排乘机前往中国西南部美丽的城市桂林。他们可能很容易就会被出现在无数中国画中的怪石嶙峋的山区风光，以及漓江两岸气味芬芳、散发着蜜桃和杏子味道的桂花树所吸引。但他们的目标是实际的：前往孟化村参观中国新农村的参与式发展战略。

非洲某国捐助者协调办公室负责人卡乌苏·克巴（Kawusu Kebbah）参加了中国举办的某期扶贫研修班。坐在他那间可以俯瞰插着铁丝网院墙的办公室里，他向我讲述了实地考察孟化村的经历。

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可能有一个全国性的扶贫战略，但具体项目和活动由各村自己决定。在我们的下一个扶贫开发战略计划中，我们将尝试借鉴这方面的经验。我们的扶贫开发战略计划是全国性的。我们到全国各地考察，举办了很多次座谈会，听取他们希望优先解决哪些问题。然后我们返回首都，将整个国家希望优先解决的问题进行排序。但不同的地区和酋长国确实具有不同的优先事宜。在某些地方，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是疟疾，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则可能是水。

在中国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了解到他们借用了很多东西，但他们对那些东西进行了改造。他们不会简单照搬在其他国家看到的运转良好的东西。他们要加以改造。现在我从我的工作看到了这一点。世界银行认为扶贫开发战略计划是一件好事情，因此我们便采纳了这一计划。（他笑了起来。）布隆迪扶贫开发战略计划与我们的扶贫开发战略计划实际上完全相同。自战争结束以来，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向坦桑尼亚、加纳和布隆迪看齐。我们只是接纳它，好像它是一种“万能良方”。

为留学生到中国大学学习提供奖学金也是中国援助和中国“软实力”投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殖民时代末期，中国接收了来自肯尼亚、乌干达、马拉维以及其他争取独立的殖民地国家的留学生。据北京大学教授李保平在2006年估计，共有超过1.8万名非洲留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前往中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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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1983～1986年援助预算比较拮据的时候，决定每年向非洲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名额增加三倍，即从400人次增加到1600人次，这充分表明北京将在中国学习看做是实现其在非洲某些目标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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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负责向发展中国家前往中国留学的学生发放奖学金。那些留学生既可以就读技术专业：农业经济学、医学、工程学或自然科学，也可以学习中国历史、文学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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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2009年，北京两次增加向非洲留学生提供大学奖学金的名额：从2000人次增加到4000人次，然后又增加到5500人次。北京为他们支付学费、机票费用（最穷国家的留学生）和住宿费，并且向他们提供小额生活津贴——与中国学生的生活津贴相同。非洲各国政府通常会补足本国留学生的生活津贴，只有塞拉利昂的留学生难过地抱怨他们总的生活津贴是所有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中最少的，因为他们每月从本国政府那里只获得了66美元的额外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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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许多西方捐助者已经很少提供大学奖学金。我所在的美利坚大学胡伯特·汉弗莱奖学金项目向发展中国家的在职专业人士提供奖学金，我们还为留学生提供傅尔布莱特奖学金，但即便加在一起，这两项奖学金的规模也相对较小。在2006～2007学年，美国政府共向3450名外国留学生提供了大学奖学金。1990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项目共资助9128名大学生，但2000年才资助了12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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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人道主义援助

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几十年来，当国外发生灾难的时候，中国通常会提供小规模的现金和物资援助。中国曾向阿尔及利亚和伊朗提供双边地震救援，向菲律宾提供泥石流救援，向伊拉克和索马里提供帐篷、蚊帐和毛毯，甚至在美国遭遇卡特里娜飓风后向其捐助500万美元。那些与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时也会在危机中收到中国运来的食物或毛毯。但这些援助基本上都是在双边的基础上进行的（灾难救援和人道主义援助通常不在对外援助预算之列，而拥有其他来源）。一位中国外交官曾向我解释中国的这种态度：“几年前在我担任外交部主管南非地区事务的副司长的时候，那里出现了粮食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来到中国要求我们提供援助。我告诉他们：我们援助的粮食已经到达了南非。如果我们能比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行动更加迅速，为什么还要参加多边行动呢？”

现在，中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大幅增加，这与北京将自己塑造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的期望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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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还逐步通过多边渠道提供援助，比如在2009年津巴布韦旱灾期间，中国捐助了500万美元的现金来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行动。这一新的多边主义行动始于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最初，中国单方面做出了反应，其救援应急反应机制马上开始行动。商务部对外援助司司长王汉江迅速召集相关人员举行碰头会，确定了中国的第一步援助方案。经报国务院批准后，他们召集了负责执行这项工作的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和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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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非常骄傲中国的飞机救援物资是最早到达斯里兰卡的对外援助，仅仅在海啸发生两天之后，直接从工厂运来的物资就被装机运走。中国的医疗队和工程队前往了许多遭受海啸袭击的国家。随后中国公开承诺提供超过6000万美元的援助，其中约1/3通过联合国的渠道提供——有史以来第一次。（东南亚地区有人推测中国之所以做出这一历史性反应，部分是为了超过台湾当局，因为其承诺将提供5000万美元用于灾后重建。）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慈善总会，中国民间共捐助6100多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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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对海啸不久之后对巴基斯坦地震的援助，2005年，中国官方双边人道主义援助最终接近1.28亿美元，非政府组织和中国企业捐助的数额也大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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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和平队”

孙英焘、刘薇和朱宇晨已经成为中国最新的“软实力”援助计划——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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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英焘来自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被派往埃塞俄比亚南部的阿索萨州，与埃塞俄比亚农业与农村发展部的工作人员一起，教授当地仍然从事自然经济的农民和流离失所的难民种植蔬菜。刘薇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个部委教授文秘技能。朱宇晨来自上海，在老挝团中央培训学校教授电脑技术，那里有一半电脑都出了故障。

中国教师已经在非洲的学校和大学工作了几十年的时间（超过523名的教师在至少35个国家工作过）。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共向海外派出2800多名志愿者教授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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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青年志愿者计划是第一次派遣中国青年前往海外对不同的发展领域进行援助。它源于中国国内的志愿者计划，即“西部计划”（前往中国欠发达的边疆地区），该计划由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在1996年制定，主要关注的是年轻人不断增长的失业率和潜在的不稳定性，因为他们在大学毕业后已经不再包分配工作。

2002年，共青团将第一批海外青年志愿者派往老挝和缅甸。2005年，商务部接管了这一计划的资金与协调工作，并开始在8个国家试运行这一计划，其中包括派遣12名青年志愿者前往埃塞俄比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中国将在2006～2009年向非洲派遣300名青年志愿者。

经过三个月的考试与选拔，第一批前往非洲的志愿者在几万名申请者中产生。他们将被派往非洲工作相对较短的六个月时间（传统的青年志愿者计划，如美国的和平队或日本的青年海外协力队，一般会在海外工作两年的时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对他们进行为期两周的当地语言与风俗习惯培训。商务部支付他们的旅费、健康与意外险，并为他们提供每月200美元的津贴。

出于各方面的原因，只有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志愿者才能入选。一位曾经的志愿者告诉我，这使得组织者更有信心能够招取“在政治上可靠”的人。国有企业还可能按照要求继续支付志愿者在海外期间的工资，并在他们回国后让他们重返原来的工作岗位，私人企业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2007年年初，塞舌尔成为第一个接收中国志愿者的非洲国家。10名志愿者（他们的年龄从23～39岁不等）在100多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五名医生、两名护士、两名音乐教师、一名汉语教师。一年后，中国又向五个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塞舌尔、突尼斯和毛里求斯）派遣了100多名青年志愿者，在农业、沼气技术、医药、体育训练、汉语和中国音乐等领域开展援助工作。

你为什么要去非洲，一位记者问刘薇。“我们是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受益的新一代人”，她回答说，那种感觉与一名充满理想的美国和平队的志愿者非常相似。“我们关心整个世界”，她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为自己的个人目标所激励。朱宇晨申请成为志愿者，是为了感受她父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所经历的“艰辛”。孙英焘希望“了解真实的非洲和做一些好事”。这种互助计划与中国迄今为止的主要援助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有建筑公司，他们的工人总是沉默寡言地生活在围墙后面，但到目前为止，它的规模还非常小。与之相比，美国和平队共有超过8000名志愿者在74个国家工作。

中国提供“现金援助”吗？

西方捐助者用做预算支持的援助正在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因为他们已经开始相信，治理相对较好的国家应该有能力自己决定如何使用外援。尽管中国人意识到了这一趋势，但他们并没有跟着做。他们很少提供任何大额现金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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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对突发事件或灾害的快速反应，中国有时会提供小额现金援助，以此与其他捐助者不断增长的趋势保持一致。
 
[43]

 然而即便这些小额现金援助，也有严格的连锁责任制。低于150万美元的现金援助必须由外交部、商务部和财政部联合批准；高于150万美元，则必须由这三个部委联合并报国务院批准。
 
[44]

 在某些情况下，观察家将中国公布的赠款援助（捐助或“无偿援助”）误解为现金转移，但通常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许多援助赠款常常都是以实物方式提供，如输出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对二者加以区分的一个方法是：实物赠款总是用人民币标价加以宣布，而现金赠款则总是用美国美元标价加以宣布。

中国避免现金援助这一总方针的例外出现在与台湾当局的“外交战”中。人们普遍认为，北京与台北间的外交角力现在已经以台北的“失败”而告终。但是中国与非洲高层政府官员间的会议仍然会例行发布如下声明：非洲国家支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无疑表明北京仍然很注重与台北的角力。一位在北京的中国学者曾经告诉我：“受援国确实具有一定讨价还价的能力。非洲与南太平洋国家仍然拥有宝贵的筹码：台湾”。

2007年，在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哥斯达黎加，最高法院命令哥斯达黎加政府公开与台北“断交”，与北京建交的真实的外交协议。
 
[45]

 在该协议中，中国承诺在两年内向哥斯达黎加政府提供3000万美元的现金赠款，并以常见的“交钥匙”工程的形式提供另外1亿美元的赠款。
 
[46]

 尽管哥斯达黎加政府最初并没有公开这一协议，但值得注意的是现金援助被写入了正式的外交协议，而非流入了某人的私人银行账户。当两名华裔“掮客”将台湾“外交部”提供的3000万美元纳入自己腰包的丑闻曝光后，台湾试图恢复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关系”的努力最终遭到失败。这一事件让人们想起了“金元外交”。
 
[47]

 2008年11月，台湾新当选“总统”马英九承诺终止与北京间代价高昂的“外交战”。
 
[48]



除了可能被纳入与台湾当局“外交斗争”的那种献金援助外，中国至少还向五个非洲国家提供了小规模的预算支持。内陆国家中非共和国就是其中的一个。无数次政变与反政变（有些被法国军队所平息），自称博卡萨一世皇帝的数十年暴政，以及平均寿命的不断下降，成为中非共和国独立后大多数时间的标志。2003年，该国政府又发生一场政变。新上台的领导人弗朗索瓦·博齐泽发现几乎全部捐助者的大门都关上了——对外援助团体希望看到选举、治理改革以及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取得具体进展。唯一的例外是中国，它同意提供紧急援助支持用以支付公务员的工资。

在一名记者对“北京参与进来，为所有行政部门提供资金”进行报道，并推测这一举措在某种程度上与中非的邻国、石油储量丰富的乍得有关之后，这个故事在网上得到迅速传播。
 
[49]

 （我将在下文指出，这更有可能与中国对中非共和国仍然与台湾当局“眉来眼去”感到担忧有关。）作为中国不关注政府治理的又一个例子，这个故事似乎应该画上句号，但我们还要对其进行补充说明。中非共和国最终举行了符合要求的选举。
 
[50]

 但援助仍然迟迟没有到来。联合国向国际社会发出特别呼吁，要求他们向中非共和国提供紧急财政援助用来支付工资（或像中国此前做的那样为行政部门“提供资金”），以便遏止经常导致此前政府下台的罢工和动乱。一位联合国代表警告指出：“没有人去分发食物、药品和教学物资，修复损毁的卫生和教育设施，抑或部署治安力量。”如果不马上提供援助，他说：“任何良好的治理改革都不会出现。”

选举结束一年后，大多数捐助者仍然没有提供任何援助。一位观察家指出，他们正在等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中非共和国的经济管理。
 
[51]

 一年后，当博齐泽准备启程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时候，他被迫取消了行程。叛军已经占领了毕瑙市。在此我并不是说中国比较仁慈而其他捐助者则不是，而是想说国际社会在追求更好的政府这一目标方面是一致的。正如联合国所指出的那样，各国有正当理由提供援助来支付公务员的工资，但他们同样有正当理由等待一段时间。无论做出何种决定，都是合情合理的。

中国还向利比里亚、几内亚比绍、塞舌尔和津巴布韦提供了小额现金预算支持。在利比里亚内战结束之后的2004年，中国提供了300万美元用来支持分享权力的过渡政府100天的运转，2006年，中国又向艾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Sirleaf）政府提供了150万美元的预算支持。
 
[52]

 几内亚比绍——也是一个从内战中恢复过来的脆弱国家——在2005年刚刚完成选举后，就收到了约400万美元的现金转移支付，用来帮助该国支付公务员的工资。
 
[53]

 塞舌尔在2007年收到了150万美元的国际收支支持，津巴布韦在2009年收到了500万美元的现金，也是用来支付工资。
 
[54]



正如我在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中国的常规援助而言，现金转移支付非常少见。哥斯达黎加和上文所提到的大多数非洲国家均具有如下特征，即它们经常在台北和北京之间来回摇摆。非洲大陆到处都是处于经济危机和比较脆弱的国家，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被列入中国预算支持的名单。我猜想可能需要台湾在一旁时刻准备着才能使中国国库的守护者拿出实际的现金。

倾销债务

最后，债务减免也被纳入官方发展援助。20世纪80年代，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因各种原因而导致的债务开始越积越多，再加上罚金、利息以及利滚利，到20世纪90年代，好几十个穷国实际上已经破产。正如我在第二章所指出的那样，在非政府组织和福音2000运动的有效的压力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官方双边捐助者“巴黎俱乐部”最终在1996年启动了重债穷国债务减免计划。10年之后，在41个符合条件的国家中，这一计划共大幅减免了33个国家的债务，其中绝大多数为非洲国家。重债穷国计划承诺大幅减少未偿还贷款的存量，但前提条件是欠债国成功地遵循一种复杂的障碍赛，而栅栏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跨越。人们期望这一计划能够为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提供激励，并确保节省的资源能够被用来减少贫困。这一计划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仍然处于热烈争论之中。

中国并没有参与重债穷国计划。就像东京最初认为免除（而非重新安排）债务将会提供错误的激励一样，北京也是慢慢才接受应该彻底免除所欠中国债务的观点。最初，当许多援助贷款开始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期的时候，中国重新安排了还款期限，有时仅仅为一年或两年。坦赞铁路的偿还期推迟了10年。加纳和尼日尔的偿还期从15年延长至20年。其他国家根本没有偿还，但中国人仔细地追踪因每笔贷款和每个项目欠下的债务。后来，当西方国家和多边贷款机构最终开始免除大多数重债穷国的债务之后，中国领导人才迟迟地启动了一系列将会影响非洲的债务免除承诺。

2000年，中国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上做出了第一个承诺，并特意使用了和“重债穷国减免债务计划”相一致的语言。中国将减少或免除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0亿人民币的债务（约合12亿美元）。2005年，中国在纽约做出了第二个承诺，这个承诺要更加具体一点。中国将免除“或以其他处理方式消除所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2004年底前对华到期未还的全部无息和低息政府贷款”。

这一承诺将债务免除扩展到了非洲以外的少数重债穷国。它强调了政治关系的重要性，并且指明只有到期未还的贷款才能获得免除。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做出了第三个承诺，对于符合条件的国家而言，该承诺与纽约承诺相类似，但指明免除的将是“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的债务，也就是那些已满20年还款期限的政府无息贷款。2008年，中国领导人做出了第四个承诺：免除最不发达国家2008年底前所有到期未还的无息贷款。这些不断滚动的贷款免除可能会持续下去。

中国的大多数公开承诺都有意识地表达为减免“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遵循在华盛顿和巴黎磋商形成的重债穷国债务减免机制的所有规则。中国的债务免除是无条件的，它并不需要欠债国政府证明自己有能力管理他们的经济或制定利用免除的债务来减少贫困的战略。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免除了六个因高水平债务和贫困而符合重债穷国倡议的条件，但却因没有跟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舞步”，从而被困在重债穷国计划所谓“决策点以前”，深陷重债而没有获得减免的国家（科摩罗、科特迪瓦、厄立特里亚、索马里、苏丹和多哥）。

债务免除是如何运作的？财政部会同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央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建立了一个委员会。
 
[55]

 “欠债国必须申请债务免除”，一位中国官员告诉我，“但并不是提出申请就会获得免除。中国政府将看那些钱是如何花掉的。他们将仔细考虑这件事情。他们将拒绝那些经济运转良好的申请者，因为这些申请者并不需要减免债务”。

存在最紧迫问题的国家会首先得到处理。商务部派遣一个代表团与中国驻所在国大使馆和该国财政部商讨债务事宜。他们会一笔又一笔地逐一对到期未还的债务金额进行仔细比较和核对。一位向商务部提供建议的中国教授告诉我：“这些无息贷款被多次重新安排，有些国家甚至都找不到贷款合同了。”每笔贷款的债务都被勾销。这些承诺明确集中于到期未还的无息对外援助贷款（而非其他债务——如出口信贷）。最终，将会有376笔“到期债务”被勾销。

然而，在1997年才开始发放的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几乎从未被免除。2000年，这些早期贷款仍然处于宽限期，贷款国只需支付利息。后来，随着本金开始到期，某些最初发放的优惠贷款得到调整和重新安排。这些贷款的其中一笔发放给了津巴布韦的水泥厂。

华津水泥厂是中国建材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中国建设部早前所属的一家对外援助公司）和津巴布韦工业发展公司合资兴建的水泥厂，位于津巴布韦中部圭鲁省日照充裕的红土地区。该厂是第一批获得中国进出口银行发放的优惠贷款的工厂之一。
 
[56]

 2006年，两笔贷款都得到调整，利率也降到了2%。但水泥厂开始利用出口水泥赚取的外汇和代管账户所持有的外汇按时还款，我将在下文里再次介绍这种形式。

围绕中国的债务免除计划产生了很多神话。位于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认为中国已经免除了100亿美元的贷款，但这是实际数额的三倍以上。
 
[57]

 （2008年9月，温家宝总理宣布中国已经免除了247亿元人民币约36亿美元的债务。
 
[58]

 ）还有人指出中国通常将免除债务作为政治筹码，或仅免除与其具有紧密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国家的债务。上述津巴布韦的例子应该是一个反证。

有一个因素具有政治性：就像其他援助形式一样，中国只免除那些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国家的债务。在非洲，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会免除三个在20世纪90年代转而承认台北的重债穷国（布基纳法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冈比亚）的债务。但总体而言，自2000年以来，中国免除债务国家的范围并不仅仅限于人们所谓的“亲密朋友”：在全世界共有49个国家，其中32个在非洲。这份名单中并不包含一些与中国具有长期友好关系的国家（埃及、毛里求斯、津巴布韦和巴基斯坦），但却包含一些与中国关系一般的国家（利比里亚、多哥、索马里和布隆迪）。但政治可能对决定是否免除至少六个处于重债穷国贫困线以上的非洲国家（安哥拉、佛得角、吉布提、赤道几内亚、肯尼亚和莱索托）的某些债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章全面概述了中国援助计划不断变化的构成部分。但它是如何运转的呢？援助是如何适应中国总体对非经济参与的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第五章将仔细考察援助、经济参与和其他方面的内容。许多（但并非全部）故事都将集中在一个国家：塞拉利昂。作为一个面积较小、饱受战乱、资源丰富和邻国情况糟糕的国家，塞拉利昂存在许多使非洲发展成为如此一个挑战的问题。但让我们惊奇的是，这也正是中国在非洲大陆各个国家，甚至在整个世界运作的典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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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东方快车：中国是如何进行援助和参与发展的？

1984年一个干旱的哈麦丹风季上午，我抵达戈马，那里有一个中国的援建项目，那是一座在塞拉利昂偏远多山的热带雨林地区修建的大坝，这座大坝最终将带动一座400万瓦特的水电站。这次旅程花费了我数小时的时间，我首先挤在装满村民和他们在市场上购买的物品的皮卡车上，穿过头顶布满纵横交错的树枝、又窄又不平的土路，到达了潘古玛镇。戈马还要更远一些，要沿着一条临时性的道路一直走下去，沿途经过的许多河流都是用大原木作为桥梁。我们已经离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边界不远了。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可能来过这里，在《没有地图的旅行》这本描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动荡时期从塞拉利昂边界徒步穿越利比里亚的书中，曾提到了这些景象。

大坝现场一派忙碌的场景，有600多名当地村民和105名中国人，其中包括3名厨师在那里工作。在建筑工地工作了一整天后，中国工人还要在他们的菜园里劳作几个小时，以保证他们能够吃上熟悉的食物和赚取一点零花钱。靠近中国工人营地的一片山坡被木栅栏围了起来。那天晚些时候，在他们下班之后，我看到十几个中国人正在锄种着大葱的斜埂，蹲在那里将豆角秧固定在桩子上，或者为南瓜地除草。在公共厨房旁边，几个男人正在一杆小称前排队，他们每个人都挑着一个扁担，两边的筐子里装满了等着称重和记账的蔬菜。

80英里外的本布纳瀑布，几个意大利工程师正监管一个大坝的早期建筑进程，这项工程将遇到很大的障碍，并最终在内战爆发前停止修建。这项工程基本使用机械修建，只雇用了很少的当地人。每两个星期，意大利人就会从罗马空运一批食物。一个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农业项目利用项目经费将他们的外籍专家安置在一个小的郊外社区，里面是宽敞的牧场式房屋，并配有小巷和路灯。只有在美国的俄亥俄州，这个小区才不会显得那么突兀。中国的农学家和工程师则挤在一个将来会被用来存储水稻种子的房子内。

几年之后，在坦桑尼亚，一位官员向我回忆了他在1970年参观坦赞铁路建设工地的场景。中国工人住在极其简陋的地方，他一边告诉我一边摇头，以此强调究竟有多么简陋。他将中国人与瑞典人进行了对比。他说，瑞典人在基达图修建水电站大坝的时候，住在150英里外的一个海滨酒店里，每次都是乘坐直升机前往建筑工地。几十年后，这些人各自在非洲的实际工作方式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有些反差仍然非常明显。

中国人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以求提供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援助形式，尤其是在非洲。“如果住在五星级酒店里，你们怎么能够减少贫困？”一位中国学者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委婉地问我。西方的批评家可能很容易反驳：“你们怎么能将资助苏丹的总统府称为对外援助？”即便从用词来看，二者之间也存在差异。“我们对‘捐助者’一词感到不是很舒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学者在北京告诉我：“因为接受者的手永远要低于捐助者的手。”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其他方面，尽管双方都不愿意承认，但中国人似乎更像是传统的捐助者。

北京对巴黎

作为兑现八项“千年发展目标”承诺的一部分，传统捐助团体在2000年承诺改革援助架构（八项目标）。在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组织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中，这一承诺的具体细节得以确定。2005年在巴黎，捐助者和接受者同聚一堂，签署了《援助有效性巴黎宣言》，承诺在主事权、对接、透明、协调和结果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共同责任制。伙伴国家（受援国）应该设定议程（主事权）。捐助者应该使他们的计划与伙伴国家的议程对接，与当地政府紧密合作，而非设定独立的项目（对接）。他们承诺共享信息，以此避免通常会出现的重叠现象（透明），并“汇集”更多的资源和提供预算支持（协调），这样一来受援国政府就能更具控制力了。毋庸置疑，对于传统捐助者而言，所有这些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中国派遣代表团参加了巴黎会议。他们签署了这一承诺。但据说，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应该是受援国，而非捐助国。他们自身的援助计划，以及他们将援助与经济参与相结合的方式，给全球援助制度带来了两个重大挑战。

首先，中国给援助内容带来的挑战。就像世界银行等捐助者之前所做的那样，基础设施处于其资助计划的核心。在1946～1961年，世界银行75%的贷款都投放在了运输和电力工程，但这一局面早在大多数非洲国家独立之前就已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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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各方面的原因，西方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援助要远远落后于为社会部门提供的资金（日本例外）。

在谈到中国人喜欢迅速取得成效的时候，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指出：“中国已经创纪录地帮助非洲国家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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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指出，由于塞内加尔法律需要中国企业与塞内加尔企业合作才能赢得合同，因此他们“向塞内加尔转移了技术、培训和知识”。他最后说，欧洲在千年峰会上承诺为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150亿美元，但八年过去了，他们并没有履行这一承诺。“中国人正在准备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来承担这一任务。”

中国人迅速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受到了其他捐助者的关注，并迫使他们做出反应。我曾在华盛顿参加了全球开发中心举办的一次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利比里亚总统艾伦·约翰逊-瑟利夫的一名顾问告诉我们中国应利比里亚的道路重建请求迅速与其达成协议是如何引起其他捐助者关注的。“突然之间，道路成为了利比里亚的优先领域，”他笑着说。南非的一名外交官指出，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刚结束一个月，欧盟的代表就开始与他们的非洲伙伴谈论有关基础设施的问题。这是“中国参与的直接结果”，他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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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实施援助的方式有所不同。在巴黎宣言中，西方国家承诺注重东道国的“主事权”和将援助与伙伴国家的议程相对接。捐助者承诺培育他们的能力，而非依赖外国专家。但主事权并没有很好地契合捐助者对条件限制的持续依赖：我们承诺我们将帮助你们，但你们必须首先满足X、Y和Z等项条件。而且，所谓的合作伙伴在如下现实面前似乎有些站不住脚：西方国家派遣的援助专家每年可能花费30多万美元，像总督一样居住在通常墙头插满玻璃碎片的舒适房子里。在莫桑比克，捐助者雇用了3500名技术专家（通常为外国专家），每年的费用为3.5亿美元，这笔开支相当于当地40万人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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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专家中有些人是我的朋友，还有些人曾是我的学生。我相信他们做了大量工作，但他们也耗资甚大。

雇用当地人可能会产生其他问题。对于穷国而言，非政府组织或援助机构在当地办事处的待遇优厚的工作非常具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还可能有为该机构到海外工作的机会。但从政府部门“挖墙脚”，可能会削弱当地的能力。中国人使用了许多自己的人（我将在下文中分析这种做法的弊端）。但他们这么做，通常仍然为当地官员保留在政府中职位。

在援助问题上，中国也不愿意与其他捐助者相互配合或“协调”。几十年来，传统捐助者已经联合成立了一些俱乐部，如经合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和由世界银行领导、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成立的捐助者协商小组。对于许多借款国而言，传统捐助者是有效的援助卡特尔，在援助实践与援助计划的内容等问题上，实施了一种霸权主义的思想。

条件限制是这方面的主要工具。在许多非洲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陷入长期的糟糕岁月和债务与经济危机期间，捐助者同意在援助附加条件的问题上相互支持。这些条件最初仅仅是经济上的，但随着受援国的信用崩溃而逐步扩大范围。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银行发放的各类贷款平均已经有了60种不同的条件和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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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正如塞内加尔总统瓦德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要求没有这么苛刻。“中国应对我们需要的方式，要比欧洲的缓慢有时甚至以恩人自居的方式更适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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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宣言中的协调是为了解决另一个问题：捐助者相互独立——有些国家可能有数十个捐助者，甚至有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每个都要求定期会议和季度报告。比如，这意味着坦桑尼亚每年需要为其捐助者提供2400份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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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调包括捐助者们同意其中一个捐助者在某个领域带头，而非各捐助者均实施自己独立的项目。但这需要召开会议，分享信息和更加透明，而中国在这些问题上都是曾经不愿意做出改变的。

这就是说，与几十年前相比，中国当前在国际援助舞台上已经不再那么令人难以捉摸。尽管中国仍然犹豫是否参加诸如协商小组等捐助者集会，然而一旦非洲政府做出邀请（有时甚至其他捐助者做出邀请），中国通常都会参加。当然，他们并不希望自己作为捐助者参加。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我怀疑除此之外，他们也不希望处于世界银行的领导之下。对于这一问题，中国驻南非大使钟建华表示：“世界银行总是希望各国加入进来并遵循它的进程。但世界银行在非洲国家的记录真的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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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中国是如何在非洲开展援助与经济参与的。巴黎宣言中的某些问题将会显现出来：主事权、对接、结果，等等。我们将讨论能力建设、条件限制、使用中国工人以及可持续性等。我们将从塞拉利昂开始，因为中国在塞拉利昂采取的方式非常典型，即便其没有爆发内战也是如此。

东方大国

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塞拉利昂——主要是东部的“血钻”地区，一直处于内战的旋涡之中。着迷于可卡因和火药的娃娃兵被教唆去谋杀他们的父母。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父亲被迫选择砍掉他们的一条胳膊。弗里敦聚集了上百万的难民，还有一些难民逃到了北边的几内亚。在多次和平尝试均告失败后，内战终于在2002年1月结束，不安定的和平终于降临这个国家。

内战期间，中国曾与英国一起，对艾哈迈德·泰詹（Ahmad Tejan）总统的政府进行军事援助。他们谨慎地与其他捐助者进行了接洽。中方代表参加了世界银行领导的捐助联盟——协商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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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旨在对捐助者加以协调的会议，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馆有时还会派高级政治官员（而非经济官员）参加协商小组在弗里敦召开的会议，虽然他们在会上很少发言，但至少亲临会场。

甚至在内战正式结束之前，中国人就将援助小组集中在一起，以便改造他们的一些早期项目。他们开始与联合国粮农组织讨论一起开展联合项目。在大使馆的鼓励下，中国企业开始前往塞拉利昂租赁国有企业：滨图玛尼酒店、马格巴斯糖联，后者为中国早期的一个援建项目。前总统卡巴曾这么告诉英国广播公司：“他们并非是在战后才显示对在塞拉利昂投资的兴趣，早在战争期间和战前他们就是如此。”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公司的领导在2000年来到了这里，”滨图玛尼酒店总经理董文解释道。我们坐在她位于酒店顶层的办公室里，在那里可以俯瞰蓝茉莉海滩。海滩上的另外一家高级海滩酒店马米约酒店，仍然为联合国军事代表团所占据。董文所在的全球贸易公司是北京城建集团的子公司，而北京城建集团是2008年奥运会场馆“鸟巢”的主要建筑承包商。在战争还未正式结束的2000年8月，全球贸易公司与塞拉利昂政府签署了25年的租赁合同，以改造和运营滨图玛尼酒店。“滨图玛尼酒店已经成为废墟”，一位前政府官员仍然记得，“当地人把它当成了厕所。它需要一笔巨大的投资”。全球贸易公司在投入1000万美元对酒店进行改造后，于2003年1月重新营业。

“你们为什么选择酒店？”我问她。“在中国，许多大企业都拥有自己的酒店，我们也有两三个小酒店，但这是我们唯一的大酒店。”董文告诉我。当我对这一选择表示惊讶的时候，她笑了起来。“我也很吃惊！它离中国非常远，这对我们这些中方员工来说并不容易。不过，我们希望帮助非洲。而且我们老板与卡巴总统关系不错。他们刚刚在2000年结束内战”，她耸了耸肩，“我们便来投资了”。随着滨图玛尼酒店改造完毕，全球贸易公司开始投标其他建筑合同。

2001年5月签署的一份协议消除了截至1999年，塞拉利昂到期未还给中国的所有债务。我曾就此事询问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他们是如何进行债务免除，以及他们是否附加了一些条件。“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他摇着头说，“他们没有能力还债”。

其他正式的援助协议也很快得以签署，这些协议均遵循了中国商务部的赠款与无息贷款的标准制度（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将在下文讨论）。首先，双方签署了一份经济技术合作的框架协议。这些协议详细列出了援助承诺的数额，是作为赠款还是作为无息贷款（抑或二者兼有）加以提供，以及还款的期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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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助承诺一旦到位，这两个国家就会共同确定需要使用赠款和/或信贷额度的领域。2001～2007年，中国同塞拉利昂至少签署了8个类似协议，每个都包含赠款、无息贷款或二者兼而有之。

塞拉利昂内战结束后，中国最初的援助行动是向其运送食物和商品以救济难民，同时也将重点放在重建中国的早期援建项目上面。位于弗里敦的两个纪念性项目，体育场和象征友谊的部委大楼，以赠款的方式获得了全部的维修资金。友谊大厦被重新贴上了新的闪闪发光的白色瓷砖。一旦早上阳光明媚，它就会成为当地耀眼的地标。塞拉利昂《协和时报》（Concord Times）在2006年的一篇社论中对这一重建援助形式进行了赞美：“中国人帮助我们修建了友谊大厦和国家体育场，但遗憾的是我们没能维护好它们。要不是那些修建的人对它们加以修复，它们几乎就成了人们的眼中钉。”

2005年谈判了两个援建项目，分别是位于博城区的新体育场和弗里敦的新外交部办公楼。塞拉利昂外交部的一名官员面带微笑地向我展示了包含他们新办公楼建筑图纸的说明书，无疑，这表明他们取得了一次外交上的成功。修建外交部办公楼可能还有一些用处，因为它可以腾出一部分政府资源用于更具发展性的任务。塞拉利昂外交部的办公条件非常差，进门前是一段又黑又窄的楼梯，楼梯旁边是一个被哈麦丹风从弗里敦狭窄的街道上吹来的垃圾堆。但为什么在内陆城市博城修建体育场呢？

我与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程文举在大使馆的会客室举行了会谈，会客室里开着冷飕飕的空调，我们面前各摆着一杯滚烫的绿茶。我问他：对于一个极端贫困的国家而言，这真的是资金最好的用途吗？他叹了口气并稍微闭了下眼睛。“在我们看来，没有必要在博城再修建另外一座体育场。没有任何一个非洲国家有两座（中国援建的）体育场。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非常落后。他们需要别的东西。但他们坚持这么做，因此我们最后尊重了他们的选择。”他停下来喝了几小口茶，然后继续说。塞拉利昂刚刚结束大选。“新任政府可能会要求我们停止修建。但我认为他们不会改变主意。博城是塞拉利昂人民党（该党在大选中落败）的大本营，这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团结。停止修建体育场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当然，人民也会像他们的政府那样喜爱体育场。尽管他们没有满足我们对穷国“应该”如何利用援助承诺的定义，但这是一个拥有真正主事权的项目。塞拉利昂前外交部长哈吉·莫莫杜·科罗马（Alhaji Momodu Koroma）曾参加了与中国的谈判，当我问他有关博城体育场的事情的时候，他笑了起来。“啊，中国人竭力反对这么做”，他回忆说，“但要记住，足球在我们这里非常流行。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职业学校根本就容纳不了他们。你需要想出新的办法来吸收他们的能量”。

尽管内战将许多村庄夷为平地，但博城的许多地方得以幸免。博城的街道以挂着一口破钟的漂亮的中央塔楼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现在均已破旧不堪。不过那里仍然还残留一些充满魅力的痕迹，很久以前正是它们赋予了这个城市“甜城”的昵称。2007年圣诞节前夕，我从博城酒店出发步行前往体育场的所在地。在等了两年多之后，塞拉利昂政府仍未清理这片地区，中国大使馆安排当地的一家中国企业来做这件事情。这片宽敞的空地寂寥地屹立在粉灰色的暮色之下。博城的热带森林已经沿着林中的空地抽出了绿藤，蔓延覆盖在红土之上。三个月后，在北京安排的投标活动中，击败其他16家公司的中国建筑公司来到这里并马上投入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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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会跋山涉水发展与塞拉利昂的关系？”程文举大使委婉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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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所谓中国到非洲只是为了攫取自然资源的说法，他指出：“迄今为止，中国没有在塞拉利昂开采一克拉钻石、金红石，或任何其他矿产品。”但他还说：“中国人和塞拉利昂朋友都感到遗憾……因为没能介绍更多的中国企业到塞拉利昂投资。”

中国人还开展了一系列其他的援助行动：我在第四章讨论的医疗队、学校与医院、若干个农业项目（参见第九和第十章），但援助并非他们参与的重心。塞拉利昂前财政部副部长在弗里敦告诉我：

中国大使是所有驻塞拉利昂大使中最活跃的一位。他坚持认为援助并非我们国家需要的东西，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商业关系。中国大使与经济参赞经常四处寻找商业潜力，他们还希望与我们的政府合作来实现这些潜力。其他捐助者可能在他们的大项目——小额信贷或民生计划——上做得很好。这些项目只持续三年的时间，然后所有人就会坐下来等待另一个计划。这些计划从未超过三年的时间。因此我们一直停滞不前。

当我要求哈吉·莫莫杜·科罗马就中国与其他捐助者进行比较的时候，他告诉我：

二者之间确有差别，且差别很大。他们希望帮助你的，是已经确定的你所需要的东西。但对于英国、美国而言，则是他们确定你的需要。他们会说：“看，我们认为这里有需要。”德国总统来访后，承诺提供1250万欧元（1750万美元）的援助。卡巴总统表示我们将把这笔援助用于农村电气化，但几个月后，德国援助署说援款将被用于他们的人类安全项目。

在他看来，要想让传统捐助者（或许有充分的理由）充分信任塞拉利昂的国家主事权，仍然还有一段路要走。

中国进出口银行、华为和塞拉利昂电信公司

传统捐助者已经对中国将援助与商业结合起来这一做法提高了关注，我将在本章后面对这一做法进行阐述。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塞拉利昂的第一笔优惠贷款援助项目就很好地证明了这种援助与商业的结合，该项目由中国顶尖的电信公司华为公司承接。华为已经与塞拉利昂电信公司（塞拉利昂国有的电信公司）共同开发了好几个项目，其中一个项目是扩展塞拉利昂电信公司的无线电话系统，由中国对外援助提供资金。这一项目没有进行任何招标。“华为向塞拉利昂电信公司提出了建议，”中国大使告诉我。下面就是这一进程的详细内容。

2006年7月，华为经过谈判与塞拉利昂电信公司就这一项目签署了初步合同。5个月之后，塞拉利昂财政部和中国商务部签署了框架协议，规定了获得和偿还约合1660万美元的人民币优惠贷款的一般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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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架协议、贷款的优惠条件（2%的利息、20年的还款期），以及使用人民币这一事实，均表明这被中国人视为对外援助。］最终的贷款协议于2007年4月由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这是一种援助”，中国大使在那年年底向我证实，并补充说，“这是塞拉利昂第一次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

在中国商务部看来，只有那些非常合格、能力较强、“在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中拥有丰富经验”和使用“尖端技术”的企业（比如华为）才有资格建议项目申请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
 
[14]

 华为的经历展示了援外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努力“推动”和“支持”中国企业到海外寻找商机的成果。
 
[15]

 这一体系与几十年前日本所开展的基于请求的援助体系有许多相似之处。

从日本基于请求的体系中吸取教训

在早期阶段，日本的援助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企业，它们通常自己确定项目并将其提交给东道国政府，“然后再由东道国政府‘请求’日本政府提供资助”。
 
[16]

 这一体系有助于日本扩大出口，而且是从互惠互利的角度出发，对棉花、木材、能源、工业和矿业加以关注。

这一进程降低了提供援助的成本，但它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企业成为日本政府在这一领域的代表，它们确定项目然后加以实施，但让企业在缺乏透明的竞争过程的情况下确定项目并在随后安排资金是有问题的。日本一家著名报纸发表了一篇有关日本20年来援助活动的报告，该报告引用了一位政治家的讲话：

援助资金有点像间谍资金。国会难以确定到底提供了多少资金，都流向了哪些国家，人民不知道这些资金都被用到了何处。作为一只为政治贿赂提供资金的下金蛋的鹅，它是一个超高级机密。
 
[17]



在菲律宾出现的日本重大援助腐败丑闻透视出滥用基于请求的援助体系的潜在可能。当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在1986年逃离菲律宾的时候，美国政府截获了他的私人文件并将其移交给国会。这些文件显示，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向菲律宾提供的约10%～15%的贷款“以一整套操纵投标、合同诈骗和非法支付的手段，通过50多个日本援助承包商，系统地回扣给了马科斯和他的亲朋好友”。
 
[18]

 以透明竞标为基础的竞争性招标是为了确保项目成本实际可行和公平。然而马科斯的丑闻表明，即便在看来透明和竞争性的招标过程中，通过操纵竞标和其他形式的内部勾结，也可能腐败横行。尽管日本公众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但这一丑闻并未促使日本的援助体系进行实质性改革。显然，这些风险也存在于中国基于请求的援助体系之中。我们将在第十一章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中国进出口银行业务流程

上述华为的项目展示了中国援助与参与的其中一个特征：中国人通常直接资助他们的企业来开展项目。比如，与世界银行不同，他们通常不会将援助资金打入由东道国控制的账户。中国有位专家曾经解释说，中国进出口银行希望“保证项目的经济效益和贷款的安全回收”。
 
[19]

 当然也有例外。对于博茨瓦纳或毛里求斯等信誉卓著，拥有良好经济环境和较低风险的国家，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可能会直接将贷款交付给借款国政府。这些政府将会收集还款，然后偿付给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于苏丹或安哥拉等缺乏信誉的政府，中国进出口银行直接将贷款交付给中国企业或合资企业，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保证将其用于生产并由此得到偿还。

中国进出口银行绘制的一张图描述了优惠贷款项目的典型流程（参见图5-1）。华为的项目就遵从了这一流程。华为公司提出建议。塞拉利昂财政部提出贷款申请。中国进出口银行进行初步评估并同意开展下一步工作。塞拉利昂财政部与中国商务部就贷款条款签署框架协议（因为这是对外援助资金，所以需要商务部参加），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优惠贷款协议（第1～4步流程）。华为承接工作或出口商品，然后要求塞拉利昂电信公司付款（第5步）。塞拉利昂电信公司同意要求并提交给塞拉利昂财政部（第6步）。塞拉利昂财政部之后要求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华为支付款项（第7和第8步），并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第9步）。抛开基于请求的体系给透明和诚实造成的困难不谈，它们至少降低了借款国出现贪污的风险。我曾与塞拉利昂前外交部长哈吉·莫莫杜在弗里敦我下榻的酒店的休息室里，边听着大西洋海水撞击岩石的声音边举行会谈，他这么告诉我：“他们提供援助、赠款和贷款，但你永远都看不到现钱。”

[image: ]


图5-1 中国进出口银行优惠贷款业务流程图

资料来源：中国进出口银行网站。原书英文版由祖一鸣和作者翻译。

从援助到利润：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巩固哥马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那样，中国在塞拉利昂开展的相当多的活动均为巩固中国早期援建项目，所采取的方式通常为将它们转变为商业模式。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重返哥马水电站——我曾在20年前参观该项目——就遵照了这一模式。

虽然内战早已结束，但电力短缺仍然长期困扰着塞拉利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弗里敦。正如前总统卡巴所指出的那样，造成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没有爱国心的人经常蓄意破坏电力设施”，他们为了偷铜，割下电线并剥掉外面的皮。“这些行为已经……使为我们家庭和工作场所的供电工作变得非常困难，”他抱怨说。
 
[20]

 但设备陈旧也难辞其咎。

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在战后重返多多酋邦，修复和扩建400万瓦的哥马水电站。他们在哥马的工作确保了电力继续被输送到正巧曾是叛军根据地的那部分地区。“塞拉利昂有60%的人从未在有电的房子里睡过觉”，有人在2005年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在塞拉利昂的12个行政区中，只有博城区和凯内马区有电”。

与华为的电信项目不同，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的修复工作并没有获得对外援助的资金支持。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通过短期融资安排对多多水电站进行了扩建，塞拉利昂政府将通过卖电来进行偿还。但许多塞拉利昂人认为，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有一个300万美元的水电项目，并希望将其做成一个更大的项目：计划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交界的比坎格尔瀑布修建一座1亿瓦特的大坝。当我与博城-凯内马电站的一位官员在他离博城钟楼不远的办公室会面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件事情。他的公司仍然欠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60万美元。“他们到这里来赚钱，但我们没有钱。当初是毛主席”，他一边摇头，一边冷静地告诉我，“突然，中国人成了亿万富翁”。

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对比坎格尔的兴趣由来已久，塞拉利昂政府也早就需要这个项目。联合国在2003年发布的一项报告认为，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在进行初步可行性研究后，将会开发比坎格尔项目。
 
[21]

 程文举大使在2006年的一次演讲中宣布，中国政府理解塞拉利昂对比坎格尔的渴求。在谈到中国自身在解决电力短缺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比坎格尔的潜力的时候，他说：“中国愿意帮忙。”但他继续说，这个项目耗资甚大，且工期较长。中国“愿与塞方及其他合作方进行讨论，以便找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尽早实施这一重大项目”。
 
[22]



在以比坎格尔为题的一次会议上，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拒绝在为该项目提供财务担保方面与塞拉利昂和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进行合作。该项目的支持者认为，比坎格尔既可以以市场价格向邻国利比里亚出售电力，又可以为塞拉利昂供电。但这两家国际银行担心对于一家国有企业而言，可能会存在管理问题，它们还担心塞拉利昂可能没有能力偿还前期融资，因为重债穷国的现状严重限制了其债务承受能力。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随后开始接触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该银行派遣了一个小组前去考察这个项目，以判断是否存在以资源来抵押担保的可能性。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富裕世界纷纷涌入中国“淘金”，中国从日本和西方国家那里学会了如何利用资源来吸引投资和贷款。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的战略规划者保持了对这一“求爱期”的掌控。他们用中国的煤炭和石油换取日本和西方国家企业的现代化技术，并让它们帮助修建铁路、地铁和港口。中国需要开发充足的能源供应，因此中国人向矿业公司和工程公司开放了他们的山脉与河流，以便进行水力发电和矿物提炼。现在，以资源来抵押担保已经成为中国扩大对非参与的重要工具，尽管获得此类资助的项目数量还比较少。那么，这些项目是如何开展的？

中国以资源为抵押的基础设施贷款

塞拉利昂的经历比较典型，不仅因为中国人相信在塞拉利昂可能还存在对以资源为抵押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潜力，同时具体进程缺乏透明性，而且还因为所有这些引起了许多人的担心。比如就在2006年11月北京峰会之前，塞拉利昂政府与河南省地质调查院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调查塞拉利昂全国的矿藏。2007年，塞拉利昂又与河南省签署了两个协议，具体内容至今尚未公开。塞拉利昂前总统告诉议会说河南省将开发一个综合数据库，并将其用来吸引投资者、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
 
[23]

 塞拉利昂地质调查局的人员向我解释说，这两个协议旨在进一步探索将资源作为中国贷款的抵押，然后利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偿还的可行性。塞拉利昂政府希望这样一来可以使比坎格尔项目变成现实。
 
[24]

 塞拉利昂的另外一些人则对此事比较担心。来自塞拉利昂执政党人民党的乔纳森·德博（Jonathan Dambo）绘声绘色地对他的政府签署在他看来“令人不快……只会从这个国家吸取‘花蜜’的……19世纪的协议”进行了批评。
 
[25]

 由于相关条款仍然保密，因此目前还难以确定究竟包含了多少“花蜜”。

就在河南省研究在塞拉利昂开展以资源为抵押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可行性的时候，有消息传出说中国进出口银行正在刚果（金）磋商一个类似的项目。刚果（金）议会最终在2008年5月批准了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一揽子计划。
 
[26]

 中国进出口银行同意提供超过6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然后用一家铜矿和钴矿合资企业作为担保。矿业开采最早到2010年才会开始，因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将会用两年的时间对环境及其他方面进行可行性研究。但正如刚果（金）国家矿业总公司（Gécamines）的加拿大总裁保罗·福廷（Paul Fortin）所指出的那样：“刚果（金）不用等到自己有钱后才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自然资源作为担保，马上就可以建造大楼。除了在产油国之外，我还没见过其他类似的交易”。
 
[27]

 他说，中国人的方法避开了所有条件限制，直接切入了主题。你想要修建基础设施吗？你有资源作为贷款的担保吗？我们做个交易吧。

在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与它的非洲合作伙伴就以资源为抵押的基础设施贷款进行交谈后，我又在华盛顿参加了一系列会议。我想知道为何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子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对资源抵押贷款持怀疑的态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寒冷的初冬——我们正讨论的那些国家则正处于炎热之中——召开了一次会议，一位非洲专家在会上告诉我：“没有别人愿意为刚果（金）的发展提供资金。像刚果（金）这样的国家需要基础设施。但它无力吸引大量援助。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中国人正在填补巨大的空白。不过所有这些都要视情况而定”。

资源抵押贷款将未来收入作为抵押品，从而降低了该国使用那些未来收入的弹性。如果正在修建的基础设施是政府的重点项目，已经对收入做过了预算，且有中立的第三方监督投标和建设，那么这些贷款可能是积极的。“但在此存在巨大的管理风险”，另外一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经济学家警告说，“同一个企业既参与采掘和出口资源，又参与修建基础设施，而且没有国际招标。谁将确保那些国家物有所值？我们此前曾看到过原材料市场繁荣。过去，赞比亚双重抵押其铜矿资源。非洲人将来能够使其对自己有利吗”？

安哥拉协议的条款规定需要三四个中国企业竞标每个合同，尽管竞标过程并不是非常透明。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会对每个项目进行审查。
 
[28]

 用来偿还贷款的石油价格并没有预先设定，而是以出售当日的市场价格为准。同样，刚果（金）的协议“是一笔大买卖”，世界银行一位开朗的矿业专家坐在一张满是报纸的桌子后面告诉我：“我们应该放下架子与中国人更好地合作”。

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面临的其中一个困难是，按照惯例，他们是享有优先权的债权人。比如，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发放的贷款应该在其他贷款之前得到偿还。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每笔贷款通常都会包含“消极担保”条款，该条款“禁止将其他贷款置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的优先位置”。
 
[29]

 所有巴黎俱乐部的债权人都应该尊重布雷顿森林机构作为享有优先权的债权人的地位。但中国并非巴黎俱乐部的成员。

当前并没有国际规则或法律对享有优先权的债权人地位做出规定。创建这些机构的协定条款似乎并没有相关规定，它只是一种惯例。资源抵押贷款使这一安排变得复杂起来。如果所有收入都进入预算，然后再按优先顺序进行债务偿还，还是比较简单的（至少在华盛顿看来是如此）。如果大量收入被留在预算之外并首先用来偿还大规模的中国债务，就会动摇享有优先权的债权人体系的基础。
 
[30]



塞拉利昂是一个小国，安哥拉和刚果（金）则非常大，但相同的援助、经济合作、投资与融资模式也正在许多与中国建交的发展中国家上演，就像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中国上演的日本与西方国家最初响应召唤那样。援助在许多方面与商业相结合，但在大多数中国的一揽子援助计划中，建筑合同远比寻找自然资源更为普遍。有人估计，中国企业在中国的援建项目中通常只能获得很小的利润率，只有1%～2%，与之相比，商业项目的利润率则高达10%～15%。
 
[31]

 但它们有助于创造新的商机。在加蓬拥有业务的一家中国企业报道说：“我们在加蓬国民议会大厦建成后（一个援建项目），又获得了6个建筑项目。我们还在巴基斯坦南部港口（援助）项目完成后，从巴基斯坦的拉合尔获得了5个项目，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获得了一个项目”。
 
[32]



在塞拉利昂，没有人对中国工人感到担心（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那样，这在其他地方已经成为问题）。世界银行的一位官员在我访问塞拉利昂期间告诉我：“我们希望中国人到这里来以增加对合同的竞争。欧洲的承包商通常要价较高，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中国人参与进来是好事情”。在我将要离开塞拉利昂的时候，中铁七局集团（并未在当地建立办事处）获得了世界银行两个比较大的道路修复合同。

我们已经看到了与其他捐助者相比，中国援助方式的一些主要特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将援助与其他形式的经济参与相结合、尊重“主事权”（非洲政府的主事权）、从未将贫困作为减缓通过债务融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原因、债务免除流程相对比较容易，以及寻找创造性的方法将中国“走出去”的利益（例如华为）与当地改善基础设施的利益结合起来。在接下来的几个部分，我将从四个广受关注的领域来讨论真实与虚构的中国援助模式：条件限制、捆绑援助、使用中国劳动力和能力建设。

无条件援助？

中国提供无条件援助的观点已经成为中国援助的其中一个重要“事实”。附加于援助之上的条件可能包括经济政策或治理改革。它们的细节还可能非常具体。毫不奇怪的是，非洲领导人普遍不喜欢附带条件的援助。莫桑比克前总统若阿金·希萨诺（Joaquim Chissano）指责说，捐助者经常“在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中形成一个可能会给受援国带来严重后果的统一阵线”。
 
[33]

 乌干达的一位官员则比较宽容：“一旦某个国家向你提供援助，它们就会认为它们获得了执照来告诉你如何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些条件或许出于好意，但伤害了我们的自尊”。
 
[34]



非洲的政府官员很容易就能找出中国的方式与国际捐助者通常认为必须且详细的侵入性条件的不同。塞拉利昂前政府部长塞萨伊（Sesay）曾告诉我，中国人会建造一所学校、一家医院，然后派一个医疗队来管理它。“世界银行会说：‘你们不能雇用那么多教师。你们必须雇用一些外籍人员。你们必须削减你们的工资。’中国人则不会这么做。它们不会说‘你们必须这么做，那么做，这么做！’”

在此，我主要关注的是经济条件（第十一章将会深入研究治理与腐败方面的条件）。中国人破坏了受援国在接受援助之前应该实施某种经济政策（预算纪律、贸易自由化等）的“华盛顿共识”了吗？它们真的没有附加经济条件吗？

对“华盛顿共识”长达数十年的争论，已经使许多人对通常伴随着援助的经济条件是否总是有利于发展产生了怀疑，而且这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但不管它们是伤害还是帮助，可能都无关紧要。正如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及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各国经常会忽视绝大多数条件，但捐助者却一直在贷款，这就使得人们很难弄清条件限制到底给发展带来了什么影响。
 
[35]

 在这些批评面前，英国与挪威决定在提供援助时不再附加经济政策条件。

中国从未附加任何经济条件。
 
[36]

 当我问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是否中国对他本人曾予以帮助的华为项目洽谈的优惠贷款附加条件的时候，他回答说：“如果运转良好，这个项目应该能够盈利。这里所有的电信项目都在盈利。我曾与他们谈了许多次，他们必须保证利润。他们应该与其他公司进行竞争。塞拉利昂电信公司是本地的公司，他们有一些优势。但管理和员工人数过多是一大问题。公司必须养活他们，即使可能会效率低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试验，我们要看看如何才能使这个国有公司恢复活力。我希望他们能够抓住这一绝好的机会。但我们没有在这笔贷款上附加条件”。他笑着总结道：“我们只提供好的建议”。

中国不向其援助附加任何具体条件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金融家和投资者在对商业项目进行投资或提供贷款前，没有任何前提。如我们在序言中所讲述的毛里求斯天利经济区那样，投资项目的特点是在税率、特许使用费、土地价格、居留证数量等问题上进行艰苦而长期的谈判。在津巴布韦，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同意与津巴布韦政府建立公私伙伴关系，共同修建新的燃煤发电厂。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要求津巴布韦将电价提高到成本效益的水平，并以此作为其投资的先决条件。
 
[37]

 大多数政府将上述商业条件视为谈判进程的一部分，迥然不同于在它们获得援助前，需要对其企业进行私有化、削减工资或举行选举等侵入性条件。

不干涉内政是中国作为捐助者的“商标”。但当然也有例外：北京始终坚持伙伴国家应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如果某个国家与台湾“建交”，北京就会断绝与它的外交关系和中止对它的经济援助。（不过商业上的往来可能一如既往。中国与马拉维正式建交前一年，中国企业在马拉维获得了11个工程合同。）

北京对“一个中国”政策的重视让我们想起了一件广泛报道但却误解的事情——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对2006年赞比亚总统选举进行了干涉。
 
[38]

 下面就是人们经常听到的故事。反对派候选人、“眼镜王蛇”迈克尔·萨塔非常担心中国的劳工行为和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他在选举中利用执政党与北京的亲密关系为自己拉选票。中国大使馆威胁如果萨塔当选，北京就会断绝与赞比亚的关系。“这简直就是一种典型的干涉，”一篇分析报告总结道。
 
[39]



事实真是如此吗？许多记者都没有提及萨塔除了承诺如果自己当选，将会把虚伪的中国“寄生虫”赶出他的国家外，还承诺将会承认台湾。在选举期间，萨塔访问了马拉维（当时仍然承认台湾），据说还从台湾商人那里获得了竞选捐款。从马拉维返回后，萨塔在卢萨卡机场宣称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应该获得承认，他还进一步宣称香港实际上也是主权国家。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采取了不寻常的措施——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对所谓“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进行谴责并表达了中国政府的关注。他还告诫说，由于对萨塔的恶意竞选活动感到担忧，中国企业正在搁置投资。但他讲话的要点在于主权问题。他指出，萨塔竞选阵营的官员已经向他展示了一份萨塔与台湾官员在马拉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复印件，萨塔在备忘录中承诺，如果他当选，将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萨塔需要明白，台湾和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国家。他指责萨塔与台湾官员签署协议和鼓吹台湾独立是在干涉中国内政。

其他国家认为这一不寻常事件是中国在干涉赞比亚选举（迈克尔·萨塔最终落选）。在第一个版本中，台湾可能扮演的角色完全没有被提及。了解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这个故事的方法并不会改变相关事实。中国大使确实公开警告说如果“眼镜蛇王”当选，中国将会重新考虑其与赞比亚的关系。但它确实给这一切所发生的原因，以及它可能对中国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政策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提供了不同的看法。

捆绑援助

我经常听人说在其他捐助者都已经放弃捆绑援助的时候，中国仍然坚持这种做法。如果前者是真的就好了。捆绑援助要求受援国使用捐助国的商品与服务。相关研究通常估计捆绑援助降低了约10%～30%的援助有效性。
 
[40]

 捆绑援助往往使捐助者偏向于支持进口含量高，而非本地投入高的项目。它可能诱使受援国选择并非当务之急的开发投资。它还转移了贸易。如果捐助者是一个成本相对较高的国家，则意味着每一美元的援助都将被用来支付价格更高，但却不一定是质量更好的商品与服务。

根据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公布的数字，2001年，意大利官方发展援助有92%为捆绑援助，加拿大为68%。在英国国际发展署的领导下，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在降低关于采购的捆绑援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食品援助和技术援助并未被包含进来，它们仍然主要为捆绑援助）。然而，我们很难让低收入捐助国放弃这一在政治上比较舒适，且能够确保援助资金返回本国花费的做法。比如在2007年，葡萄牙和希腊有50%的采购援助仍然被限制为他们自己的商品与服务。

直到最近，美国国会才通过限令，使捆绑援助变得非常困难。多年来，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网站一直在夸耀说美国的对外援助使其商品与服务的出口增加了10多亿美元，支持了大约20万个美国的就业岗位。“美国的援助计划有助于创造对美国产品与服务的需求”，该网站解释说，“如果忽视发展中世界，就有可能会在未来最重要的市场中失去有利位置”。
 
[41]



正如其逐步增加对非参与一样，中国显然正在紧跟富国留下的足迹。中国商务部的赠款和无息贷款被限定给了中国企业与商品（尽管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会批准一些项目从当地购买或从第三国订购设备）。尽管对外援助项目招标采取公开的方式进行，但有资格参加投标的企业必须是通过初审的中国企业。
 
[42]

 中国进出口银行优惠贷款的业务指南表明，出口商或承包商应为中国企业，中国进出口银行优惠贷款项目的投入应从中国采购。然而，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官方援助只限定了50%的份额。
 
[43]



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安哥拉提供的以石油为抵押的基础设施贷款，有70%被预留给了中国企业。这被广泛但却错误地报道为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捆绑援助”政策（但我们将在下文看到，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安哥拉提供的贷款实际上并不是援助，而且为当地企业预留30%是安哥拉的政策，他们已经将其作为条件写进了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框架协议之中）。
 
[44]

 刚果（金）在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谈判数十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的时候，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10%～12%的工作将由刚果（金）的企业转包。
 
[45]



这类要求可能会受到当地企业的欢迎，尽管每转包一次都会降低贷款的价值，因为通常每次都要扣除一些管理费用。前联合国工人克莱尔·洛克哈特（Clare Lockhart）与阿什拉夫·贾尼（Ashraf Ghani）曾讲述了联合国在阿富汗偏远的巴米扬地区开展的住房材料项目中，所有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46]

 日内瓦的一个联合国机构从3000万美元的项目中拿走了20%的管理费，然后将其转包给了布鲁塞尔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该非政府组织拿走了20%的管理费，又将其转包给了阿富汗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这个组织拿走了20%的管理费。以此类推，共出现了五层合同（当地的一家企业最终承担了具体工作）。据安哥拉的一家中国企业估计，类似的层层转包大约降低了由贷款所做工作的40%的价值。
 
[47]



而且，在拥有大型基础设施合同的弱势国家，转包行为可能会增加腐败的风险：一帮不合格的当地企业在有政治关系的人的带领下展开了争夺合同的混战。在我初次碰到我的研究助理唐晓阳的一次研讨会上，他告诉了我一个他在安哥拉的中国承包商那里听到的笑话。

有三个企业参加一项施工招标。安哥拉的一位部长宣布招标开始。中国企业提出要花300万美元来做这项工作：100万美元劳动成本，100万美元设备支出，100万美元利润。欧洲企业表示要花600万美元：200万美元劳动成本，200万美元设备支出，200万美元利润，但质量将会更好一些。安哥拉的承包商则出价900万美元：“300万美元给你，300万美元给我，300万美元给中国企业来做这项工作。”

这个笑话虽然有些夸大，但有时却也一语中的。从理论上讲，强制性地将部分贷款资助的业务预留给当地企业有利于发展。但在实践中，这可能会带来进一步的挑战。

“成群的专家”

我们还一再读到中国人很少在他们的项目中雇用当地人。与其他任何国家的企业所开展的项目相比，中国的项目的确通常要使用更多本国的员工与技术人员。他们通常建造独立的生活区，并不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然而认为中国人总是将他们自己的工人整飞机地运往非洲，而不雇用非洲人却是错误的。

现在让我们更加仔细地来看一下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真实做法。《时代》杂志在1968年指出，中国人“坚持将他们成群的工人派往”他们的项目。
 
[48]

 以修建著名的坦赞铁路为例，高峰时期共雇用了1.6万名中国技术人员（但也雇了几万名非洲人）。
 
[49]

 在中几内亚的富塔贾隆高原——西非三大河流尼日尔河、塞内加尔河与冈比亚河的发源地，200名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与470个几内亚人一起，用两年半的时间在孔库雷河上修建了300万瓦特的金康大坝。1980年，冈比亚的一个水稻项目雇用了45名中国技术人员，而世界银行一个类似的项目只雇用了3名外国人。

中国鼓励将劳务输出作为赚取外汇的一种方式的政策已经实行了将近30年的时间。1987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头版新闻，内容为根据美国移民局的临时农业工人计划，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简称“中垦集团”）计划向美国农场提供中国农民作为合同工。
 
[50]

 ［纽约唐人街负责这一计划的企业家解释说，这些中国农民都将是“专业人士，而非从街头找来的失业人员”。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共同创始人杜拉莱斯·胡尔塔（Dolores Huerta）则称这一计划“很无耻”］。

根据中国的官方统计，2008年，共有74万名中国人根据劳动合同正式前往海外工作（其中包括专家和技术人员）。
 
[51]

 虽然有70%的人被派往亚洲地区（包括香港）工作，但还是有14万人在非洲，其中包括北非工作。
 
[52]

 有些包工头可能私下里将人口偷运到欧洲或美国。但是在非洲，所有受雇于国有企业和其他像华为这种大企业的建设项目的工人都被计算进来。

阿尔及利亚和苏丹在2007年接收中国新工人的数量，要比其他非洲国家都多，安哥拉接收的数量也非常可观（参见图5-2）。图5-2中的人数不包括独自前往非洲的商人、合同结束后留下来的人，以及像传统意义的海外华人那样投奔家庭成员或商业网络的人。南非至少有10万名中国人，是前往投奔的首选对象。
 
[53]

 一系列估计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约有30万～75万人前往非洲工作，只是他们居留的时间长短不一。任何经常前往非洲的人都会发现，与几十年前相比，肯定可以在大街上和城市里看到更多的中国人。我的一名被联合国派驻西非工作的日本学生告诉我，无论他到哪里，都会被称作“中国佬！”有些城市的非洲儿童开始将所有浅色皮肤的外国人都叫做“中国人！中国人！”
 
[54]

 但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国也有许多人前往非洲寻找商机。这样一来就使得我们很难弄清确切的人数。

[image: ]


图5-2 中国选派非洲国家工人数量，2007年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年鉴》（2008年）。

非洲人已经对中国在开展项目时将数量不等的中国工人运送到那里工作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而且围绕这一问题已经产生了一个牢不可破的神话。事实上，中国工人在各地的比例相差很大，完全取决于中国企业在一个国家运营时间的长短，在当地寻找技术工人的难易，以及当地政府的工作许可政策。在苏丹，由于中国企业已经在石油工业运营了10多年的时间，因此据说在中国石油公司中，有93%的工人是苏丹人。
 
[55]

 唐晓阳在安哥拉和刚果（金）的调查表明，已经在非洲驻留五年的中国企业的中国员工比例，要比刚到非洲的中国企业少一半。
 
[56]



中国援建项目农村供水系统建设的坦方项目经理帕斯卡尔·哈姆里（Pascal Hamuli）告诉我，他们的项目共雇用了约50名中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还有约500名当地工人。这与南非中国研究中心在坦桑尼亚的调查相一致。中国企业（大部分已驻留坦桑尼亚许多年）每雇用1个中国人，就要雇用8～9个坦桑尼亚人。在安哥拉，由于其内战刚刚结束，缺乏熟练劳动力，情况则几乎正好相反。
 
[57]

 他们发现，安哥拉的许多建设项目都由中国国有企业承建，且因为处于政治压力下而施工迅速（这种情况出现在大选之前）。

为何有些公司仍然继续输入这些成本更高，且需要支付昂贵机票的中国工人？就像在安哥拉，当地技术缺乏和快速完成工作的压力是其中一个原因。便于沟通是另外一个原因，不过还有其他的原因。“中国人可以承受非常艰苦的工作，”中海外驻赞比亚总经理刘平告诉一名英国记者。他雇用赞比亚人与中国人的比例为15∶1，但他说这里存在“文化差异。中国人会一直完成工作才休息。但这里的人就像英国人一样，他们按照计划工作。他们有茶歇，有许多假期。对于我们的建筑公司而言，这就意味着更多的成本”。
 
[58]



为何坦桑尼亚没有很多中国工人，中国驻坦桑尼亚经济参赞刘玉林向我表达了他的看法：“坦桑尼亚不想提供工作许可证。现在从中国雇人到这里来也太贵了，而且有些人也不愿意来。中国工人现在每月的工资是1000美元，这相当于当地工资的10～12倍。本地化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59]



如上所述，非洲各国政府最终掌控着中国工人在他们国家的问题。非洲各国政府已经逐步寻求确保中国贷款所创造的就业和经济刺激效应外溢到他们的国民。安哥拉要求所有雇主必须至少雇用70%的安哥拉员工。刚果（金）则坚持在中国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与矿业投资中，至少从刚果（金）雇用80%的工人。与此同时，尽管政府非常关心当地的就业需求，他们也需要从快速完成的投产项目中获取政治资本，尤其是在选举前更是如此。

在结束这一主题之前，让我们记住另一方面的援助与外籍劳工：西方国家的专家输出。荷兰前发展合作部长伊芙琳·赫尔弗肯斯（Evelyn Herfkens）估计，传统捐助者在他们的非洲援助项目中共雇用了超过10万名外籍技术助理，每年的成本约为50亿美元。
 
[60]

 对于当地人而言，西方大多数援助人员享受的高工资成了他们痛苦的一个根源。“中国的参与不会附带许多专家，这些专家将拿走提供给我国的一半或3/4的援助，”塞拉利昂总统办公室的一名官员告诉我。利比里亚的一家报纸发表社论，表扬了中国派遣一个医疗队到当地医院工作，而非派遣“大量高额薪酬的救援人员到‘危险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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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考察中国在其海外项目中使用本国专家的时候，应该牢记这些对比。

能力建设

对于中国和传统捐助者而言，之所以使用有技能的和昂贵的外派人员，是因为他们感觉（而且往往是事实）许多非洲国家能力水平低下。能力建设是传统捐助者迄今仍未解决的难题。十几年前，我曾为华盛顿特区现在已经倒闭的一家智库——海外开发理事会做过一个分析报告，指出有许多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其中包括捐助者没有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捐助者总是在政府外部建立项目实施小组并在项目完成后解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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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世界银行前副行长爱德华·杰科克斯（Edward Jaycox）曾指责的那样，捐助者们意识到他们的技术援助是一种“正在损害能力发展的系统性破坏力量”。所有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援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前技术援助已经占到所有援助的1/3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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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捐助者（或他们援助的政府）是否真正在鼓励能力建设。

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呢？如我在第四章所述，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人承诺在三年内向1.5万名非洲人提供短期培训。这些短期培训的课程主要为减少贫困、新的皮革技术，以及其他一系列与具体项目没有联系和对能力建设帮助不大的领域。作为兑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部分，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8年9月宣布，在未来五年内，中国将为其在非洲修建的学校培训1500名校长和教师，为对非洲国家援建的30所医院配备适当数量的医生和医疗设备，同时为有关受援国培训医生、护士和管理人员1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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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所涉及的培训范围来看，这可能会产生更重要的影响。

不过，在非洲的职业培训成为中国援助工作的新重点。在埃塞俄比亚，由中国通过援助提供资金，由两国共同管理的大型培训与职业教育中心于2009年初投入运营。这所学校最终将招收3000名学员，由中方和埃方老师共同授课，课程包括施工技术、建筑学、工程学、电子学、电子工程、计算机、纺织和服装等——所有这些都是目前在埃塞俄比亚运营的几百家中国企业感兴趣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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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还在乌干达建立和运营了一个职业培训中心，并正在安哥拉建两个中心。

此外，中国所承诺的在2006～2009年，每年向4000名非洲留学生提供大学奖学金在中国获得学位将有助于能力建设，更进一步说这对持续进步至关重要。（在2008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承诺在未来五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新增1万个大学奖学金名额。）然而，有些中国驻非洲大使馆似乎将一些奖学金送给了当地政府人员的孩子，或在受援国政府将其作为恩赐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能力建设情况如何呢？中国援助队一般遵循五个步骤逐步将他们的技术和技能转让给当地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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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即便所有五个步骤都得以遵守而且技能得以转让，也可能无法确保技术人员仍然留在项目内工作。中国的一位经济官员曾经告诉我：“当地人在接受培训后，就会自由地更换或被换一份工作”。这些工作可能与援助机构有关。例如，肯尼亚的技术人员在国际援助机构工作所赚取的工资，是在行政部门赚取的五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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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快速实施的“东方快车”品牌所设定的节奏经常与当地工作人员对边做边学的需求产生冲突。中国援助队的领导会很着急。当地工作人员有时会抱怨中国人在向前推进工作的时候，不让他们参与决策，甚至还要在晚上工作，而当地工作人员并不想加夜班。在研究中国如何进行援助的时候，我翻阅了大量项目档案，看到中国援助队的领导一封又一封地写信请求当地派遣工作人员，但最终却没有如愿。比如在利比里亚，一位队长写道，他的援助队将在9个月后离开，但他们仍在等候当地工作人员。“因此，我想重申的是我非常希望我们所有的利比里亚副职尽快就位……这样他们就能在我们离开后自己经营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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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昂的一家报纸回顾了负责承建雄伟的友谊大厦的中国人是如何“要求每个岗位上的塞拉利昂工作人员去代替他们并熟悉设备的”。
 
[69]

 然而，塞拉利昂政府直到中国人离开前三个星期才提供工作人员。塞拉利昂体育场的官员找不到蓝图，于是便责怪中国人，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已经将蓝图打包带回了国。与之相反，冈比亚政府“从一开始”就迅速派遣工作人员前往中国的建设项目，一位官员这么告诉我。在体育场项目中与中国人一起工作的冈比亚官员向我展示了体育场的蓝图和线路图。（这使我想知道在塞拉利昂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人真的将蓝图带回国了吗，抑或这些蓝图被放到某个黑屋子里，埋进了一堆被人遗忘、满是灰尘的档案之中？）

要想解决这一能力建设的两难问题，更具持续性的方法可能是将中国企业的需求与他们为满足这些需求而采取的实际策略结合起来。中国企业正在非洲建立培训机构，以解决他们在开展自身项目和商业计划时所面临的当地技术人才短缺问题。中国大型电信企业华为公司已经在安哥拉、南非、尼日利亚、埃及、突尼斯和肯尼亚建立了培训中心，用来培训操作和维修无线电话及宽带网络系统所必需的非洲技术人员。正如华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区经理薛博（音译）所解释的那样，华为必须从中国或欧洲引进技术人员，但这样一来成本就会比较高，而且也不是长远之计：“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法是投资培训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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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更大项目的组成部分，华为的竞争对手中兴通讯与埃塞俄比亚电信公司共同建立了一个联合通信机构，用来培训3000名埃塞俄比亚电信工程师。
 
[71]

 随着非洲国家开始驶上信息高速公路，他们将越来越依靠中国人培训的当地技术人员，虽然这是一种由利益而非利他主义所推动的能力建设方式，但或许正因为如此，才会使这种方式更具可持续性。

而且，有些中国私人企业也正在培育非洲在制造业方面的能力，我将在第七章和第八章再回到这一主题。2009年5月，我曾在尼日利亚的一家塑料厂与一帮正在辛勤工作的尼日利亚人擦肩而过，陪同我的官员安德鲁·乌戴（Andrew Udeh）告诉我他们雇用中国技术专家已经有六年多的时间。他告诉我说：“中国人转让他们的技术。他们会进行监控和指导。如果你愿意，在完全转让之前，他们将照管好多年。”“他们的存在正在增强尼日利亚人的力量”，他补充说，“尤其是伊博人，因为他们相信制造业”。

中国在如何提供援助方面与传统捐助者有所不同。不只在战略国家，在其他所有地方政治关系都非常重要。这使得他们真正关心政府主事权，即便某国政府想要的是一座新的体育场或总统官邸。他们基本没有家长作风，并提供无条件援助（除了“一个中国”政策之外）。赠款与无息贷款主要用于外交投资：政治友好项目有时也有助于发展（体育场、部委大楼、灌溉系统、医院与学校、桥梁与公路）。优惠贷款通常用于有明确经济回报潜力的项目（电信、能源、公共事业）。中国人不断回去修复和改造早前的项目，有时是因为它们具有政治重要性，有时是为了将它们变成商业项目。他们工作迅速，使用许多中国的熟练工人，但他们通常会雇用更多的非洲人。中国援助专家的生活仍然很简朴，你在五星级酒店里根本看不到他们。但他们不愿将他们的援助与其他捐助者的援助结合起来，他们也不愿参加援助协调活动，尤其是世界银行领导下的援助协调活动。

另一方面，中国与传统捐助者也有相似的地方。与其他捐助者一样，中国人也没有搞清楚如何进行能力建设或真正转让他们的技术。就像古往今来的大多数传统捐助者，他们的援助也仍然主要为捆绑援助。中国人从其他捐助者，尤其是日本，以及从他们将援助与商业相结合的模式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从中国千方百计为那些拥有商业潜力，急需但却在预算中没有当期收入的国家的建设提供资金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的那样，从优惠程度上来看，中国以自然资源为抵押的发展贷款并不能被称作是援助，但它们确实为某些资源丰富但却一贫如洗的国家提供了一种修建公路、诊所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方法。中国企业还提议建立公私伙伴关系，这与世界银行所提倡的模式相类似：建造、经营和移交模式，其中中方伙伴修建收费的桥梁、公路或发电厂等经济资产。

上述对中国援助与经济参与工作的总结并未解答全部问题。我在第七至十一章将更加详细地分析其所产生的影响，我把重点分别放在农业、工业和治理上面。但一个被许多人所误解的核心问题还需先行得到解决：中国到底提供了多少援助？我在第六章阐述这一问题。我将深入既模糊又神秘的中国官方援助计划，力争找出这一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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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苹果与荔枝：中国到底提供了多少援助？

马普托——莫桑比克过去的殖民首府，坐落于非洲最美丽的一条海岸线上，海边白色的沙滩沿着非洲大陆往南延伸，几乎到达开普敦。2007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莫桑比克进行了访问，当他抵达马普托的时候，莫桑比克人站在马普托宽阔的林荫道两旁开满金黄色和淡蓝色花的金合欢树与蓝花楹下面，列队欢迎他的车队。胡锦涛此行与莫桑比克签署了债务免除协议及一项新的一揽子贷款协议。莫桑比克将获得价值2亿多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一座新的体育场和一个大型农业中心。
 
[1]

 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在赞比西河上修建总额高达23亿美元的梅潘达温库阿水电站因为存在争议，虽然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但这次并未签署相关协议。

在非洲大陆另一端粗糙的大西洋海岸上，安哥拉政府终于在2002年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安哥拉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得三笔贷款，总额为45亿美元。这些贷款全部被用于基础建设，且全部用安哥拉的石油收入作为抵押。这些贷款的利息被广泛报道为（但后来证明是错误报道）1.5%甚或0.75%。这看起来像是援助，但真的是援助吗？

2006年，尼日利亚政府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铁建”）签署了一项83亿美元的合同，改造在殖民主义时期修建，从沿海城市拉各斯到北尼日利亚首府卡诺，总长为2733公里的铁路。中国铁建的座右铭是：“逢山凿路，遇水架桥。”它由好几个国有铁道公司合并而成立，其中的两个组成部分——铁道兵（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前身是铁道部援外办公室），曾于20世纪70年代在非洲历经万难，修建了中国最大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尼日利亚这一新的合同是中国在2006年最大的海外项目。
 
[2]

 但它是援助吗？

我最初获悉尼日利亚的这个项目是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上，该篇专栏告诉读者，中国提供了90亿美元的“援助”用于实现尼日利亚老旧铁路网络的现代化。
 
[3]

 该专栏继续写道，听到这一消息后，世界银行的一位官员——负责谈判由私营部门对管理不善的铁路进行清理，以此提供微薄的500万美元贷款的人——收拾行装回家了。《纽约时报》所吹捧的“援助”金额非常巨大，让人很吃惊。但这完全是错的。

2007～2009年，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刚果（金），也就是前扎伊尔，中方与其就一个完全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资助的真正大型的项目展开了谈判。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中铁”，中国铁建在尼日利亚的竞争者）、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简称“中国水电”）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签署了一项令人震惊的一揽子协议。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分两期提供6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水电将用这些贷款修建发电厂和修理整个刚果（金）的供水系统。它还将修建32家医院、145个医疗中心、两座水电站大坝、两所大型大学、两个职业培训中心，以及上千栋廉价住房。中国中铁，福布斯排名全球五百强上市企业，曾修建上海磁悬浮机场快线，将整修刚果（金）在殖民主义时代修建的铁路和修建数千公里的公路。

就像我在第五章所指出的那样，这两个建筑公司所提议的基础设施协议将以刚果（金）丰富的资源为抵押。中国中铁和中国水电将与刚果（金）的国家矿业总公司共同组建一个合资企业，重新开采比利时人废弃的一座铜矿与钴矿，同时再申请两个矿山开采权。这些投资总额约为32.5亿美元，将由这两家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和到银行贷款相结合的方式融资。未来15年内的矿产收入将被用于偿还初始贷款。

西方国家对这个一揽子协议深感忧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一庞大项目所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发出了警报。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之夜》栏目的一名记者前往刚果采访后说，这个协议似乎对刚果（金）人不公平。
 
[4]

 听到这种说法后，刚果（金）国家矿业总公司总裁、出生于加拿大的保罗·福廷——他是一位律师，曾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与中国人就此谈判——指出比利时的矿山已经成为废墟，他还回应说：“这简直就是胡扯。如果没有中国人，所有这些都只是‘海市蜃楼’。”

当议会在2008年5月经过讨论，然后勉强批准该一揽子协议的时候，刚果（金）的部长们将其称为遭受战争蹂躏国家的一项“巨大的马歇尔计划”。但真正的“马歇尔计划”有89%为单纯的赠款援助。
 
[5]

 从这方面来看，中国的巨额贷款与马歇尔计划并没有太多相似之处。“欧洲发展援助界容许我们像中国人那样操作吗？”欧洲的一位外交官轻蔑地说。他认为是这个协议是“援助”。但真的是吗？

这些简单的叙述只是对中国最近将发展资金注入非洲的比较突出的例子进行了标题式的回顾。它们正是促使《经济学人》杂志宣布中国已经“将其援助集中于”安哥拉、刚果（金）、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和苏丹等国的那种典型的援助项目。
 
[6]

 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部分再次对这些例子进行探讨，但在一开始我想说的是，上述绝大多数例子都没有被中国算做“援助”，而且按照传统捐助者的标准，它们也算不上是官方发展援助。

人们经常用庞大和秘密这两个词来描述中国的援助计划。中国的确计划向少数几个非洲国家提供数额巨大的一揽子贷款（以及向几乎所有非洲国家提供小额一揽子贷款），但是按照传统捐助者的定义，它所提供的大多数贷款都不是官方发展援助。援助数额的透明性仍然比较低，但我们并非没有可能寻找相关信息。为了更加深入地探究所有这一切，我们必须从技术层面来考察一下什么是“援助”，什么不是“援助”。如果你对此并不感兴趣，那么我建议你直接去看第七章。如果你希望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东西，请耐心地看下去。

在本书的序言中，我讲述了几十年前，经合组织的传统捐助者是如何在巴黎建立发展援助委员会，并要求它对“官方发展援助”进行定义，以便进行可以信赖的国际比较的。
 
[7]

 他们同意将官方发展援助定义为根据严格限制的优惠条件，向收入水平门槛以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主要用于促进它们经济发展和改善它们福利的资金与技术援助。

赠款自然属于官方发展援助，但贷款需要低于市场利率，宽限期（偿还本金前的期限）和偿还期限较长。而且，官方发展援助贷款必须使贷款的总成本（整个贷款期间）至少低于商业贷款总成本的25%。
 
[8]

 贷款成本中这些减少的部分被称为贷款的“赠款部分”。

发展援助委员会所提供的第二种官方贷款是“其他官方资金”。这些资金来自政府，但不符合官方发展援助的条件。它包括赠款部分低于25%的贷款，或（我在此引用经合组织的说法）“以促进出口为主要目的，而无论赠款部分高低的官方双边交易。从定义上看，这一类型包括出口信贷”。
 
[9]

 它还包括支持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私人投资的政府资金。我们需要再次重申的是：无论条件多么优惠，所有其他官方资金都不是官方发展援助。

中国在援助方面缺乏透明性的问题正在逐步得以改善。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宣布，自1950年以来，中国已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各类援款300亿美元，其中无偿援助130亿美元。他还宣布2007年底，中国已决定向非洲提供3.46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和1.02亿美元的无息贷款。通过类似的方式，我们获悉在1956～2006年，中国向非洲提供的援助额接近60亿美元。
 
[10]

 除了这些不同寻常的发布外，大多数有关官方援助的信息仍然被认为是国家机密，尽管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中国为何对援助守口如瓶？对外援助的具体细节之所以比较敏感，部分原因在于与台湾进行的“外交战”。此外，据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推测，中国文化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提醒人们注意你的援助被认为是“不合适甚至不道德的”。而且他还指出，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自身还比较穷，或许不应该为其他国家提供资金。

后一种说法被一位中国公民在网上发表的批评文章所印证。在2003年的一篇名为《中国对外援助应该人所共知》的文章中，作者杜导斌表示从海外媒体获悉中国向朝鲜提供了24亿美元援助和免除了非洲9.5亿美元的债务后，自己感到很吃惊。
 
[11]

 “我要感谢海外媒体，”杜说：“中国的纳税人第一次得知他们所交纳的相当一部分税费没有被用在中国或中国人身上……作为中国公民，我想请求北京的决策者们解释一下这种援助是否合理与明智……当前中国还有很多人迫切需要帮助，但为什么我们还要白送300亿人民币？难道我们又回到殖民时代，与外国人相比，中国人不那么值得帮助吗？……难道我们这些公民没有权利知道中国到底提供了多少援助，为什么要提供援助吗？”

在将中国援助数额与中国人和我们这些外国人隔开的竹帘上面，还是有一些缝隙。
 
[12]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中国不愿公开援助统计数据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中国不知道自己提供了多少援助。相反，援助也被纳入了受到严格控制的政府申报制度之中。外援司每年都会汇集主要对外援助预算并通过商务部呈交给财政部，除此之外，财政部还负责收集其他部委的援助预算。这一预算包括援外司的交钥匙工程、军事物资和实物援助等的支出，来华培训、海外技术援助、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和青年志愿者计划等的费用。
 
[13]



《中国统计年鉴》每年都会公布对外援助支出的总预算额（参见图6-1）。但中国人所使用的分类与经合组织并不相同。例如，中国人将一些对外援助资金用来支持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资的企业。中国还将军事援助纳入一般对外援助支出。根据经合组织的定义，这些援助也许都不能被算做官方发展援助。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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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中国官方援助*
 2000～2009年

* 作者的估算。注：参见附录6的数据与假设。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进出口银行年度报告》、作者的研究。

《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包括赠款和无息贷款。然而，由于中国进出口银行是从市场上筹集资金来发放优惠贷款，因此中国财政部只将其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利息补贴纳入预算。例如，如果中国进出口银行以2%的利率发放了1亿美元的优惠贷款，而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利率为6%，那么每年的补贴就是4%，仅合400万美元。因此，2009年所提供的1亿美元优惠援助贷款，只“花费”了当年对外援助预算的400万美元。这使得我们很难对中国官方所公布的援助支出与发展援助委员会的传统捐助者所公布的官方发展援助进行比较，因为后者将优惠贷款的全部面值都算做了官方发展援助，犹如它们是赠款一般。

温家宝总理2008年的讲话是中国在援助问题上更加透明的标志。我们期待这一形势继续发展下去。商务部援外司司长王世春在2007年表示，中国的援助进程将变得更加透明，将进行更多的合作，“将借鉴国际援助行之有效的理念和做法，不断提高我国援外工作水平”。
 
[15]

 中国还委托一个由北京学者组成的团队来研究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援助统计系统。这使得中国商务部能够像传统捐助者那样，按照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方法来计算中国的援助总额，以便为将来的进一步透明做准备。中国将很有可能会像台湾地区和韩国等其他非经合组织捐助者那样公布这些数据。但在他们这么做之前，我们必须还得进行估算。

中国对非援助的估算

据我估计，2008年，中国共向非洲支付了约10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包括债务减免。2009年，这一数额上升为大约14亿美元。我是在中国多次发布的数额，其中包括中国对其传统对外援助的官方预算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所发布的数笔优惠贷款金额的基础上，计算出上述总额的。下面就是我所做的工作。

我们需要将中国的援助分为三个领域：中国财政部的对外援助支出、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以及债务减免。我准备从中国财政部对外援助支出的官方数据开始，就像《中国统计年鉴》所公布的那样。
 
[16]

 这部分援助构成了图6-1每根立柱的底基（我们可以在附录6中找到与这些格子对应的数据）。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金额比较难以获取。直到2001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才在年度报告中公布每年优惠对外援助贷款的金额，因此我只好从这些数据开始。中国进出口银行在《2005年度报告》中指出，2001～2005年，优惠贷款年均增长35%。
 
[17]

 根据这一增长率，可以算出中国在2005年发放的优惠贷款约为4.25亿美元。我认为这一增长率指的是支付金额，到2009年，这一增长率从35%下降到23%。据此估算，中国在2009年的官方发展援助约为31亿美元。
 
[18]



从2001年到2008年6月，北京共免除低收入国家36亿美元的债务。
 
[19]

 经合组织通常将债务减免纳入官方发展援助，但各国不会对债务减免进行重复计算。相反，它们会在同一年中进行“抵消分录”，从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中扣除原贷款额，然后加上债务减免额（对非官方发展援助，如官方出口信贷或政府担保私人银行贷款的债务减免，也被列入新的官方援助）。我将这些规则用到了中国的债务减免：它并没有进入我们的总额。

这使我们能够对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援助做出估计，但提供给非洲的援助占了多大的比例？它能以多快的速度增长？我们需要分别对这三个领域的援助进行分析，我将首先从财政部的数据开始。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年度对非关系回顾，1986～1995年，中国对非援助占中国援助总额的比例从最低的37%到最高的75%不等，没有明显的趋势。
 
[20]

 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2003年告诉非洲官员说，2000～2003年，对非援助平均占到中国援助总额的44%。
 
[21]

 中国官员曾告诉我说现在中国援助有不到1/3被分配给了非洲。他们还说，中国2006年的对非援助额约为3亿美元。财政部2006年官方对外援助支出的30%为3.09亿美元，基本与他们告诉我的相吻合。至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对外援助优惠贷款，我假定有50%提供给了非洲。
 
[22]

 最后，我们还知道从2001～2008年，中国共免除非洲30亿美元的债务，但如上所述，将免除的债务并入新的援助将是重复计算。中国对非债务减免额，占中国债务减免总额的80%。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基础还相当可靠，所使用的基本都是官方公布的预算数据和中国的资料。

中国援助的增长率对我们而言是另一个挑战。我们知道在2006～2009年，中国计划增加一倍的对非援助。这指的是官方预算支出（主要是赠款和无息贷款），而非优惠贷款。中国官员曾告诉我2006年的援助金额约为24亿元人民币（按照2006年的汇率，约为3亿美元），2009年则有望翻一番，达到48亿元人民币（7.05亿美元）。这一承诺最终超额实现，因为最后支出额约为52亿元人民币（7.65亿美元）。这就是中国兑现大多数承诺的模式：承诺少、兑现多。中国在这方面再次与传统捐助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2005年格伦伊格尔斯峰会上，八国集团的富国们承诺到2010年增加一倍的对非援助，但大多数国家实际上都不会兑现这一承诺。

尽管我们知道中国承诺在2007～2009年向非洲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官方发展援助）贷款，但这毕竟只是承诺，而非实际支出。根据某位中国官员的说法，由于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困难，中国进出口银行实际支付的优惠贷款额要远远低于中国商务部的项目。中国进出口银行或许承诺在三年内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但它可能只支付了一半的数额。图6-2中的估算即反映了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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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中国年度对非援助支出

*作者的估算。资料来源：作者的研究。

我们可以用不时从神秘幕后面浮现的某些官方数据来验证我的估算。例如在2008年9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宣布2007年北京向非洲提供了4.51亿元的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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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估算以财政部2007年官方对外援助数据的30%计，为4.4亿美元（参见图6-2）。这两项数据非常接近。

同样，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官员偶尔也会提供他们优惠贷款计划的相关信息。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官员告诉世界银行说，截至2005年底，他们共向非洲提供了55项优惠贷款项目，贷款总额为8亿美元。
 
[24]

 2007年4月，一位中国官员表示中国进出口银行到那时为止共向非洲提供了87项优惠贷款项目，贷款总额为15亿美元。
 
[25]

 我对中国进出口银行对非洲优惠贷款累计额的估算如图6-3所示（我只是对图6-2中的优惠贷款年度数据进行了简单相加）。我估算的2005年对非优惠贷款累计额为8.83亿美元，这与中国2005年公布的8亿美元相距并不远。我估算的2007年优惠贷款累计支付额为16亿美元，也基本符合2007年4月官方公布的15亿美元。这表明我的这些估算与实际数额非常接近。当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了获得全球信用评级而公开账目的时候，其规模相对较小的优惠贷款计划也得到证实。标准普尔的报告指出，2005年底，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只占其总资产的3%（约11.6亿美元）。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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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中国进出口银行对非累计优惠贷款额*


* 2002～2009年数据为作者的估算。资料来源：《中国进出口银行年度报告》（2000～2001的数据），《中国进出口银行年度报告》（2007年）和作者以中国进出口银行所公布的2001～2005年优惠贷款年均增长率为基础进行的估算。

与传统捐助者相比，中国的援助情况如何呢？2008年，非洲可能从中国获得了约12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与之相比，美国在2008年向非洲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额为72亿美元，其他传统捐助者提供的数额相对要少一点（参见图6-4）。尽管中国在2006～2009年对非官方援助看上去确实增加了一倍以上，但它仍然相对较少（参见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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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主要捐赠国对非官方发展援助支出，2008年

* 中国的数据为作者的估算。注：所有数据均包括北非。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统计资料、作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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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对非官方发展援助支出，2003～2008年

* 中国的数据为作者的估算。注：所有数据均包括北非。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统计资料；作者的估算。

一种是援助，另一种则不是

我所估算的援助数额要远远低于媒体甚或其他研究者所公布的“援助”数额。那些研究这一主题的人之所以会误算中国援助的数额，除了基本数据保密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首先，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两种低于市场利率的信贷，但只有一种真正属于援助。现在让我们来更加仔细地看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两种工具经常被人们所混淆。

在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人宣布他们将提供20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和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不管是中国还是根据经合组织所设定的定义，只有这30亿美元才被视为“援助”。如上所述，根据经合组织的定义，无论出口买方信贷多么优惠，都不能被算做官方发展援助。二者均有固定利率（通常约为2%～3%）。二者均利用“框架协议”来设定贷款内容。而且对于二者而言，中国政府会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直接补贴，以确保固定利率比市场利率低几个百分点。为此，中国财政部需要同意优惠出口信贷和优惠贷款。正如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一位官员所指出的那样：“不仅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政府也承担着相关风险”。最后，二者均具有相当大的神秘性。中国进出口银行《年度报告》所公布的数据显然没有包括优惠贷款，尽管《年度报告》所公布的买方信贷总额可能包括了优惠买方信贷，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其占有多大的比例。

二者之间还有一些重要的区别。优惠买方信贷总是用美元（或其他外国货币）发放。它们的金额通常要大于优惠援助贷款（2亿或5亿美元的信贷额度都很正常），而且最长还款期为15年。所有贷款都必须用来购买中国的商品或服务，而且买方所支付的定金必须至少占总费用的15%。包含贷款内容的框架协议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借款人签署。贷款最多资助项目总费用的85%。中国商务部为此建立了专项基金，并利用这一基金补贴优惠买方信贷的利率。中国进出口银行同商务部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相互配合，共同发放这些信贷。因此，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出口需求将会支持发展。

另一方面，优惠援助贷款总是用人民币发放，最低贷款额为2000万元人民币（约合300万美元）。它们的宽限期通常为5年，还款期通常为20年。至少50%的贷款必须被用来购买中国商品和服务（与早期的70%相比有所下降，这表明中国人意识到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减少捆绑援助）。包含贷款内容的框架协议通常为政府间协议，由商务部，而非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代表签署。援外司负责管理这些贷款。正如中国进出口银行所解释的那样：“优惠贷款的内容不是我们能说了算的。它们的框架协议由政府签署，我们只是按照相关条款行事。外援司负责谈判，他们代表的是政府。银行只是提供资金。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商务部）向我们提供几个项目，我们可以从中进行挑选。只要优惠贷款资金充足，项目设计合理，我们就会尽最大可能提供支持”。借款国的财政部代表借款国政府在框架协议上签字。

一揽子融资模式

进一步让人感到困惑的原因是商务部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所使用的“一揽子融资模式”。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就应该对这种混合信贷模式有所熟悉，因为日本和欧洲数十年前就曾在中国使用过这种模式。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一位官员在2004年评论道，他们银行现在正在“将优惠贷款、优惠买方信贷和优惠卖方信贷组合在一起构成混合信贷，以便支持在海外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大型工程项目”。
 
[27]



在这方面一个比较早的例子是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2001年获得的一个合同，该合同同意为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项目融资。中国方面通过一揽子融资为这个2.48亿美元的项目提供资金：4900万美元赠款、3100万美元无息贷款、约5800万美元的中国进出口银行优惠贷款，以及6000万美元按照市场利率发放的出口买方信贷。
 
[28]

 援助大约占了一揽子融资的70%。中国进出口银行在2006年报告指出，它已经与刚果（布）、埃塞俄比亚、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和毛里求斯签署了一揽子融资协议，并正在与加纳、纳米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进行谈判，这表明混合信贷在非洲很受欢迎。
 
[29]

 然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一位官员曾经告诉我：“混合贷款并非易事。它至少需要两个部门进行配合，这比较复杂。而且欠发达国家的政府更喜欢优惠贷款。虽然我们想提供混合贷款，但事实上它并不怎么受欢迎”。

随着进一步的发展，混合信贷所包含的援助越来越少，而以市场利率为基础的融资则越来越多。2007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承诺为加纳在黑沃尔特河上修建耗资数亿美元的布维水电站提供资金。像许多非洲国家那样，加纳也被电力供应不足所困扰，加纳的领导人也将在该国的河流上修建水电大坝视为降低对外国能源的依赖，同时提供可再生能源的解决办法。然而，这一特殊的大坝将淹没很大一部分布维国家公园——加纳仅存的少量河马与狮子的家园，需要重新安置生活在公园附近的居民，并承受淤积和旱季运转不足等可能给水电站造成麻烦的问题。我们将在第十一章再讨论这些环境问题。在此我的问题是：这是援助吗？

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一揽子贷款结合了以商业利率发放的2.92亿的美元出口买方信贷和利率为2%的2.7亿美元的优惠贷款。
 
[30]

 这两种贷款均以加纳的可可出口为抵押，加纳将议定的可可出口收入存入一个专用代管账户，并通过这个账户偿付贷款。第二种贷款可以被称做官方发展援助，但第一种不是。

为何中国进出口银行在非洲有那么多项目被误解为“援助”，加纳的例子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原因。许多对这一问题的报道根本就不熟悉出口信贷和国际贷款的融资条件。与其他出口信贷机构一样，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在经合组织每月公布的商业参考利率（CIRR）的基础上加上一定利差（如商业参考利率加0.75%），或在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LIBOR）的基础上加上一定利差（如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加1.25%），以“有竞争力”的利率提供出口买方信贷。
 
[31]

 2004～2008年，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最低为1.2%，最高为5.6%。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了帮助中国企业获得业务，经常会使用内部交叉补贴，向某些借款人收取较高的利息，向另外一些收取较低的利息，以便保证投资组合仍然在整体上盈利，同时尽可能地使其利率具有吸引力。中国国家发展银行也以类似的方式运作。中国进出口银行所有出口买方信贷的利率，都要低于加纳等国从一般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的利率。但出口信贷机构提供的所有贷款均是如此，否则它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本章一开始所提到的一些项目。安哥拉以石油为抵押的贷款也被证明是商业贷款（我们将在第十一章听到更多这方面的信息）。第一笔20亿美元贷款的利率为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加1.5%，第二笔的利率为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加1.25%。由每笔贷款所资助的项目应该在17年内偿清。有人将安哥拉的这些以石油为抵押的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的利率描述为“非常优惠”。
 
[32]

 但事实上，正如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统计中心主任西蒙·斯科特（Simon Scott）所证实的那样，任何以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为基础的贷款肯定都按照商业利率发放。它“根本就没有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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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金）以自然资源为抵押的大型一揽子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条款几乎完全是商业性的。矿业投资贷款的利率为6.1%（固定利率），基础设施投资贷款的利率为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加1%（仍然为商业利率）。
 
[34]

 整个一揽子贷款只有一笔无息对外援助贷款：向刚果（金）国家矿业总公司提供的5000万美元，通过设备的方式交付。

由中国提供资金，被《纽约时报》描述为“90亿美元”“援助”的尼日利亚拉各斯-主卡诺铁路项目，是又一个混合贷款的例子。中国进出口银行实际上向尼日利亚提供了两个信贷额度：以商业利率提供的20亿美元贷款（视尼日利亚向中国企业提供的油田开采权而定），以3%的利率提供的5亿美元优惠买方信贷。
 
[35]

 尼日利亚前财政部长乌斯曼（Shansuddeen Usman）博士指出，混合信贷的赠与部分只有21%，低于任何对外援助的标准。
 
[36]

 在尼日利亚2007年大选将一个新的经济小组带入阿布贾后，由于石油收入下降和被控虚增成本，该铁路项目被搁置起来。

大错特错

最后，某些简单的错误有时会变成大错。美联社在一篇报道中称中国总理说自开始援助计划以来，中国共向非洲提供了“440多亿美元的援助”。随后，这一数据被世界银行的一篇重要报告所引用，而这一报告又似乎影响了其他记者的分析。
 
[37]

 但实际上，中国总理所说的是440亿元人民币（57亿美元）。
 
[38]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声称仅在2006年中国对非援助为“富国全部发展援助的三倍”。
 
[39]

 但非洲国家在2006年从富国获得的援助为300亿美元。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所提供的援助额最多只相当于富国援助额的一小部分。

中国人规划他们援助的方式，乃至他们通常计算援助的方式，都导致了某些错误的产生。西方国家的基数单位为千、十万和百万等，中国人则通常使用万作为多位数的基本单位。在西方国家，我们没有这一计数单位，而且我曾看到中国的翻译人员努力将用万计数的中国数据转换为用千或十万计数的西方数据。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如我在第五章所示，中国援助贷款经常以三年期或五年期的信贷额度提供。这些一揽子贷款一般在国事访问期间宣布。比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9年2月访问毛里求斯期间，承诺向其提供赠款、无息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
 
[40]

 他在访问纳米比亚期间也承诺了类似的一揽子贷款。
 
[41]



这些信贷额度与赠款援助承诺然后被用来支付逐步谈成的项目。每轮谈判甚或每次正式意向表述，都会形成单独的谅解备忘录。当最终做出决定的时候，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单独的贷款协议。研究人员或记者有时会将所有这些全部加在一起：最初的信贷额度、谅解备忘录所提及的项目，以及最终的贷款协议。
 
[42]



而且，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最多只是一种初步的承诺，中国最初针对某个项目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常只有两页纸的内容。
 
[43]

 人们不能因此就确定相关资金已经得到实际承诺。例如，尽管直到2009年年中仍未达成相关协议，但从2006年开始，莫桑比克23亿美元的梅潘达温库阿水电站项目就一再被包含进中国对非贷款承诺的估算之中。事实上，莫桑比克最终将该项目交给了巴西的卡马戈·科雷亚公司。赞比亚的一位官员告诉我，虽然赞比亚10多亿美元的下卡富埃峡水电站项目在中国水电最近几个研究报告中被描述为“正在开发”，但仍停留在谅解备忘录阶段。2008年8月，在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的帮助下，该项目重新进行了公开招标。
 
[44]



有时当它们在网上传播时，错误就会加大，这可能需要通过真正的调查来找出某些故事的起源。2004年，《经济学人》杂志错误地报道说2002年中国对非“发展援助”额为18亿美元。
 
[45]

 《波士顿环球报》对此进行了重复，而它又被《当代史》杂志的一篇文章所引用，称2002年的18亿美元为中国“最近”一次公布对非援助“官方统计数据”。
 
[46]

 《当代史》杂志的这篇文章随后又被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所引用，他们严肃地重复说：“官方最近一次公布援助金额是在2002年。那年，中国政府宣布共向所有非洲国家提供了1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4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又将世界银行的报告进行了引用。
 
[48]

 显然，并没有人去检查中国是否真的在2002年，或在之前或之后的什么时候发布年度对非援助官方统计数据（事实上并没有发布）。

上述18亿美元的对非援助额，几乎为中国在2002年向所有发展中国家实际提供的官方对外援助预算额的三倍（参见图6-1）。《经济学人》杂志是如何得出18亿美元这个数字的呢？根据预感，我查阅了中国商务部每年统计发布的对非“经济合作”营业额。
 
[49]

 果然，2002年的营业额为18亿美元。但“经济合作”并非援助，它包括中国承包商在非洲从事的所有工作，而不管到底是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非洲政府、雇用中国工程公司的其他企业，还是中国政府自身来支付承包费用。中国企业大约赢得了世界银行在非洲所有大型建筑合同的四分之一，赢得了非洲开发银行资助项目的一半。
 
[50]

 这就像将美国的对非援助报道为美国承包巨头——贝泰工程公司、福陆工程公司，或凯洛格·布朗·路特公司在非洲大陆上赚取的收入，或将瑞典的援助报道为瑞典斯堪雅建筑集团的营业额一样。这类“都市神话”被太多关注中非关系的人视为事实。

中国超过世界银行了吗？

“中国已超过世界银行成为非洲最大贷款人。”彭博新闻社在2006年年底以此为标题发布了一则新闻，称中国仅在2006年就向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尼日利亚贷款81亿美元，而世界银行向整个非洲提供的贷款额只有23亿美元。
 
[51]

 这就使得中国的贷款额是世界银行的3.5倍还多。这两个记者在介绍中国贷款的时候，引用了“世界银行的数据”，这似乎使得文章更具权威性，但世界银行实际上并没有中国贷款的相关数据（事实上，正如后来我所知道的那样，世界银行与其他人一样一无所知）。这两个记者也没有搞清楚世界银行2006年对非承诺额，实际数额是54亿美元，而非23亿美元。
 
[52]

 但有一件事他们是正确的：2006年，中国对非贷款可能确实超过了世界银行，但超出的数额非常少，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一点。

对“世界银行”的贷款与“中国”（主要是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进行比较，非常像对苹果与荔枝进行比较。它们所提供的并非同一种类的水果。世界银行在大多数非洲国家的贷款都是无息贷款，还款期从35～40年不等（这被称为国际开发协会贷款）。
 
[53]

 中国进出口银行的绝大多数贷款，以及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越来越多的贷款和卖方信贷，均以市场利率提供，且通常需要在10～20年内偿还。（中国和世界银行认为“非洲”所包含的国家不同，这也给比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中国人将北非包含了进来，而世界银行只计算撒哈拉以南非洲。我对世界银行的数据进行了调整，将北非包含了进来。）

让我们试着对这些苹果与荔枝进行比较（正如我的一位同事曾经说过的那样，人们也可以用其他水果，比如苹果和橘子进行比较）。
 
[54]

 图6-6提供了世界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2007年对全球承诺额的官方数据。这使我们得以粗略估计非洲到底获得了多少资金。世界银行的投资组合几乎全部都是实际贷款，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承诺则大约有1/3为担保（它们通常为卖方融资担保，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应该将它们作为中国的贷款）。优惠贷款可能只占中国进出口银行投资组合的3%，但几乎占到世界银行贷款的50%。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任务是促进出口，它的大部分贷款都是中长期贸易融资，它也是中国出口额在2008年达到1.4万亿美元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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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世界银行财政承诺，2007年

资料来源：中国进出口银行《年度报告》（2008年）、世界银行《年度报告》（2008年）、作者对中国进出口银行优惠贷款的估算。

现在让我们从整体投资组合转向对非贷款。世界银行在这方面比较透明：200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占全部贷款承诺的20%。确定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实际贷款额则相对比较困难，但我们还是能够找出一些答案。截至2005年底，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向36个非洲国家的260个项目累计批准65亿美元的出口信贷（非优惠），截至2006年年底，共批准280多笔对非贷款，总额为116亿美元。这表明中国进出口银行在2006年共向非洲批准近51亿美元的贷款（不包括优惠贷款）。
 
[55]

 单独来看，2007年6月，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在非洲融资与项目合作研讨会上说，对非贷款已经占到中国进出口银行“总业务量”的20%左右（有趣的是这正好与世界银行的比例相同）。
 
[56]

 中国进出口银行2006年总业务量（257亿美元）的20%正好是51亿美元，这表明我的估算参数完全正确。

图6-7利用这些参数对2005～2007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对非贷款承诺额进行了估算。
 
[57]

 该图表明，中国进出口银行对非贷款承诺实际上与世界银行非常接近，它们根本没有3.5倍的差距。2005～2007年的三年间，世界银行的贷款承诺为174亿美元，而据我估算，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承诺可能接近16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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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世界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对非承诺

* 作者的估算。注：世界银行的数据包括北非。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年度报告》和作者的研究。

这项比较最后还有一点：我们知道中国进出口银行并非中国唯一向非洲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我在第四章已经指出，中国国家发展银行已经增加了对非贷款，但正如我在该章中所指出的，这些贷款的规模都相对较小，截至2007年3月，总额约为10亿美元。
 
[58]



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世界银行均宣称计划增加对非金融支持。我在序言中已经指出，2007年，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表示他的银行计划在未来三年向非洲项目调拨200亿美元，这一数字正好与我在上面所画的趋向线相契合。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曾告诉记者：“世界银行不应成为向非洲提供贷款的唯一银行。任何一个机构都不能垄断与非洲各国的关系”。
 
[59]

 但另一方面，我们在比较这两大金融机构的时候，必须牢记中国进出口银行向非洲提供的大多数资金都不是援助，而世界银行的大部分资金都是。我需要牢记：我们正在对苹果与荔枝进行比较。我们将在本章最后再回到这一点，届时我们将考察一下中国贷款对非洲债务所产生的影响。

苹果与苹果的比较

中国进出口银行资助中国进行对非投资，中国承包商寻找业务，中国出口商出口机械和设备。上述绝大部分都不是援助，而且中国人也不认为它们是援助。如果要想准确地了解中国对非援助，我们需要对苹果与苹果：援助与援助进行比较。同样，如果要想把握整体情况，我们需要对中国的贷款与来自传统捐助者和它们银行的贷款总量进行比较。图4-3为我们提供了与其他一些出口大国相比，中国在2007年的出口信贷规模。近年来，对非政府官方出口信贷有时会规模比较大，但它们有很大的变动性。例如，德国在2005年的官方出口信贷承诺为35亿美元，但在2007年则不足1亿美元。
 
[60]



其次，我们需要考察一下通过私营银行和出口信贷向非洲提供的贷款。2007年，富裕国家的银行共向非洲提供了155亿美元贷款，其中主要为美国、德国和英国的银行。
 
[61]

 图6-8为各国在官方发展援助、官方出口信贷和其他官方资金、私营银行贷款和非银行出口信贷等领域的支付额。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更加切实地看出与中国相比，传统捐助国（和欧盟）参与的规模。事实证明，对于非洲而言，中国是一个强大的金融提供者，即便不包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贷款也是如此。从双边的角度来看，中国要低于美国、法国和德国，排在第四位。这说明了为什么观察家会开始担心中国贷款的规模，以及其可能对非洲这一刚刚摆脱数十年债务危机的地区带来的影响，而且这也说明中国在这方面并不孤单：其他国家的私人贷款也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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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对非全部资金流量，2007年

注：*估算；所有数据均为毛支付额，且不包括国外直接投资。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统计资料、作者的估算。

最后，图6-9通过对中国、美国和欧洲对非参与的规模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一些问题。显然，欧洲与非洲的关系仍然极为重要。非洲仍然是“欧洲的后门”。虽然中国人一直在撬这扇门和帮助他们的企业挤进去，但他们仍然非常清楚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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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中国、美国、欧洲：对非全部资金流量，2007年

注：*估算；**欧洲只包括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承诺。所有数据均为毛支付额，且不包括国外直接投资。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统计资料、作者的估算。

中国贷款将会导致新的债务危机吗？

诸如“中国贷款导致‘非洲新一轮债务’”等成为许多对中国不断增加对非出口信贷进行第一轮报道的标题。
 
[62]

 200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悄悄对若干国家，如苏丹发出警告，称如果它们从中国办理新的贷款，则西方国家所承诺的债务减免就会出现问题。
 
[63]

 美国财政部在一项研究报告中强调了“搭便车”问题。
 
[64]

 美国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前副部长蒂莫西·亚当斯（Timothy Adams）曾告诉《华尔街日报》：“在那里有一些侵略性国家正在不断加强它们的出口信贷机构，正在企图利用那些资产负债表有所好转的国家。我们要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这类行为是绝对禁止的”。
 
[65]

 在2007年葡萄牙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葡萄牙国务秘书若昂·克拉维尼奥（Joa～o Cravinho）警告说：“欧洲已经在过去设法解决了非洲的债务问题，但欧洲不会照此解决（非洲所欠）中国的债务……我们希望提请中国注意这一点”。
 
[66]



中国借贷缺乏透明性使人们有理由担心，媒体所报道的高额贷款正在创造一座根本无法偿还的债务“珠穆朗玛峰”。传统捐助国的许多人还抱怨说中国的借款人正在利用富裕国家通过债务减免所拓展的空间，因此是在“搭便车”。（其他人则指出，要想使那些国家摆脱旧债，就应该允许它们再次借贷。）

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非洲最穷国家新增了债务，因所有非传统借贷国（俄罗斯、印度、韩国、巴西等）而导致新增债务的证据更是特别的少。现有资料表明，中国的贷款因借贷国的能力而定，非常适合它们进行偿还。
 
[67]

 优惠少的大额贷款通常被提供给安哥拉、刚果、尼日利亚和苏丹等国，因为这些国家均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抵押。比较贫穷的小国（多哥、马里、卢旺达、布隆迪等）一般会获得赠款和无息贷款。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虽然借贷国为穷国，但贷款被用于盈利性项目（如无线网络），或存在可以作为还款保证的抵押品（如加纳的可可出口收入，埃塞俄比亚的芝麻出口收入）。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人并没有打算勾销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现在正在办理的贷款。“我们拥有良好的记账单。最终我们希望把钱收回来。”一位中国的研究人员告诉我。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至少从我所看到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人已经开始重视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并非常愿意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因为他们也希望收回贷款”。
 
[68]



2008年11月，当金融危机蔓延到非洲的时候，我与李若谷行长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新办公室进行了会面。一年之前，李若谷曾在中国的一本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正确认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持续问题》的文章。
 
[69]

 听了他的话，我再次感受到中国人是以一种多么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发展的任务，以及他们在国内的经验是如何影响他们的观点的。李若谷认为，中国进出口银行的确在考虑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但他强调指出，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70]

 我要求他对此做进一步的解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理解这一动态可持续性的理念”，他告诉我，“他们的债务可持续性框架是完全静止的。以安哥拉为例。在中国进入安哥拉之前，他们的信用评级为D，也就是‘高风险’。现在他们的信用评级已经上升为C或更高的等级。德国、日本和丹麦都在争先向安哥拉提供贷款”。

“受制于人对发展而言没有什么好处”，李若谷一边说，一边看着窗外北京的天空，上面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下面是年代久远的胡同。“我们的框架允许各国首先进行发展，而非年复一年地在那里等着援助。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资源”。李若谷还告诉我，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整个国家列入“债务困扰国”，而不去考察单个项目是错误的。如果某个重债穷国只有能力接受非常优惠的贷款，那么这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可以对其进行支持。“但如果某个项目具有商业可行性，那为何还需要优惠补贴贷款呢？”李若谷说。

如果贷款被用于生产性项目［电力、电信，或在刚果（金）的那种出口导向型投资］，即便那些资源贫乏、资产负债表可能不太好的国家，有时也有潜力偿还未来的债务。中国进出口银行在确定某个国家可以承受多少贷款的时候，将这种未来的能力纳入了决策进程，但当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这么做。
 
[7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犹豫是否这么做”，该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向我承认，“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并不能用于单笔贷款，它无法给予一位部长决定应该发放哪笔贷款的能力”。“我们的方式与世界银行不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着眼于一揽子项目。这样做很容易，也更有效率，即便某些项目不太理想，但整个一揽子项目可能具有经济吸引力。在中国，我们采取如下模式：一个窗口提供贷款，另一个窗口提供股权投资”。

中国向非洲其中一个最穷的国家——埃塞俄比亚提供贷款可能就是债务可持性问题的测试案例。2006年，重债穷国埃塞俄比亚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5亿美元的主贷款协议，用以资助至少13个基础设施与生产项目，其中包括一家水泥厂。
 
[72]

 这笔贷款以埃塞俄比亚对中国的出口为担保（2006年，埃塞俄比亚出口中国的芝麻总值将近1.1亿美元）。
 
[73]

 如果芝麻歉收，埃塞俄比亚在偿还贷款的时候就会遇到困难。

我在第四章中已经指出，2007年，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为了赢得为埃塞俄比亚电信公司总值24亿美元的千禧年项目中提供设备和施工服务的15亿美元的公开招标，将一笔具有竞争力的卖方信贷（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加1%，10年还贷期）纳入了复杂的一揽子方案。
 
[74]

 千禧年项目将为这个世界上电话覆盖最低的国家带来固定线路和无线服务。电信在埃塞俄比亚处于政府垄断之下，是一个高利润行业。用户用埃塞俄比亚比尔来缴费，而比尔在埃塞俄比亚之外无法使用。埃塞俄比亚将需要使用其有限的外汇来偿还中兴通讯。亚德斯亚贝巴传言四起，称中兴通讯在埃塞俄比亚电信公司的公私合作中，将处于认购股份的第一位。果真如此，这一债转股的预想将步20世纪90年代解决中国债务问题的后尘。

赫尔穆特·赖森（Helmut Reisen）和索科纳·恩多耶（Sokhna Ndoye）在经合组织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中国在安哥拉和苏丹的投资以及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所导致的价格上涨，大幅改善了这两个国家的债务指标。
 
[75]

 然而2008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全球商品的价格急剧下降。我在北京问李若谷，这是否使他改变了对向刚果（金）拟议中的数十亿美元的一揽子项目提供贷款的看法。他从侧面回答了这一问题：“我们已经增加了储备来应对风险。我们还通过回顾过去40多年的平均价格，对刚果（金）进行了可行性分析。资源的价格总会有起伏，但资源是有限的。从长远来看，它们的价格还会上涨。”

中国的对非援助与经济参与仍然缺乏透明性，这也导致谣言四起。某些报纸可能认为仅仅为了将马拉维从台湾那里拉过来，中国就承诺向其提供60亿美元援助的故事是可信的。
 
[76]

 它们可能刊登如下消息：中国将向尼日利亚的一个项目提供90亿美元的援助，或中国对非援助额为传统捐助者的三倍。

中国官方援助要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少很多。不过，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出口信贷（它也可以为合营投资提供资金）要比传统捐助国政府提供的多很多。如果中国进出口银行在2007～2009年向非洲提供200亿美元出口信贷的计划得以实施，那么1995～2009年，单这一家银行就为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提供近320亿美元的资金，如果再加上我所估算的优惠对外援助贷款，总额将达360亿美元。
 
[77]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额。虽然如此，但我们很容易夸大相较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对非参与的规模，如图6-9所示。

而且，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某些大额贷款虽然已经签署，但却被拖延多年，尼日利亚就是一个例子。莫桑比克、赞比亚、几内亚和加蓬等国许多被认为正在建设中的大型水电工程并没有超越意向书。即便看上去相当确定的大型协议，如与刚果（金）的协议，也将分好几个阶段缓慢进行，每个阶段都有单独的融资承诺。全球金融危机肯定也会影响新的贷款承诺。自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加快的步伐可能难以再持续下去。中国人不会撤离非洲，但他们肯定将会停下来，评估如何才能更好地摸着石头过洋前往非洲。

还有一些人对中国政府在非洲运作的方式感到担心。中国提供援助主要是为了获取石油等自然资源吗？中国使腐败加剧了吗？中国人是否在支持独裁者（苏丹）和阻碍民主转型（津巴布韦）？这些重要的问题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对非参与至关重要。我们将在第十一章讨论这些问题，在此之前，我们先要考察一下中国在工业和农业领域所进行的援助与参与活动。这将使我们能够开始评估中国人宣称的他们的援助与经济参与属于互利共赢体系的主张：既有利于中国，又有利于非洲。




 [1]
 Dianna Games，“Funds Alone Won't Take Mozambique to Next Level，” Business Day
 （South Africa），February 12，2007.


 [2]
 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Company，“China's Fastest Developed Overseas Project Contractor，” CRCC website：www.crcc.cn/Page/210/Default.aspx （accessed October 24，2008）.


 [3]
 Moises Naim，“Help Now Wante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5，2007.


 [4]
 Tim Whewell，“China to Seal ＄9bn DR Congo Deal，” BBC Newsnight
 ，April 12，2008.


 [5]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tatistics and Reports Division，November 17，1975，available at：www.marshallfoundation.org/about_gcm/marshall_plan.htm （accessed May 22，2009）.


 [6]
 “Growing More Corrupt，”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Views Wire，
 October 17，2008.


 [7]
 参见Roger Riddell，Does Foreign Aid Really Work？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7-21。


 [8]
 在经合组织，商业贷款的利率被假定为10%，并以此计算其他贷款的赠款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有所不同，它使用的是商业参考利率。


 [9]
 “Glossary，” available at：www.oecd.org/decument/19/0，3343，en_21571361_39494699_39503763_1_1_1_1，00.html （accessed May 22，2009）。


 [10]
 Wen Jiabao，Speech at the UN High Level meeting on MDGSs，New York，September 25，2008；Zhang Hongming，“China Policy of Assistance Enjoys Popular Support，” People's Daily，
 June 23，2006。用人民币来计算，援款总额为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2008年对非无偿援助为23.77亿元，无息贷款为7亿元。自1956年以来，对非援助总额为444亿元（2006年）。在计算这些数额时，可能并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11]
 Du Daobin，“Opinion：China's Foreign Aid Should Be Public Knowledge，” Epoch Times
 ，September 10，2003，available at：www.theepochtimes.com/news/3_9_19/6353.html （accessed April 8，2007）.


 [12]
 新华社有时会透露中国与非洲高层领导会议上签署的一揽子援助的数额。商务部经常会向省级商务部门发布一些优惠贷款和援助协议的信息，以便鼓励各省企业参与竞标。但这些似乎都是临时性的做法。中国人从未像经合组织的成员那样，每年发布对各个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数额。


 [13]
 《关于印发〈对外援助支出预算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国财政部，1998年6月24日；Takaaki Kobayashi，“Evolution of China's Aid Policy，” JBIC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27，April 2008，pp.2-3，以及作者的采访。


 [14]
 然而，美国贸易发展署在其宗旨中，描述了它如何利用对外援助来促进“美国在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商业利益……美国贸易发展署战略性地使用对外援助资金……为贸易、投资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在履行使命的过程中，美国贸易发展署重点选择那些可能从美国商品与服务的出口中获益的经济部门”。


 [15]
 Foreign Minist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 Pledges to Grant More Aid to Africa，” press release，December 5，2007，available at：www.fmprc.gov.cn/zflt/eng/zxxx/t387066. htmJHJ （accessed May 22，2009）.


 [16]
 这一预算在诸多方面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为官方发展援助所定的标准不同。最重要的是，它包含了军用物资，但却没有包括某些人道主义援助费用或奖学金。在我们进一步了解之前，我假定它们基本相互抵销。


 [17]
 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Annual Report 2005
 （Beijing），p.27.


 [18]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2006年，中国领导人承诺他们将在2007～2009年向非洲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为了兑现这一承诺，中国的优惠贷款将以约年均63%的速度增长。


 [19]
 截至2008年6月，债务免除总额为247亿元人民币（根据当月6.86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约合36亿美元）。Wen Jiabao，Speech at U.N.High-Level Meeting on MDGS。［在这次讲话中，温家宝总理还指出中国共累积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人民币（约合308亿美元）］。


 [20]
 Almanac
 （various years）。这一阶段的平均比例为57%。并非每年都发布相关信息。


 [21]
 Li Zhaoxing，“Report by H.E.Mr.Li Zhaoxing，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Second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a-Africa's Cooperation Forum，” Addis Ababa，December 15，2003.


 [22]
 关于对非优惠贷款占优惠贷款总额的比例，我没有看到任何官方信息。我使用了50%这个简单平均数，但有可能对实际比例有所低估。如下文所示，2005年底，中国向非洲提供的优惠贷款可能累计达8亿美元，而优惠贷款总额则约为11.16亿美元。这么来看，非洲所占的份额已经接近70%。


 [23]
 温家宝总理所宣布的数额为23.77亿元（3.49亿美元）无偿援助和7亿元（1.02亿美元）无息贷款。作者按照6.8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进行了换算。参见http：//english.gov.cn/2008-09/26/content_1106949.htm （accessed May 22，2009）。


 [24]
 Harry Broadman，Africa's Silk Road：China and India's New Economic Frontier
 （Washington DC：World Bank，2007），p.274.


 [25]
 该官员当时提供的是113亿元人民币。Chinese embassy official，statement at a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American University'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Washington DC，April 6，2007.


 [26]
 Standard and Poor's，Bank Credit Report：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August 2006，p.5 （作者计算所得）。


 [27]
 Yang Zilin，Chairman And President，China Eximbank，“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on Export Credit Activities Promoting Joint Development of Asian Countries，”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tenth Annual Meeting of Asian ECAs，May 11，2004.


 [28]
 巴基斯坦方面用本国货币出资5000万美元。“Gwadar Port”，Pak Tribune
 （no date；circa 2001）。这只是该项目的一期工程融资。参见www.paktribune.com/exclusive/gwadarport.shtml （accessed August 23，2007）。


 [29]
 Eximbank Annual Report 2006
 ，p.39.


 [30]
 第一笔出口信贷的浮动利率为商业参考利率加0.75%，宽限期为5年，只需偿付利息，还款期为17年（从开始偿还到全部还清的期限）。加纳财政与经济计划部，2008年预算，附表。第二笔的还款期为20年，宽限期为5年。根据加纳财政与经济计划部的计算，混合信贷的赠款部分仅为22%。这正好低于将一笔贷款视为官方发展援助所需的25%（或更高）的标准。


 [31]
 “特殊情况可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http：//english.eximbank.gov.cn.business/buyer.jsp。


 [32]
 Alex Vines and Indira Campos，“Angola and China：A Pragmatic Partnership，” Center for Strategic International Studies，Wshington DC，p.4.


 [33]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this loan qualifying as ODA.” Personal email communication，Simon Scott，director，Statistics，OECD，Paris，July 16，2008.


 [34]
 Minister of Infrastructures，Public Works，and Reconstruction，“Contribution by the Minister on the Occasion of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Accords Sign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inshasa，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May 9，2008.


 [35]
 这些贷款可以被用于两国政府谈判的任何项目。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告诉我说，尼日利亚人除了通过他们相对制度化的油田招标制度外，难以再提供油田，因此已经过期的20亿美元信贷额度可能不会再延期。但5亿美元的优惠买方信贷仍然有效。Interviews，Chinese embassy，Abuja，Nigeria，May 15，2009；“Transcript of a Press Conference by Africa Finance Ministers，” IMF，Washington，Octomber 20，2007；IMF，Nigeria Country Report No.07/20，January 2007 （Second Review under the Policy Support Instrument）。


 [36]
 “Transcript of a Press Conference.”


 [37]
 Vivien Foster，William Butterfield，Chuan Chen，and Nataliya Pushak，“Building Bridges：China's Growing Role as Infrastructure Financier for Sub-Saharan African，” World Bank，Trends and Policy Options No.5，Washington DC，2008，p.8.


 [38]
 Salah Nasrawi，“China looks to Africa with an Eye to Reaping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Gains，” Cairo，Egypt，carried by AP Newswire，June 18，2006。温家宝实际上宣布是的1957～2006年，中国对非援助总额为444亿元人民币（57亿美元）。Zhang Hongming，“China Policy of Assistance Enjoys Popular Support，” People's Daily
 ，June 23，2006。


 [39]
 Danna Harman，“China Takes up Civic Work in Afric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27，2007，pp.1-13。经合组织与多边机构的援助数据来源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40]
 赠款为3000万人民币（440万美元），无息贷款为4000万人民币（590万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为2.6亿美元，利率为2%。“Hu Sings Mauritius Accords，” China Daily
 ，February 18，2009。


 [41]
 胡锦涛主席在2007年访问纳米比亚期间，承诺向其提供10亿人民币（1.316亿美元）优惠贷款，1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3000万人民币（390万美元）赠款和3000万人民币（390万美元）无息贷款。“China-Namibia Relations，” websit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Namibia，October 2007，available at：http：//na.china-embassy.org/eng/zngx/t410246.htm （accessed May 22，2009）。


 [42]
 近年来，尼日利亚官方已经与中国企业就多个项目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甚至合同，希望这些项目可以获得中国的资助。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报告指出，拉各斯-卡诺铁路、阿布贾大型公共交通项目和蒙贝拉水电站项目均属于总额45亿美元中“中国确定提供融资承诺”的项目（Foster et al.，“Building Bridges，” p.74）。然而截至2009年，中国确定提供的资金仍然为中国进出口银行的5亿美元信贷。


 [43]
 “Protocole d'Accord Entre le Gouvernement de Madagascar et la Société China CAMC Engineering Co.，Ltd.，” Ministre de L'énergie énergie et des Mines，Madagascar，June 22，2006.


 [44]
 福斯特（Foster）等在《建设桥梁：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中日益增长的作用》一文的第16页提到了中国人所谓的“正在开发”。世界银行的一位代表曾于2008年1月在卢萨卡告诉我：“下卡富埃峡项目已经经过了许多了阶段。北欧的一家企业曾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这里来。他们似乎想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我们政府当时决定进行公开招标。2002年，共有六个企业被列入决选名单，其中包括南非国有电力公司（Eskom）、瑞典斯堪雅建筑集团（Skanska）和一家美国的公司等。但当时政府宣布中国水电将迅速开展这个项目。不过这也最终不了了之。”


 [45]
 “Forget Mao，Let's Do Business：China and Africa，” The Economist，
 February 7，2005，p.58.


 [46]
 Joshua Eisenman and Joshua Kurtlanzick，“China's Africa Strategy，” Current History，
 105 （May 2006）：219-224；关于数据的来源问题，为作者与乔舒亚·艾森曼（Joshua Eisenman）在2007年9月8日的私人通信。


 [47]
 Broadman，Africa's Silk Road，
 p.274.


 [48]
 “官方最后一次公布援助金额是在2002年，当时中国政府宣布共向非洲提供了1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Jian-Ye Wang，“What Drives China's Growing Role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WP/07/211 （August 2007），p.8.


 [49]
 Ministry of Commerce，“Turnover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Countries or Regions，”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4.


 [50]
 Comment by James Adams，World Bank vice-president for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World Bank Says China Can Teach African Countries How to Develop，” Asian Economic News，
 December 11，2006.


 [51]
 Christopher Swann and William McQuillen，“China to Surpass World Bank as Top Lender to Africa，” available at：Bloomberg.com （accessed November 3，2006）。这两位记者告诉读者，2006年，中国仅向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尼日利亚就提供了“81亿美元”贷款，而世界银行向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承诺额只有“23亿美元”。


 [52]
 世界银行在2006财政年度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承诺额为48亿美元，对北非贷款额为5.73亿美元。Annual Report 2006，
 Washington DC，p.30。2005年，世界银行对非承诺额为54亿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北非分别为39亿美元和15亿美元）。


 [53]
 国际开发协会是世界银行无息贷款的窗口。


 [54]
 世界银行的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年度报告》（2008年）。此为世界银行财政年，而非公历年的数据。


 [55]
 截至2005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向36个非洲国家的260个项目累计提供65亿美元出口信贷（非优惠），数据来源于Garth le Pere，“The Strategic Dimensions of the Sino-Africa Relationship，” in Kweku Ampiah and Sanusha Naidu，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Africa and China
 （Scottsville，South Africa：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2008），p.28。截至2006年年底，中国进出口银行共批准280多笔对非贷款，总额超过925亿元人民币（116亿美元）。李若谷：《深化中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载《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07年非洲开发银行集团年会特刊，2007年2月，第58页。这两个数字间的差额51亿美元就是中国进出口银行2006年批准的贷款额。


 [56]
 截至今年6月，进出口银行已累计在非洲地区批贷及签约金额1000多亿元人民币（135亿美元），贷款余额近500亿元人民币（65.8亿美元），占到全行总业务量的20%左右。”“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hosted a Symposium on Financing and Export Cooperation in Africa，” Eximbank news release，July 24，2007，available at：http：//english.eximbank.gov.cn/info/Article.jsp？a_no=2001＆col_no=84 （accessed May 22，2009）。


 [57]
 这些数据结合了我对中国进出口银行向非洲提供的出口信贷与担保额占出口信贷与担保总额比例的估算，以及我在图6-2中对中国进出口银行优惠贷款（它并没有被包括进中国进出口银行《年度报告》所公布的总额中）的估算。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数据包括对北非的贷款，其在2006年约占中国进出口银行对非投资组合的31%。中国进出口银行2006年《年度报告》，第39页。世界银行的数据也包括对北非的贷款。


 [58]
 “China Approves China-Africa Development Fund，” Xinhua
 （Shanghai），May 14，2007.某些获得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大量政策贷款资助而“走出去”的中国大型企业（如华为和中兴），已经能够提供有吸引力的买方信贷以在非洲赢得业务。但我的研究表明，买方信贷仍然相对较少，因此我没有将它们纳入估算，我也没有将商务部对外援助司提供的数额相对较小的买方信贷纳入进来。


 [59]
 Swann and McQuillen，“China to Surpass World Bank.”


 [60]
 “Official Export Credits，and Other Official Flows，” in the OECD online database，OECD.Stat （accessed February 14，2009）.


 [61]
 “Private Flows to all of Africa （Total Banks），” from the OECD online database，OECD.Stat （accessed February 14，2009）.


 [62]
 A.Beattic and E.Callan，“China Loans Create ‘New Wave of Africa Debt’，”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7，2006.


 [6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Sudan：Staff Report for the Article IV Consultation and Staff-Monitored Program，” EBS/06/59，Washington DC，April 19，2009，cited in Ben Leo，Seth Searls，and Lukas Kohler，“Achieving Debt Sustainability in Low-Income Countries：Past Practices，Outstanding Risks，and Possible Approaches，”Occasional Paper No.5，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USA，November 2006.


 [64]
 Leo et al.，“Achieving Debt Sustainability.”


 [65]
 Michael M.Phillips，“G-7 to Warn China Over Costly Loans to Poor Countries，”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5，2006，p.A-2.


 [66]
 Henrique Almeida，“EU Will Not Cover Chinese Loans to Africa，” Reuters
 ，July 30，2007.


 [67]
 Helmut Reisen and Sokhna Ndoye，“Prudent versus Imprudent Lending to Africa：From Debt Relief to Emerging Lender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Discussion Paper No.268，January 2008.


 [68]
 “World Bank President Robert B.Zoellick's Press Conference in China，” transcript，December 18，2007，available at：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COUNTRIES/EASTASIAPACII CEXT/ CHINAEXTN/o，，print：Y～isCURL：Y～contentMDK：21590904～pagePK：141137～piPK：141127～theSitePK：318950，00.html （accessed May 22，2009）.


 [69]
 李若谷：《正确认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持续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4期，第63～72页。


 [70]
 Li Ruogu，“Debt Sustain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esentation at the OECD，Paris，November 14，2006.


 [71]
 “Interview with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President Donald Kaberuka，” Africa Confidential，
 January 2007.


 [72]
 “China Never Imposes Its Will on Ethiopia By Way of Assistance，” interview with Chinese Ambassador to Ethiopia Gu Xiaojie，WALT
 （Addis Ababa），August 19，2008.


 [73]
 2007年初，埃塞俄比亚政府要求其出口商通过埃塞俄比亚国家银行，将他们从出口中获得的收入交给中国。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China's Engagement of Africa：Preliminary Scoping of African Case Studies：Angola，Ethiopia，Gabon，Uganda，South Africa，Zambi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September 2007，pp.53-59，passim.


 [74]
 “$1.5 billion China Telecoms Deal，” Ethiopian News，
 5（2）（September and October 2006）。以中兴公司为主的中国企业集团在初始投标中战胜了其他七个投标者，其中包括德国的西门子公司、芬兰的诺基亚公司、法国的阿尔卡特公司和瑞典的爱立信公司。“Chinese Firms to Invest $1.5 Billion Updating Ethiopia's Telephone Network，” Wireless News，
 September 17，2006。


 [75]
 Reisen and Ndoye，“Prudent versus Imprudent Lending，” p.30.


 [76]
 实际情况是，中国人承诺考虑共同为马拉维政府长期渴望的希雷-赞比西水道项目的某些部分融资，该项目预计耗资60亿美元，完成后将把这个内陆国家与印度洋连接起来。2006年，马拉维政府宣称这一庞大的项目获得了欧洲联盟、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南部非洲开发银行、南非联合银行，以及埃及和卡塔尔政府的融资承诺。北京向马拉维提供的一揽子援助最多约2.8亿美元。Frank Phiri，“Budget-busting Canal，” The Nation
 （Malawi），June 4，2006.Deborah Nyangulu-Chipofya，“Windfall：K40bn Aid from China，” Malawi Times，
 April 2，2008.


 [77]
 它包括截至2006年12月提供的116亿美元和计划到2009年提供的200亿美元，再加上截至2006年年底提供的11.15亿美元优惠贷款和计划到2009年底提供的30亿美元优惠贷款，这四笔贷款总额为357亿美元。这些数据不包括其他对外援助领域数额相对较少的款项。


第七章 头雁、卧虎：中国在非洲工业化进程中的角色变迁

在中国对非洲脆弱的制造业所造成的影响这一问题上，人们普遍比较悲观。曾经有这么一幅漫画，一只卧着的老虎将爪子伸向非洲，爪子下面是一些畏缩的工厂。“中国已经破坏了尼日利亚羽翼未丰的塑料工业，”一位美国记者写道。
 
[1]

 “几乎所有中国制造企业建立的工厂都不雇用当地工人，”《中国经济季刊》上的一篇文章如此断言。
 
[2]

 “并没有证据表明，”南非的一位学者总结到：“中国企业会开始将撒哈拉以南非洲作为制造业基地”。
 
[3]

 南非工会谴责来自中国洪水般的服装进口导致他们的纺织业损失了6.7万个工作岗位，尼日利亚的一位学者则谴责中国人故意在他的国家实行“去工业化政策”。
 
[4]



如果进行更仔细的观察，你会发现这些灰暗的景象可能并没有全面反映中国在非洲制造业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真实情况。尼日利亚实业家乌马尔·萨尼·马歇尔（Umar Sani Marshall）指出，中国对塑料制造业不断增加的投资正在促使尼日利亚北部城市卡诺恢复活力：“此前进入市场的大部分塑料制品都靠进口，但你现在再来这里看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国人发现他们可以比较便宜地获得原材料，可以获得良好的环境和廉价的劳动力。” “在卡诺，数量最多的私人雇主是中国人，而且他们还在逐日增加”。
 
[5]



肯尼亚政治学家迈克尔·切格（Michael Chege）认为，中国进口商品的涌入并没有摧毁肯尼亚的制造业，因为截至2007年，肯尼亚制造业的增长率高达7%。
 
[6]

 来自中国纺织品出口的竞争给非洲的纺织厂带来了严重的影响。非洲的服装出口也因中国服装的激烈竞争而受到严重打击。但至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非洲的一些服装出口国（莱索托、毛里求斯、肯尼亚）已经有了回升的希望。而且在某些地区的某些部门，中非企业家的联系已经帮助催化了产业转型。

截至世纪之交，中国大陆地区的企业已经对非洲各国230个不同的制造业项目进行了投资。
 
[7]

 这些投资非常不均匀，因为非洲比较发达的国家——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和毛里求斯——占据了其中绝大多数。但正如我们曾看到的那样，中国政府已经加强了鼓励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制造业的政策。这些政策效果显著。2005年，一项对150家拥有海外投资项目的中国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非洲将近占据了所有项目的20%，而其中几乎又有一半（23个项目）为制造业。
 
[8]

 中国的一些大型工业企业正在非洲建立工厂。与此同时，中国新投资者所拥有的小型工厂正在成倍增加。

保定市48岁的企业家彭义军就是这些新投资者中的一员。
 
[9]

 2000年，彭义军在肯尼亚建立了一个蔬菜农场，肥沃的土壤、适宜的气候，加上当地市场较高的价格，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还寻找到其他的机会，2003年，他返回保定，把亲戚在保定的蜡烛厂及一些技术、管理人员带到了肯尼亚。三年内，他的蜡烛厂已经年产蜡烛七八百吨，供应了当地一半的市场。他在2006年又返回保定，购买设备用于开设第二家工厂，从事农产品加工。

在中国大型工业企业方面，我们可以以中国顶尖电子公司海信集团为例。澳大利亚读者非常熟悉海信，因为作为一项营销策略，它购买了墨尔本最好的室内体育馆的冠名权（北京奥运会前夕，沃达丰的标志被取下来换成了海信的标志）。海信从制裁结束后的1993年开始向南非出口彩电。2000年，（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做出了一个“积极的决定”，即购买韩国大宇电子公司在约翰内斯堡的工厂，该厂因遭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而减产裁员。海信开始在南非组装彩电和DVD播放机。截至2008年，他们在南非的工厂已经出口南部非洲地区的10多个国家。2008年，海信开始在南非投资1900万美元兴建工业园，建成后彩电产量将翻番，并开始生产冰箱和洗衣机。他们希望为当地提供1100个新的就业岗位。
 
[10]



制造业的增加并非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部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几乎普遍比较肮脏。机器经常是不够安全的，事故频繁发生。雇主试图使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以便从固定成本中获取更多利润，而工人则进行反抗。工厂里的工作充满反复与乏味，破坏了家庭生活，对于那些从农村长大的人而言，这是一种痛苦的转变。虽然现在这些已经从英国消失，但布莱克所谓的“黑暗的撒旦磨房”将在第三和第四世界的城市继续存在。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只有当企业家都开始持续的产业转型期的时候，才能实现低收入向高收入的转变。制造业——而非小额信贷——将是大多数国家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这就是为何辨明中国参与能否催化或阻碍非洲制造业是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将在本章和下一章探讨这一问题。本章提供了相关背景，以及中国广泛但却麻烦不断地参与非洲工厂的令人惊讶的深厚历史。下一章将深入问题的本质：中国的参与将会摧毁非洲年轻的工厂，还是最终促使它们实现腾飞？

挑战与机遇

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能力毋庸赘言。非洲在制造业领域的欠佳表现也众所周知。1990～2005年，中国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2%，只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才有所放缓。中国当前出口的绝大多数产品都是高科技产品。与之相比，在1994年之前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工业衰退期后，1995～200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刚刚超过1.5%。它们的产业机构几乎没有改变，价值链几乎没有任何提升。

人们对非洲制造业表现欠佳做出了许多种解释，但所有解释都仍然争议颇大。任何与中国的比较都首先必须承认，中国作为工业化国家的时间要比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长很多。上海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高度工业化，而且在毛泽东时代，受苏联所鼓舞的社会主义者以此为基础，一直在全力发展重工业。截至20世纪60年代，制造业已经占中国经济总值的30%，与之相比，非洲各国的平均占比只有15%。
 
[11]



1970年以后，非洲的工业发展基本停滞，而中国则突飞猛进。有人责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实行的结构调整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导致大规模的去工业化。还有人指出，即便在结构调整之前的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1/3的非洲国家在制造业领域出现大幅下滑。
 
[12]

 无论原因何在，1970年之后，除了极少数几个例外（肯尼亚就是一个），那些从基本食品加工和纺织业迈向机械和运输设备等高科技产业的为数不多的非洲国家都出现了倒退。

各国政府的政策肯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其中包括进口替代政策执行不力，基础设施保养不善，教育部门薄弱，缺乏工程师，抑或缺乏能够使用或进一步开发进口技术的人员。
 
[13]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抑或纯粹由于害怕给权力精英带来挑战，一些政府破坏了那些可能引领产业转型的少数民族经济团体。在英国统治时期定居在东非的许多印度人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在一些新独立国家的眼里成了“外来资本主义”的替罪羊。比如在乌干达，大独裁者伊迪·阿明驱逐了大约8万名乌籍印度人，其中许多已经创办了制造企业。坦桑尼亚将许多印度企业进行了国有化。肯尼亚领导人决定让印度企业充当工业化的龙头，从而取得了非常圆满的结果。

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工业化和允许外国投资对于显著减少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许多非洲人仅仅看到了因外国投资所产生竞争的负面影响，而没有看到其可能具有的催化作用。
 
[14]

 2007年1月，在内罗毕举办的世界社会论坛中国与非洲专题小组会议上，坦桑尼亚的一位批评者指责中国对外投资是一只卧着的老虎：“最初，欧洲和美国接管了我们的大企业。现在，中国正在迫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家陷入破产”，“你们甚至都没有促进就业，因为你们带来了你们自己的工人”。
 
[15]

 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秘书长崔建军给予了动情的回应：“多年之前，我们中国人也不得不做出是否接受外国投资的艰难抉择”，他说，“你们必须做出正确的决定，否则你们就将失去、失去、再失去。你们必须做出正确的决定，否则你们仍将贫困、贫困、再贫困”。

作为工业催化剂的头雁

让更有经验的人带路是有益的。要想使外国投资有助于产业转型，如同在中国那样，就需要促进经济学家阿尔伯特·O.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所谓的“前向关联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纺织业创造了对轧棉、纺纱和织布的需求，并且可以为服装业提供原料，而服装业又创造了自身对纽扣和设计师等的后向需求。与国外公司的联系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创造这些关联效应和加速本地工业化。直接从国外厂家购买商品的非洲商人可以从中获得灵感。国外买主可以向出口商提供反馈和模型。在最好情况下，外国投资可能会衍生创新浪潮。

至少有四种方式可以实现这一点。
 
[16]

 首先，如果技术水平并非很高，外资工厂可以作为榜样。人们可以观摩并做出肯定的判断，是的，我们也可以这么做。其次，当外资企业的本地员工离职的时候，技术可能“外溢”，这些员工会带着他们从工作中学到的技术来到其他企业，或开办自己的企业。第三，外资企业可能会将某些工作转包给本地企业，并帮助它们达到需要的标准（当本地企业是由在外资企业中接受培训的人——他们认为知道内情的人——所创办的时候，这种情况更容易出现）。最后，本地市场竞争可能会推动本地企业对新技术进行投资，以此提高质量——如果这不会首先导致他们破产的话。

外溢效应加速工业化的能力受到当地技术水平和技术差距的影响。与制造硅片的工厂相比，生产皮鞋或服装的工厂更有可能获得外溢效应。当相同类型的企业比较集中的时候，就更容易产生外溢效应，因为相似性加大了劳动与观念的流动性。当外资企业远离总部的时候，就更有可能会产生外溢效应，因为运输成本与便利性将促使其更多地从本地获取投入。

在大多数非洲国家，所有这些因素都无关紧要，因为制造业领域的外国投资非常薄弱，我将在下文对此进行详细说明。总体而言，非洲企业与科技水平更高的同类企业相隔绝，这就限制了观念的转变和向国外学习。中国企业的到来，远离它们的祖国，使用低水平技术和拥有集中的倾向，这些可能会使情况有所改变。但出口产业也可能成为限制劳工权利的重灾区，可能充满与本地企业不相往来的外国投资者，这样一来对可持续转型的贡献就不会太大。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身上，那么对于接收他们的非洲国家而言，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我们曾经看到亚洲企业触发了世界其他地区持续的产业转型。日本对泰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投资帮助泰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载重一吨的轻型卡车的主要生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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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加拉国的转型发生得更加迅速，韩国的服装企业很快就在数量上被它们的前孟加拉国员工创办的企业所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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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05年，孟加拉国服装出口产业共雇用了2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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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三章讨论了国际产品生命周期，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将会从产品最初发明的地方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地区。在日本，人们将这一周期称做“雁行模式”，在大雁的V型队伍中，当头雁最终落后的时候，就会有一只新的头雁代替它。
 
[20]

 日本对东南亚工业发展的援助被用于促进这一“雁行模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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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居住在泰国的时候，当地纺织业正在转型。10年前，日本企业拥有绝大部分纺织业；10年后，泰国企业取代了日本企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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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时为止，泰国大型企业集团所拥有的211家工业公司中大约有1/3为合资企业，其中主要是与日本企业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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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在下文看到，中国在这方面效仿了日本。但中国当前由国家支持的对制造业的参与也符合中国对非工业援助的固有模式。

万宝路牛仔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中国在非洲的第一个援建项目是几内亚的卷烟厂，该厂使用几内亚自己出产的烟草制造香烟。为了与主流发展思路相一致，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第一波援助浪潮主要以轻工业为主：援建使受援国能够加工自己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进口替代型产品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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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援建项目的类型并不是很多。加工当地烟草的卷烟厂比较受欢迎。除了几内亚之外，中国还在贝宁、马里、索马里和坦桑尼亚援建了卷烟厂（和火柴厂）。非洲还在棉花生产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中国人至少在非洲援建了八家大型棉纺厂和织造厂。还在有的国家建立了制革厂和制鞋厂（马里、坦桑尼亚）。中国在农产品加工领域的援建项目（碾米厂、玉米粉加工厂、花生油加工厂、棕榈油加工厂和制茶厂）也有很多。

制糖厂（通常带有种植园，如马格巴斯糖联）也比较受欢迎。中国在第一波援助浪潮中共援建了八家大型糖联。中国的援助小组还援建了一些其他类型的工厂：建筑材料（砖、碎石）厂、机床厂，以及三家制造疫苗或药品的工厂。一点也不奇怪的是，因毛泽东认为与它们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关系亲密，马里、几内亚和坦桑尼亚成为这一时期获得援助最多的国家。仅马里一个国家，中国就援建了制糖厂、制药厂、制茶厂、纺织厂、卷烟厂与火柴厂、制革厂与皮革加工厂，以及一家大型碾米厂。

我们已经知道这些几十年前援建的工厂后来情况如何。为了符合当时中国与非洲的期望，它们均为国有企业。中国人离开之后，它们全部出现衰退。政客将它们作为恩赐的便利资源，员工则随意偷窃物资。

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之后，毛泽东主义者对大型工厂式援助的偏爱只持续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向非洲各国承诺的一些大型工厂项目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继续完成，这些项目包括多哥的阿尼耶糖联、卢旺达的第一家水泥厂西默瓦（Cimerwa）公司、赞比亚的穆隆古希纺织厂，以及乌干达的制冰厂和鱼市。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在莫桑比克（纺织厂、制鞋厂）和津巴布韦（纺织厂）等晚于其他非洲国家独立的国家援建了少量新的工厂。新的合资企业有时可以利用旧的援建项目。在乌干达，中国与乌干达在维多利亚湖新成立的渔业合资公司利用了最初使用中国软贷款修建的坎帕拉制冰厂。在讲求务实的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工业援助主要侧重于巩固或改造早期援建工厂。

这些工作大都是政治性的。中国人不愿看到他们援助的这些丰硕和显著的果实逐渐凋零。但他们也相信只要中国人参与管理，这些工厂实际上都能盈利。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非洲政府都拒绝出售他们的国有资产，但租赁它们有时就是另一回事了。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企业分别在马里、塞拉利昂、贝宁、多哥和马达加斯加管理或租赁了中国援建的糖厂。其他国有企业也返回非洲收拾纺织厂和水泥厂的残局。

但中国人已经开始放眼他们对非工业参与的未来。1985年10月，在武汉长江江畔举办的国际经济合作研讨会上，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薛宏对国际产品生命周期及其在未来如何塑造中国自身的对外投资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分析。他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请求中国“到他们国家投资和建厂”。
 
[25]

 但中国在海外的投资仍然比较少。对转向市场经济还没有几年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建立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或成为外国投资者的想法很奇怪，甚至有点异端。难道跨国公司不是西方国家剥削制度的一部分吗？

薛宏接着概述了他所看到的必然趋势。中国将“消化、吸收和改造”国外的先进技术。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把“成熟型”产品的生产转移给刚刚开始生产那些产品的发展中国家。薛宏指出：“他们肯定将需要进口我们‘二级转移’的技术”。他最后还用10多年后众所周知的术语补充说，“走出去”将改善外汇收支平衡，从而帮助中国维持其“引进”投资的政策。

知道决策者在1985年就已经这么想，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何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两种新的援助工具（从1995年开始，中国商务部为合资企业提供的援助基金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设立的优惠贷款基金）被用于再次进入工业领域。这两类基金最初都是面向生产性合资企业，尤其是那些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合资企业：生产当地所需和使用当地资源的中小型生产项目；能够扩大对中国设备与机械的需求；以及涉及“成熟的”技术——那些在中国已经过时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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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2002年，在世界范围内至少有93家合资企业从合资合作项目基金中获得了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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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合资企业都以早期援建项目为基础。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看到一些：马里的制茶厂和纺织厂，多哥的糖厂等。援助贷款帮助它们升级了一些旧机器。这一时期的其中一个试验是，修建工厂而未偿付的债务经常被转换为股权。我在2008年参观了坦桑尼亚的中坦友谊纺织厂，看到了这一中国设法将援助变为互惠互利的工业项目的成果。

友谊纺织厂的坎坷之路

在达累斯萨拉姆郊区，一道延伸了数个街区的长墙后面，坐落着一个工厂大院，里面满是友谊纺织厂的多层建筑。1969年，《黑豹报》的一位记者前往坦桑尼亚，满怀钦佩之情地报道了这个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援建的工厂。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让坦桑尼亚人“自己管理纺织厂，并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这是一个传统的国外投资项目，他继续写道，管理人员将都是白人，当地人将仅仅提供他们的“廉价劳动和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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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终坦桑尼亚政府犯了太多错误。1984年，他们请求中国人回来改造和经营纺织厂。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中国为合资企业引入新的对外援助体系和优惠贷款的时候，友谊纺织厂成了进行试点的理想候选者。

“1997年，我们接到政府命令到这里组建合资公司”，在她那间可以俯瞰十几栋厂区建筑的办公室里，纺织厂总经理黄李兰告诉我，“现在我在这里已经待了七年的时间了”。她那雄心勃勃的纺织厂为常州市政府所有，该市位于江苏省长江的南岸。常州市政府占有纺织厂51%的股份。“我们市的纺织业远近闻名”，她不自然地笑了笑，然后告诉我，“我们并没有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多少帮助。他们提供了贷款，但我们支付了利息”。

几天前，我碰巧遇到一位曾在友谊纺织厂工作，现在已经到另外一家中国企业工作的中国小伙子。“制造业在坦桑尼亚并非好的选择，”他告诉我。“这里的电力供应很不正常，有时电停得很不是时候，机器常会因此而受损。供水也很困难。但最糟糕的是劳资关系”，他说。

纺织厂共有24名中方管理人员，大约1000～1600名从高级职员到临时工等各个岗位的坦方人员。新任中方经理同意保留此前的800名员工——他们均为友谊纺织厂多年雇用的工会成员。他们成为固定职工，另外800人则为临时合同工。“我们希望引进八小时外加四小时加班的工作制度，我们将提供额外报酬和其他福利，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像在中国那样实行‘两班倒’”，这个小伙子告诉我，“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进行筹划，然而18个月后，工会开始反对这一制度。固定工不希望加班，临时工则总是希望工作更长的时间，年轻人更是如此”。

他说，纺织厂现在实际上已经破产。他还告诉我中国在赞比亚为了救活穆隆古希纺织厂而做出的相同努力也在前一年归于失败。“中国政府现在更加关注经济效益”，这个小伙子告诉我，“他们将向你提供帮助，但却不会一直帮下去”。他最后告诉我离开纺织厂后，他感觉卸掉了一块包袱：“那些问题让我感到很难过。比如腐败，在这里就像家常便饭，遍地都是”。

中国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告诉我，在产量方面，“友谊纺织厂运转良好”。但他随后承认，中国政府仍然还在向纺织厂提供贴息贷款。“友谊纺织厂每年亏损50万美元，”他一边摇头一边说：“如果我们不在那里，它就会破产。”

当我们坐在她那墙上挂着常州市图片的办公室里的时候，黄向我承认，纺织厂勉强能够维持开支。“我们希望偿还贷款，但现在我们失去了信心。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原材料、油墨和劳动力等所有一切的成本都太高”。他们仍然向马拉维、莫桑比克和肯尼亚出口，她说，但数量并不多——只占总产量的4%。

纺织厂虽然比较旧，但却很宽敞、干净和明亮，鲜艳的彩色布带在机器里穿梭，坦桑尼亚工人一边盯着快速运动的布匹一边操作着机器。大幅红白两色的彩旗——上书“加倍努力，争创利润”——悬挂在空荡荡的厂房的顶梁上。黄告诉了我有关坦桑尼亚政府最近为友谊纺织厂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设定新的工资标准的事情。“三个月前，劳工部突然宣布从（明年）1月1日开始，纺织工人的最低工资将从每月大约41美元增长到140美元”。她靠坐在椅子里说：“加上额外的福利，每月工资将达到184美元”。

在西方人看来，所有这些数字都低得可怜，而且据美国国务院估计，坦桑尼亚的最低工资不足以为一个家庭提供体面的生活水平。但当坦桑尼亚政府宣布新的工资的时候，坦桑尼亚工业联盟认为在勉强度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工资将是毁灭性的。20世纪90年代，当坦桑尼亚开始经济自由化的时候，一共有14家纺织厂，但后来只有四家幸存了下来。坦桑尼亚工业联盟向政府提供了其他低收入国家纺织工人的工资标准。肯尼亚的最低工资是每月79美元；尼日利亚是每月45美元；马达加斯加是每月28美元；越南是每月44美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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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工资问题上的争论在大多数处于工业转型边缘的国家都很常见。坦桑尼亚工业联盟认为，不应通过大幅提高现有工人的工资来减少贫困，真正减少贫困需要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化，以高于非正规经济部门，但在全球竞争面前仍能负担得起的工资吸引农民工而得以实现。这也是世界银行的观点，因为它们试图说服各国放宽“死板的”劳动法规。另一方面，工会认为维持低工资将会使各国陷入“逐底竞争”，并且使工人阶级难以获得充足的购买力以对他们生产的工业产品形成有效需求。坦桑尼亚工业联盟赢得了这一轮的胜利。黄告诉我，“政府最终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们担心所有纺织厂都会因此而关闭”。

在我们结束会谈时，黄告诉我：“在中国，政府的政策对投资者非常有利。劳动力较为低廉，工作条件比较舒适。但这里的条件很差。我们每天都会遇到水电方面的问题。工人们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而且不努力工作。我们在这里已经七年了。我们将许多企业带到这里来，试图让它们进行投资，但没有一家企业最后投资”。

我在访问快结束时来到一间会客室，里面放着纺织厂的生产统计数据，这些数据被归拢到一系列五颜六色的图表上面，用以跟踪单个工人的年产量、单位产出所需燃料和电力等的消耗量，以及似乎很不错的销售总额（2006年的销售总额没有被并入图表）。所有这些数据似乎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屋里标着“未来”的那块地方。一系列艺术家的画作为塔状顶部的“友谊商场”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愿景。中国人和坦桑尼亚人拿着购物袋在商场走道上漫步。户外美食广场的一端为麦当劳的金黄色拱门，另一端为哈伦德·山德士和肯德基的白胡子脸像。在这些画作里面，纺织厂倒不怎么显眼。这使我不禁对中国纺织业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未来产生了疑虑。

汽车、小牛和奶牛

友谊纺织厂反映了中国早期援助体系步履维艰，它是1969年的残迹，在40年后仍需依靠中国政府来维持生计。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利用我在第四章中所谈到的商务部新的合资合作项目基金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增加对工业企业的投资，这其中包括为津巴布韦的一家新的水泥厂和一家毛纺针织厂，博茨瓦纳的一家床上用品厂，喀麦隆的一家制冰厂，赞比亚的一家铜加工厂，以及肯尼亚的一家制药厂提供资金。据报道，中国在苏丹援建了两家生产医用纱布和刺绣的工厂，而且在各国至少援建了四家拖拉机和农机装配合资企业。在加纳，中国援建了可可加工厂（中农可可国际有限公司）与渔网和绳索厂［山东（加纳）网业股份有限公司］。

这些项目的信息比较稀缺和零散。比如我在塞拉利昂期间，惊讶地发现奥凯基代理公司仍在按照1985年与中国渔业公司达成的协议缓慢前行，马格巴斯糖联仍在生产糖，中国援建的水电站仍在发电。我在弗里敦询问的人并非总是在关心他们国家发生的事情。然而我们确实知道，在中国进出口银行根据1995年新建立的援助体系而开展的第一轮优惠贷款项目中，有些已经归于失败，原因主要在于政治进入了援助决策。

1997年在科特迪瓦，中国大使馆（响应上级建立更多合资企业的号召）在将两家中国企业与一家当地企业拉到一起进行合资，在阿比让共同组建汽车装配厂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该项目提供了优惠援助贷款。但中国企业认为这是“政治性的”援助项目，他们不需要密切关注经济效益。中国的一位研究人员在对这一项目进行调查后指出，他们忽视了自己也有责任进行评估，“认为一旦出现问题会有政府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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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资双方显然没有一方注意到进口整车和散件的关税相同，均为29%。没有人注意到本来就不大的汽车市场竞争激烈。而且科特迪瓦的水电和人工等成本均高于中国，这就使得新企业没有任何价格优势。

加纳的小牛可可国际可可加工厂也明显具有政治性。
 
[31]

 1998年，加纳获得了中国进出口银行最初发放的优惠信贷额度1.5亿元人民币（1800万美元）。罗林斯政府利用这笔贷款支持加纳人与中国投资者组建了三家私人合资企业：一家金矿、一家渔网和绳索厂，以及中农可可项目。小牛可可项目位于特马工业园区附近，合资双方分别为中国农牧渔业国际合作公司（占55%的股份）和卡里丹发展有限公司（占45%的股份）。在此政治操作相当明显：卡里丹发展有限公司是一个非政府组织“12月31日妇女运动”的赚钱工具，而该组织的领导人是杰瑞·罗林斯总统的夫人纳娜，其与执政党的妇女派存在联系。

当罗林斯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失败后，困难便接踵而至。到2002年，价值690万美元的工厂已经建成，所有设备已经安装完毕。但加纳财政部长拒绝授权中国进出银行发放最后一笔款项（180万美元），称不相信卡里丹发展有限公司能够偿还贷款。该项目被广泛认为是帮助罗林斯政党获取选举经费的工具。这家工厂仍然被闲置在那里。
 
[32]



第三个例子来自纳米比亚。翁旦格瓦市的北方制革厂项目在1997～2000年得以规划，几乎与加纳的项目处于同一时间。纳米比亚贸易和工业部长决定利用中国进出口银行1997年提供的优惠信贷额度在该国北部成立一家制革厂，因为当地失业率较高，而且据说生皮比较丰富，甚至经常被扔掉。
 
[33]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该党由民族解放组织转变而成）领导的政府至少从1994年就开始酝酿由国家资助在北方建立制革厂的想法。显然，这是一个为纳米比亚政府所“拥有”的发展项目。

中国进出口银行对纳米比亚所有建设、机械、设备和技术援助的信贷资助，均通过上海外经（集团）有限公司——前上海市对外援助办公室进行安排。一家常驻纳米比亚的中国建筑公司建造了工厂，但中国人很明智，并没有对这个项目进行投资。相反，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迫使当地企业联合起来对制革厂进行投资，以帮助政府实现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25个商人很不情愿地拼凑了14万多美元作为他们的权益出资，但这只占所需资金的10%。

与某些援建工厂一样，制革厂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北方满是剩余皮革，甚至有些被扔进垃圾堆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制革厂在2002年开业，每月可加工1万张皮革，但在原料供应上遇到了困难。总经理阿尔弗雷德·安德利亚斯（Alfred Andreas）告诉一名记者说他们争取每年加工8000～15000张皮革。“在人们举行传统婚礼的喜庆季节，我们只能收取为数不多的皮革”，安德利亚斯说。皮革厂在2006年年底关闭，纳米比亚人相互推托责任。

社会科学家认为，“轶事”再多也不能成为“资料”。在研究者确实找到资料以前，我们将不会知道其他援建工业项目究竟进展如何。然而，我怀疑我在此强调的问题并非只是特例。中国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大多数新的工业援建项目得以建立）非常不熟悉非洲的政治经济。而且它们大多为国有企业，可能并没有对非洲政府支持本国合资方的能力有足够的戒心。无知与漫不经心交织在了一起：由于深信中国政府将会保护那些他们认为首先是政治性的项目，一些中国企业甚至没有进行最基本的调查。

新千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商务部对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新建援助工具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参见第四章）。到那时为止，中国进出口的银行优惠贷款计划共向全世界31个国家的60个项目提供了资助，资金总额约为4.7亿美元。
 
[34]

 但只有一部分优惠贷款进入了制造业领域。尽管中国进出口银行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工具，但其管理者越来越对许多效果极差和增长快速的项目的贷款难以收回感到担心。

2000年之后，那些仍然经营现已转为投资的前援建项目的人发现，他们已经很难获得优惠贷款来维持收支平衡。坦桑尼亚前援建项目乌本戈农具厂的中方管理者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贷款，但是遭到了拒绝。麻烦不断但在政治上很重要的友谊纺织厂在2000年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新的贷款，但直到2003年才获得批准。
 
[35]

 新的经济合作手段（海外贸易投资区和中非发展基金）源于如下信念，即要想在非洲进行可持续性投资，中国企业最好自身带好头，做好可行性研究，并为自己的资本承担风险。当然，华人所开办的企业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在非洲做了这些工作。

亚洲虎与非洲工厂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早已长期参与非洲工业化进程，以及北京是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变化了的改革环境中试验新的援助与经济参与工具的。但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来自台湾和香港的中国企业家却遥遥领先，在只从官方获得很少直接帮助的情况下进入了非洲。他们当中有些是为了应对本地高额的劳动力成本和新的环境法规，还有一些是为了寻找生产场所，以便打破美国和欧洲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早期向这些“东亚小虎”施加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配额。许多香港企业家对中英两国在1983年签署，规定将于1997年100年租借期满后将香港归还给中国的协议深表关注。他们纷纷分散投资，寻找可以为他们家人提供某种保护的其他国家的护照。

台湾企业家利用南非为外界所排斥的政府（种族隔离政府）所提供的激励措施，在那里建造了300多家工厂。
 
[36]

 其他一些人则进入了南非邻国莱索托。还有人前往了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因为他们与生活在当地的许多华人私交很好。他们帮助催化了毛里求斯的工业繁荣。

20世纪60年代摆脱殖民统治后，毛里求斯人听说了当时在台湾建立的出口加工区，于是判断这种做法也应该适用于他们。在他们获得成功的加工区中，有超过90%的早期资本投资来自香港。合资方主要为当地法裔毛里求斯人（他们的财富主要来自于制糖厂）、华裔毛里求斯人（占毛里求斯总人口的3%）和其他通过贸易积累了财富的人。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毛里求斯人对加工区的资本投资大约占据了总投资的60%。头雁已经更换，“雁行模式”发挥了作用。

在多次前往毛里求斯的旅程中，我发现大多数当地投资者均为香港出口加工区企业的合资伙伴或雇员。毛里求斯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了经验，学会了如何获取最新技术和管理大规模工业生产。他们“对开办自己的出口加工区企业充满信心”，当地的一位分析家解释说。
 
[37]

 截至世纪之交，由于快速增长和产业转型得以实现，公正得以改善，民主得以健全，毛里求斯被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称为“超级明星”。其他人则简单地称之为“毛里求斯奇迹”。

毛里求斯是华人企业群体通过投资发挥催化作用的典型例子。尼日利亚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来自尼日利亚东部一座创新城市的一群非洲商人开始前往亚洲，带回亚洲的信息、技术和经验帮助他们进入制造业。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这座曾被称为“非洲的日本”的城市也实现了产业转型。

“原装的和台湾的”

尼日利亚的内维市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城市，我在1991年第一次回访该市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一点。从该地区大城市奥尼查到内维市公路两边的广告牌上，满是内维市的工厂制造的产品。在内维繁忙的市中心，该市著名的摩托女郎将孩子绑在背上，骑着摩托车轰隆隆地经过一群商人身边，这些商人来自西非各地，正在该地区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市场——恩果市场的上百家乱糟糟的摊位前面讨价还价。假冒的、原装的、尼日利亚造、德国造：只要需要零部件，你就能在这个市场上找到。沿着该市郊区满是尘土的小路走下去，你会发现几十家工厂，它们是一群为尼日利亚国内外市场生产汽车零部件的既充满活力又四面楚歌的公司。在小说《荒原蚁丘》中，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让他的一个主角把自己伪装成小商贩，蹲在路边大声叫喊：“我是卖小汽车零件的。原装的，还有台湾的”。内维的工业史与中国台湾、香港，以及大陆息息相关。

内维市的伊博族人从殖民统治早期就开始专门从事运输业。20世纪30年代，他们经营巴士服务，并设法将零配件分销网络从恩果市场扩展到尼日利亚所有大城市。内维的第一个亚洲联系人为日本。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主宰了内维汽车零部件供应。台湾商人涌入内维，承接梅赛德斯、标志、丰田及其他“原装”汽车零部件的仿品订单。然后他们返回台湾，将这些零部件进行仿制并出口到内维。

但内维商人并非简单地坐等亚洲商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有些人就亲自前往亚洲下订单。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领导者开始建立自己的品牌。20世纪80年代初，他们开始建造工厂。最早投资制造业的其中一位商人告诉我：“我在八年的时间里一直进口这些东西，我发现制造它们其实很简单。因此我决定自己去制造它们”。
 
[38]

 截至2006年，内维1/4的企业都在向区域市场出口，它们的品牌产品享誉整个西非。
 
[39]



汽车零部件在工业化过程中属于典型的“第一阶段”产品。利用从正在升级自身生产线的亚洲工厂那里购买的二手机械和设备，内维的许多制造商开始了自己的生产进程。一位滤油器制造商购买了一家过去常常供应他贸易业务的新加坡工厂，并将整个工厂运到了尼日利亚。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的许多生产者迁到中国，内维贸易的重点也转向了中国。

我在1994年的雨季见到了PMS电器公司的老总古德森·昂乌梅瑞（Godson Onwumere），他身材消瘦、步履轻快、眼戴墨镜、容貌英俊，就像刚刚从瑙莱坞（尼日利亚的好莱坞）的电影银幕中走出来一样。昂乌梅瑞与香港的明记制造厂合作生产注塑电子配件。他将他的弟弟和妻弟送往中国，让他们到明记在深圳开办的工厂里接受培训。明记帮他安装机器，为他提供技术人员和协助他进行生产运营。其他内维的企业家也像他一样拥有中国的技术合作伙伴。我在2009年5月访问尼日利亚东南部期间就遇到了两位。

其中一位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的内维企业家是伊诺森特·楚乌玛（Innocent Chukwuma），尼日利亚的一家报纸曾将他称为“声势唬人的商人”。伊诺森特·楚乌玛是内维早期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加布里·楚乌玛（Gabriel Chukwuma）的弟弟，他在1986年开办贸易公司，先是出售本田摩托车零部件，后来出售摩托车整车。他在某一刻突然认识到，如果将新摩托车拆开运回尼日利亚组装，要比整车的运输成本低很多（关税也要低一些）。20世纪90年代，他在内维建立了一家摩托车组装厂。

2002年，邻州埃努古州州政府宣布出售已破产的东方塑料厂，楚乌玛决定买下它。他返回中国，在商业伙伴的帮助下，他挑选了机器，雇用了几个熟练的工程师，开始为他的组装厂生产塑料摩托车零部件。他将埃努古的这家工厂更名为伊诺森技术工业公司，该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尼日利亚最大的塑料制造厂之一，目前拥有近1000名员工。楚乌玛带我在工厂里参观的时候，我看到数以百计的尼日利亚工人在六条大的生产线上工作，生产的产品现在包括三聚氰胺餐桌、房屋顶板，以及几十种注塑产品。我问他与中国进口产品的竞争情况如何。“我们的价格要比中国进口产品低，质量要比中国进口产品高”，楚乌玛告诉我，“我们大部分原料都来自哈科特港当地的一家石化工厂。我们向尼日利亚的卡诺和拉各斯等地甚至还向邻国供货”。

除了塑料之外，楚乌玛还想涉足其他行业。楚乌玛指出，外国人可以到尼日利亚来，然后在头几年就建立大企业，将数以百万的美元送回家。“为什么我们这些拥有这个国家和懂得这个国家商业机密的尼日利亚人不能表现得更好一些呢？”
 
[40]

 2007年，他在内维进行了一项新的投资：这是一家组装微型面包车和微型货车的工厂，从中国十大微型汽车制造商之一的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进口配件。
 
[41]



楚乌玛面临着多重挑战。“癫痫般的”电力供应和破旧的公路是两个问题。而且内维与尼日利亚动荡不定的三角洲地区相距不远，安全形势正在不断恶化，公路持械抢劫和绑架非常普遍。当我访问内维的时候，楚乌玛安排了两名配备AK47的警察与我同行。在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行程中，我们至少通过了十二个安全路障。2007年，两名中方工程师和一名尼方职员在伊诺森位于内维的工厂遭到绑架并被勒索赎金（绑架者的目标是楚乌玛，但那天他正好不在那里）。后来两名受害者得到释放，但其中一名中方工程师下落不明。汽车厂的生产被迫中断了一些时间，但最近已经恢复。

我在内维见到了安德鲁·迪巴勒（Andrew Dibal），他是一个身材较高、温文尔雅的人，来自尼日利亚北部，能够说流利的汉语，担任重返尼日利亚帮助伊诺森的工厂生产运营的中国专家的翻译。尼日利亚政府曾派他前往中国浙江——中国最具商业活力的地区之一——的一所大学攻读农业经济管理学硕士学位。现在他在伊诺森技术工业公司工作。

沿着内维另一个地方的一条土路走下去，我见到了奇卡·艾米尼克（Chika Emenike），他的科特克工业公司与中国技术合作伙伴一起生产摩托车刹车片。艾米尼克还成立了两家新的工厂生产瓶装水和方便面。他从附近的理工学院雇用了一位尼日利亚教授担任顾问，而且正在等着前来安装机器的中国专家通过签证，这是出口商为这些机器提供一年保修的一个前提条件。他的两家新工厂都与中方合作伙伴进行了合资，他与他们已经认识了10多年。“我们一起进行了调研。我们发现这些行业前景非常好，”艾米尼克说。

楚乌玛最近投资的也是一家合资企业，合资方分别为尼日利亚的两家企业和中国无锡的一家企业，在建的是一家生产轮胎的工厂。这家仍在建设中的庞大工厂共占据了埃努古工业区的四大块土地。中国合资方是他的长期生意伙伴，而且楚乌玛还在中国与他们合资了一家盈利的轮胎厂并拥有该厂51%的股份。

中国企业是尼日利亚汽车零部件集群的催化剂。中国企业为尼日利亚企业家提供了技术援助，而且一些企业还开始对尼日利亚汽车零部件制造业进行投资。在坦桑尼亚，八家中国企业在坦桑尼亚投资中心注册为车辆组装厂或零部件制造厂。
 
[42]

 2007年12月，我与朱金峰进行了交谈，他是坦桑尼亚中华总商会的会长，拥有这八家企业的其中一个。他的摩托车组装厂与坦桑尼亚合作伙伴进行了合资，共雇用了33名坦桑尼亚人和5名中国技术人员，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正在建造另外一家制造定制卡车车身的工厂。中国在非洲比较重要的组装投资还包括东风与尼桑在安哥拉建立的合资企业，以及上海吉利美嘉峰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吉利国际）与一家财团在乌干达建立的合资企业。
 
[43]

 然而与此同时，有1/3的内维汽车零部件工厂声称，来自亚洲的廉价进口给他们的生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44]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从一方面来看，如果我们在此描述的这类公司能够生根和发展，尤其是如果它们能够具备足够的出口竞争力，即便只是出口本地区的其他国家，那么它们就有机会催化零部件制造企业集群。这类集群业已在南非存在。南非现在共有350多家制造汽车零部件的企业，它们的产品除供应当地组装厂外，甚至还远销美国等地。中国人还没有对南非汽车零部件业进行投资，但他们肯定在密切注视已经先行一步的印度。印度一流汽车企业塔塔集团2006年在南非从尼桑手中购买了一家大型组装厂，两年后又准备在塞内加尔和刚果（金）建立组装厂。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出口已经给非洲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厂带来了激烈的竞争。非洲企业的命运取决于它们的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商业建立一个更加良好的环境。政策、可靠的电力供应、良好的道路、安全、井然有序的港口，所有这些都至关重要。如果能够得到战略性地应用，中国对基础设施的贷款将会大有裨益。中国政府采取胡萝卜与大棒相结合的方式来塑造其汽车企业对非参与的未来也至关重要。中国汽车零部件业肯定也想“走出去”，但与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中国皮革业不同，它还远未“成熟”到足够推向海外的程度。而且在皮革行业，中国的援助已经帮助许多非洲国家所拥有的充足资源——生皮——与北京显然希望“走出去”和留在那里的产业需求之间形成了增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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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亚洲海啸：海啸如何成为催化剂

在尼日利亚北部城市卡诺的普通郊区，游客还没看到传统制革厂，就已经先闻到了它们刺鼻的气味。鞣制动物皮毛需要进行化学加工。人们必须将它们进行浸泡、腌渍、用单宁酸鞣制、晾干、去掉所有毛发和残肉、揉搓和清洗等。传统制革工人所面对的都是些尿、盐、石灰、树皮、动物大脑和粪便等刺鼻的东西。在卡诺，毛皮要在一些大坑里浸泡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制革工人自己的皮肤上也散发着这种难闻的气味。直到今天，这种气味仍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日本和印度，制革长期以来都是低种姓人群的工作。

虽然在制革业中使用现代化工技术更有效率，但却更有可能污染水源。许多地方的制革厂仍然会经常飘着动物尸体腐烂的气味。然而非洲拥有大量未开发的皮革资源。世界上有15%的牛与25%的绵羊和山羊生长在非洲，但非洲大陆只在全球皮革贸易中占据了不到2%的份额。

这一局面可能会发生改变。自2005年以来，北京和富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迫使中国皮革业进行结构调整，逐步收紧税收、关税、禁令和激励等体系。
 
[1]

 20年前，在各自政府的类似压力下，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皮革厂开始向中国大陆转移。它们大多集中在中国东部省份浙江的温州市，那里有大约4000家制鞋厂，每家平均雇用100名中国工人。但现在温州也开始了类似的成群迁出。有些迁往了越南，有些迁往了印度，还有一些正在迁往非洲。

皮革“走出去”

2004年，温州最为知名的私人企业之一哈杉鞋业有限公司投资600万美元，在尼日利亚建立了制鞋厂。我在拉各斯见到了哈杉年轻的管理团队成员杨布克和洪杰克。他们正计划在莱基半岛的中国海外经济特区内建立一家新的工厂。“我们现在仅仅在尼日利亚完成最后一道工序，但我们老板希望在这里建立鞋业生产集群，以便将整个价值链都带到这里，”杨布克告诉我。哈杉鞋业在网站上解释说，公司正在分三个步骤响应北京“走出去”的号召：“首先，我们已经挺进国际市场，其次，我们已经利用我们的品牌进行国际营销，最后，我们要在国外建立加工厂。”
 
[2]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非洲旨在促进当地工业化的政策改革显然也是他们谋求“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因素。2004年，尼日利亚使得进口成品鞋变得更加困难。洪杰克和杨布克将这一转变作为驱使哈杉开始在尼日利亚生产鞋子的其中一个因素。北京惠鼎皮业有限公司先后两次前往肯尼亚，考察在离他们生皮供应地更近的地方建厂的可行性。
 
[3]

 他们发现由于水电费用较高，在肯尼亚的生产成本至少要比他们北京工厂的生产成本高10%。但转向肯尼亚生产，他们就不用再按照新的规定，向肯尼亚支付未加工皮革的40%的出口关税。

即将被加工成夹克或手提包的成品革的价格，是半成品“蓝湿”皮价格的五倍。作为向非洲承诺的一系列培训项目的其中一项，北京在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开设了为期数月的培训班，以支持非洲皮革业的能力建设。
 
[4]

 至少有八个皮革业在本国比较重要的非洲国家的技术人员参加了培训。他们学习了鞣制化学，并实地参观了北京的制革厂。他们还试用了中国最先进的机器，了解了更具环境友好型的技术：较少使用铬和其他有毒化学品，较多使用植物染色的皮革加工方法。

将皮革业转移到海外对许多国家脆弱的环境机构而言是一个挑战，乌干达的中国制革厂就是一个例子。
 
[5]

 2006年9月，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家拥有41名员工的海绵床垫厂的老板孙军，在流出维多利亚湖的白尼罗河出口处的工业城市金贾耗资150万美元，开办了一家制革厂Skyfat。

六个月之后，Skyfat制革厂加工并出口了价值400万美元的60集装箱蓝湿皮。但随后为Skyfat建造排污管道的乌干达国家水务和环卫公司通知该厂，他们的排污系统已经无法处理该厂排出的污水。Skyfat将不得不自己处理污水。2007年11月，金贾当局命令Skyfat和邻近的一家制革厂歇业三周，以便减轻恶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情况进一步恶化，乌干达国家环境管理局最后介入进来，封闭了这两家制革厂与市政排污管道的连接。将近250人失去了工作。2008年5月，Skyfat最终向乌干达国家环境管理局递交方案，申请建立耗资17.3万美元的污水处理车间。Skyfat的环保官员克里斯·伊辛戈马（Chris Isingoma）对乌干达投资局进行了谴责，称其在批准投资的时候，没有就污染治理方面的明确要求做出详细说明。

污染、污水——皮革业黑暗和肮脏的一面就像恶臭一样笼罩在经济承诺之上。然而，中国企业前往非洲生产有可能会促使非洲皮革业形成“雁行模式”。如果真的能够形成，那么埃塞俄比亚可能会是第一个。埃塞俄比亚的经历可能会对初步了解非洲萨赫勒皮革带的未来有所裨益。

实行贸易自由化之后，从中国进口的鞋子占据了埃塞俄比亚鞋业市场的80%以上。
 
[6]

 埃塞俄比亚的研究人员特格涅·加布雷-格齐亚布泽尔（Tegegne Gebre-Egziabher）想知道：为了应对这一冲击，当地鞋业制造商是采取“低端路线”（降低自己的利润，滑入非正规经济部门以避免税收，抑或停业）还是“高端路线”（升级工序、购买新机器、提高质量）呢？为了找出这一问题的答案，他在2006年对埃塞俄比亚96家制鞋公司进行了问卷调查。

加布雷-格齐亚布泽尔并没有将该国13家更加资本化的大型制鞋厂——占制鞋业总产量的34%——纳入自己的调查范围，因此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的。但微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在接受调查的66家微型企业中，许多都是业余生产，手工或用过时的机器来做鞋。它们遭受的冲击最大，30%在不同程度上破产，45%缩小了规模。中小企业也经历了重大调整，36%损失了资产和资金，20%缩小了规模。不过与微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更有可能通过升级来应对竞争（参见图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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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埃塞俄比亚制鞋企业：对中国竞争的反应，按大小（%）来分

资料来源：加布雷-格齐亚布泽尔（2007年）。

幸运的是，这个故事还有尾声。经过几年调整之后，82%接受加布雷-格齐亚布泽尔调查的企业告诉他说它们现在正与中国进口产品进行竞争。而且，埃塞俄比亚的皮革业正在蓬勃发展。尽管畜牧生产位居世界第十，但埃塞俄比亚在2006～2007年仅从皮革出口中赚取了9000万美元。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政府正在制定新的激励政策，以使埃塞俄比亚成为非洲的皮革中心。

2008年，埃塞俄比亚新开业了六家新的制革厂，另外还有16家新的鞋类和皮革制品厂正在建设之中。
 
[7]

 中国的一家名为中非海外皮革制品公司的企业——该企业从埃塞俄比亚进口蓝湿皮——与埃方签署协议，计划投资3400万美元兴建一家制革厂和三家生产鞋子、手套和皮夹克等出口产品的工厂。中国人还决定在埃塞俄比亚建设他们其中一个新的海外经贸合作区。埃塞俄比亚正处在从中国的结构调整中受益的有利位置。

纺织品：中国海啸？

南非威特乌特斯兰特大学商学院的一位教授在2006年告诉记者：“中国正在迫使非洲重新扮演原料供应地的角色，正在破坏非洲的纺织业，使非洲沦为只能出口原棉的境地。”
 
[8]

 这种观点遍布新闻媒体和某些对中国在非洲的作用所进行的学术分析。2008年5月，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之夜》栏目在有关中国与非洲的专题报道中再一次重复了这一观点。在电视采访中，记者提示赞比亚贸易与工业部长说，穆隆古希纺织厂的中方管理人员故意让这家老化的工厂破产，以便为进口中国纺织品腾出空间。赞比亚贸易与工业部长耐心地回应说：“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公允。如果你去看一下那些困难重重的纺织厂，你会发现它们由各种不同的人所管理，并非都是由中国人管理的。这是一个行业问题。”

《新闻之夜》的这期报道在为赞比亚经济学家开办的博客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他们当中有人注意到，记者曾询问赞比亚商人为何不购买穆隆古希的纺织品：

他们告诉他说，他们更喜欢刚果、东非甚至马拉维的质量上乘的纺织品，而非穆隆古希的纺织品。这在当地已经众所周知。然而那篇报道误解了他们的意思，不知为何解释说当地人更喜欢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因此中国人破坏了他们帮助修建的当地纺织厂。我在那篇报道里并没有看到相关证据。于是我写信给《新闻之夜》，将上述问题告诉了他们。我还告诉他们，大约20年前，穆隆古希就已经开始衰落，这要比中国开始当前这波参与赞比亚的浪潮早很久。
 
[9]



在我们更加深入地探讨中国海啸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一些背景知识。中国进口纺织品不仅在非洲，而且在中非都出口的第三国也与非洲纺织品产生了竞争。它们在全球纺织品市场相互竞争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当东亚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规模出口后，向欧洲、美国和加拿大出口纺织品就先是受到自愿出口限制（主要是针对亚洲），后又在1974年受到《多种纤维协定》配额的严格控制。这些规定对任何特定国家在棉T恤、牛仔裤和羊毛袜等具体进口类别可能向各成员国提供的进口数量方面进行了限制。此外，美国和欧洲分别通过《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和《除武器外一切商品》提案，给予了非洲特别贸易优惠。这些优惠帮助非洲在2000年之后，对欧洲和美国的服装出口激增。然而这种激增的背后，就是迫在眉睫的威胁。

在创造世界贸易组织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各国政府同意在2005年1月1日废止《多种纤维协定》配额。由此而导致进口，尤其是从中国进口的激增使得欧洲和美国重新实施临时限制措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但这些限制措施在2008年年底全球经济刚刚陷入危机时期满终止。简单来说，这是非洲纺织业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现在，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非洲纺织业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及中国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从1965年开始，中国至少资助8个非洲产棉国家建立了可容纳当地上千名工人的大型联合棉纺厂，以此帮助它们逐步建立纺织业。
 
[10]

 在这些国有工厂中，有些，如赞比亚的穆隆古希纺织厂，与向小农种植棉花提供支持的项目相结合。所有这些工厂都完全垂直一体化。它们自己纺纱、织布、设计和印花非洲风格的纺织品。而且就像我们在坦桑尼亚友谊纺织厂所看到的那样，中方人员几十年来为了努力保持它们运转下去，先是为它们提供技术援助、新的软贷款，最后则是直接进行管理。

与此同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国家部分为了应对优惠与配额机制，将它们“自由自在”的服装厂迁到了没有配额或能够优惠进入富国市场的国家。我们在第七章中已经从毛里求斯看到了这一点。华人还在南非和莱索托建立了纺织集群。就像莱索托纺织品出口商协会会长詹尼弗·陈（Jennifer Chen）那样，有些人学会了说当地的语言，变成了所在国的公民。在南非和莱索托均拥有纺织厂的陈阡蕙还当选为南非国民议会议员。

20世纪9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拥有各种类型的纺织业，但只有很少国家出口。通常为了获取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这些国家被迫实行纺织品贸易自由化，从而导致它们的进口替代型工厂遭到新一波竞争的打击。甚至像尼日利亚这种没有开放纺织品进口的国家，也发现本国到处都是走私货。到1994年，尼日利亚的纺织业已经成为“镜中以前自己的瘦身版”。
 
[11]

 马拉维、坦桑尼亚、津巴布韦和肯尼亚等产棉国的纺织生产也大幅下降。进口中国产品是导致这种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但只是很小的一个原因。如图8-2所示，当时中国对非洲的出口还没有开始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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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中非贸易额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令人惊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服装——二手服装，在乌干达被称为“mivumba”，在赞比亚被称做“salaula”——严重破坏了非洲新生的服装业。人们捐给当地慈善机构的旧衬衫和牛仔裤多半可能会被打包装进集装箱，然后批发给非洲的女商贩。美国是向非洲出口旧衣服最多的国家之一，对于任何想知道肯尼亚少年到底是从哪里获得切·格瓦拉T恤衫的人而言，都不应为此感到惊奇。

中国援助和国家支持下的参与非洲纺织业有什么样的总体影响？事实证据从很大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然而在全球结构调整不断扩展的进程中，即便从中期来看，将要发生什么也难以确定。一方面，中国对非洲纺织业进行了大量援助和投资。1979～2000年，中国企业至少在非洲投资了58个纺织生产项目。
 
[12]

 他们至少收购了四家最初由中国援建的大型联合棉纺厂（如友谊纺织厂）的大多数股份。
 
[13]

 其他中国企业组建合资公司，在尼日尔、几内亚、乌干达等国收购了刚刚私有化的纺织厂。
 
[14]

 2000～2006年，中国至少为六家合资纺织厂升级换代提供了援助资金，以帮助他们获得竞争力。
 
[15]

 中国在马里的马里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仍然雇用了近1500名工人。2003年，天利集团利用毛里求斯纺织业后向一体化政策所提供的优惠措施，建立了一家新的纺织厂。2007年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得贷款后，他们对这家工厂进行了扩大。

与投资相比，中国竞争所产生的影响则完全不同。要想真正对此加以了解，我们首先需要区分其对主要生产非洲传统“蜡”印花布的非洲纺织企业的影响和对生产各种服装以出口海外市场的企业的影响。中国仿制的非洲纺织品严重打击了非洲大陆制作印花布的生产商，其中包括大部分中国援建的企业和那些在过去10年间中国企业收购的企业。有些企业已经完全被淘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穆隆古希纺织厂在赞比亚的关闭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尽管有赞比亚媒体声称穆隆古希纺织厂还会再次开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铜矿出口价格高涨（部分由于中国需求）而导致赞比亚货币克瓦查的升值，使得大量廉价纺织品涌入赞比亚并使赞比亚纺织品在出口市场上价格攀高。但其他国家的纺织厂也遭到打击。中国人在尼日尔组建的中国尼日尔纺织印染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在2007年解雇了大部分员工。2004～2008年，尼日利亚共有17家纺织厂倒闭，其中六家工人总数上千。
 
[16]



出口导向型服装产业则是另外一回事。截至2005年，只有六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立了相当规模的服装出口业，这六个国家分别是肯尼亚、莱索托、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南非和斯威士兰。但随着《多种纤维协定》配额的废止和来自中国竞争的加剧，所有这些国家在2005年都遭受了打击。
 
[17]

 美国和欧洲实行的临时保障措施使得除南非以外的国家在2006年稳定下来，有些国家甚至开始恢复（图8-3）。
 
[18]

 “毛里求斯服装业已经有效地经受住了中国竞争的冲击，”毛里求斯的一位经济学家在2009年写道。
 
[19]

 在法国、亚洲和毛里求斯企业均建有工厂的马达加斯加，纺织业产量在两年的时间内陷入停滞，然后在2007年迅速增长大约30%。
 
[20]

 在肯尼亚，部分由于国内市场比较庞大，服装制造业仍然稳步扩展。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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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多种纤维协定》配额废止对非洲主要服装出口国的影响

资料来源：美国纺织服装办公室与欧盟统计局（Chng et al.，2007年），第8页。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介于二者之间的南非。南非与尼日利亚相似，不仅是一个中等出口国，而且还拥有比较大的国内市场。在出口和国内市场方面，南非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据估计，2003～2006年，南非纺织服装业失业人数在1.2万～6.7万。
 
[22]

 南非工会——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重要拥护者，强烈要求对中国纺织服装进口实行配额防护。英国学者伊恩·泰勒（Ian Taylor）曾经指出，南非工会认为他们难以与中国出口产品进行竞争，“因为在中国存在政府补贴，人为压低货币价值，缺乏独立的工会，从而使得工作条件和成本被压得很低”。
 
[23]

 人们将原因归结于劳动生产率低，基础设施落后，非洲地区的经营成本比其他低收入地区高20%～40%，但泰勒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有些南非经济学家并不认同中国进口产品的攻击是导致南非工业困难的原因。“这种推卸责任的把戏正在令人厌倦，”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菲尔·阿尔维斯（Phil Alves）评论说：“尤其是因为许多指责都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
 
[24]

 他告诉南非《商报》，虽然关税保护高达30%～40%，但南非纺织业至少在15年前就已经日渐衰落。“从更加公正的观点看，必须承认南非生产商在能力、技术和管理方面投资不足，兰特一直比较坚挺，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下，其他内部成本比较高昂”。还有人指出主要是出口产业出现下滑，实行进口配额并没有多大用处。

南非与中国通过谈判达成了一个两年期的自动出口限制计划，其中包括对31种纺织服装出口产品实行配额。作为中国在非洲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中国人承诺向南非提供2.5亿元人民币（3100万美元）援助资金用于其纺织业的技能建设。他们还承诺创立合资企业和提供优惠贷款，以帮助南非企业对他们的纺织业进行现代化。
 
[25]



南非研究员萨努沙·奈度（Sanusha Naidu）指出，南非针对中国援助的后续行动“很差”。由于担心出现腐败，中国人要求南非政府推荐一家能够使用中国援款在纺织业进行能力建设的培训机构。但南非人决定将援款分配给一系列职业培训项目。“这些钱没有一分被用到纺织业发展上面，”奈度发现。
 
[26]

 南部非洲贸易法中心专家的一项分析报告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当地工业利用喘息空间坚决推进结构调整。他们指出，南非自身的出口没有任何恢复。
 
[27]

 从长期来看，配额甚至还可能会造成损害，因为它迫使进口商到越南、孟加拉国和马来西亚寻找同样合适的供应商。

“南非的生产商为何不能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生产同样的产品呢？”南非一位名为大卫·姆特沙里（David Mtshalii）的摊主问道。“中国人必须支付运费、关税和相关税费才能将产品运到这里，但它们仍然更便宜一些。这对于那些在纺织厂工作的人而言不是什么好事，但他们必须继续向前或变得更具竞争力”。
 
[28]

 南非纺织品出口仍在继续下滑，南非政府直到2008年11月中国配额即将失效前的一个月才推出了一个行动计划，对纺织服装产业进行资产重组和升级。
 
[29]



中国自身也经历了结构调整进程。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人开始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即将面临的竞争做准备。当时，中国有些纺织厂仍在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制造的织布机。中国政府规划了大规模的改革。他们推动企业合并，资助研究与开发，并引进国外技术。2000～2005年，中国纺织企业共耗资188亿美元引进最先进的机器。
 
[30]



结构调整很“痛苦”，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告诉采访者。“我们不得不关闭技术落伍的小型工厂。我们不得不通过培训，引导下岗纺织工人到其他产业工作。这是一项既困难又庞杂的工作。但我们最终取得了成功”。
 
[31]

 他建议说，非洲国家可以从这些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在为非洲官员开办的一系列纺织业能力建设研讨会上，中国人着重讲述了自己的经验教训。

对于中国而言，纺织服装业是通往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有用的阶段——一个不断发展的阶段。最近，中国纺织业开始走向海外。根据“走出去”的政策，中国政府开始激励中国企业到海外纺纱、织布和生产服装。
 
[32]

 但对于非洲而言，出口导向型纺织业是其迈入工业化的一个好的路径吗？

我们西方人总是认为自己知道在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是什么样子：低工资、条件恶劣、没有工会或劳动保护的血汗工厂，这些工厂无法无天，拼命进行逐底竞争。有些国家和有些工厂的确如此，但并非所有都是如此。莱索托很好地将自己变成了对社会负责的生产舞台。（摇滚歌星博诺2006年访问莱索托引起了人们对其更为进步的政策的关注。）研究人员在马达加斯加发现，与普通产业相比，出口导向型纺织业更加工会化和更具社会效益。
 
[33]



这就是说，那些决定加入全球纺织业的非洲国家选择了一个道路崎岖，且没有任何保障的产业。除了中国的竞争外，来自越南、印度和孟加拉国等国的竞争也加入了进来。要想获得成功，需要政府做出灵活的反应。莱索托的企业家在自己的快速拨号列表中都有工业大臣的私人手机号码。“如果集装箱在边境口岸被耽搁，他们就会给他打电话，”一位研究人员告诉南非《商报》说。
 
[34]

 它还需要拥有大量国外市场知识的有经验的企业家、稳定的水电供应，以及能够通过某种优惠方式进入富国市场。

海外华人已经在毛里求斯、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纺织业的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在马达加斯加和南非的部分地区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莱索托纺织业的一位前顾问曾经告诉我，一些在莱索托经营纺织厂的华人是携家带口，从台湾和香港到达南部非洲的。他们是南部非洲国家的公民，不会关闭他们的工厂，在一夜之间消失无踪。“他们大多数人在情况变得异常艰难的时候选择了留在莱索托——《多种纤维协定》配额废止、南非兰特大幅升值——他们留了下来”。
 
[35]

 当前前往非洲的中国大陆企业家中有些也将在非洲定居。他们会成为变化的驱动力吗？

变化的驱动力？

联合国在2007年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中断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没有出现任何重大国外直接投资”。
 
[36]

 然而正当作者撰写这份报告的时候，中国企业正在非洲各国的制造业积极寻找机会。它们正在抓住本国发展型政府——利用所有可供利用的工具（包括对外援助）——所提供的胡萝卜，对某些非洲政府发出的信号做出反应。

中国在非洲制造业日益增长的利益与其在贸易和自然资源领域更加明显的利益产生了抗衡。但二者并非毫不相干。中国政府希望在出口结构中，机械与设备的出口量超过廉价日用消费品的出口量，从而提升价值链。
 
[37]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看到的那样，中国政府希望将成熟型产业转移到海外。在非洲建立工厂加工非洲原材料就是这一战略的一部分。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对汽车零部件、皮革和纺织业进行了考察。但中国企业还在进入其他行业。还记得塞拉利昂奥凯基渔业代理公司的梅尔文·利斯克吗？2007年，利斯克、他的加纳籍妻子、他会说中文的儿子，以及他们的合资方中国水产总公司，对加纳的一家罗非鱼和海洋鱼加工厂进行了500百万美元的投资。我问利斯克为何要在加纳，而不在塞拉利昂投资，他简单地告诉我：“那里的市场要大得多。”

对于当地进口替代制造业而言，组装家用电器是常见的切入点。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看到中国海信集团在南非的大规模投资。中国家电制造商、2005年以12.8亿美元竞购美国美泰克公司失败的海尔集团，在2006年超越惠尔普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冰箱制造商。海尔集团与英国 PZ 集团携手，在尼日利亚拉各斯成立了合资工厂生产无氟冰箱。
 
[38]

 在埃塞俄比亚，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中兴通讯宣布与亚诺拉科技公司合资，共同建造手机制造厂。
 
[39]

 如第三章所述，这两个国家都被中国选中兴办新的境外经贸合作区。

作为对中国航海家郑和在15世纪前往非洲的其中一个使命——寻找草药的回应，中国企业正在非洲投资制药业。
 
[40]

 华立集团在坦桑尼亚的制药厂和四川光大制药在尼日利亚的制药厂均生产抗疟疾药品青蒿素。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在马达加斯加建立青蒿素厂。马达加斯加是长春花的原产地，该花被证明是对某些现代癌症治疗至关重要的生物碱的重要来源。还有三家中国企业已经在马达加斯加对制药业进行了投资。安徽省的一家制药企业与加纳的丹蓬药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400万美元组建了合资公司，主要生产出口当地市场的抗生素、抗艾滋病和抗疟疾药品。

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是一些中国建筑公司以各种方式重返非洲。他们建造工厂来生产水泥、砖、玻璃、钢条及其他建筑材料，从而不再进口这些材料。
 
[41]

 中非发展基金的第一笔股权投资是持有埃塞俄比亚一家平板玻璃厂40%的股份，然后是对一家价值6000万美元的水泥厂进行投资。中国与肯尼亚的两家公司同意在内罗毕耗资1.3亿美元建造太阳能面板厂。四家中国企业与埃塞俄比亚制造商西塞·特斯法耶（Sisay Tesfaye）达成合资协议，共同组建一系列建材厂。“我正在计划做很多事情，”这位年轻的企业家（他拥有工商管理学位）告诉埃塞俄比亚的一家报纸，“我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当我看到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会从内心深处感到满足。”
 
[42]



催化当地工业发展

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将会帮助改变非洲的面貌吗？中国持续的投资将会帮助改变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中国投资（和海外华人的投资）是否催化了当地工业的发展，中国企业是否在中资工厂中雇用当地工人。

第一个问题是回答中国投资对非洲可持续性产业转型而言意味着什么的关键。在对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的研究中，我发现了许多通过合资和示范效应，从华人制造业向非洲投资者外溢的例子。在这两个国家，向中国人学习的当地人大都已经是企业家（在尼日利亚是商人，在毛里求斯是商人和食糖出口商）。正如发展经济学家彼得·鲍尔（Peter Bauer）在20世纪5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商人更有可能成为具备激发工业起飞的创业活力的源泉。但还有其他例证吗？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这一关键问题只进行了很少的研究。

世界银行在2005年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涉及了四个非洲国家（加纳、塞内加尔、坦桑尼亚和南非）的15家中国制造企业的一些数据。
 
[43]

 当然，仅靠这些数据还不足以得出任何全面的结论。但是调查人员发现，这些中国企业通常会修建新的工厂，而不是收购已有的企业。而且对工厂进行投资只是最近的事情，且其中有一半是在过去三年间修建的。或许因为他们是新来者，中国企业并不像其他非洲企业那样与当地商业相结合。与当地企业相比，他们从当地购买原材料的可能性大约只有50%（但比印度企业要稍高一点）。

然而我在坦桑尼亚发现，有1/3获坦桑尼亚投资中心许可的中国制造业投资与坦桑尼亚人进行了合资，其中坦桑尼亚人平均持有31%的股份。
 
[44]

 坦桑尼亚中华总商会会长朱金峰告诉我：“这里的大多数中国企业都在当地拥有合作伙伴。他们帮助开拓市场和处理相关事务。”

如果中国企业家以工业投资者的身份进入坦桑尼亚，就能使五名中国员工获得梦寐以求的工作许可证。但坦桑尼亚投资中心的官员声称他们没有办法真正对这些申请进行跟踪。他们告诉我他们怀疑有些申请者事实上并不是制造商，而是进口商。我在坦桑尼亚参观的中国工厂确实是生产场所，不过我也遇到几位中国企业家，他们承认自己是以制造商的身份获准进入坦桑尼亚的，但仍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德国人类学家格莱格·多布勒（Gregor Dobler）发现在他进行调查的纳米比亚的一座城市里，一些中国商人进口老旧机械和建立假冒工厂只是为了获取工作许可证，以便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雇员做商人的买卖。
 
[45]

 塞拉利昂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

我在2007年访问塞拉利昂之前，曾在《金融时报》上看到有关塞拉利昂中国工业区的文章，里面提到一些生产床垫、瓦片和洗发水的工厂。
 
[46]

 河南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塞拉利昂内战结束后，前往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寻找投资机会。河南国基建设集团主业为建筑业，它承诺翻新塞拉利昂国家修理厂——该厂由英国修建，主要用于维修现已废弃的铁路——并将它变成工贸园区。“国家修理厂已经废弃，在内战期间变成了难民营，”塞拉利昂前财政部副部长乔·卡隆（Joe Kallon）告诉我。作为合资中的股本，塞拉利昂政府投入土地、建筑和某些税收优惠。塞拉利昂贸易和工业部长卡迪·塞萨伊（Kadi Sesay）博士批准了这一规划。她告诉塞拉利昂内阁现在已经无法从修理厂获得任何收入。“无论我们从河南国基建设集团那里得到什么都是赚的”。

告诉我这些之后，卡隆靠在椅子上望着窗外，一群年轻人正在外面满是车辙的街道上踢足球。工贸园区在2007年选举期间遭到了批评。河南国基建设集团被指责利用制造业的幌子进口免税商品充当自己的产品，然后进行销售。“从现在来看，由于税收优惠，这项协议看起来可能有些问题，但从内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来看却非常不错，”他说，“河南国基建设集团马上就组建了一个团队。他们负担了国家修理厂的所有维修费用。中国人到这里来的时候，其他人理都不想理我们。”我在参观工贸园区的时候，看到了仓库和服务中心。一些厂房里面放置着机器，但却基本闲置不用，虽然也有一些简单的生产活动，且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但所生产的都是低附加值产品。有人告诉我，河南国基建设集团曾试图吸引中国制造商前往工贸园区投资，但没有什么人感兴趣。

诸如此类的故事为那些试图简单将政府批准中国对外投资提案视为制造业即将出现繁荣的有力证据的人提供了警示。这些故事还凸显了在下结论之前，进行系统的实地调研有多么重要。而且它们还表明许多事情处于转型中，并且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运作。当前在许多国家，建筑与贸易的利润要远远高于制造业。但如果能够保证电力供应，如果它们进口的投入物资不会在港口遇到重大障碍，中国企业将会逐渐进入制造业，就像它们现在在尼日利亚、毛里求斯、莱索托和肯尼亚等国的部分地区所做的那样。

这将会对非洲当地的制造能力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已经看到尼日利亚企业家是如何向华人制造商学习的。对莱索托和肯尼亚进行个案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外溢效应。在莱索托，华人企业与巴索托企业家之间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外溢效应。200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莱索托中国企业的高管，有61%为巴索托人，如果自己创业，他们从中学到的技术可能会大有益处。
 
[47]

 但是截至2008年，在莱索托整个纺织业中只有一名本地巴索托企业家。“经营工厂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莱索托纺织专家马克·贝内特（Mark Bennett）告诉我，“认为当地企业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莱索托为八年——就能够被创造出来是不合理的”。
 
[48]

 尼日利亚内维的商人已经是企业家，但直到接触亚洲工厂几十年之后，他们当中才有人亲自进入制造业。

与之相比，肯尼亚研究人员约瑟夫·恩加拉（Joseph Onjala）通过研究中国在肯尼亚的经济活动，发现已经有了衍生企业。
 
[49]

 一些在出口加工区企业接受培训的前雇员已经离开公司，利用他们获得的经验创办小型服装厂。但更有趣的是，有些肯尼亚工厂雇用了外国人，还有些外籍雇员离开出口加工区企业与当地投资者创办合资公司。如果这一趋势得以扩大，从中期来看，对非洲制造业的影响可能比较重大。

非洲工厂里的中国工人

我们在第七章简短提到的坦桑尼亚批评者在2007年世界社会论坛的小组会议上，对中国代表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你们甚至都没有为就业作出贡献，因为你们带来了你们自己的工人。”
 
[50]

 我们已经在第五章讨论建筑项目的时候谈到了这一问题，在此我们将重点放到制造业。非洲的一些制造商（不仅仅是中国制造商）的确在引进中国工人。在政府和当地工会允许的地方，这么做的诱惑力很大。平均而言，非洲工人每天的产出，要低于中国、越南，或其他任何亚洲国家工人的产出（图8-4）。
 
[51]

 他们的成本也可能会更高。南非服装业单位产量的劳动力成本为中国深圳出口加工区的两倍多，高于巴西和马来西亚，几乎与波兰相当。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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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车间生产率：男式休闲衬衫、每位机器操作员、每日（平均数，2001年）

资料来源：长多（adot）与纳西尔（Nasir）（2001年）。

曾在坦桑尼亚友谊纺织厂工作的那个中国小伙子给我举了一个比较当地劳动生产率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生动的例子：“这里的织布机都是老式织布机，但在中国，一个妇女可以同时操作32台这样的机器。这很简单，也很普通。但在这里，如果有人能够同时操作8台，同时这已经是极限，那么他的照片就会被挂到墙上。”同样，莱索托的华人厂长也有类似的抱怨：“工人们没有积极性……工人们技术能力不够……工人们有很多事情没法去做——他们学习的过程非常缓慢。”
 
[53]

 （当地工人将他们不肯努力归咎于缺乏培训和监督、沟通困难，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并非因为他们成本较低，一个企业要想引进劳动力，通常需要提供比中国国内更高的工资，而且还要加上机票费用），一些中国企业引入海外工人，以便为特定工作设立标准，或操作专用机器。世界银行在2005年对少量在非中资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出口企业（可能是工厂）雇用亚洲与非洲工人的数量，平均分别为20%和80%。
 
[54]

 据新华社报道，海信集团在南非工厂的雇员，有90%为当地人；大概10%为中国人。
 
[55]

 但除了毛里求斯中央统计局定期公布外籍就业情况外，其他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没有硬性数据。

那么我们从毛里求斯看到了什么？近年来，毛里求斯出口工厂（中国大陆工厂、香港工厂和毛里求斯工厂）雇用的中国工人数最高为15%（图8-5）。
 
[56]

 我在2005年参观佛罗尔纺织厂的时候，发现两名年轻的中国妇女正在满是毛里求斯人的车间里，完成为英国玛莎百货集团生产的羊毛衫的最后一道工序。每名中国工人都被分配到可能是生产进程关键环节的专业化岗位上。上述证据表明，在获得允许的情况下，中国纺织厂和其他纺织厂可能只雇用了很少一部分中国工人，整个纺织业的绝大多数工人可能还是非洲人。非洲人愿意做出这种取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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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中国工人/全部工人，毛里求斯出口产业

资料来源：毛里求斯中央统计局。

未来将会怎样？我们将会看到的其中一点是中国政府推动建立境外经济合作区，并将其作为中国对非经济参与的其中一个平台所产生的结果。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那样，截至2007年底，中国政府已经批准在非洲建立七个合作区：赞比亚（谦比西中国有色工业园）、尼日利亚（共有两个，一个是莱基自由贸易区，靠近拉各斯，另外一个在奥贡州，为广东奥贡经济贸易合作区）、毛里求斯（天利经济贸易合作区）、埃及（天津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阿尔及利亚（中国江铃经济贸易合作区）和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主办这些合作区的一些中国企业到处用英语进行广告宣传，希望引起非中国投资者的兴趣。这些产业集群可能会大有帮助——如果它们能很好地与当地企业家和当地其他经济相结合的话。正如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和安东尼·威纳伯（Anthony Venables）所认为的那样，这种产业集群能够促进生产力的提升，为非洲国家建立更具竞争力的制造业提供可资借鉴的成熟路径。
 
[57]



在非洲投资所面临的挑战仍然是多方面的。甚至在全球金融危机席卷非洲之前，世界银行的股权机构国际金融公司就指出其在尼日利亚和南非投资的成功率还不到50%。
 
[58]

 对于非洲工厂而言，公路、电信和电力仍然是很大的问题。能源、运输、水和安全的成本仅占中国纺织业成本的13%，但在肯尼亚却要占到33%。
 
[59]

 在德国，卡车司机一个月的工资为3937美元，在赞比亚则只有160美元，但将集装箱从卢萨卡运到莱索托所花费的成本，要比从柏林运到巴塞罗那的成本高很多。治理不善、腐败、政治持续动荡——这些仍然是制造业，以及更广泛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然而绝大多数富国的经验证明，在通往发展，以及最终繁荣的道路上，制造业至关重要。大多数亚洲国家均遵循了这一道路，且取得了类似的结果。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国家而言，工业革命仍然在未来向它们招手。长期经济危机和政策失误导致许多西方企业撤离非洲制造业。除了少数例外，它们尚未卷土重来。世界银行只向非洲制造业提供了很少的援助。对于双边捐助者而言，工厂并没有多少吸引力。这就使得中国人在对非洲制造业日益扩大的参与中，几乎独自进行，而且当前中国的这种参与，已经远远超越了在对外援助早期阶段所建造的几十家工厂，以及海外华人在毛里求斯、莱索托、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南非等国建造的工厂。

中国进口产品猛增的确给非洲脆弱的工厂带来了影响，但与真正的海啸不同，这一浪潮并未横扫前进道路上的一切东西。在尼日利亚塑料业中，中国与尼日利亚制造商正在与中国进口产品进行有效的竞争。许多埃塞俄比亚制鞋商在经受住中国进口产品的竞争之后，提高了他们的技术和能力。肯尼亚企业很好地应对了竞争，即便在服装业也是如此。

2008年，非洲共进口了价值5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其中许多为可以在当地生产的廉价消费品：鞋、手提包、衣服和家用电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准备做这件事情。中国在埃塞俄比亚、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等国建立的经济区正在将目标瞄向地区和国内市场，而非仅仅出口欧洲和美国。或许在恰当的政策下，一个新的进口替代时代将会来临——就像亚洲自身早期工业化那样，这种更具战略性的进口替代能够促进出口，避免上一个时代的汇率高估和错误保护，同时向亚洲巨人——现在已经成群降落非洲大陆的头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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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输出绿色革命：从援助到农业企业

2007年12月的一个凌晨，我和一大群人冒黑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滨海汽车站附近等车。沿着我们等车的那条街走下去就是外墙被烧毁的城市酒店。如果是20世纪40年代末，你可能会在那里看到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他坐在地下室的酒吧里调制红杜松子酒。开往凯内马的汽车终于在黑暗中到达，我们纷纷上了车。汽车相当舒适——这是一辆从巴西进口、被重新粉刷过的蓝色奔驰牌汽车——但旅程既漫长，又满是灰尘和颠簸，因为公路到处都在翻修，上面满是坑坑洼洼。路上的车辆很少，但我们还是超过了一辆在挡风玻璃上喷有“Pekin Big Man”标语的破旧卡车。

凯内马是塞拉利昂东部的大城市，属于“血钻”地区，野蛮的内战曾席卷了那里惊恐不安的村庄。在我出发之前，塞拉利昂人民党元老哈吉·贾赫（Alhaji Jah）告诉我说，他认为我在兰巴亚马——一个中国早期援建项目的所在地——不会有多少收获。30年前，中国人在凯内马附近的兰巴亚马河上筑坝拦水，修建了占地56公顷的水稻站——塞拉利昂境内还有另外九座这样的水稻站。但凯内马地处内战核心区，兰巴亚马水稻站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当我在那天傍晚抵达兰巴亚马的时候，惊讶地看到宁静的稻田沿着马路两边一直延伸到天边的一排树林。河水顺着灌溉渠汩汩而下。当地农业官员拉明·萨法（Lamin Saffa）——一个斯文安静的人——陪我参观了水稻站。他的两个孩子紧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这里有150多个农民，”他告诉我，“我们每年仍然种两季水稻。大坝运转正常，但由于农民没有维护好水渠，我们在旱季的时候没法灌溉所有土地。不过没有一块土地被废弃，所有土地都被种上了水稻。”

想必这里在战争期间长满了杂草吧，我问他。“没有，”他回答道，“这里在战争期间成了难民的居留地。村里的人们纷纷来到这里，因为那里的战斗非常激烈。凯内马被切断供应后，人们就是靠我们兰巴亚马的大米存活下来的。”

我们停下来与拉明·塞塞（Lamin Sesay）进行了交谈，塞塞曾是凯内马的石匠，从1995年起承包了水稻站四分之一英亩的土地。他告诉我如果有肥料的话，他可以从自己的那小块土地中收获530多公斤大米；如果没有肥料，他能够收获一半就不错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不用肥料了，”萨法说，“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预算。”在我们返回他的办公室的时候，萨法告诉我：“我认为这类技术援助要比将钱送给政客，让他们去实施那些从未兑现的项目好得多。你想想，很久以前这里就已经被开发出来，而且我们仍然在从中获益。”

塞拉利昂85%的粮食依靠进口，是非洲大陆进口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塞拉利昂邻国利比里亚进口粮食的比例也高达75%。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均以大米为主食，而且在这两个国家，大米均被高度政治化。有一次我在访问塞拉利昂的时候，从报纸上看到了如此耸人听闻的标题：“大米、大米、大米，到处都是大米，但一粒米你都买不到。我们国家的大米问题永远都不会得到解决！”

“大米对我们至关重要，” 2007年12月，塞拉利昂前农业部长萨马·蒙德（Sama Monde）在最近与其他一些离职政治家组建的咨询公司的办公室里告诉我。“我们先后在1919和1954年爆发了两次与大米有关的战争，甚至地区冲突也是因利比里亚1979年大米骚乱而起。除非我们解决了大米问题，否则我们永远都会麻烦不断”。然后我们谈到了内战，他向我描绘了他年轻时候科诺地区的景象，那是一块“流淌着牛奶和蜂蜜”（以及大米）的土地，但现在那里到处都是大坑。内战期间，反叛分子用枪迫使他们的俘虏在那里挖掘钻石。

他的沉思被电话铃声打断，有人告诉他科诺矿区附近一个村子里的学生示威游行已经升级为暴力冲突。年轻人是如此之多，工作却是如此之少。挂上电话后，他叹了口气。“我希望超越这些小规模的水稻示范。我们现在寄希望于中国，我们并不希望中国成为捐助者，我们希望与他们进行合作。他们声称这有助于互利共赢。我认为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显得非常真诚。我们必须要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他说，“我们必须清楚向他们提出何种要求才切实可行和对我国人民有利。”

挑战与机遇

中国仅用约世界8%的耕地就养活了世界约20%的人口，并生产了他们约95%的消费品。中国有一半的耕地需要灌溉，有些灌溉用地已经存在了上千年的时间。中国耕地的产量至少为非洲的三倍。非洲的决策者认为，中国的农业技术、种子和专业技能是中非“双赢”合作模式的核心。

但事情远非如此。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承诺逐步降低关税，从而将使中国农民面临来自世界的经济竞争。新华社在200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声称：“当他们考虑如何应对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带来的挑战的时候，中国的许多官员和农民想到了到非洲投资”。发展已经耗尽了中国城镇附近的农田。中国的规划者将海外农场视为重新安置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和为中国自身的粮食安全提供长期境外“保障”的一条出路。

就像能源一样，粮食对中国国家安全也至关重要。中国人见识了西方国家以粮食为政治武器向前苏联、伊拉克及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1]

 他们不希望自己也遭受这方面的压力。北京已经为自身的粮食安全设定了1.2亿公顷耕地的红线，而这仅仅能够确保95%的粮食自足。中国在2006年的可耕地面积约为1.22亿公顷，中国决策者警告说中国正在接近警戒点。
 
[2]

 2006～2011年，预计将会有1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
 
[3]

 肆无忌惮的开发者“强占土地”的行为加剧了农村的紧张局势：1995～2005年，农村大规模群体活动增加了8倍，其中许多是因土地而起。
 
[4]

 中国领导人密切关注农村地区的不满情绪，他们仍然记得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大革命是从农村地区兴起，然后横扫中国各个城市的。

自1973年以来，与中国相隔半个地球的非洲就一直是粮食净进口地区。非洲绝大多数穷人生活在农村地区，许多仍然是使用“刀耕火种”的自给自足的农民。由于缺乏灌溉和降水没有规律，非洲农村地区的粮食长期以来就没有保障。非洲农业灌溉的潜力巨大。早在约公元200年就有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农民迁居的马达加斯加，如今已经成为非洲耕地灌溉率最高的国家：灌溉率为31%，灌溉地区通常为与印度尼西亚丘陵地带相类似的劳动密集型山坡梯田。
 
[5]

 大英帝国100多年前在白尼罗河与青尼罗河之间实施的庞大的杰济拉计划（Gezira scheme），使得苏丹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耕地灌溉率第二高的国家：达到11%。刚果（金）（0.1%）和埃塞俄比亚（3%）则属于灌溉率最低的国家，干旱和治理不善经常会给这两个国家带来悲惨的饥荒。我们经常会从电视上看到沉默不语、痛苦满面的母亲眼睁睁地看着她们的孩子慢慢饿死。

为了解释中国的行为，我们需要再一次留意西方援助模式的改变。尽管明显看到非洲深陷粮食危机（也可能是由于对这一危机深感失望），世界银行等援助机构将农业援助资金从20世纪80年代占贷款总额的23%降低到2000年前夕的5%。
 
[6]

 这一比例直到最近才开始回升。世界银行的一项内部研究发现，与其他类型的项目相比，农业项目准备和实施的成本更高，风险更大且通常更易引起争议。
 
[7]

 有些捐助者，如美国，将资金投入了粮食援助。但政策性贷款的日益增加使得捐助者难以对长期能力建设的具体工作加以支持。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卡尔·埃切尔（Carl Eicher）认为，非政府组织为在非洲农村开展一系列“以人为本”的活动而施加的压力，实际上降低了捐助者—政府伙伴关系中用于支持农业的资金。
 
[8]

 在如何利用对外援助来帮助非洲农村地区发展这一问题上，捐助者在当前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埃切尔遗憾地说。回过来再看中国，它已经建立了明确的参与非洲农村地区的战略，这一战略建立在40多年来自身农业援助经历的有时是比较惨痛的教训之上。
 
[9]



“文化大革命”期间，激进的毛泽东主义者让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为人民服务。今天，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农民和企业“到非洲下乡”，为中国战略利益服务。有些长期实践活动仍在继续。根据巩固政策，中国向许多国家派遣了农业小组，希望让兰巴亚马这样的前援助项目起死回生。中国已经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在好几个非洲国家开展了南南合作项目。培训工作也在加速进行。2003～2008年，共有超过4000名非洲人前往中国，接受从三周到三个月不等的与农业有关的培训。
 
[10]

 北京还将商业与援助相结合，在非洲建立了14个新的农技示范中心。
 
[11]

 中国领导人将非洲看做杂交种子和中国其他生物科技巨大的潜在市场，中国跨国公司挑战德国的拜耳公司、美国的孟山都公司和瑞士的先正达公司等富裕世界领导者的训练场，以及“走出去”总体战略的一部分。本章和下一章将会就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中国传统援助

自20世纪50年代农业部建立对外援助办公室以来，农业就一直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一大特色。1960年至今，中国共在超过44个非洲国家开展了农业援助项目，中国在非洲开展的“交钥匙”援助项目中，有近20%为农业项目，其中农场总量为90多个。
 
[12]

 康奈尔大学的一位研究生告诉我在他的母校中国农业大学，每年都会有10多位教授前往非洲工作两年。“他们并非真的想去非洲，”他承认，“两年的时间太长了。但农业部每年都会分配10个名额，学校只得选派他们前往。”
 
[13]

 然后他们便动身了。共有1万多名中国技术专家在非洲工作。

中国参与非洲农业具有高度政治性。在早期阶段，中国帮助兴建象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型国有农场：坦桑尼亚马巴拉里国有农场，该农场拥有3200公顷灌溉稻田、一个奶牛场、一个家禽经营厂，以及自己的水电站。
 
[14]

 但当农业援助成为与台湾斗争的一个点的时候，北京的政策发生了转变。

台湾在1961年启动“先锋案”，强调进行中小规模水稻和蔬菜种植。在1968年接近顶峰的时候，台湾通过“先锋案”共向27个国家——其中许多为非洲国家——派遣了1239名农业专家。
 
[15]

 当台北开始输掉外交承认战的时候，北京承诺接管被台北放弃的项目。这样一来就改变了中国的农业援助模式，由于这些项目都比较小，因此中国开始更加关注示范推广，而非国有生产。

到1985年，北京超过台北，在34个国家（25个非洲国家）拥有农业项目，农田总面积为48000公顷。
 
[16]

 直到1997年，与台湾间的竞争仍然比较突出：“粮食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直接威胁到国家政权的稳固”，中国的两位研究人员评论道：“而一些非洲国家领导层因此急功近利，使得台湾的‘银弹外交’有机可乘。因此，把加强对非洲的农业援助上升到进一步扩大我国的政治影响……是很有必要的。”但他们也提醒说：“政治作用是通过它的经济效果产生的。”
 
[17]



然而，要想获得持续的经济效果通常很难。从技术上讲，中国能够将非洲草原和沼泽变成亚洲浓绿的稻田。嫩芽在明媚的田野里逐渐长成饱满的稻穗就是有力的证据。我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非洲的时候，从农业部有关中国援建项目的档案里发现了许多请求中国人提供援助的信件。一位农民告诉我：“如果人们看到我们在那里劳作且收成很好，他们就会模仿我们。他们过来看我的地，这让我感到很骄傲。”但就像世界银行在非洲的农业发展项目有50%陷入失败一样，中国人也无法保证所有项目在他们离开后都会持续下去。
 
[18]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水稻产量在开发几年后通常都会下降，因为农民普遍管理不善。中国在坦桑尼亚援建的马巴拉里水稻项目就是这种情况，其水稻产量从1980年的每公顷8.2吨降低到1989年的每公顷4吨。
 
[19]

 中国管理良好的稻田应该是“一天三色”：早晨是金黄色，因为稻穗已经成熟；中午是黑色，因为水稻已被收割，稻田已被犁完；晚上是绿色，因为秧苗已被栽上。在中国，单一种植灌溉水稻每公顷平均需要150个工作日，然而在非洲种植旱作小米只需50个工作日，种植旱作水稻也只需79个工作日。中国人还使用大量肥料和农药来提高产量。

有趣的是，西非越是紧密仿照中国的“最佳实践”，就会获得越多的好处。
 
[20]

 但西非农民往往拒绝以中国人为榜样。如果他们能够适当清除杂草，他们的水稻产量差不多就能翻一番。然而正如一位西非官员所抱怨的那样，那些农民“根本就不管杂草。他们说明天就去除草，但明天永远不会到来”。
 
[21]



中国农民会平整他们的稻田，力争在插秧的时候让水深浅一样。典型的中国稻田看起来就像一个湖泊，只有嫩绿的秧苗竖立在水面之上。“当中国人在这里的时候，他们不想在水面上看到一丝泥土，”一位农业助理告诉我。但非洲人抱怨这“太难了。中国人离开之后，就靠那些仍然待在这里的人断定是否平整了”。非洲农民通常会将一块块土丘留在水面之上，上面插上稻秧就会枯死。非洲农民也不习惯中国耕作体系的要求。在非洲许多农村地区仍然缺乏劳动力的环境里，将仅需50～79个工作日的农作物转变为差不多三倍工作日的农作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当地政府的能力和态度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1979年，塞拉利昂首席农学家曾主持召开了一次有关中国水稻站的会议，此次会议对塞拉利昂农业部管理10个农场的方式表示“遗憾”，因为中国人刚刚离开两年，“这些农场就都长满了杂草”。
 
[22]

 但是在冈比亚——我曾在那里采访生活在冈比亚河及其支流两岸宽阔地带的农民并愉快地度过了好几个星期，大多数农场里仍然种着他们所谓的“中国水稻”。而且他们还从当时在农村拥有广泛支持的民选政府那里获得了更加有效的帮助。但我后来了解到，冈比亚基本上算是例外。

利成于益？

“我们为非洲农业提供了相当多的援助，但我们并没有得到多少回报，”一位被派驻非洲的中国经济官员在1988年向我承认。然而在许多传统捐助者退出农业领域，希望自由化和“市场”能够促进发展的时候，中国人留了下来。1986年，北京宣布准备再向非洲提供70个农业援助项目，其中许多为巩固或修复早期援建项目。
 
[23]



与此同时，中国对农业援助进行了改革，开始强调综合试验。商业是最早的关注点。正如我们所知，20世纪80年代，中国决定将各部委的经济技术合作办公室（原来负责执行国家对外援助计划）改组为公司。1984年，塞拉利昂成为第一个接纳这种新公司的非洲国家。在1983年，隶属于中国农业部的中国农牧渔业国际合作公司在弗里敦郊外的蓝茉莉海滩建立了联合办公驻地。

我在1988年见到了中国农牧渔业国际合作公司热情的经理雷施连（音译）。除了其他业务之外，他们对一个奇怪的项目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帮助当地一位与塞拉利昂前总统关系密切的商人重建罗拉可水稻站，该水稻站为中国在塞拉利昂的10个早期援建项目之一。
 
[24]

 但塞拉利昂的政治对这家新的中国企业来说是个问题。中国农牧渔业国际合作公司在卢旺达、乌干达、马达加斯加和利比亚进行了鱼塘和稻田开发，但通常是根据与其他捐助者签署的合同进行的。
 
[25]



另外一项早期试验是在1985年设立贷款基金，旨在促进中国新企业与非洲企业进行合资。
 
[26]

 我曾在1988年对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进行了采访，他告诉我他曾建议塞拉利昂农业部长使用这些新的贷款共同将一些中国水稻站改造成盈利企业。中国组团对包括兰巴亚马在内的5个水稻站进行了考察，但最后决定不进行投资。中国农牧渔业国际合作公司在塞拉利昂东部与当地一家印度贸易公司Choithrams合资成立的油棕加工企业则较为成功。

这些试验表明，农业也具备盈利的可能性。而且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中国传统的农业项目在没有中国持续支持的情况下，已经明显无法维持下去。“几乎都毫不例外地经历了‘上马快、见效快、滑坡下马也快’的怪圈，”中国的一位研究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末对一系列项目进行考察后写道。
 
[27]

 然而还有台湾问题。非洲国家希望获得农业援助。台湾比较擅长农业。与台湾间的斗争意味着中国大陆必须对农业进行援助，正如中国的两位研究人员所指出的那样：“配合我国的外交工作。”
 
[28]

 但农业援助必须也得确保中国获得经济利润，为非洲创造就业，以及帮助解决非洲粮食供应问题，它应该是一种互利共赢的行为。

非洲的结构调整为此提供了契机。中国企业能够弥补结构调整及其他捐助者勉强撤出非洲国家留下的许多空白。随着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浪潮的兴起，中国企业开始利用超低价格组建合资公司和长期承包以前的援建项目。毛里塔尼亚的姆颇利农场，马里的锡卡索茶园加工厂和塞古制糖厂，几内亚的科巴农场，均从援助变成了商业行为。对于“巩固”而言，这要比年复一年地回来整修拥有更多的潜力。这是一种维持援助的政治和经济效益的新方法。

中国投资非洲的兴趣在2000年之后迅速增加。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前夕，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委托由40名国内外专家组成的团队，用6个月的时间制订了中国对非投资路线图。中国领导人动用了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的工具——金融与税收激励——来支持这一路线图。中国将“鼓励和支持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有竞争力的大型农业企业对非投资”。
 
[29]

 北京还将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零关税待遇受惠商品由190个税目扩大到440多个。这鼓励了一些中国投资：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一位企业家决定到塞内加尔种植芝麻，然后出口中国。
 
[30]

 作为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一部分，胡锦涛主席承诺向非洲派遣100名农业技术专家和在非洲建立1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峰会刚刚结束，一位中国官员便向《国际商报》解释说，中国对非洲能源和矿产项目的兴趣“很容易引发一些负面影响”。
 
[31]

 中国可以利用农业援助为此扫除障碍。这可能是一种“取予结合”的方法，他说。

鉴于中国将所有关注点都放到了商业上面，当我看到中国在峰会上所做出的承诺之后，感到大吃一惊。中国计划建立1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似乎又回到了过去几十年的项目，回到了那些被移交出去然后开始长满杂草的项目。但随着我对这些中心日益了解，我发现它们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项目：它们将援助与中国的全球商业雄心结合了起来。

这些简短的概述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背景资料，但也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试验的成败如何？它们是如何运转的？中国人如何才能在对非农业援助中获得好处？中国农民现在像一些媒体所说的那样纷纷前往非洲了吗？从我在北京参加的各种会议中很难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必须重返非洲农村才能将故事拼完整。

王义彬与南南合作

2007年12月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坐在中国在弗里敦援建的体育场的招待所里的一张桌子前面，听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项目中方专家组组长王义彬向我介绍相关情况。体育场的露天餐厅在星期五晚上的喧嚣过后，除了满地的空瓶子之外，早已空无一人。坐在那里，我看到几个中国人和非洲人站在招待所长长的走廊里伸懒腰，并有些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我差点错过了会面。我和王义彬都没意识到在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塞拉利昂政府都会在弗里敦进行全市大扫除。在此期间的几个小时里，交通完全陷入瘫痪。公共汽车、出租车和私家车一律禁止上路。由于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这座拥挤的城市的市民只好自己打扫大街，清理房子周围的下水沟。我最终找到一辆同意搭载我的破旧的出租车，然后我们沿着空无一车的街道全速前进。一个肩上挎着枪的士兵在刚果十字路口拦住了我们，但往车里看了看之后，挥了挥手让我们走了。

王义彬是在2004年南南合作项目中被中国派往尼日利亚的500名专家之一。如第二章所述，中国的“三方”合作试验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合作方通常为联合国所属各机构。1996年，中国开始与联合国粮农组织进行三方合作。2000年之后，这种试验性的合作又加入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南南合作项目。南南合作项目所针对的是愿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粮食安全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发展中国家。两个伙伴国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承担项目费用。这一项目有一些奇特的伙伴关系：比如中国援助孟加拉国，但孟加拉国的专家却在援助冈比亚。

我最初是在尼日利亚项目的简报上看到湖北省钟祥市农业局副局长王义彬的。他因自己的热情和创造力而受到表扬。王义彬先被派往尼日利亚的埃多州，他在那里为埃多州州长修建了一个示范养鱼场和一个鱼类孵化场。随后，王义彬被派往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的农场，修建一个大型示范性鱼塘。奥巴桑乔对王的工作很满意，邀请他留在尼日利亚，但他婉拒了奥巴桑乔的邀请，返回了湖北。不过与他同组的许多人在合同期满后又回到了尼日利亚。“尼日利亚有钱和石油，”王义彬解释说。“为什么你决定前往塞拉利昂？”我问他。“为了帮助非洲人民，”他回答道。“我小的时候也很穷。人们需要粮食。而且”，他补充说，“我是一名中国官员。只要中国政府让我去，我就会去。”

那天早晨，王义彬向我解释了南南合作项目时显得充满活力。“虽然我国人口非常多，但我们还是实现了丰衣足食。我们现在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快速发展起来。我们小组在这里做了许多事情。我们种植了水稻、蔬菜，修建了鱼塘。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扶助对象。当我们前往马卡里（水稻站和培训中心）的时候，我们发现那里已经因战争而遭到废弃。中国政府花了很多钱来建造那个水稻站。我派了一个小组前往马卡里修理水电站和修复大坝。我们往那里运了一集装箱杂交水稻种子。我希望那个农场好起来！但这必须慢慢来。中国过去既没钱也没粮食。我们用了40年才解决这些问题，要想用一两年就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

“这里什么东西都能长，”他继续说，眼睛扫过远处绿色的山丘，上面飘着朵朵白云。“但他们需要水坝来蓄水，需要灌溉来种庄稼。我们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修建了许多水坝。我们很容易就修了起来。但在这里却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声称：‘地是我的，需要给我钱！’但如果没有水坝，你就无法蓄水。他们应该更合作一些。我们首先需要改变一些人的想法。但对外援助无法做到这一点。有些人想要吃的，但却不想工作。我试着付钱让他们工作，帮我们修建水坝、鱼塘，但很少有人对此感兴趣。他们希望不劳而获。这样不好。他们希望总统给他们吃的。毛主席改变了我国人民的想法。他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王义彬使我想起了满腔热情的毛泽东主义和平队的志愿者。他的身上有着毛泽东时代英雄人物的精神：大庆的铁人和大寨勤劳的村民，但他与他们又有所不同。就像当前中国的许多开拓者那样，他也认为在非洲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存在着盈利潜力。“我曾邀请两家我认识的企业到这里来，但他们都没来”，他告诉我说，“公路破旧和电力匮乏是他们不感兴趣的原因。我想为莫扬巴做一些事情，但到那里虽然只有75英里，却要用四五个小时，而且那里还没有电。在中国，我们24小时都有电，加工东西只要拉开电闸就行了。我们中国农民都很关注这些情况。”我们将在后文看到，王义彬眼中非洲广阔的土地并不现实：当地社区在警惕地保卫着自己每平方公里的权利。

从杂草到种子

作为巩固政策的一部分，北京在1988年派遣湖北省的一个专家小组前往塞拉利昂，改造20世纪70年代援建的一些水稻站。当我在差不多20年后访问那里的时候，他们所属的武汉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与中成集团相类似）仍在那里工作。他们的经历反映了中国将对外援助的重点放到了巩固这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政策上面，同时也预示着从单纯依靠长期转移支付的援助向被用来启动更具可持续性的商业关系的援助的转变。

2007年12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未经预约便来到了中国专家小组在弗里敦郊外中国农业部示范农场办公居住区的大门口。武汉专家小组的两个名为殷立新和孙军的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殷告诉我，截至1988年，中国在塞拉利昂援建的水稻站已经“荒废”。这些项目旨在创造中国那种绿油油的稻田，而且明显是“友谊”的象征。让它们“长满杂草”是有问题的。

武汉是湖北省最大的城市，是灌溉水稻的重要产区。1988～1993年，来自武汉的专家小组重建了10个水稻站中的3个（蓝茉莉、马卡里和兰巴亚马），在马卡里修建了一个小型水电站以提供可再生的电力供应，并派遣3个水稻站的专家带领偏远地区的农民开展推广工作。他们的工作解释了为何兰巴亚马在建成20多年后的战争期间仍在运转。殷告诉我，这是纯粹的援助，是捐助。中国政府负担所有费用：中国专家的工资、中国的种子、农用化学品、肥料、设备，甚至运输，等等。

战争迫使中国专家小组在1993年离开兰巴亚马和马卡里，当战争在1997年蔓延到弗里敦的时候，中国最终在长达30个月的时间里暂停了项目。但武汉的专家在1999年9月又回到蓝茉莉，这时距正式宣布战争结束差不多还有三年的时间。中国大使馆安排（再次）修理了兰巴亚马供水系统，并资助若干农业官员到中国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培训。2001年，他们还返回到第四个水稻站，一个位于南部城市博城郊区的水稻站。

从兰巴亚马回程的途中，我在博城一个当地钻石商经常光顾的小旅馆住了一夜。蚊子和旅馆酒吧嘈杂的声音不断扰乱我的睡眠，凌晨两点时分，一个醉汉使劲砸我的门，将我从时断时续的睡梦中惊醒。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旅馆前往中国援建的水稻站。当我到达的时候，主管水稻站的农业官员苏麦勒·马萨夸（Sumaile Massaquoi）和他的同伴杨三海就已经站在灌溉区示范田的边上，向水稻站的工人交代工作了。交代完后，我们走进了水稻站的办公室，沿途经过一栋房屋，里面有一套中国政府赠送的大型工业碾米机。

中国正在塞拉利昂改良杂交水稻种子。在适当的条件下，杂交水稻拥有杂交优势。就像骡子一样，它们要比“父母”双方更加强壮和多产。但杂交水稻无法靠自己的种子繁殖。如果农民用收获的种子来播种，产量就会大幅下降。要想保持高产，他们需要购买新的种子，这就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市场。杂交水稻还需要更多的肥料和农药，因此有人怀疑杂交种子是否适合非洲小型农户，尤其是他们还需要购买种子。然而，东非的许多小型农户早已在争先恐后地种植杂交玉米，这表明他们可能也会发现杂交水稻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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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种子更适合于长期种植，”马萨夸说。当时中国人赠送了大量杂交水稻种子，这些种子当然很受欢迎。而且有些农民用那些种子种植了三季水稻，不过产量有所下降。“即便在中国，他们也会利用杂交水稻来应对严重的饥荒，”他告诉我，同时指出他的国家仍处于战后恢复状态。马萨夸曾先后两次前往中国接受杂交水稻培训：一次是在湖南农业科学院，另一次是在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两次时间均为3个月。或许他的国家能够繁育中国的种子。他们应该能够自己进行杂交培育，他大胆地想，尽管科学能力薄弱使得这种想法成功的机会不大。

这个武汉专家小组最终将在2008年9月撤离这些项目，马萨夸说。湖北省的另外一个专家小组目前正在政府水稻研究站试验中国的杂交水稻。前农业部长萨马·蒙德将这一试验描述为湖北专家小组与塞拉利昂政府之间的合资试验。“但三年之后”，他说，“我们希望私人企业对此产生兴趣”。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如我们将在下文所看到的那样，塞拉利昂及其邻国利比里亚将会在农业领域符合中国“走出去”的战略规划。

杂交水稻之父

虽然袁隆平博士现在年事已高，但他仍然每天两次骑摩托车去他的试验田。袁隆平在中国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现主管河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许久以前，袁隆平梦想着稻粒能够长得像花生那么大，稻秆能够长得像树那么高。他最终成为第一位解开杂交水稻之谜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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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袁隆平所培育的杂交水稻的专利权成为中国在美国注册的第一个农业科技专利权。进一步的专利权接踵而至。截至21世纪初，中国农民已经在超过一半的稻田种上了杂交水稻。在非洲，杂交水稻一直非常稀缺。

袁隆平的研究使他获得了多个奖项，成为了一个富有的人。他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授予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他在2004年荣获了世界粮食奖［与蒙蒂·琼斯（Monty Jones）博士共同获奖，蒙蒂·琼斯是塞拉利昂人，他将亚洲与非洲水稻品种进行了杂交育种］。他与香港功夫巨星成龙和中国一位漂亮的女演员巩俐一起荣获“2007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获奖时他就坐在成龙和巩俐的中间。2001年，袁隆平同意用他的名字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冠名，由此获得了该公司价值1200万美元的5%的股份。

专利权是当今全球种子交易的基础，每年价值数十亿美元。直到最近，许多非洲国家仍对种子供应进行国家专营，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种子质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可以获得额外收入。非洲农业市场根据结构调整计划而进行的自由化为农业企业创造了契机。美国的先锋公司、孟山都公司，瑞士的先正达公司和德国的拜耳公司等均开始大量在东非和南非国家推销他们的杂交玉米。农民现在可以前往马拉维偏远地区的小商店，在那里购买肥皂、食用油和各种品牌的杂交玉米种子。中国在杂交玉米方面没有优势，但在杂交水稻方面优势很大。

杂交种子由纯亲体种群（基础种或原种）繁育而成，主要用来生产合格种子，只有后者才是普通农民真正使用的种子。与其成吨进口合格种子，还不如从中国进口基础种群，然后在非洲繁育合格种子。中国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姚向君在2007年告诉《中国日报》说：“我们相信中非之间在中小型农业设备和杂交水稻种子领域存在巨大的贸易合作潜力。”让中国企业参与非洲杂交种子繁育将有助于旧有援助模式实现平稳过渡。这也完全符合北京在农业企业领域的全球战略。

中国农业技术中心：可持续性与商业

40名国内外专家为中国战略规划者在2006年5月制定的对非投资路线图将农业技术和种子培育作为中国可能具有竞争力的两个领域。专家们建议中国应该在非洲各国建立顶尖农业技术示范园。专家团队的其中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日报》说：“这将为中国农业企业创造大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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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喜欢这一思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承诺为非洲建立10个农业示范中心。他还承诺每年为非洲培训5000名农业人才。培训创造了联系和网络。（这使我们想起为塞拉利昂的苏麦勒·马萨夸和其他非洲农学家提供杂交水稻培训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但对于新型援助与商业混合体而言，农业示范农场也同样重要。

几内亚科巴农场的经历展示了中国援助是如何演变成杂交水稻商业活动的。1979年，中国在距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东南两公里车程的科巴地区建立了一个灌溉水稻推广中心。该农场在1982年被移交后，境况一直不佳。根据巩固政策，中国出资对农场进行了整修（1989～1992年），然后在1996年作为援助改革试验的一部分，中垦集团与几内亚农业部签署协议，在科巴成立了合资公司。

中方持有公司80%的股份。在中国人的支持下，科巴农场迅速发展成为大型多元化农业企业。2003年，中垦集团进行了新的尝试，邀请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专家在科巴农场进行杂交水稻试验。这一试验进展良好，顶级品种每公顷产量超过了9吨，与之相比，传统水稻的产量平均只有1.5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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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交水稻为互利共赢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中垦集团总结道：“几内亚的杂交水稻培育中心将缓解非洲的粮食短缺，同时为中垦集团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36]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结束之后，中国农业部和商务部先后派遣5个专家小组前往非洲，以确定10个拟议中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场所、设计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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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在2007年底宣布，中国将援建1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国已“多次论证”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的实施方案，魏建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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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部委邀请专家和有海外农业经验的中国企业在北京和一些省市参加了一系列研讨会，以帮助开发设计这些新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2008年11月底的北京，一股刺骨的寒流从内蒙古大草原横扫而过，我在那里会见了农业部国际合作司的一名官员，并向他询问了一些有关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问题。老旧的农业部并没有坐落在繁华的街区，且与商务部崭新的大楼和天安门广场附近宽敞的大道相去甚远。几个穿着宽松的裤子、脸上满是皴裂的人坐在候见室里，一边与两个接待员开玩笑，一边好奇地看着我。

“我们的讨论集中在可持续发展上面，”当我们在墙上摆着笑容满面的农民和官员照片的会客室的长桌前会面的时候，这位名为王锦标的官员告诉我：“我们项目的成效很好，但却很难维持下去。它们通常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有效支持。我们希望找到一种能够保持效益的方法。”

最后定下的方案是：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将由中国企业具体落实。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现已成为中垦集团的母公司）将负责实施贝宁和南非的示范中心。另外11个示范中心被交给农业强省，由每个省选取龙头企业赴非洲实施项目（图9-1）。最后一个由一家政府机构负责实施：位于海南省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将承建刚果（布）的示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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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中国在非洲的农业示范中心和经济合作与贸易特区，2006～2009年

商务部将向这些企业和机构提供3年的资金支持，并利用这3年的时间“探讨如何实现商业化运作，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互利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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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些示范中心就会被推向市场，靠自己的力量腾飞。如果受援国政府同意，他们打算至少多管理5～8年的时间。（南非坚定地表示中国管理3年就已经足够了，之后他们可以自己管理。）中国人希望这一计划能够为示范中心可持性发展提供更好的机会，为中国企业进军非洲农业企业开一个好头。

由于存在巨大的灌溉潜力，莫桑比克被选为第一个接收示范中心的国家，地点位于马普托附近的乌姆贝卢齐农业研究站。不久之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利比里亚签署协议，在利比里亚邦州的中央农业研究院兴建示范中心，该中心与中国在巴他维农场的早期水稻项目相距不远。重庆市种子公司声称将与外围种植户合作，利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在坦桑尼亚开发300公顷土地用于种子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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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9月，温家宝总理宣布中国计划在世界范围内援建3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我们需要这些机构来推广种子，”一位中国官员两个月后在北京告诉我。

2006年9月，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非洲联合成立非洲绿色革命联盟。他们认为，非洲所需要的是良好的耕作方式和水控系统，得到改进的种子和肥料，以及出售它们的小商店网络。通过本章的分析我们看到，中国在非洲农村地区所进行的商业性援助和参与与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的宗旨相类似。那么，它可能对非洲的贫困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根据中国的计划，当地粮食供应几乎肯定会有所增加，这对于贫穷的消费者和利用有限的外汇来进口粮食的国家而言绝对是一个好消息。许多接收中国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国家——如莫桑比克、利比里亚和塞内加尔——均为水稻进口国，且年均进口额高达20亿美元左右。然而两种模式——中国企业利用非洲劳动力，或中国企业利用外围种植户——均存在风险。非洲的可耕地几乎完全为个人或传统社区所拥有。非洲政府在将当地社区的土地移交给投资者之前，基本没有获得他们的许可。而且，如我多年前在冈比亚所发现的那样，将能够获利的新型作物引入男性种植市场作物，女性种植粮食的传统农业生产体系，有可能会导致妇女失去她们赖以进行家庭粮食生产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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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援助人员对他们工作地区的农业生产体系了解甚少，中国企业可能也准备不足。

另一方面，中国进口商已经在许多国家建立了小商店网络，这也是非洲绿色革命联盟认为非洲所需要的东西。比如，河南国基在塞拉利昂的马克尼和博城开设了分店，“他们还正在科诺和卡巴拉建设分店”，塞拉利昂农业部一位名叫杰克·贾洛（Jack Jalloh）的官员告诉我。“过去三四年间，我们从那里购买了大量农业设备。他们承诺在我国12个区都开设分店”，以便为当地农民服务（和赚钱）。如果这些小商店由当地人开设和经营的话，可能会更好地减少贫困，但这也恰恰就是问题所在：私营机构永远不会接手被非洲各国政府舍弃的农业投入市场。因此，中国人的存在可能会有助于增加产量的努力。

最后，中国在这方面参与非洲农村地区的效果可能部分取决于其在何种程度上借鉴了亚洲绿色革命，以及亚洲绿色革命在非洲的潜力。有些人强烈地相信非洲绿色革命，但却因他们眼中亚洲的成功没有扩展到非洲而感到气馁。另外一些人则持相反的观点，并指出了亚洲所存在的问题：农用化学品导致高污染和对健康形成危害，债务和失去土地的情况日渐增加，生物多样性日渐减少。

总体而言，改良种子有助于降低贫困。比如在莫桑比克，研究人员在2001年估计，如果农民种植已经在国家研究服务中心测试的改良种子，他们的年均家庭收入至少能够增长97美元，这基本相当于人均收入的50%。然而中国偏重杂交种子可能会产生些许不确定的结果。盖茨和洛克菲勒将资金投入到改良玉米种子上面，但这些种子并非杂交种子，因为他们认为杂交种子会使农民产生依赖，且难以灵活应对小农经济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中国新兴的农业企业正在将非洲农民当做潜在的客户。中国政府的计划是通过小规模的帮助，中国企业将在这个很有希望的新兴市场获得立足之地。然而，在中国种子公司进军非洲的时候，德国农用化学品公司拜耳公司宣布计划到中国开展自己的杂交种子业务。
 
[43]

 中国人显然正在按照全球竞争规则办事。但非洲各国能够从中受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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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外国农民：非洲农村的中国定居者

对于中国人而言，非洲似乎远未充分利用。在我与南南合作项目领队王义彬会谈快结束的时候，他伸开双臂说：“这个国家的土地很充足，但却没人利用它们！”就像中国投资采矿业或提供以石油为抵押的基础设施贷款一样，中国一些拟议中的农业投资也产生了冲击波。“中国前来抢占土地”已经成为典型的博客标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警告言过其实。我们将会看到，媒体所鼓吹的许多中国的大宗土地“交易”，如报道称有上百万中国农业工人在非洲工作，均极度夸大。
 
[1]

 但中国人确实对海外土地很感兴趣。他们拥有世界上1/5的人口，但却只有世界上7%的耕地。

拥挤的日本列岛可能又是一个榜样。截至1996年，日本共在海外拥有1200万公顷农田，这相当于其本国耕地面积的3倍。
 
[2]

 到海外投资农业是所有本国土地价格昂贵的富裕国家的开拓者的共同战略。而且正如王义彬所注意到的那样，非洲较低的人口密度使其特别具有吸引力。2008年，随着全球粮食价格创历史新高，由生于罗德西亚的大亨蒂尼·罗兰（Tiny Rowland）创建的罗荷公司开始尝试在非洲各国购买20万公顷生产用地。契基塔香蕉公司在同年3月前往安哥拉，目的也是为了土地。韩国大宇公司开始与马达加斯加进行磋商，以求租用100万公顷土地。10月，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塞内加尔外交家雅克·迪乌夫（Jacques Diouf）警告说，这类投资有可能会产生新殖民主义。
 
[3]



中国并非到海外开展农业活动的新手。1987年，一群来自上海西部城市无锡的农民耗资80万美元，在澳大利亚偏远地区购买了4400公顷牧羊场，该牧羊场被当地人形容为“在血腥大地的尽头”。
 
[4]

 中垦集团最早进入的也是澳大利亚，无锡人购买牧羊场两年之后，它在昆士兰获得了4.3万公顷土地。
 
[5]

 在非洲，赞比亚成为中国国家资助的早期农业投资试验的目的地。与许多非洲国家不同，赞比亚允许外国人拥有土地。

1990年，中垦集团在赞比亚购买土地建立了中赞友谊农场。两年之后，他们在离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一小时车程的地方购买了一块更大的土地，在那里建立了中垦农场。北京一所农业大学的教师王池组织100名赞比亚人清除了地里浓密的灌木丛，然后开始养鸡、奶牛和猪。2005年，王池在卢萨卡公路的一次车祸中遇难，他42岁的妻子李莉接过了农场的管理工作。农场现在共雇用了200名工人。“我在北京的时候是一名护士，”当我们在2008年见面的时候李莉这样告诉我，“我们当初来这里的时候，我对农业一窍不通。”中垦集团投资60万美元购买了农场，然后又投资160万美元进行开发。农场现在已经值600万美元，李莉说。

农场共有3573公顷土地，离一条土路有10公里远，曾被前主人当做乡间休养地。“这里满是树木和鲜花，”她笑着说，“感觉就像国家公园一样。”农舍有三个卧室，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王池在他们搬进去的最初几个星期引进了200天大的鸡。他们在两个备用卧室中分别放进了100只，同时他们自制混凝土砖块并修建鸡舍。200只繁育成2万只，然后繁育成20万只。农场赚钱吗？我问。农场与中垦集团签有合同，每年需要偿还10万美元，她说：“但我们没有将这些钱汇回北京，而是重新用它们进行投资。这对他们而言很合适。他们具有长远眼光。我们总部始终考虑的是我们发展的情况如何，而不是我们能赚多少钱和汇多少钱回去。”
 
[6]



截至2009年，在赞比亚共有约15～23个中国国有和私营农场，
 
[7]

 其中有些从中国政府资助的农场衍生而来。1992年前往赞比亚为一家国有企业工作的江苏专家司苏在合同期满后留下来，建立了自己的“阳光农场”。2007年，司苏共雇用了50名赞比亚人。
 
[8]

 到那时为止，中垦集团不仅在赞比亚进行了农业投资，还在坦桑尼亚、南非、加蓬、多哥、加纳、马里、几内亚和毛里求斯进行农业投资。它们是中国农业“走出去”的第一波浪潮。

农业走出去

根据总的“走出去”政策，中国政府鼓励到海外投资农业。但如第三章所示，对外农业与相关产业投资（图10-1）仍远小于对外采矿业或制造业投资。2007年，对外农业投资仅为2.72亿美元，刚刚超过当年对外投资总额（265亿美元）的1%。中国《境外投资产业指导政策》开始明确鼓励中国企业到境外种植橡胶、油棕和棉花。
 
[9]

 他们被鼓励投资水产养殖和家禽饲养，农业机械组装生产和肥料制造等产业。

[image: ]


图10-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农业

注：图中为农业、种业、牧业和渔业的数据。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中国政府通过举办研讨会甚或进行电视宣传，鼓励中国投资者果断行动。在中国政府于2002年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中垦集团的一名管理人员告诉听众：“在非洲10年的经验让我变得更加自信。”
 
[10]

 许多人受到鼓舞亲自到非洲去看了看当地的情况。“现在，”精力充沛的王义彬在塞拉利昂告诉我，“许多中国企业希望到非洲发展农业。”“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从他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派遣代表团前往莫桑比克，考察在邵奎进行杂交水稻种植的可行性。葡萄牙人曾在邵奎开发了2万公顷灌溉水稻，但基本上都在莫桑比克长期内战中荒废。

2006年11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部宣布了一项协议，称将共同支持利用海外土地和水资源的项目。
 
[11]

 中国进出口银行承诺将为在非开展农业项目提供支持。
 
[12]

 最后，2008年，有媒体报道中国农业部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草案，概述了支持五家中国大型国有农业企业到海外大规模屯田的政策。
 
[13]

 在几次被问及此事时，中国官员均坚决否认这一计划的存在。
 
[14]



这就意味着，中国对非洲土地的兴趣已经变成了一个热点问题。在殖民统治时期，非洲的许多地区都有着被欧洲殖民的悲惨经历。还有人对土地分配日益不均感到担心。迄今为止，许多非洲国家都没有出现拉丁美洲那种土地分配严重不均，到处都是大庄园和擅自占用土地的情况，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如津巴布韦和南非）。有些人更普遍地反对国外投资。听说津巴布韦正在邀请中国企业投资农业，当地的一位活动家对此进行了谴责。这将“使土地所有者和他们的工人变成劳动承租者，从而使他们陷入被剥削的境地”。
 
[15]

 还有三个问题经常成为新闻头条：中国粮食安全与非洲粮食安全潜在的冲突，某些投资意向的庞大规模，以及对中国农民定居非洲的担心。

粮食安全：中国与非洲

2000年，中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有关对非农业投资的文章。中国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解决非洲的粮食安全问题，他说。然而，海外额外的土地也可能有助于中国自身的粮食安全。“如果国际形势对我不利，北美国家以粮食为武器向我施压，我们则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动用这部分‘粮食储备’”。
 
[16]



中国在2003年成为粮食净进口国。抛开粮食禁运的风险不说，不可逆转的城市化进程和耕地面积的不断下降意味着不久之后，中国将需要进口更多的粮食。当前，中国已经有约70%的大豆需要从国外进口，其中主要进口国为美国、巴西和阿根廷。
 
[17]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粮食供应方面已经对国际市场形成依赖。

中国在非洲的农场主要用于生产当地所需，只有少量产品——在多哥和塞拉利昂生产的糖，在塞内加尔种植的有机蔬菜和在乌干达种植的香草——利用免税政策出口欧洲甚或美国。我在第三章已经提到，塞内加尔有位中国芝麻种植商计划向中国出口。虽然2008年粮食价格攀高，但将它们运到中国的费用也低不到哪里去，就像重庆市种子公司的一位官员所说的那样：“我们希望我们（在海外）种植的粮食能够为国家所用，因为我国农用地正在不断减少，人口正在不断增加。但现在还不行。”
 
[18]

 “中国有句俗话，”另一位官员说，“‘千里不运粮’，这不划算。”
 
[19]



中国农业部贸易促进中心副主任谢国力指出这种观点在政治上站不住脚：“到海外，尤其是到非洲或南美种植粮食不现实。非洲有那么多的人忍饥挨饿，你能忍心将粮食运回中国吗？”
 
[20]

 而且，中国政府所提供的支持似乎也没有表明那是一种到非洲种植粮食然后运回中国的战略。就像中垦集团主管海外开发的官员所抱怨的那样，中国商务部并没有向他们公司已经在非洲种植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小麦、玉米、水稻、大豆和剑麻等提供特殊鼓励。
 
[21]

 不过即便没有这些鼓励，有些中国企业也已经开始探索巨型农业项目。

巨型项目

中国最早准备在海外开展大型农业项目的地方并不是非洲，而是离它不远的菲律宾。2007年1月，吉林富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菲律宾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准备承包100万公顷土地种植杂交水稻、玉米和高粱（他们计划先种植5万公顷，虽然菲律宾像南美一样土地分配不均，但5万公顷仍然面积巨大）。
 
[22]

 这项协议因菲律宾人的反对而最终搁浅，但中国企业正在沿着日本早期投资的路线，同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谈判承包类似规模的土地。
 
[23]



2007年底，《亚非机密》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中兴通讯计划在刚果（金）合资开发一个占地300万公顷的油榈生物燃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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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棕是中国国家改革发展委员会给予鼓励的境外投资领域。然而事实证明，这件事的真相并不是那么令人担忧。当年8月，经刚果（金）内阁批准，中兴通讯共获得了10万公顷土地。
 
[25]

 还有一个被广泛传播但后来被证明是虚构的“真实故事”：中国承诺投资8亿美元用于莫桑比克农业现代化。我在莫桑比克分别与当地记者、非政府组织、全国农民协会的领导人、中国人和农业部高官进行了会谈。我甚至雇了一个助理搜集了当地四年内出版的报纸，但没有发现任何这一承诺的线索。中国人曾承诺在莫桑比克修建14个非洲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当中的一个：该中心占地30公顷，总成本为5500万人民币（800万美元）。难道这就是谣传的缘起？

与之相类似，只要再看一眼，就会发现媒体所散布的另外一些有关中国农业投资的报道也缺乏依据。比如在津巴布韦，据称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已经获得10万多公顷玉米地的种植权。但真实情况是津巴布韦政府与该公司所签署的只是开垦土地和修建灌溉系统的协议。穆加贝（Mugabe）野蛮和无序地接管大型白人农场严重破坏了津巴布韦的粮食生产。之所以出台这一不切实际的玉米项目，是为了弥补经验不足的黑人定居者赖以糊口的干旱地区的粮食歉收。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开始了项目进程，但当穆加贝政府无法支付款项的时候，他们撤走了施工人员并暂停了项目。

还有报道指出中垦集团已经与津巴布韦农业和农村发展局合资，接管了一些前津巴布韦白人的农场。穆加贝政府的确向中垦集团提供了农场。但我前往津巴布韦后发现，中垦集团并没有接受。津巴布韦农业部的一位官员报告说，中国人认为安全问题和恶劣的商业环境使在津巴布韦开展业务危险太高。
 
[26]

 中垦集团参与谈判的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津巴布韦没有任何可行性计划使农业部门重返正规。他们不愿意冒险投资。

在北方，只有马格巴斯糖联

中国在塞拉利昂的马格巴斯糖业项目显示了中国对非大规模农业投资可能给非洲社区带来的一些挑战。马格巴斯糖联由中国人在1977～1982年建成，是第一个在建成后直接转交中国人管理的援建项目。从1982年开始，中成集团一直在帮助塞拉利昂政府管理这个占地1280公顷的糖联，直到他们在1996年因内战而被迫撤离。2003年内战刚刚结束不久，塞拉利昂便设法将许多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在接收者不多的情况下，中成集团——现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已荣登中国国有百强企业——签署了承包协议，计划整修、扩张和管理糖联，但这次他们是为了赚钱。

是中国政府下令中成集团进行这项投资的吗？“中成集团是在调研后自己作出决定的，”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程文举表示，“我们不会命令他们到这里来。”中成集团的经历说明中国企业在执行由企业，而非援助来维持前援建项目的政策时，充满了坎坷。它还预示着当缺乏经验的中国投资者前往非洲“下乡”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一些冲突。

塞拉利昂前农业部长萨马·蒙德博士回忆说，他的政府对中成集团的兴趣感到高兴。“我们认为在那个时候任何投资者前来都是一种推进，都是在传达正确的信号。马格巴斯是叛军的老窝。叛军首领福戴·桑科（Foday Sankoh）就来自于那一地区。如果我们能让中国人到那里去，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大有裨益”。他们迅速确定了这个项目，但后来却因此而大为烦恼。

马格巴斯糖联总经理郭泓告诉我，他在2002年底第一次见到糖联，当时他受中成集团委派前来调查整修的可行性。他回忆说：“农场什么都没有。工厂几乎遭到彻底破坏。所有能搬得动的东西都被搬走了。”叛军在1993年占领那里之后，中方管理人员被迫离开。叛军首领福戴·桑科来自那一地区，郭泓告诉我：“他的人试图让工厂继续运转。他们让工人继续工作，他们共坚持了一个季度。但这太难了，然后叛军便离开了。这里是一个权力真空地带，没人管这里，于是当地人便开始拿东西。我到这里的时候，只看到一个磨坊，一个小的复式房屋，一些他们搬不动的非常沉的东西，但其他所有东西都没了，这里已经完全空了。中成集团在多哥和马达加斯加都有成功经营制糖企业的经验（也是前援建项目），但情况与这里大相径庭。这你能够想象得出来。”在中国专家和当地工人的帮助下，通过从他们在多哥的基地进口甘蔗原料，郭泓用两年的时间重建了糖联。“每年情况都会好转，”郭泓告诉我：“或许下一季度我们就能盈利。”

马格巴斯糖联给塞拉利昂带来了很多好处。在旺季，糖联能够从通科利利地区雇用1500多人，这对于那些穷乡僻壤的人而言是一个从事有偿工作的难得的机会。几百名技术人员找到了电工、管道工、木工和办事员等固定工作，当地人声称他们获得了新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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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格巴斯糖联的高层由大约33名中方职员构成，2007年，为了支持减少中方职员的计划，糖联曾将六名当地高级员工送往中国培训。

但工人的基本工资比较低。中成集团与塞拉利昂签署的合同的规定，马格巴斯糖联将尊重塞拉利昂的劳动法规，但他们将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设置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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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也就是糖联恢复运营的第二个年度，世界银行为起草一份报告而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该小组的参与者声称中国人每天支付的工资仅为1.62美元。这实际上要高于当地农场支付的1.26美元，但调研小组的年轻人声称他们要想进入马格巴斯糖联工作，就必须支付大约18美元的“小费”。
 
[29]



经过第三年一系列的罢工，中成集团将工资提高到每天约2.19美元。“现在工人们都高兴了，”塞拉利昂劳工大会副主席康特（K.B.J.Conteh）告诉我，“在生产旺季，有些人一个月就能赚30万利昂（101美元）。”当我问他有关马格巴斯工人自发罢工的事情的时候，康特详细地告诉我：“以前这里有人偷东西，甚至有些管理人员都偷。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想偷东西太难了，因为他们雇了一家保安公司。人们都说：如果你们不想让我们偷东西，那就多付我们一些工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人们希望过去的那些日子重现。在马格巴斯糖联还是援建项目的时候，中国人建了一个诊所，里面有个医生为当地村民看病。他们为当地工人提供住房。他们慷慨地将一袋又一袋的糖送给当地酋长。但“现在在这里的这些人都是商人。这些中国人到这里来是为了赚钱”。

根据《除武器外一切商品》计划，塞拉利昂外交部经过谈判，为马格巴斯糖联争取到免税向欧洲出口大约6000吨原糖的权利，并借此为塞拉利昂赚取少量外汇（“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件大事，”萨马·蒙德有些骄傲地告诉我：“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将我们的工业品出口到了欧洲”）。

但马格巴斯糖联还遇到了其他问题。2007年年初，诺贝尔奖获得者无国界医生组织指责马格巴斯糖联及其数百名工人产生的废水被直接排入罗克尔河，从而导致了霍乱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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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土地所有者认为糖联有责任为当地社会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当地人还对他们政府同意向中国企业提供另外1000公顷土地深感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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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在前往塞拉利昂农业部参加会议的路上，我在农业部常务副秘书长办公室的外面，看到有人正在对着一群农民演讲。后来我得知这些人是马格巴斯甘蔗种植园和加工厂附近村子里土地所有者的代表。这些农民第二天仍然还在那里，于是我便与他们进行了交谈。一位来自罗琛村的土地所有者向我解释道：“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告诉政府我们想要什么：孩子们的学校和奖学金、医疗设施、供水，以及道路，等等。中国人应该做这些事情。他们还应该帮土地所有者清理农场。”另一个农民插话说：“没有他们的允许就不能砍甘蔗。否则你将会去坐牢，尽管他们拿走土地的时候，并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

村民们希望中国人成为更好的企业公民，希望他们投资社会发展项目，提供当地政府无法提供的社会服务。但他们也担心自己的土地。中方总经理郭泓直率地告诉我：“农场每年需要生产1.2万吨糖才划算。今年我们只生产了9000吨。我们需要扩大农场面积。”但谁来替土地所有者说话？谁同意为农场扩张出让土地，能够为当地村民提供多少补偿？谁真正收到了中成集团每年支付的土地租金？

一位在农业部担任高官的土地所有者告诉我，他们非常担心农场扩张：“我们现在害怕我们整个村子都得搬迁。那里是我们世代居住的土地，我们的祖先都埋在那里，那里才是我们热爱的地方。我们不希望离开那里。中国人认为政府是我们国家全部土地的所有者，他们无需与土地所有者进行交涉。”

当我问前农业部长萨马·蒙德有关土地所有者的抱怨的时候，他边叹气边回答道：“他们告诉我那些土地是他们最后的遗产。这就像将孩子从他们母亲怀中抱走一样。不过我的部落就不像他们那样依恋土地。”他承认他们已经尽快签订了新的承包合同，因为他们担心中成集团会变卦。他们曾让村委会建立土地所有者委员会。但或许在农场扩张这一问题上，他们并没有广泛征求意见。不过他继续说，只有政府才有权力提供土地。根据宪法，国家可以利用征用权征用土地，然后给予土地所有者一定补偿。

“我们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指导，从而保证了所有村子以及村民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他告诉我说，“我们在每个村子周围都保留了两英里的边界。但这些人老是想要更多的地。我并不是说他们不应得到更多的地。但土地所有者委员会应该为此负责。由于他们没有钱进行开发，那些土地已经闲置了很多年。”他突然看起来有些劳累：“过去三年间，我曾先后9次前往马格巴斯。卡巴总统也去过一次。所有问题都经过了磋商。农场扩张的大部分费用都已经支付，土地所有者委员也已经签字同意。中国人每年都在向土地所有者支付租金——很快就要超过15万美元了。按照我们的标准，这笔钱已经非常可观了。但现在他们却开始争吵不休和玩起了政治把戏。”

通科利利地区新当选的众议员塔拉瓦拉（M.A.Tarawalla）向我解释说：“现在事情比较复杂。中国人将租金交给政府，政府将租金交给由塞拉利昂人民党控制的土地所有者委员会，最后才由土地所有者委员会交给村民。但选举结束后有了两个土地所有者委员会，新建立的那个与全国人民党大会党结成了联盟。这两个土地所有者委员会互不信任，现在两个都来到了弗里敦。”

郭泓在我们交谈的时候补充说：“在选举之前，我们通过农业部与土地所有者委员会敲定了协议。我们为经济林制订了补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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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开始动工。但选举之后，有些村民出来阻止我们。他们认为我们的协议是与前政府签订的。现在新政府已经上台，他们认为也应该有一个新的土地所有者委员会。但现在形势已经稳定下来了。”

政治显然被卷入了进来。然而早在马格巴斯糖联建立初期，就已经产生了对土地所有权复杂的社会需求的不同理解。塞拉利昂农业部的一位官员在1980年提醒他的上级说，中国人在马格巴斯想“不经当地酋长的同意就开始进行勘测。这种行为肯定会引起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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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查阅20世纪70年代的项目档案的时候，看到了一封送给驻塞拉利昂中国援助队的驱逐令。这封来自马卡里水稻站土地所有者的信写道：“我们之所以写这封信，是为了控告这些中国农民非法侵占我们的土地。”罗拉可水稻站的土地所有者家庭在中国人离开之后，写信要求补偿罗拉可山的使用费。“中国人在这里的时候虽然也没有支付相关费用，但水稻站给了我们很大帮助，中国人离开之后，水稻站就不管我们了”，他们说。
 
[34]

 大多数问题与政府不支付租金有关。既然马格巴斯糖联正在支付租金，如果各村能够确保政府和他们的委员会能将租金真正公平地分配给他们的话，或许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了。

“在北方，”郭泓告诉我，“只有马格巴斯糖联。”随着马格巴斯糖联这只鹅开始产下金蛋，它被卷入了2007年大选。候选人指控那些最初签署协议的政治家。获胜一方的人试图修改落败一方所签署的协议。“如果马格巴斯糖联再次关闭怎么办？”我问工会领导人康特。“没有人会再到那里去，”他直截了当地说，“马格巴斯糖联是那里唯一的工业。拨乱反正是政府的责任。”

我仍然记得那位来自马格巴斯地区的高级官员最后的话：“我们父辈在那块土地上耕作的时候，他们教育我们，送我们去上大学，但自从他们在1977年来到这里抢走我们土地之后，就没有人能说那是我盖的房子，那是我教育的孩子了。我曾前往中国参加过一个月的研讨班。我看到了他们是如何审慎地管理自己的资源的。他们在那里非常小心谨慎。我们不喜欢他们到这里来剥削我们。”

从位于弗里敦信号山的中国大使馆新馆向外看去，满眼尽是锈迹斑斑的锌制屋顶和被太阳晒褪色的建筑。距离模糊了肮脏和贫困，以及山下建筑物上如麻的弹孔。秃鹰懒洋洋地在暖风中盘旋。每到晚上，成群的蝙蝠便会从城中残存的树上飞出捕捉夜间活动的昆虫。在我们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程文举大使告诉我：“（马格巴斯）项目仍处于早期阶段。我们相信它将会取得成功。但如果他们也希望该项目取得成功的话”，他继续道，“就需要他们的政府和人民给予充分的理解。”

在返回华盛顿几个月后，我得知中成集团将它在马格巴斯糖联和其他三个非洲糖业项目中的股份卖给了华联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的一家私营皮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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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过后，中国政府最终放弃了维持这些援建项目继续运转的责任。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华联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将如何收回他们的投资。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那样，许多中国人都清楚地知道很难从非洲农村地区获利。

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

就像马格巴斯糖联的故事所清楚表明的那样，任何想投资的人都要冒比较大的投资风险。不过并非每个中国企业家都要面对冲突所带来的挑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马格巴斯糖联的传奇同时也表明三方利益——非洲各国政府、当地土地所有者、中国投资者——有可能会产生冲突。重庆市种子公司在中国邻国老挝——与许多非洲国家相类似，老挝也地处内陆，是一个人口稀少和非常贫穷的国家——的遭遇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警示。

2004年，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在老挝开展项目的文章，称该项目旨在“承包海外农场解决粮食问题”。
 
[36]

 重庆市种子公司将在老挝建立一个占地5000公顷，用来种植杂交水稻的“农业园”。他们计划输出1万名重庆工人。为了支持这一项目，双方政府均承诺提供税收政策支持和优惠贷款。“通过与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合作，通过输出劳动力和先进农业技术，中国希望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重庆市农业委员会的一名高级官员说。

但四年过后，重庆市种子公司副总经理黄中伦告诉路透社说，他们已经“放弃了老挝”。
 
[37]

 “在那儿的生产系统对农民不起任何推动作用，因而劳动效率低。而老挝方面又不允许重庆方面自带种植户。地租很高，并且没有灌溉的基础设施，因而我们只有依赖雨季”。像重庆市种子公司这样的公司可能会在非洲遇到非常相似的情况，那里的农民（就像塞拉利昂的农民那样）通常不会像中国农民那样清除稻田里的杂草和平整稻田。如第九章所示，重庆市种子公司计划在坦桑尼亚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将现有农民作为外围种植户加以合作，他们可以自己选择做多少工作和获得多少酬劳。

为了否认有关中国计划大力推进大规模获取海外农田的报道，中国农业部的一位官员指出：“由于（粮食）价格攀升，海外农业项目可能会有利可图。但到目前为止，从事这些项目的企业仍在奋力收回投资。”
 
[38]



正如中垦集团的官员夏泽胜所指出的那样，走进非洲将面临挑战。中国在非洲的许多农业开发项目存在问题：“效益低、风险大、资金短缺、条件艰苦、项目维系困难等问题，一些正在实施非洲农业项目的企业步履艰难……中非农业合作绝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
 
[39]

 但尽管如此，许多中国人仍被劝说到海外碰碰运气。

当2007年准备重返非洲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的朋友的电子邮件。她发给了我一篇报纸上的文章，该文章称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正定居在非洲各地的几十个“保定村”。你知道这些“保定村”吗，她问我。我不知道，但我要去看个究竟。

刘建军的“保定村”

据说在1996年，北京的一家工程公司雇了80名来自保定地区定州市的工人前往赞比亚，帮助他们在赞比西河上修建一座大坝。他们在那里看到了广袤的土地（他们认为这些土地被闲置不用）和巨大的农业潜力。两年的合同结束后，这些定州的工人决定带着他们的家人和亲戚到赞比亚购买土地。

在1999年被任命为河北省保定市外贸局局长的刘建军听说了这件事情。大概在那个时候，刘建军称，定州农民已经在赞比亚形成了一个380人左右的聚居地。河北省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影响，刘建军决定将推动移民非洲作为一项解决措施。

就像欧洲人移民非洲和新的居留地一样，亚洲人移民海外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从15世纪开始，中国经济移民进入了许多东南亚国家。新加坡几乎完全由华人构成，马来西亚26%的人口为华人，泰国的比例约为14%。中国人在19世纪开始移民非洲，早在1821年，就有中国矿工、种植园工人和商人在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和南非居住。截至20世纪50年代，成千上万居住在马达加斯加的华人已经建立了1600多家华人商店。到那时为止，共有2万多名华人居住在毛里求斯，约占毛里求斯总人口的3%，居住在南非的华人也超过了4000名。如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末，南非种族隔离政府还曾邀请一些台湾富裕家庭前往指定区域投资和定居。
 
[40]



与日本早期移居国外的经历不同，在这波移民潮中，只有很少中国人打算成为农民。19世纪末，一大批日本年轻人因高额税收和明治维新（1868～1912年）所推行的土地改革而被迫离开土地，这些人大胆地离开了他们狭窄的岛屿。由于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及它们的殖民地对亚洲移民进行了限制，他们只好前往拉丁美洲的独立国家。有些人在巴西的咖啡种植园做工，另外一些人则前往秘鲁的甘蔗种植园。大多数人最后都攒钱购买了小型农场，而且他们聚集在一起，建立许多小规模的农业聚居地。他们打算有朝一日穿着“金缕玉衣”重返日本，但只有不到10%的人完成了心愿。
 
[41]

 目前，共有大约150万日本人后裔生活在拉丁美洲。其中一位日本定居者的孙子阿尔韦托·藤森最后成了秘鲁的总统。秘鲁人还送了他一个绰号：“中国人”。

虽然在毛泽东时代因严格控制移民而有所中断，但此后中国大陆人移民海外又再次恢复，且在近年开始增多。在非洲的中国定居者继续呈分散之势。河北省保定市，从北京坐火车不到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它的农村地区或许可以解释这些近期移民的经历和驱动他们这么做的因素。
 
[42]



2007年，刘建军已经离开政府部门，先后将多个河北农民代表团带进了非洲。他创建了中国保定非洲商会，用于洽谈中国农民的农业投资和定居事宜。
 
[43]

 作为声名远扬的发起人和一个喜欢穿着非洲服装会见客人的人，刘建军对他的成功相当乐观。赞比亚最早的保定村非常富有，他说，2002年春节，他们共给家里汇了900多万美元。刘建军有时称有1.58万名保定农民迁到了非洲，有时则称是“7000人”或“大概1万人”。他曾告诉一位记者，在非洲17个国家共有28个“保定村”，每村现在有400～2000名中国人居住在那里。
 
[44]

 他说，或许人们很难发现这些保定村，因为他将这些村子都建在了远离城市的地方，以便让它们远离城市暴力和“部族冲突”。

2008年我在赞比亚的时候，曾试图找到传说中的第一个保定村。最初我询问的是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李强民。“我们也听说了这件事情，”他一边说一边摇了摇头，“我收到了很多中国国内发来的电子邮件和打来的电话。有些中国企业在赞比亚进行了农业投资，如中赞友谊农场，但我们都对这些‘保定村’一无所知。”

在赞比亚农业部，我向农业局局长伊马塔·阿卡尤姆博卡瓦（Imataa Akayombokwa）询问了有关这些神秘而富有的保定农民的事情。“这只是一个神话故事，”他告诉我，“如果不对当地居民进行大规模搬迁，赞比西河两岸不会有地方让380名中国农民定居。有人正试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赞比亚准备接纳大量中国农民，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不是真的。”

除了李强民和伊马塔·阿卡尤姆博卡瓦外，还有人对神话般的保定村产生了怀疑。2007年8月，一位博主在非洲之窗这家致力于帮助中国人解决在非洲遇到的问题的中文网站（www.africawindows.com）上向保定村发起了挑战：“保定农民，你们在哪？”他要求居住在非洲的中国人自己进行调查。谁能够找到一个“保定村”？居住在肯尼亚、乌干达、喀麦隆、南非、苏丹、利比亚、埃塞俄比亚、赞比亚、莫桑比克、卢旺达、加纳、加蓬和安哥拉等15个非洲国家的中国人称他们在所在国找不到保定村。

人们尤其怀疑刘建军所声称的已经在乌干达获得了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面积为中国澳门面积的20倍。刘建军称他将用维多利亚湖附近的这块地兴建私人多功能东非自由贸易区，其中100万亩（60多万公顷）用来发展农业。然而刘建军在2008年11月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已经正式签署了协议。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派遣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高级代表团，乌干达驻华大使也参加了签字仪式。或许更重要的是，胡耀邦的儿子、经济学家胡德平在签字仪式上发表了讲话。胡德平不但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副主席，而且像他父亲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担任要职，他还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同学。这使许多持怀疑态度的中国博主开始相信刘建军和他的保定村可能比表面上看起来有更多的官方支持。或许就像唐晓阳告诉我的那样，这是中国政府在暗地里支持的一种试验，是另外一种“摸着石头过河”。

如果刘建军代表了中国农民移居非洲的私人形象，那么中国进出口银行坦率的行长李若谷则代表了官方形象。2007年9月，李若谷在风景如画的山城重庆市沿长江流域开展的快速城市化座谈会上表示，统筹城乡试验区建设将转移几百万农民工，他的银行将在“资金、项目开发、产品销售等方面”全力支持被转移的农民，帮助他们去非洲开农场。
 
[45]



有些对李若谷的讲话所进行的报道引述他的话说，如果政府能够说服中国农民“成为海外地主”，重庆市的劳务输出就会真正实现“飞跃”。
 
[46]

 李若谷的办公室后来指出他并没有使用“地主”一词，虽然这看起来无关紧要，但对于中国人看待他们在非洲所扮演的角色而言却至关重要。1950年，获胜的中国共产党派遣数千个工作组前去粉碎地主制度，迅速将土地分配给贫困的农民。几十年来，谁被称作“地主”就是对谁的侮辱，对于那些在1949年以后长大的人而言，这一历史仍然历历在目。

无论是否是地主，中国农民可能在政府的支持下到非洲安家的想法还是让许多非洲人深感担忧。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最近迁居非洲还是一个谜，而且各方估计非常不一。比如“眼镜王蛇”迈克尔·萨塔在2006年估计赞比亚有8万名中国人，但赞比亚政府却宣称只有不到3000人。毛里求斯、南非、法属留尼旺岛和马达加斯加长期以来就有华人社区，20世纪末，这几个国家共有近10万名中国人。如我在第五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有人估计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大陆约有30万～75万人移民非洲，其中可能有1/3到了南非。
 
[47]

 根据目前所看到的资料，我认为在过去10年左右，真正前往非洲永久定居的中国人（不包括那些来来往往的商人或为中国企业工作的工人）不会超过75万。然而不管到底有多少人，许多非洲人都会同意塞拉利昂前农业部部长萨马·蒙德所告诉我的话：“我们的国家很小。我们对他们前来定居的想法感到不安。”

中国农民出售农产品给非洲市场带来的竞争压力也值得关注。我在赞比亚全国农民协会总部碰巧见到了赞比亚妇女与农业组织的全国协调员塞西莉亚·马科塔（Cecilia Makota）女士，她同时也是赞比亚全国农民协会的董事会成员。她已经79岁，相当活跃，声音洪亮，当时正站在大厅里，因湿冷的雨季而身着高帮惠灵顿靴子，棉质连衣裙和男式西装上衣，非常引人注目。我们相约第二天在她位于卢萨卡的办公室里会面。

马科塔女士告诉我有个中国代表团曾在2001年前往赞比亚全国农民协会，与董事会商谈有关农业投资和帮助小型农户摆脱贫困的问题。她问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回答说（她转述）：“我们将雇他们当工人，这将为他们带来收入，然后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收入开始自己的经济活动。”她告诉他们：“在我看来，这是要去剥削那些已经过度工作的人。我们农妇所需要的是牲畜、工具和资金等方面的投入。那些才是她们摆脱贫困的跳板。”

然后她告诉我：“赞比亚全国农民协会主席盖伊·鲁滨逊（Guy Robinson）曾说：‘马科塔女士，这些人要到这里来商谈投资。’我说，亲爱的主席先生，我们认识这些中国投资者，有他们在就不会有公平的竞争环境。他们都是机械化生产。他们的产品在我们市场上的价格非常低廉，因为他们使用的都是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他们蔬菜的个头都非常大。他们使用人的粪便。”她颤抖着说：“我们宁愿他们只搞批发，而将零售市场留给当地人。”

本章所提出的问题可能还没有完全解决。随着2000年之后粮食价格节节攀升，投资者对许多非洲国家仍然相对充足的土地的兴趣也开始上升。事实上，许多非洲国家都曾大力支持农业投资。一些在津巴布韦被赶走的白人农场主前往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尼日利亚建立了农场。中国的土地紧缺与非洲欠发达的农业使双方能够各取所需。那么这可能会产生什么样影响呢？

中国的技术仍然可以为非洲农民所用，从而更加集约地利用现有的耕地。中国农民可以承担试验的风险，提供更加成熟的生产模式，并鼓励通过模仿进行自然的技术转移。来自中国农民的竞争可能会改进当地技术和升级现行的生产模式。上一章讲到的农业技术示范项目部分就是为了帮助实现这些转变，因为它们着重强调的是示范与培训。有些中国投资者计划将当地小土地所有者作为外围种植户加以合作：如由援助加以支持的重庆市种子公司在坦桑尼亚开展的项目。还有一些完全为了盈利的投资者（如今天的马格巴斯糖联）认为，将小土地所有者的技术提升到必需的水平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这就为与其他捐助者进行合作提供了切入点。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获得土地对于贫穷农民的福祉而言至关重要。似乎确有大片土地尚待开发，但那些看起来原封未动的灌木通常在为当地社区带来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收益，尤其是对于那些土地贫瘠、轮作体系不发达、依靠长期休耕来恢复土壤养分的人而言更是如此。许多地区传统的土地使用法规通常模糊不清或仍在不断变动。因土地而滋生的腐败和当地滥用权力都有可能会轻易地阻碍发展。非洲各国政府（以及它们的市民社会）需要保护当地社区的权利，当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前来的时候，学会说不——或要求充足的补偿和租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有更多的非洲国家像津巴布韦一样很快就无疾而终，或像南非一样，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没有工作的居民被迫迁入城市，少数富有的农场主则占据大部分土地。这方面的历史记录并不光鲜，而且许多非洲国家治理不善使得当前的圈地热潮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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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流氓捐助者：神话还是现实

富产石油的安哥拉是一个深陷自然资源诅咒的国家——一个既有地雷和出血热，又满是铝土和黄金的热带天堂。安哥拉也是谴责中国参与非洲发展的一个主要例证。在本章的开始部分我们将更进一步地考察这种关系。揭开覆盖在上面的层层面纱，我们就能揭露中国对非参与的一些神话与现实。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简单的历史回顾。葡萄牙在1975年突然放弃权力后，安哥拉的独立战争随即演变成东西方之间的冲突。苏联和古巴支持的是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美国和南非种族隔离政府支持的是反叛者。冷战结束后，安哥拉代理人间的战争变成了争夺血钻、天然气和石油控制权的斗争。2002年，67岁的叛军首领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在战斗中死亡，安哥拉最终结束了长达40多年的战争，开始蹒跚地向稍微正常的局势发展。

安哥拉政府利用预算外账户的影子系统来资助战争，这一系统有时会因石油收入而盈满，有时则会完全干枯。多年以来，曾经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通过贪婪地榨取石油收入和收取武器销售佣金，已经变得异常富有。“腐败已经遍布整个社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透露给新闻界的报告中写道。
 
[1]

 安哥拉每5个未成年人就有1个在年满15岁之前离开人世。

战争结束之后，安哥拉深陷债务泥淖。他们共欠巴黎俱乐部——该俱乐部由19个富裕的债权国组成，通过非正式会晤来解决双边债务问题——20多亿美元的债务。他们还欠其他债权人80多亿美元的债务，其中有些债权人（如一些俄罗斯人）甚至比安哥拉政府更加可疑。这些放债者纷纷要求偿还债务，有些甚至想攫取安哥拉政府在国外的资产。

现在轮到了中国。接下来的故事颇有一些1950年面世的经典电影《罗生门》（Rashomon）的味道，这部电影讲述了一桩发生在树林中的谋杀案，不同的参与者均各执一词的故事。
 
[2]

 人们的习惯思维总会如此。战争结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国家决定收拾安哥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要求安哥拉提高石油收入透明度，开放杂乱无章的账户接受检查。在2004年安哥拉被逼进墙角马上就要就范的时候，中国介入了进来，向安哥拉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由于数额巨大，安哥拉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抛在脑后，接受了中国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完全是因为中国的援助，安哥拉才没有了清除腐败的压力”，一则典型的新闻总结说。
 
[3]

 有关中国在非洲的报道基本都会提到这个警示故事。谁扮演了反面角色似乎总是一目了然。

《罗生门》是一部有关真实与感知的电影。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再次对这一简单的故事进行复杂的讲述。从1979年开始担任安哥拉总统的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José Eduardo dos Santos）将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作为“摇钱树”，用它来支付战争、政治贿赂和其他政府开支。据估计到战争结束时，安哥拉已经获得了48笔石油抵押贷款，这些贷款均利润丰厚，几乎全部来自受人尊敬的西方银行：法国巴黎银行、英国渣打银行、德国商业银行，等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阻止安哥拉再次获得危险且昂贵的短期贷款。他们要求安哥拉进行一系列改革。比如，安哥拉2000年4月的改革计划共包含了44个条件和标准，其中包括提高所得税和实行贸易自由化。如果能够连续6个月步入正轨，他们就会获得认可，然后就会通过巴黎俱乐部获得债务重新安排的资格，并且还会获得国际援助。

1995～2004年，安哥拉至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商定了4个计划，但一个都没有坚持下去。在2001年当战争仍在继续的时候，安哥拉再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将进行改革：让石油收入变得更加透明，将海关交给一家英国企业（皇家代理公司）管理，降低燃料补贴，提高水价，控制借贷，以及将一些亏损企业私有化。

然而安哥拉再次未能通过检验：不仅透明性不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它有所提高，但还差得很远），在其他方面也存在问题，尤其是它不愿停止借贷。据国际监察组织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估计，仅2000年9月～2001年10月，相关国际银行就先后7次向安哥拉秘密提供了高达35.5亿美元的高息石油抵押贷款。

巴黎俱乐部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为安哥拉试图减免逾期贷款提供了统一战线。他们希望安哥拉至少成功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计划。然而德国人在2003年打破了统一战线，他们单方与安哥拉签署了减债协议。这使德国企业得以重返安哥拉，使德国得以扩大新的出口信贷。与此同时，法国兴业银行用另外一笔11.5亿美元的石油抵押贷款帮助安哥拉摆脱了困境。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也带着自己的石油抵押贷款进入了这个拥挤的房间。不过，中国进出口银行在2004年提供的20亿美元信贷额度与其他大多数石油抵押贷款不同。首先，它的利息较低。作为一个风险相对较高的国家，安哥拉所借贷款的利率高达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加2.5%。中国贷款的利率为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加1.5%。其次，它的还款期限为17年，另外还有宽限期，这要远远长于欧洲银行所发放的还款期为4年或5年，且没有任何宽限期的贷款。“这并非对外援助”，中国的一位资深外交官告诉我，“但它的利率确实比较低”。

我们已经知道，信贷额度最不寻常之处在于它将被完全用于基础设施项目，这与30年前日本在中国使用的石油换基础设施的模式完全相同。
 
[4]

 世界银行的一个小组报道说，40多年的战争使安哥拉的道路系统“处于令人震惊的失修状态”。
 
[5]

 炸弹摧毁了300多座桥梁。乡间公路和农田布满了地雷。城市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街道已经“处于完全崩溃的边缘”。一下大雨，污水便会溢出没有顶盖的下水沟，沿脏乱的贫民窟的小巷顺流而下。安哥拉人极端需要基础设施。为了从西方获得援助资金，他们的领导人被要求——并非没有道理——终止这些年来一直代替真正的预算和中央银行的舒适的石油财政体系。
 
[6]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甚至都没有涉及贷款。“我们并不是在找钱”，安哥拉财政部长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我们是在寻找一种可以提供给借贷者的认可，以便让他们重新安排我们的债务”。
 
[7]



虽然第二个故事比较复杂，但与第一个故事相比，在展现善与恶的皮影戏中要更加接近现实。第一个故事还漏掉了一些东西，还有第二幕等待上演。中国发放贷款后的数个月内，包括巴克莱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在内的几家西方银行联合发放了数额更大的石油抵押贷款，这笔贷款总额为23.5亿美元，利率为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加2.5%，还款期为5年。“我们非常高兴，”其中的一位银行家告诉一家贸易杂志，该杂志将这笔贷款称之为“结构性贸易融资市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石油抵押交易”。
 
[8]

 2005年底，安哥拉请求法国农业信贷集团（东方汇理银行）提供另外20亿美元的贷款，共有15家国际银行参与了进来。美国进出口银行为安哥拉提供了8亿美元的信贷用来购买6架波音飞机。
 
[9]

 2005～2007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了两笔石油换基础设施贷款，金额分别为20亿美元和5亿美元。在这些贷款中，再次只有中国的贷款登上了新闻头条。

然后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感到吃惊的是，安哥拉人决定只用他们迅速增长的石油收入偿付贷款。虽然西方捐助者没有施加相关条件，但安哥拉石油收入的透明性还是大为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支持下，安哥拉人最终开始在财政部网站上公布比较完整的石油收入和支出账单。
 
[10]

 虽然安哥拉还大量存在腐败，但公路、诊所和学校都正在得以修建。有人认为中国在用现金支付贷款，但正如我们在分析中国独特的以资源为抵押的基础设施贷款时所看到的那样，他们错了。
 
[11]

 再看一眼就会发现是西方银行不需要透明性就支付了贷款，是西方企业出口了安哥拉的石油，为执政党提供了现金流。中国的贷款并非没有风险，但它对安哥拉而言仍然是一种革命：安哥拉的一些财富第一次有望被真正直接转化为发展项目。

《罗生门》的天才导演黑泽明让观众自己思考那天在树林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只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已不再是一个有关坏蛋、受害者和判决罪犯的故事，一个存在绝对黑与白的故事。现在，新闻媒体在中国参与非洲这一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定式思维：“欧洲投资银行谴责中国的不道德贷款”，“中国对非援助可能弊大于利，本警告说”，“沃尔福威茨抨击中国银行对非贷款”，“中国如何接管非洲，为何西方应深感担忧”。
 
[12]

 这些谴责甚至以不同的方式一再出现在欧洲议会的正式报告之中。
 
[13]



中国到底是不是我们在这些标题中看到的“流氓捐助者”？在本章的剩余篇幅里，我将采用与黑泽明相类似的方式，深入中国对非援助与参与这一被人们重复了千百遍的故事，以此来探究这最后一组神话与现实。
 
[14]



“中国援助：全是为了石油、矿产、资源”

哦，这不是真的。在无数的报告和新闻报道中，这个故事诞生了各种不同的版本。有位记者写道，中国正在资助“医院、水管道、大坝、铁路、机场、酒店、足球场、议会大厦——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与中国获取原材料有关”。
 
[15]

 在柏林召开的一次会议总结道，中国正在试图“牢牢控制非洲的自然资源”。
 
[16]

 欧洲议会认为，中国对非洲的兴趣“似乎仅限于资源丰富（或‘被资源诅咒’）的国家，也就是说绕开了其他许多非洲国家”。
 
[17]

 甚至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也声称：“中国政府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资助的大多数项目最终都是为了确保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自然资源大量出口中国”。
 
[18]



与之相关，有人认为中国在非洲各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是为其总体战略服务：公路和铁路直接将矿山和油井与港口、轮船和中国连接在了一起。《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声称：“中国正在修建大量基础设施——这大概是为了帮助其获取中国企业飞速消耗的自然资源”。
 
[19]

 这种“总体战略”的观点还支撑了如下假设：中国企业的投资都由北京在幕后操纵，这些投资唯一的目标就是将自然资源运回中国。

不难理解为何会出现这些看法。中国在非洲资源丰富的地区非常活跃，中国对这些资源的兴趣也非常真实。但无论认为中国提供援助主要是为了换取资源，还是认为中国人只对资源丰富的国家感兴趣，均忽略了以下事实。如图11-1所示，中国向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承认“一个中国”政策的国家提供了援助。
 
[20]

 甚至相对比较富裕的南非和毛里求斯也获得了中国的援助。中国官员声称这就是中国援助体系与国际援助体系的反差，因为在国际援助体系下，有些国家会更容易受到传统捐助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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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签署的援助协议，2006～2007年

注：“资源丰富”的国家为阴影部分。承认台湾的国家为斜体。

其次，中国似乎并没有向资源更多的国家提供更多的官方发展援助。中国商务部的赠款与无息贷款被相当均匀地分配给了各国能够赢得政治荣誉的那类项目。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人民币贷款主要提供给那些信誉良好、有能力偿还的国家。中国进出口银行只是给了这些国家信贷额度，然后等着有能力的政府来推荐项目：如毛里求斯的排水项目或博茨瓦纳的公共住房项目。在信誉不好的国家，可以将优惠贷款提供给能够赚钱偿还贷款的项目（肯尼亚的水泥电线杆项目，厄立特里亚或塞拉利昂的移动电话网项目）。

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在安哥拉、刚果（金）和赤道几内亚所看到的那样，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了大量极具竞争力的商业贷款，这些贷款均以石油（或其他资源）为担保，主要用于资助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难道这还不说明真的全是为了石油（你也可以说是铜、铁矿石或木材等）吗？

这些活动当然与资源有关系，但中国采取“互利共赢”的方式主要是为了创造商机。非洲的资源肯定也是商机的一部分，但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商机，比如出口。2008年，中国共向非洲出口了价值500亿美元的设备、日用消费品和机械。到目前为止，中国对非单笔最大的投资为中国工商银行耗资56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份。承接基础设施建设也非常重要。仅2007年一年，中国建筑企业就在非洲赚取了126亿美元，签署了290多亿美元的合同。
 
[21]

 2007年，在非洲各国从事电话系统建设的中国电信企业华为，要比中国其他工程公司在世界上赚的钱都多。
 
[22]

 尼日利亚的一位外交官曾在北京告诉我：“中国人正在试图涉足我们经济的各个领域。如果你去看一下西方人，除了石油，石油，石油之外，没有别的东西”。

在商品价格因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而大幅下跌之前，许多中国之外的企业也签署了大量矿业合同。仅在马达加斯加一国，加拿大第纳提克公司和力拓集团（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创建的矿业巨头）就分别签署了25亿美元和6.5亿美元的合同。
 
[23]

 但中国人看到非洲的基础设施需求相当巨大，就像中国在几十年前实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时一样。由于债务压身，非洲各国没有资金满足这些需求。它们也许不会错过这个通过开发资源来获取和偿还贷款的机会。沿着日本企业最初在印度，然后在中国开拓的道路，中国工程公司将得到早前可能会属于德国西门子公司或旧金山柏克德公司的合同。

如果从这个角度再看一眼，你就会理解为何向加纳布维水电站提供的贷款要以存入中国进出口银行代管账户的可可出口收入为抵押。并不是中国人要急切地锁定加纳优质的可可豆。但这些资源能够保证加纳偿还贷款，确保加纳能够推进长期渴望（但在环境问题上存在争议）的电力项目。

那么中国正在修建的基础设施是否也像殖民时期的基础设施一样，主要用于连接矿山和港口呢？中国正在与加蓬磋商的一个大型项目将包括修建一座港口，该港口将与一条深入中部非洲原始雨林直达铁矿主矿脉的铁路连在一起。中国企业还计划在几内亚（以及巴西）开展类似的项目，不过因2008年爆发的金融风暴而暂时搁浅。

然而中国在安哥拉的项目与之不同。中国在安哥拉修建了医院、灌溉系统和公路——但安哥拉的石油均在离海岸线数里的深海。同样，中国在刚果（金）以资源为抵押的项目也包括了从学校到铁路等各个领域。因此真实情况是中国工程公司正在重建非洲，而且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了整个非洲。世界银行的一个只使用报纸和网络资源对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研究的小组（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去任何非洲国家）声称，这些项目绝大多数都是为了确保中国获取资源。
 
[24]

 然而他们所提供的项目清单，其中包括中国在博茨瓦纳、肯尼亚、卢旺达、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等国援建的公路、桥梁、排水系统和发电站等，明显都不是为了攫取资源而进行的某种总体规划的其中一环。

最后，中国政府是否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在北京指挥了所有这些活动？那些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而非对答案进行猜测的研究人员一再指出，中国企业拥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
 
[25]

 一位研究中国石油企业海外运作情况的日本学者发现，它们并没有义务将自己开采的石油运回中国。他们可以将这些石油卖到任何价格最高的地方。
 
[26]

 同样，中国在赞比亚谦比西铜矿的投资者也不用将他们开采的铜矿运回中国。就像一位中方开采主管曾告诉英国学者丹·哈格伦德（Dan Haglund）的那样：“中国离这里太远，运费太高。我宁愿寄钱回去”。
 
[27]



“中国使苏丹逃脱了因达尔富尔谋杀应受的惩罚”

是的，但中国正在发生改变。由占据喀土穆的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担任总统、为外界所排斥的苏丹政府是中国在非洲最受争议的伙伴。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中国与苏丹间的关系成为人权活动关注的焦点。米亚·法罗（Mia Farrow）和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等知名人士均指责中国是美国所谓苏丹种族灭绝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中国购买苏丹的石油使苏丹得以购买中国的武器，而这些武器被用来对付达尔富尔的叛军。而且，用2009年我在一次筹款活动中听到的话说：“中国阻挠了国际社会终止达尔富尔暴力事件的行动，从而使苏丹政府逃脱了惩罚”。

苏丹的暴力冲突由来已久，直到2005年1月，苏丹南方与北方才签署和平协议，结束长达数十年的战争，而且为了阻止南方获得武器，联合国对苏丹实行了部分武器禁运。战争邻近结束的时候，在贫瘠的达尔富尔地区兴起的两支反叛力量——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开始攻击政府警察局和军事基地，以便引起人们注意他们被忽略的历史。喀土穆进行了猛烈的报复，对与法国领土相当的达尔富尔地区叛军控制的村庄实施了轰炸。他们为野蛮的“贾贾威德”民兵——曾经在各村四处游荡的游牧者——提供武器和支持，烧死茅屋中仍然活着的人，将妇女抓来当性奴隶，将数以百万的无辜的人赶出家园。

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主要是投资、出售武器和政治庇护。自苏丹的石油开始涌出地面以来，中国只向苏丹提供了非常少的官方发展援助。
 
[28]

 但苏丹油田上的主力军首先是中国企业，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家（这三者进行了相当多的投资）。尽管日本在2006年是苏丹石油最大的消费国，但多年来苏丹的大量石油都出售给了中国。
 
[29]

 北京帮助苏丹修建了自己的军工厂，向苏丹出口了大量轻型武器和军用飞机，并积极地维护其与苏丹政府的军事合作。有证据表明，中国出售给喀土穆的武器被用在了达尔富尔，尽管北京一再声称其出售武器给苏丹是合法的，遵守了联合国武器禁运的条例。
 
[30]



中国还在外交上支持喀土穆，坚持联合国必须事先征得喀土穆的同意才能派遣维和部队帮助维持达尔富尔的秩序。在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是否对苏丹实施经济制裁的问题上，他们或者要求降低制裁，或者投了弃权票。“我们并不主张禁运”，中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声称，“因为这意味着人民将因此受苦。从实际角度考虑，禁运和制裁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就像武装入侵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一样”。
 
[31]

 中国仍一如往常地开展与喀土穆的关系，尽管外界的批评之声此起彼伏。“中国对所有这一切视而不见可能会获得好处”，《经济学人》的一位记者写道，“但这是不道德的”。
 
[32]



然后中国开始做出改变。在2007年年初对苏丹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苏丹总统巴希尔进行了“坦率的”交谈。“中国通常不会传递信息，但这次他们传递了，”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强调指出：“这是一个明确且强烈的信息”。
 
[33]

 苏丹不得不同意联合国向达尔富尔派遣联合国和非洲联盟混合维和部队的决议。中国“从未强迫苏丹这么做”，这位大使说，但苏丹“领会到了中国所传达的信息”。

中国向苏丹派遣了一名特使，劝说喀土穆允许混合维和部队进入达尔富尔，并向维和部队提供了约300名工程兵。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危机组织对此给予了乐观的评价：“在苏丹问题上，北京正在从一个明显的麻烦制造者变成重要的问题解决者”。
 
[34]

 美国前总统布什派往苏丹的特使安德鲁·纳奇奥斯（Andrew Natsios）也承认：“我认为中国已经非常合作。他们每个月都在提高协调与合作的水平”。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埃里卡·唐斯（Erica Downs）所指出的那样，在苏丹问题上，中国这个安静的“好警察”的配合对美国这个率直的“坏警察”而言是一种补充。
 
[35]



如果中国同意西方国家的制裁行动，达尔富尔危机会更容易解决吗？或许如此，但（遗憾的是）也未必。制裁或许有力地表达了道德上的激愤，或许是对这一虽未爆发战争，但却四处蔓延的灾难唯一可以接受的反应，但有研究人员指出，尽管获得了广泛支持，但经济制裁通常发挥不了作用。
 
[36]

 我们可以想一想对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长达几十年的制裁，以及在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失败后，为了迫使萨达姆·侯赛因尊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而对伊拉克实施的制裁，基本都无功而返。虽然也有少数几次取得了成效（南非的种族隔离政府，罗德西亚的最后一届白人政府——伊恩·史密斯政府），但均有一个前提，即政府在国内的商业盟友非常明白自己的国际地位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并且希望重新融入世界。苏丹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

而且，中国并非外部唯一的参与者。俄罗斯是苏丹军用飞机和常规武器的主要供应商。
 
[37]

 民主国家日本和印度也购买苏丹的石油，马来西亚也是如此。加拿大的拉曼查公司是苏丹非石油矿产和采矿业的主要外部参与者。
 
[38]

 而且令人吃惊的是，英国贸易投资总署在其网站上鼓励英国企业到苏丹开展业务，因为苏丹拥有“健全和开放的宏观经济”。
 
[39]



到2009年，我们清楚地看到虽然喀土穆曾一度控制局势，但可能已经无法重启和平谈判。暴力的来源已经扩大，现在囊括了土匪、地方少数民族间战争，以及至少4个大规模反叛组织，其中有些组织拒绝参加和谈或同意定期停火。
 
[40]

 达尔富尔的其中一个反叛组织派出一千多人对前去保护达尔富尔人民的非洲联盟维和部队进行了袭击，杀死了12名维和人员。
 
[41]

 而且暴力活动已经从达尔富尔地区向外蔓延。达尔富尔的一群反叛者（由乍得在背后支持）发动的攻击将战争燃到了喀土穆的大门口，乍得的一个反叛集团（由苏丹在背后支持）也穿过沙漠对乍得首都恩贾梅进行了攻击。

就像许多中国人所认为的那样，在终止达尔富尔灾难的活动中，中国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吗？“由于对中国的影响预期过高，从而导致中国在苏丹问题上遭到了非议。但事实上，俄罗斯才是一个更加重要的进攻性盟友”，哈佛大学苏丹问题专家、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项目主任艾力克斯·德瓦尔（Alex de Waal）告诉我。但中国确实具有一定的作用，而且在非常缓慢地发挥那种作用。我们需要推动他们发挥那种作用，北京的相关人士需要开始讨论他们不干涉政策的利与弊。如果不是担心会给奥运会带来不利影响，胡锦涛可能也不会急切地让喀土穆“获取信息”。但与此同时，将中国作为达尔富尔宣传活动重点的战术策略也付出了代价。它使美国和法国等国政府不必再迫于压力进行持续的高层调解，而这正是可能解决像达尔富尔这类复杂危机的唯一方法。
 
[42]



“中国损害了增进非洲民主与人权的努力”

可能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们并不附加政治条件。我们知道政治和经济环境并不理想，但我们没有必要等到事事如意或人权完美无缺”，中国的非洲特使刘贵金对中国在援助和参与问题上的立场如此总结道。
 
[43]

 就像上述苏丹的例子一样，人们习惯认为中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而提供的支持使流氓政府得以盛行。“中国日益增加的对外援助为独裁者提供了新的选择，因为这些独裁者此前只能依靠坚持将人权进步作为条件的国家”，受人尊敬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认为。
 
[44]



中国参与罗伯特·穆加贝高压统治之下的津巴布韦就契合了这种观点。还有人将安哥拉、苏丹，甚至赤道几内亚纳入进来。但要想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选择”对非洲民主与人权的影响，我们需要回答两个问题。首先，如果没有中国，情况将会怎样？就像人权观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加入显著地改变了竞技场吗？其次（而且更具争议的是），其他捐助者附加于对外援助之上的政治条件有效地改善了非洲的人权和民主吗？中国缺乏政治附加条件阻碍了进步的潮流吗？

让我们首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出现显然为独裁者提供了额外的资金选择。但中国的资金与欣然向大多数非洲独裁者开放的其他选择差别不大。我们在本章开头已经看到，在中国参与前后，欧洲各家银行，甚至美国进出口银行，均向安哥拉提供了贷款。雪佛莱公司和壳牌公司为尼日利亚的石油开采提供了资金，埃克森美孚公司为赤道几内亚的石油开采提供了资金。其他一些跨国矿业公司——如力拓集团和澳大利亚-英国大型联合企业必和必拓集团——为几内亚和津巴布韦等国的独裁者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和收入来源。尽管这些企业对针对苏丹和缅甸等国持续的宣传活动日益敏感，但没有几家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将民主或人权因素纳入进来。
 
[45]

 非洲大多数资源丰富国家的独裁者的确拥有选择。他们从未非常依赖人权的捍卫者。北京正好也是这些投资者中的一员。

当然，捐助者已经开始停止向人权和民主记录欠佳的国家提供援助，你可以相信这一点。尽管自冷战结束以来情况有所改善，但相关记录仍然令人失望。富产石油的喀麦隆自1982年以来一直处于独裁者保罗·比亚（Paul Biya）的统治之下，且被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评为非洲14个政治和公民自由最糟糕的国家之一，但在2006年却获得了约合17亿美元的援助。
 
[46]

 自由之家认为在7项有关公民与政治自由的指标中，另外一个捐助者的宠儿埃塞俄比亚有5项表现甚差（只有1项表现最好），然而在2004～2006年，捐助者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56亿美元的援助。当我们从援助理想走向援助现实的时候，就会发现中国与传统捐助团体在较少宣传的例子中似乎并没有太大差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主张增加对非援助，他在2006年指出：“认为援助应该以严格的政治条件为前提的观点是错误的。结束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消除贫困”。
 
[47]



再看一下世界银行。与中国相同，世界银行也向独裁者贷款且不附加政治条件。《经济学人》曾经指出，从过去大部分时间来看，世界银行的贷款“增加了无能政府继续执政的筹码”。
 
[48]

 许多人认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要求良好的人权记录和利用限制条件来推进借贷国的民主。冷战结束后，世界银行的确开始附加治理条件，但只限于腐败，而非民主或人权。
 
[49]

 近年来，世界银行并未向非洲一些治理糟糕的国家，比如苏丹和津巴布韦提供新的贷款。但至少从官方层面来看，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滥用民主和人权，而是因为它们无力偿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债务。
 
[50]



中国人在本国都没有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当然更不会向其他国家提出此种要求。然而中国官员近年来对在国内实行民主制度的看法有所松动。“我们必须走向民主”，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说：“我们存在许多问题，但我们知道前进的方向”。
 
[51]

 但稳定压倒一切的信念也影响了中国人对其他国家政治动荡的反应。

当缅甸领导人在2007年野蛮镇压和平抗议者的时候，北京向其派出了特使，据报道该特使敦促缅甸领导人进一步加快迈向民主的步伐。
 
[52]

 他们支持联合国调解缅甸危机的努力。这里的关键是北京将民主进展缓慢与政治和经济不稳定视为一体。同样，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与其他国家大使一起，努力规劝在2007年选举中落败的现任总统和平让位。
 
[53]

 但当肯尼亚在2008年初因选举出现争议而引发暴乱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声称：“西方‘民主’输出非洲水土不服，埋下祸根”。
 
[54]



我们丝毫不用奇怪一些只是伪民主主义者的非洲领导人会对中国拒绝附加政治条件加以支持：“我觉得西方人认为他们可以在非洲购买良好治理的想法是错误的”，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说，“良好的治理只能从内部产生，无法从外部强加。人们总是产生幻觉。中国所做的就是打破那种幻觉。不管从哪方面来看它都没有危及非洲良好治理和民主的改革，因为只有那些土生土长的东西才有成功的机会”。
 
[55]



刚果（布）驻美国大使塞尔日·莫姆布里（Serge Mombouli）告诉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说中国提供了有形的东西，西方国家则在推动不是很有形的东西：更好的治理。“我们两样都需要。我们不能只谈论民主、透明和良好的治理。这样一来，人们将没有东西可吃，没有水可喝，晚上没有电，工业不能提供工作，因此我们两样都需要。人们不能拿民主当饭吃”。
 
[56]



“中国的支持使罗伯特·穆加贝继续在津巴布韦掌权”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津巴布韦长期以来就是非洲广为人知的为外界所排斥的政权之一。津巴布韦年事已高的独裁者罗伯特·穆加贝批准对反对党实行残酷的帮派暴力，容忍绑架和折磨人权活动家，鼓励糟糕的土地重新分配——将许多农场分给觊觎它们的政客，而非没有地的穷人。当西方国家对其政府进行制裁的时候，穆加贝根本不予理睬。“我们已经转向太阳升起的东方”，他宣称，“我们不用再理睬太阳落下的西方”。

我曾在2009年9月前往津巴布韦。在哈拉雷郊外，我们驱车经过了一些管理不善的农场，这些农场因干旱而空无一物，满眼尽是褐色的泥土。脆弱的权力分配安排根本无法阻止农村爆发一轮又一轮的暴力事件。一天傍晚，我拜访一些朋友并与他们共进了一顿安静的晚餐。随着太阳落山，青蛙和昆虫开始了夜间鸣奏曲。天很快黑了下来。我们坐在他们的阳台上喝着南非的葡萄酒。我们面前的宁静与他们口中罗伯特·穆加贝的支持者及他的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一直在犯的兽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人权活动家，我的朋友和许多类似的人仍然比较脆弱。尽管有数以百万计的津巴布韦人流亡在外，但新成立的联合政府仍然对举办矿业推销会持乐观的态度。我在第二天溜进了推销会。好几百个外国商人齐聚会场，半信半疑地听穆加贝承诺尊重财产所有权和法治。

接待我的主人们认为，中国的外交与军事支持延长了他们国家的危机。但他们也重复了我经常在哈拉雷听到的一些东西：人们对中国在津巴布韦发挥的经济作用的习惯看法有些是正确的，但也有些是错误的。首先，中国的援助并非这一流氓政权的生命线。中国将提供数十亿美元援助的传闻原来只是穆加贝政府的一相情愿。
 
[57]

 中国向麻烦不断的津巴布韦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甚至比向苏丹提供的都少。
 
[58]

 或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人为苏丹总统修建了新的总统官邸，但只为穆加贝东方风格的住宅提供了蓝色瓷砖（马来西亚提供了其他建筑材料）。2006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向津巴布韦提供了2亿美元的短期出口信贷，用来购买肥料和农药。这些物资可能会分发给政府的支持者，但信贷本身完全是商业性的，以津巴布韦的铂金特许权作为抵押。即便真的有秘密现金转入，我们也很难找出证据。然而细心的观察者，如经济学人信息部发现，津巴布韦与中国之间的纽带“似乎并没有转变成现金”。
 
[59]

 这方面的另外一个标志是津巴布韦政府最终在2009年放弃津巴布韦元之前，通货膨胀率已经飙升到796亿%，且已经发行了100万亿津巴布韦元的纸币。
 
[60]

 由外部势力提供资金的政府没有必要以这样的速度印制货币。

在2005年美国和欧盟对穆加贝及其亲信实行武器禁运和针对性制裁之后，中国企业与津巴布韦政府签署了8项范围广泛的协议，涵盖了灌溉、公路、发电厂、电信和电力等各个方面。
 
[61]

 但这些协议并不是特别友好。据称华为集团在合同中要求预付20%的定金，外加烟草、铬和铂金出口为抵押。
 
[62]

 津巴布韦电力局与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简称中航技公司）签署的电力项目需要预付360万美元的定金，且以烟草出口为抵押。
 
[63]

 有些项目已经开始——出口商已经出口商品，工程人员已经开始建设项目，但当津巴布韦无法履行协议的时候，大多数都被搁置或暂停。
 
[64]

 “现在我们政府的信誉似乎比较糟糕，”津巴布韦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记者。
 
[65]

 中国人之所以不在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进一步投资，并非因为他们比较谨慎，而是因为津巴布韦不太可靠。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大型中国对外投资者完成了协议，虽然数量比媒体报道的要少。
 
[66]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简称中钢集团）向津巴布韦矿冶公司，一家此前为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所有的私营铬铁生产商支付了2亿多美元。
 
[67]

 中非发展基金成为中钢集团铬加工企业的股东。其他得以开展的协议都要比最初宣布的小得多。比如媒体曾广泛报道中国晶牛微晶集团在津巴布韦中部城市卡马多耗资“4亿美元”修建了一家玻璃生产与加工综合企业，但实际上他们才刚刚谨慎地开始一个小得多的项目，耗资1300万美元修建一家平板玻璃厂。
 
[68]



津巴布韦市场上的中国商人已经越来越多。很多津巴布韦人都相信有关2005年5月“城市净化运动”的传言，认为当时一系列强行拆迁棚户区和非正规市场的行为，是为了保护中国商人免受非正规经济部门的竞争。布拉瓦约天主教区认为，拆迁实际上是为了惩罚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在城市里的支持者，迫使新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使他们无法与反对党结成联盟，并“完全依赖政府控制的粮食援助谋求生存”。
 
[69]



军事支持的情况如何呢？2002年失败的大选之后，美国与欧洲禁止他们的企业向津巴布韦出售武器。但中国企业并没有受到这种限制。2004年，津巴布韦向中国赊购了12架教练机和其他一些军事装备。中国的军事出口商似乎也将矿产特许权作为贷款抵押。
 
[70]

 尽管津巴布韦政局动荡和经济不稳，但中国企业仍在2005～2007年向其提供了至少2800万美元的常规武器。
 
[71]



津巴布韦2008年3月充满争议的选举结束后不久，中国的安岳江号货船因南非及津巴布韦的其他邻国的工会拒绝卸载货物而返航中国。安岳江号共装载了36个集装箱，其中四个装的是准备转运内陆国家津巴布韦的弹药和火箭筒。
 
[72]

 2008年年底，联合国监察刚果（金）军火交易的专家声称，当年8月有53吨军火从刚果（金）流入了津巴布韦。
 
[73]

 许多人认为这批军火至少有一部分为中国被拒绝卸载的军火，不过联合国监察小组负责人约翰逊·斯登（Jason Stearns）否认他们小组已经找到了相关证据。“这有可能，但我们没有证据”，他说。
 
[74]



这些军事协议如何帮助穆加贝继续掌权？穆加贝的手下是用棍棒实施的暴行。他们并没有使用战斗机或火箭筒。但为了防止不满演变成政变，穆加贝需要确保他的军队拥有足够的武器。军队不会容忍士兵手中没有弹药和稳定的空军。武器还能使穆加贝将更为暴力的镇压作为一种威胁。“假如那只货船运载的仅仅是食品和医药”，肯尼亚一家报纸的社论声称，“中国在非洲的合法利益还有多少”。
 
[75]

 但我们认为可能还有不少。

2004年，津巴布韦军方订购中国的战斗机是背着津巴布韦议会和政府采购委员会进行的。武器出口因利润丰厚的佣金和回扣而臭名昭著。让我们先看一下英国武器出口系统的运作模式，然后再想象一下中国是如何向津巴布韦出口武器的。

2003年，有告密者指控英国宇航系统公司（前身为国有性质的英国宇航公司，英国主要的武器生产商）设立了数千万英镑贿赂基金，为沙特阿拉伯王室赌博、嫖妓、购买赛车和游艇埋单。这位告密者称，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这笔基金促成了所谓的“阿尔-雅马哈”（Al-Yamamah）交易，即沙特阿拉伯通过易货协议，购买了英国数百亿英镑的鹰式战斗机和其他军火。（沙特阿拉伯用石油来支付战斗机的款项。）2006年，英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突然终止了严重欺诈办公室对这起丑闻的刑事调查。
 
[76]



并没有公开证据证明中国在津巴布韦出售武器有腐败问题，但上述丑闻表明武器交易经常以各种非法致富预期为基础。对于穆加贝这种试图继续掌权的人而言，这些恩宠机会也大有用处。穆加贝的两个主要拥护者分别为军人（包括退伍军人）和农民。这种军事支持将与中国为农业机械和肥料提供的信贷相辅相成。

但我们也需要记住，对中国的指责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掩盖了其他国家仍然活跃在津巴布韦的事实。例如乌克兰在2005～2007年向津巴布韦出售了价值1200万美元的武器。仍在津巴布韦开展业务的美国烟草公司的副总裁说：“那里所有的交易都是为了支付账单……我不喜欢这种情况，但我们在哈拉雷还有一家工厂”。
 
[77]

 英国的巴克莱银行和渣打银行均在津巴布韦开有支行。
 
[78]

 法国的一家银行以津巴布韦的镍资源为抵押，为其燃料进口提供贷款；作为铂金投资的一部分，南非的一家矿业公司向津巴布韦提供了1亿美元的贷款。
 
[79]

 2008年，英美资源集团宣布计划投资近4亿美元开发一座新的铬矿。
 
[80]

 （为了回应相关批评，英美资源集团发布了一篇新闻稿：“我们负责任地开发温基铂矿将创造长期可行的业务，将在未来几年对津巴布韦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新闻发言人的措辞。）

就像在苏丹发生的那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支持津巴布韦的行动出现了转变的迹象。北京一直表示将与非洲联盟或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非洲组织在津巴布韦问题上保持一致。2008年7月，中国与俄罗斯共同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对津巴布韦领导层实行武器禁运和针对性制裁的决议（南非也反对这项决议）。这三个国家均认为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只在国际安全遭受威胁的情况下才授权安理会实施制裁。他们坚持认为津巴布韦的骚乱属于国内问题。
 
[81]



2009年初，随着肆虐的霍乱和混乱的经济导致津巴布韦的灾难蔓延出边界，南非宣布停止对津巴布韦的援助，直到穆加贝同意与反对派组建民族团结政府。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随后也公开“对当前津巴布韦持续的经济与政治恶化表示关切”，并敦促津巴布韦组建民族团结政府。
 
[82]

 在这之后不久，穆加贝与反对派领导人摩根·茨万吉拉伊（Morgan Tsvangirai）组建了民族团结政府。不久，这两个竞争对手均宣称为他们濒临破产的政府获取了一大笔中国贷款。
 
[83]

 中国进出口银行的确对大规模资源抵押信贷感兴趣，一位中国官员告诉我，但他们正在努力打消北京的顾虑，使北京相信新成立的津巴布韦政府现在能够消除长期以来拖欠中国贷款的不良记录。

不管是在津巴布韦还是在苏丹，中国人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充分利用了令人震惊和为人反对，由政府支持的残酷的镇压活动所产生的局势。他们本来能够更好和更容易地运用自己日益增长的能力，担当一个有说服力和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值得表扬的是，美国、英国，以及他们的盟友在向穆加贝施压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证据证明我们包括制裁、武器禁运，甚至像对伊拉克进行的那种武装干涉在内的策略，会给我们政府希望帮助的人们带来社会公正、稳定和繁荣的话，我们就能更好地推动中国做出改变。

“中国正在使腐败加剧”

或许并没有加剧，但显然也没有改善。中国与毛里求斯、南非和博茨瓦纳等治理最好的国家进行合作。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也与安哥拉、赤道几内亚和刚果（金）等被认为是非洲最腐败的国家进行合作。中国的参与进一步加剧了腐败吗？

对腐败进行研究通常比较困难，原因显而易见：有多少人会欣然承认收取了回扣和贪污？更不用说回扣和贪污的数额了。即便透明国际公布的年度排名，也是以贪腐印象，而非硬性数据为基础。这就是说，对中国、非洲和腐败的担心可以被划分为三种类型：首先，来自中国新的巨额资金可能正在引诱贪污对象；其次，中国对腐败态度宽松的企业可能会作弊，从更为诚实的企业那里赢取合同；最后，中国不附加广泛的透明性条件而提供贷款，可能会使那些国家远离其他拥有强有力的预防措施的金融机构。这可能会终止来之不易的反腐成果，甚至会点燃有人曾警告的“逐底竞争”。

幸运的是，第一个担心几乎完全没有必要。许多人并不了解中国贷款通常是如何运作的。如赞比亚民间社会活动家斯蒂芬·穆雅克瓦（Stephen Muyakwa）曾告诉一家报纸，称中国贷款“可能引发腐败，因为非洲政府可以随便使用这些贷款……你不能只将一张空白支票交给财政部，然后便认为万事大吉了”。
 
[84]

 尼日利亚的市民社会担心中国在2006年和2007年提供的约40亿美元“援助”（实际上是投资和出口信贷）“最终将落入执政党的金库”。
 
[85]

 马拉维议会的一位反对派成员听说马拉维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用手提箱带回了400亿克瓦查（2.80亿美元）”，于是便质问这笔钱哪里去了（马拉维财政部长向她解释说，他“并没有从中国带回满满一袋子钱”，他带回的只是2.8亿美元的援助承诺，这些援助将在未来3年内被用于项目开发）。
 
[86]

 购买国有资产将为政府提供现金，但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所看的那样，在中国的援助和以资源为抵押的基础设施贷款的体系中，非洲各国政府可能根本就看不到现金，除非它们以回扣的方式浮出水面。

我在前文已经指出，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捐助国将援助和商品与服务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批评。但正如有些非洲人所证实的那样，完全由贷款方管理开发贷款未必是一件坏事。马达加斯加的一位记者在解释中国人为何亲自在马达加斯加修建综合体育馆的时候说：“中国人深知如果将资金交给马达加斯加政府，就会被用到完全不同的地方”。
 
[87]

 几内亚比绍的一位居民指着中国援建的议会大厦说：“在腐败的国家，最好是到这里来修建这么大的大厦，因为至少我们还能看到它。其他国家给了我们钱，但都被政客侵吞了，像我这样的人从来就没看到过那些钱”。
 
[88]

 这些人明白中国的援助与发展资助体系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甚或私人银行的运作方式——直接将钱存入政府的账户，尽管有所预防和监控，但这些钱可能还是蒸发了——有所不同。政府通过向西方出口石油等自然资源而获得的收入也可能面临着相同的危险。

中国进出口银行通常不向虚弱的借款国政府支付贷款这一事实有助于减少腐败。有些记者认为中国并不需要“正确的资金账目”。
 
[89]

 我所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中国有充足的账目——所有账目都在中国完成，所有资金也都留在了中国（参见第五章）。“事实证明，中国人对如何使用他们的巨额资金管的不多”，一位记者说，“有许多直接流进了独裁者的腰包”。
 
[9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是错的：事实上中国人似乎更关心如何更好地使用他们的巨额资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善良和仁慈，而是因为这些钱基本上可以被用两次：一次为进口石油等资源提供资金，一次被用来向修建基础设施的中国建筑公司付款。

把钱留在中国和以存入代管账户的自然资源的出口收入为抵押，意味着基本不可能出现那种在一些资源丰富国家经常会出现的大规模贪污。比如，尼日利亚前独裁者萨尼·阿巴查被指控在5年执政期内，共将攫取的高达2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存入自己的海外账户。刚果（金）与中国签署了数亿美元的矿产换基础设施协议之后，刚果人担心他们的政府将用中国的资金“中饱私囊”，而非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91]

 但在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做法后，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对该协议进行调查的记者指出，那些钱实际上将会绕过政府的“粘手”。刚果（金）丰富的资源或许已经开始为其发展埋单。

那么第二个担心，即是否存在虚报开支、私下交易、官商勾结和串通投标，以及回扣呢？这些现象现在有可能增加吗？中国进出口银行向非洲提供的贷款有79%被用于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在大多数国家，这一领域都因腐败和回扣而臭名昭著。
 
[92]

 比如在2009年，美国的两家公司，哈里伯顿公司和凯洛格·布朗·路特公司，就因在1998～2006年为获得价值60亿美元的建筑合同，违反美国法律向尼日利亚官员提供贿赂而被处5.79亿美元的罚款。
 
[93]

 如果中国的参与导致了贿赂的增加，那也是在某些西方企业已经助长而变得极高的水平上进行的。

尽管话是这么说，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名声并不好。根据透明国际2006年公布的行贿指数，在接受调查的30个有海外行贿倾向的国家中，中国企业名列第29。我们还可以从世界银行为加强其融资项目招标与采购诚信的努力中找到一些硬性数据。世界银行在2009年1月宣布，由于多人指控其融资的菲律宾道路项目在招标过程中存在串通现象，在经过差不多6年的调查后，世界银行决定将4家大型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
 
[94]

 它们是第一次因在世界银行的项目中存在腐败问题而遭到制裁的中国企业，自1999年以来，已经有来自其他国家的339家企业和个人遭到制裁，其中包括25家英国企业和11家瑞典企业。
 
[95]



中建总公司是中国在海外最大的承包商，被世界银行禁止在8年内参与投标。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路桥公司）已经在世界各国至少获得了15个世界银行的项目，合同总值约为4亿美元，被禁止在6年内参与投标。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简称中地公司）在2007年名列中国海外企业前25位，被禁止在5年内参与投标。这四家企业都是大型企业，它们被列入黑名单可能会让人认为中国企业普遍都这么做，而且这将威胁到为降低基础设施合同的腐败而做出的努力。

上述美国在尼日利亚的行为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反贿赂举措。富裕国家直到最近才同意通过相关法规，如经合组织以1977年《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为基础签署的《反贿赂公约》（1997年），打击本国企业在海外的贿赂行为。在海外腐败这一问题上，我们从中国看到的信息比较含混，我们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行为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被视为非法，而这是必要的第一步。

一方面，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访问非洲期间，会见了大量在非中资企业的负责人，对他们的公司治理提出了明确的希望：我们的企业在开展业务的时候，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必须公开和透明，应该通过投标来获得大项目，严禁不恰当的交易，反对贪污和回扣。
 
[96]

 中国也发起、签署和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该公约规定海外贿赂是犯罪。

2008年6月，中共中央将严禁国（境）外商业贿赂行为纳入了未来5年反腐法律改革的工作规划。
 
[97]

 一位中国官员指出，中国国内的援助项目招标已经实现了制衡与透明：“评标委员会的专家每次都随机选取，这就不可能对他们进行贿赂，而且评标也不会受到个人关系的影响。你不可能随便加入这种委员会。这些专家对任何企业都不会偏袒。评标完全是公开、公平和公正的”。
 
[98]

 然而腐败似乎仍然存在。2006年，中国商务部承诺将牵涉贿赂或串通的企业列入黑名单，在两年内不允许它们参加中国援外物资与设备项目的投标、议标。
 
[99]



另一方面，与其他许多出口信贷机构相似，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并不反对为温家宝总理所警告的、通过非投标方式获得的合同融资。在日本，与类似体系相伴随的腐败已经导致人们强烈反对企业参与援助。这种压力可能不会马上在中国出现。当在2007年被问到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政策透明度的时候，李若谷说：“中国有句俗话：水至清则无鱼”。
 
[100]



中国人对腐败的观点是由其国内经历所决定的。腐败在中国和韩国等许多亚洲国家都普遍存在，但并没有达到扰乱经济发展的程度。除了可能给商业带来影响外，利用经济制裁或附加条件来惩治腐败还被认为对非洲人有害，因为这损害了他们发展的机会。李若谷在南非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坦率地表示：“我们花费大部分时间讨论透明性和良好治理等问题，但这并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它们是发展进程的一部分。我认为英国在200年前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透明，更不用说100年前的美国了”。
 
[101]



中国并不需要受援国拥有良好的治理才能获得援助或贷款。但来自中国的这种无条件融资选择会破坏提高透明度和惩治腐败的努力吗？就像我们在前文分析民主和人权问题时所认为的那样，这要假定富裕世界的跨国银行、石油公司和援助机构现在从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收回它们的巨额资金。

事实并非如此。真实情况是，有些新的自愿性计划正在试图改变规范性标准的氛围。最重要的是，从2003年开始实施的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已经帮助建立了全球问责标准。然而只有自然资源出口国政府承诺遵守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企业并不需要单独“公布它们的花费”。西方的银行和石油公司一直渴望与不透明的腐败国家做生意，这表明它们并没有等着治理得到好转。

就捐助者而言，牛津大学经济学家比尔·伊斯特利（Bill Easterly）和托比亚斯·普菲策（Tobias Pfutze）在2008年发表的文章表明，各捐助者向腐败排名较高的国家提供的援助，平均仍占它们援助总额的68%。
 
[102]

 有些捐助者（希腊、澳大利亚、葡萄牙、爱尔兰、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新西兰）将80%的援助送给了最为腐败的国家。有西方国家的这些例子，我们很难指责中国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

“中国的援助与贷款是‘不公平’补贴制度的一部分”

的确如此。但经合组织的国家也有类似的补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年宣布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信贷，这增加了人们对中国出口信贷补贴的关注。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过去均经常在相互间的贸易战中使用高额出口信贷补贴，或将官方发展援助与其他类型的信贷结合起来。

以美国为首，经合组织成员国开始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根据经合组织各成员国在1978年自愿推出的《官方支持出口信贷的安排》，各国的优惠出口信贷应该仅限于非商业性项目：建造小学或诊所等公共设施。各成员国同意以商业利率为推土机和轮船等商品，或机场建设等提供出口信贷。这么做主要是为出口商着想，避免他们进行逐底竞争，而不是为受援国着想，因为他们将支付更多的资金。这是通过将援助与出口促进体系区分开来，为援助松绑的一项举措。

各成员国根据这一安排向经合组织上报它们出口信贷的报价。如果其他成员国认为它们的报价违反了自愿协议，可以对其进行质询或与其进行竞争。尽管出于保护商业机构的需要，这一体系对于外部世界并不透明，但从理论上来讲，它有助于确保援助被用于非商业性目的，同时，各国能够在价格、技术和质量，而非信贷补贴的基础上选择它们需要的项目和商品。

随着中国工程公司逐步增加对非项目的竞争力，以及中国出口商逐步进入此前为欧洲和美国企业所垄断的飞机与军工市场，许多人认为它们在商业项目上较低的投标价格得益于中国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优惠信贷额度。毫无疑问，这些补贴贷款确实有所帮助，而且它们显然是支持中国“走出去”战略投资组合的一部分。但它们的作用不应被过分夸大。大部分活跃在非洲的中国企业无法获得补贴贷款。与此同时，中国的储蓄率意味着在中国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即便对于那些无法获得优惠贷款的企业也是如此。

在某些情况下，那些较晚进入某一国家的中国工程公司为了挤入市场，且往往是与其他中国企业进行竞争，将会按照国内总部的指示，以较低的价格进行“亏本经营”。在其他情况下，中国企业都比较具有竞争力。正如我在第五章所指出的那样，它们的利润率比较低。它们当中有许多已经在非洲经营了数十年，非常熟悉自己的市场。而且它们的成本非常低：中国工程师的年薪为1.9万美元，与之相比，德国工程师的最低年薪约为11万美元。
 
[103]



在几位中国非洲问题专家参加的一次访谈活动中，其中一位专家以中国的角度对中美企业进行了对比：

美国在非洲开采石油多年，却没有给非洲人民带来多大收益，非洲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美国公司对资源开采项目的报价非常高，并尽量把自己的成本做得非常大，凡工程所需，甚至连矿泉水、螺丝钉这样的东西，能从美国进口的就绝不在非洲购买。而中国公司的造价相对较低，也相对公平。非洲国家在寻求一种资源的多元化开采策略，这对中国进入非洲提供了机会。
 
[104]



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清楚地知道出口信贷规范的演变。几年前，中国人将经合组织《官方支持出口信贷的安排》的内容翻译成了中文。
 
[105]

 虽然中国并非经合组织成员，但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官方网站上强调其出口买方信贷“普遍”遵守《官方支持出口信贷的安排》。与此同时，中国人认为富裕国家的企业在获得政府援助方面占得了先机，只是在中国企业走向全球之后才遵循变化了的规则行事。美国进出口银行在1934年就已经建立，这比中国进出口银行建立的时间早了整整60年。他们不可能同意在他们的企业还没有再多学习几年如何“走出去”之前，就把企业放到“公平的”竞争环境之中。这一问题仍将继续成为争论的焦点。

“中国以较低的环境和社会标准赢得商机”

是的，但情况可能正在发生改变，至少对中国的政策性银行而言确实如此。2006年，欧洲投资银行总裁菲利浦·梅斯塔特（Philippe Maystadt）向《金融时报》抱怨，中国的银行“从欧洲投资银行的眼皮底下偷走了项目”，因为它们在社会和环境方面没有限制条件。
 
[106]

 正如我在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在劳动标准方面是出了名的松懈。修建水电站和公路、砍伐热带硬木和开发大型热带雨林种植园，以及大规模开采矿产，均给非洲的环境带来了危害。这些项目都还需要与受这些项目所影响人进行协商，对他们进行补偿和妥善安置。就像在塞拉利昂扩大马格巴斯糖联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见第十章），中国投资者在所有这些方面做得都还远远不够。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也是如此。

曾有头条新闻报道说：“中国致使在刚果挖掘铜矿的童工死亡”。
 
[107]

 这篇文章指出，刚果（金）加丹加省的中国私人冶炼厂从刚果（金）的中间商那里购买铜矿石，而中间商的铜矿石都是从在极不安全的条件下采矿的儿童和其他人那里收集而来。他们当中有个儿童名叫阿顿·卡兰加（Adon Kalenga），一个13岁，光着脚，无家可归的孤儿。阿顿为刚果（金）一个名为帕特里克·恩苏姆马（Patrick Nsumba）的中间商工作，他的工作是将铜矿石装满袋子，然后到附近的小河中冲洗干净。恩苏姆马每天付给他的工资是3美元。恩苏姆马说是阿顿要求他提供这份工作，他需要这些钱来购买食物。“条件确实比较艰苦”，他承认。中国私人企业从恩苏姆马购买铜矿石。无论中国私人企业还是刚果（金）的中间商都没有感觉自己需要在道义上对改善开采条件负责。但要想使加丹加省超越残酷的贫苦现实，除了实施劳动法之外，还需要解决更为复杂的难题。

对中国参与非洲其中一个最为持久的批评与对劳动力的剥削有关。比如有人通过对纳米比亚的中国建筑企业进行仔细研究发现，它们一再违反当地的最低工资法和赞助性行为培训要求，而且不向雇员支付社会保险和社会津贴。
 
[108]

 非洲工人对中国商店、工厂和建筑工地产生了大量的抱怨，而且不满意的并非只有非洲工人。据传2008年3月，200多名中国建筑工人在赤道几内亚边境城市蒙戈莫举行罢工，引发了与当地警察的暴力冲突，最后导致两名中国人死亡。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问题，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人不知道当地劳动法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莫桑比克将劳动法从葡萄牙文翻译成了中文。但更为典型的是，中国企业在非洲采用了与中国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县镇企业”常见的低标准。这些通常也是非洲当地小雇主采用的标准。比如上述对纳米比亚的研究也发现，80%为纳米比亚人所有的中小企业没有遵守当地劳动法。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发现，非洲的小型非正规工厂付给工人的工资，经常只有大型正规企业的1/4。
 
[109]



有些企业为了逃避它们对工人的义务，将合同转给能够提供临时劳务合同的当地企业，从而将责任转给这些中间商，让他们支付当地法律要求的福利。并非只有中国企业才这么做。比如在赞比亚矿区，非中国企业也普遍采用转签合同的做法。正如丹·哈格隆德（Dan Haglund）曾指出的那样，与谦比西铜矿的中国企业相比，赞比亚莫帕尼铜矿公司等非中国企业实际上转签了更多在“无法接受的恶劣条件下”工作的赞比亚工人。
 
[110]



这些行为只是为了剥削吗？在纳米比亚举行的一次意见反馈会上，参加者均认为他们国家的中国雇主并没有提供机遇，而是在“创造更多的贫困”。
 
[111]

 在中国人的商店，“妇女工作的时间很长，但每月的工资仅为300或400纳米比亚元（30～40美元）。一个人能用这点工资干什么？”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容忍大量此类行为也反映了发展模式的巨大差异——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工会共识”与“北京共识”的差异。纳米比亚的中国籍经济与商业顾问刘坤元（音译）的建议反映了北京的观点。中国自身的发展成功始于类似的低工资，因为这能让更多的人找到工作，他说。“如果现在为子孙后代牺牲劳动力成本，纳米比亚就能得到发展。只有让人们现在接受低工资，吸引更多的国外直接投资和建立制造业，下一代才能从这种牺牲中得到好处”。

在环境问题上，中国企业明显与非法砍伐原始森林和非法捕鱼，以及不顾当地社区的权利而获得特许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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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8月，中国国家林业局和中国商务部联合发布希望中国伐木企业在境外应用的指南，其中强调要与当地社区进行协商和对当地社区进行补偿。然而该指南没有规定如何对违反者加以处罚，而且中国的市民社会也不怎么要求中国的企业负起责任，因此这方面的进步将会比较缓慢。此外，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华人企业也活跃在这些领域，这也给北京监督“中国”企业的任何努力增加了更多的难度。但由于所有企业通常都会将它们的木材直接运回中国，因此环境责任最终还要落在中国的身上。

在许多人对中国给非洲社会与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的批评中，水电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自2000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只资助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水电项目：贝宁与多哥的边界（阿贾哈拉水电站）、刚果（英布鲁水电站）、埃塞俄比亚（特克泽水电站）、加纳（布维水电站）和苏丹（麦洛维水电站）。其他许多都在讨论之中。苏丹横穿尼罗河的麦洛维水电站到目前为止是一个问题极其严重的项目。2006年，在农民因被迫从尼罗河肥沃的岸边迁到干旱地区而举行的抗议活动中，苏丹警察射杀了几个人。

多年以来，全球活动家已经成功阻止世界银行和其他援助机构在穷国资助大型水电站。他们认为多数大型水电站都存在规划者无法纳入的社会与环境成本。欧洲与北美修建他们自己的水电站时，基本上还没有人关注移民安置和环境问题。河流被大坝拦腰隔断，大马哈鱼被迫永久改变它们的迁徙之旅。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治下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到葡萄牙的埃尔奇瓦山脉，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生计。有人加入逃亡的队伍住进了城市的贫民窟，另外一些人则留了下来，将他们的煤油灯换成了电灯。在水电站被视为发展的标志，而非社会与环境灾难的象征的年代，西方富裕国家有70%以上的水电潜力得到了开发。

非洲在水电开发方面迟了一步，人们已经越来越担心其对环境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非洲大陆的可再生能源水电的潜力只有8%得到了开发。华盛顿全球发展研究中心的维贾雅·拉马钱德兰（Vijaya Ramachandran）主持的一项研究指出，有5亿非洲人仍然靠煤油和木柴照明、做饭和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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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那些用上了电的人也经常会遭遇停电。刚果每年至少有170天停电，坦桑尼亚每年平均停电120天。只有9个非洲国家每年停电的天数不超过50天。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非洲电力项目的投资一直严重不足”，拉马钱德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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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电的潜力是“巨大的”，她告诉《美国之音》的一名记者。“中部非洲有许多条大河，我们可以利用它们为多个非洲国家提供大量电力”。中国水电等中国大型企业目前正瞄准这些项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环保组织国际河流的政策负责人彼得·博斯哈德（Peter Bosshard）在2007年告诉《华尔街日报》：“中国正在世界各地修建大坝，但他们在可行性分析中并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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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仍然是真的吗？

中国国内在环境问题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经历了曲折的学习过程——这也是胡锦涛主席承诺构建“和谐社会”的部分原因。中国在2008年3月新成立了环境保护部，这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关注污染、能耗和全球变暖所产生的影响。中国进出口银行在2008年7月公布了新的社会和环境影响评估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将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行动与中国政府的“绿色信贷”政策结合了起来，还将土地权和移民安置作为了新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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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环境规划院开始为中国企业参与援助和海外投资起草类似的环境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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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在2008年年底告诉我，现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几乎所有最终的环境影响评估都要聘请欧洲咨询机构，如芬兰贝利集团在瑞士的子公司进行。“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聘请中国的机构。外国机构更加可靠。我们不希望出现环境问题”，他说。根据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刚果（金）签署的几十亿美元的合同，每个项目都要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3%的资金，在社区项目方面投入1%的资金，在对刚果员工进行技能培训方面投入0.5%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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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华盛顿特区宽阔的宾夕法尼亚大道往前走，在离白宫不远的几个街区，为数不多的几个企业社会责任专家占据了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的一间办公室。他们负责协助向世界各国银行宣传并培训它们遵守“赤道原则”——2002年通过的一套自愿性社会与环境准则，国际金融公司希望可以借此形成新的贷款标准。

2007年，国际金融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拟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合作。中国各大银行和各部委均出人意料地争相学习在国际金融公司的帮助下翻译成中文的“赤道原则”。“到处都有需求，我们根本无法完全满足”，当我们在国际金融公司既是工艺品商店又是咖啡厅的地方喝茶的时候，其中一位专家告诉我：“我们从未想过我们能走这么远，这种情况真是前所未有”。

社会责任在中国国内仍然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更不用说对于在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了。“在过去10～15年，”国际金融机构一位经验丰富的矿业专家告诉我：“西方企业已经有了极大改进。它们现在对社会责任的看法已经完全不同。但中国人仍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修建学校和诊所。这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正在这些问题上努力地教育他们”。

他告诉了我一些有关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争议颇多的拉姆镍矿的事情，该镍矿由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与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冶集团）合资建立。第一批前往这一地区的中国人是坐着独木舟顺拉姆河而上的，途中蚊子一直在他们耳边嗡嗡的叫个不停。他们雇用当地人在密林中砍了一条小路，直通偏远山区的矿场。在三年的时间里，他们修建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最长的大桥、最大的码头，还修建了一条公路和135英里矿浆管道，这些都是他们10亿美元投资计划中的一部分。

拉姆镍矿的董事长罗书是一位工程师，从马里兰大学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这家公司从一开始就不顺利。2007年年初，正当全国大选热火朝天的时候，50名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恶劣的工作环境。巴布亚新几内亚劳工部长大卫·蒂布（David Tibu）在未经通报的情况下造访了矿场，然后宣布当地工人工资太低，睡在满是蚊子的工棚里面，他们的伙食“还不如猪”。厕所条件非常差，工人只好到灌木丛去上厕所。“中国开发商好像一点都不符合标准，我不会让我们的同胞和妇女被当做奴隶使用”，他告诉当地报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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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由于澳大利亚合作伙伴的推动，这家合资公司请求国际金融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提供帮助，那位矿业专家在他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办公室里告诉我。“中国人不明白他们需要与社区接洽，获得他们的许可。他们正在努力这么做。他们的观点是：我们将创造就业，修建学校。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非常希望做正确的事情。如果我们早一点到那里去，肯定会有所帮助。他们的经理很有远见，她看到了我们能够带来的价值”。

在国际金融公司的建议下，该公司决定将2.5%的投资分配给土地所有者群体。他们开始与当地代表会晤，对小额贷款、水稻项目和小企业培训等社区发展进行投资。他们雇用了一些当地大学毕业生，并把他们送往中国学习中文。他们从澳大利亚和美国请来环境顾问，帮助评估公司规划。他们还聘请公共关系顾问撰写新闻稿和发布信息，并亲自接受当地文化方面的培训。

2008年，总工程师王春告诉记者：“每个人都必须明白土地对于这里的人的重要性。我们在这里的前两年比较困难，我们对他们的文化有很多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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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总想加快工作进程，按时完成项目，因为他们像在中国那样实行12小时两班倒。“但我们意识到这种模式在这里行不通”。项目最终大约拖后了一年才得以完成。但王春说这没有关系。“作为年轻一代，我们熟悉国际规则。如果我们不按照世界上最好的标准行事，中国就会遭受项目的失败。这样一来，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机会也就会丧失”。

随着中国国有企业逐步在全球获得信誉，它们肯定会从此类经历中吸取经验。中冶集团正在计划上市，需要发行股票和公开企业信息。企业社会责任将有助于他们避免高昂的信誉风险。当前正在与中国企业进行合作的两大跨国矿业巨头英美资源集团和力拓集团在2008年3月宣布，它们已经采用了较高的社会、环境和治理标准，它们希望与中方的合资企业也“维持类似的高标准”，同时补充说“很高兴与它们一起并帮助它们采用这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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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中国对与经验更丰富、技术更先进或资产更多的企业进行合作有兴趣，因此只要全球仍然对良好的社会与环境表现抱有强烈的期望，这些影响的渠道肯定就会发挥作用。

当我前往塞拉利昂一探究竟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些复杂的环境与社会挑战。我在弗里敦入住的宾馆正好是一家木材公司伐木工人的临时住处，他们正等着新当选的政府批准他们将推土机从港口的集装箱里卸出来。他们确信很快就能开工，因为副总统在合资公司里入了股。他们计划沿着村民仍然用头不停向市场搬运货物的小路，修建该地区的第一条公路。他们告诉了我过去在利比里亚砍伐热带雨林的经历，他们还告诉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砍伐塞拉利昂硕果仅存的原始雨林。“那些树都非常大”，他们一边说，一边展开双臂表明那些可能在殖民统治早期就种下的热带硬木的树围。根据合同，这家公司将会向中国运送木材，这一点都不奇怪，但这家在塞拉利昂砍伐热带雨林的公司却并非中国公司：它是美国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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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正在参与的中国

中国真像莫塞斯·奈姆（Moisés Naím）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流氓捐助者”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崛起是有些人担心的理由，但这没有必要引起那些将中国的援助和参与谴责为不稳定因素，认为它们对治理有害，不会帮助非洲摆脱贫困的人的惊慌与恐惧。许多对中国援助与参与的惊慌和恐惧都是建立在错误信息基础上的，并且所发出的警告与事实是不相符的。首先，中国的援助额并不巨大，传统捐助者向非洲提供的援助要多得多。中国的出口信贷额要远远大于援助额，但却没有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么多。中国在安哥拉和刚果等国采用的新的方式是以从日本学到的体制为基础的：大规模应用信贷，这些信贷以有竞争力的市场利率为基础，与中国的机械、设备和建筑服务相挂钩，用石油或其他资源来偿还。这就是“双赢”的本质。

这些信贷并非没有风险。债务可持续性就是一个问题，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横扫非洲，人们也加大了对这方面的关注。信贷与中国商品和服务相挂钩减少了选择的余地。尽管安哥拉的每个项目都有至少3家中国企业投标，但我们还不清楚其他地方投标的透明度如何。然而，这种方式为建设急需的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机会。中国的银行可以担当被互惠互利的需求所包围的非洲领导人的“约束机构”。这些协议可以直接将矿产收入引入发展项目。这是解决困扰许多非洲国家的“自然资源诅咒”的一种可行的方法。

中国有句话叫做“要想富，先修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启动的“四个现代化”着重强调了基础设施建设。他们修路，架桥，建设农村电厂，对农业进行现代化和引进工厂。他们试验了不同的方式，如经济特区。中国的“北京共识”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接受试验（哪些取得了成功？）和避免盲从。他们向非洲提供的协议以日本和西方国家数十年前向中国提供的类似协议为基础，因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人认为他们也可以通过商业，而非援助的方式获得收益。尽管西方国家经常改变它们对非洲的发展建议、项目和方式（20世纪70年代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20世纪80年代的政策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治理等），但中国却从未宣称知道非洲必须如何发展。中国认为不应对援助施加任何政治和经济条件，各国应自主寻找摆脱贫困的道路。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对过去几十年针对援助施加的许多条件的价值产生了疑问。在经验教训和援助与合作方式等问题上交换看法，而非相互批评，将会使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形成更好的合作。

担心中国出口产品将会压垮非洲制造业是有道理的。尽管非洲仍然只占中国出口总量的4%，但这是经济巨头的4%。以尼日利亚的非洲蜡印花布业为例，由于许多工厂以使用过时设备的进口替代模式为基础，且受制于破旧的公路和“癫痫般的”电力供应，它们很快便将面临倒闭。然而某些国家的某些产业——如皮革业、制鞋业、塑料业和家电业——似乎正在与来自中国的产品进行竞争。事实上，这些也正是当前吸引中国投资的产业，即便在尼日利亚也是如此。中国企业正在尼日利亚和非洲其他国家兴建的境外经济合作区就是为了促进中国在非洲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使中国的成熟产业得以集群式走向海外。与人们普遍的看法相反，它们正在为非洲创造就业。西方国家几乎完全没有注意非洲国家在吸引这些中国企业的投资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中国早期对非洲工业与农业的援助并不具备可持续性。让中国企业参与项目巩固在有些情况下有助于持续受益，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不然。新的“双赢”举措虽然刚刚开始，但我们能看到中国企业已经担当了某些非洲企业的工业催化剂，这与日本和韩国企业数十年前在南亚和东南亚所做的如出一辙。雁行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它已经在毛里求斯“奇迹般的”环境，甚至在尼日利亚艰难的环境中，证明了自己的潜力。

在农业领域，我并不是那么乐观。非洲的土地看上去比较空旷，但未经当地社区的正式同意就将大片土地承包给外国人的策略可能并不能消除非洲的贫困，即便这确实提高了国内的粮食生产。中国种子公司将拥有专利的杂交种子作为切入点可能会对更多的现代农民有所帮助，但也给仍然从事自然经济的农民在非洲农村维持朝不保夕的生活带来了危险。将小土地所有者作为自愿的外围种植户，就像重庆市种子公司在坦桑尼亚所做的那样，在社会和经济层面可能是一种可持续性的折中办法。然而外围种植户制度将许多农业风险直接转嫁给了土地承包者。中国自身的农业发展战略首先关注土地改革，然后是农民收入，直到很久以后才在农业企业领域向外资开放。如果有更多的非洲国家出现南非、津巴布韦，甚或巴西的那种土地不平等，那将是一种灾难。

当我研究和撰写本书的时候，中国已在迅速发生改变，中国领导人已在疏远老盟友（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并逐步在苏丹扮演调解人这一非同寻常的新角色。中国的海军巡逻艇已在海盗频繁出没的索马里海域救援欧洲船只。中国国内来自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与社会保护方面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中国已经颁布了新的劳动法来保护劳动权利，出台了新的指导意见来规范银行和林业公司在海外的社会责任。这些都是实际的行动，尽管这些规范还没有深入人心。随着中国国有企业逐步在全球获得信誉，它们正在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将对在避免高昂的信誉风险方面有所帮助。

中国人在非洲人眼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印象：到各国访问、兑现伙伴关系这一重大承诺的领导人，各省名字很长的公司，大型跨国企业，资源匮乏和受利益驱动。他们是要求长时间工作的厂长，是坚强的女企业家，是废金属购买者和商人。中国人提供了所期望的对中国和非洲都有利的真诚的协议：公路、宽带、陆上通信线、高科技种子。他们带来了援助人员：职业教师、农业专家、水利工程师、青年志愿者，以及其他一些人，就像许多西方人所做的那样，他们到非洲去是出于好奇心、冒险精神或帮助穷人的愿望。而且他们并非刚刚开始前往非洲，有些中国家庭早在18世纪20年代就到了那里。华裔非洲人——陈阡蕙、让·平（Jean Ping）、朱梅麟（Jean Ah-chuen）和曼努埃尔·郑（Manuel Chang）等——已经在非洲各国担任国会议员、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

非洲各国独立后与它们长期交往的历史使中国在许多非洲人眼里具备了合法性和可信度。从非洲各国独立后到达那里，他们就一直没有真正离开。西方国家只是没有注意到中国工程队在内陆修建小型水电站和桥梁，维修灌溉系统，管理国有工厂，因为中国人不像其他捐助者那样，喜欢用广告牌来宣传他们的存在。非洲当前之所以被纳入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并非仅仅是因为自然资源，还是因为其在贸易、建筑和工业领域的机会：商机。中国人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将商业与援助结合在一起。中国用援助来资助中国企业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或经济合作与发展中心。中国人正在试验，希望盈利动机使这些尝试具有可持续性，从而将中国政府从一次又一次地恢复其援建项目中解放出来。他们将继续改变和成长，并且从这些试验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我们最好也跟踪这些进展并且向其学习。

从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在援助与出口信贷方面守口如瓶。缺乏透明度肯定会引起怀疑和担心。北京只要使用经合组织早已采用的报告标准，就能很轻易地解决这一问题。但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私人银行和私人企业一直以来也对它们与非洲领导人的交易保密。透明是好事，但西方国家应该带好头。期待中国企业最先公布它们的商业合同是不现实的。

美国、欧洲和日本应该继续促使中国在非洲担当“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同时也得承认作为发展伙伴，传统捐助国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信用差距。西方领导人做出的援助承诺会因议会的反对而得不到资金。不附带条件的援助也会仅仅因为没有包括某些领域，如技术援助，就会遇到困难。而且正如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在其年度发展职责指数中所指出的那样，有些经合组织国家（法国、英国、美国和比利时）仍在继续向不民主的军国主义国家出售武器并从中获利。西方国家共同承诺在所有这些领域作出改善，将会更有效地使中国同样的诉求变得更加可信。

中国现在在非洲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而且中国人也不会离开非洲。他们对非洲大陆的拥抱是战略性的、有计划的、长期的而且仍未充分展开。全球经济衰退导致这一进程出现了停顿，但中国政府仍然兑现了他们2006年11月在北京做出的承诺：增加一倍的援助，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和经济特区。就像他们最初在20世纪90年代所做的那样，雄心勃勃的中国企业利用这一停顿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了大量资产。

最终，非洲各国政府需要按照有利于本国人民的方式来做出应对。虽然许多政府都将抓不住这个机会，但肯定有些能够抓住。西方国家可以提供帮助，但需要对中国的参与有更加现实的了解，需要避免危言耸听和过度偏执，需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缺点，或许还需要对中国始终如一地奉行不干涉内政的政策，可能要比它经常干涉别国内部事务，或使用武力来促进政治变革更为可取这一观点进行探讨。

我们最终需要谨记：中国自身的试验已经让上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而且这基本上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做到的。他们相信投资、贸易和技术是发展的手段，他们正在参与非洲的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们大公无私，而是因为他们在国内学到的经验。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自然资源可以成为现代化和繁荣的资产。他们认识到中央政府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承诺可以迅速降低贫困。他们认识到经济特区可以从西方国家和日本吸引成熟的产业集群，可以提供就业和技术。这些经验所注重的并不是援助，而是试验；并不是家长式管理，而是竞争这一“创造性破坏”和萌生新的机会。这可能是中国这条巨龙最终不甚明了的礼物。


附录

附录1：《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1964年）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资料来源：周恩来总理1964年1月15日在加纳阿克拉的演讲。

附录2：赵紫阳的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

第一，中国同非洲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遵循团结友好、平等互利的原则，尊重对方的主权，不干涉对方的内政，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二，中国同非洲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从双方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发挥各自的长处和潜力，力求投资少、工期短、收效快，并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第三，中国同非洲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因地制宜，包括提供技术服务、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科学技术交流、承建工程、合作生产、合资经营等等。中国方面对所承担的合作项目负责守约、保质、重义。中国方面派出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不要求特殊的待遇。

第四，中国同非洲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目的在于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以利于增强双方自力更生的能力和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

资料来源：《北京周报》，1983年1月24日，第19页。

附录3：胡锦涛主席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五项措施（2005年）

第一，中国决定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39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优惠范围将包括这些国家的多数对华出口商品。

第二，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并通过双边渠道，在今后两年内免除或以其他处理方式消除所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2004年底前对华到期未还的全部无息和低息政府贷款。

第三，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及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用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双方企业开展合资合作。

第四，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相关援助，为其提供包括防疟特效药在内的药物，帮助他们建立和改善医疗设施、培训医疗人员。具体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及双边渠道落实。

第五，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培养3万名各类人才，帮助有关国家加快人才培养。

资料来源：胡锦涛，《促进普遍发展 实现共同繁荣》。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2005年9月14日，纽约。

附录4：中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

商务部在2006年批准设立合作区

1.巴基斯坦 海尔-鲁巴家电工业区

2.赞比亚 谦比西中国有色工业园

3.泰国 罗勇工业区

4.柬埔寨 太湖国际经济合作区

5.尼日利亚 广东奥贡经济贸易合作区

6.毛里求斯 晋非（天利）经济贸易合作区

7.俄罗斯 圣彼得堡经济贸易合作区

8.俄罗斯 乌苏里斯克经济贸易合作区

商务部在2007年批准设立合作区

1.委内瑞拉 中国科技工贸区

2.尼日利亚 莱基自由贸易区

3.越南 中国（深圳）经济贸易合作区

4.越南 龙江经济贸易合作区

5.墨西哥 宁波吉利工业经济贸易合作区

6.埃塞俄比亚 东方工业园（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7.埃及 天津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8.阿尔及利亚 中国江铃经济贸易合作区

9.韩国 务安韩中国际产业园区

10.印度尼西亚 中国广西经贸合作区

11.俄罗斯 西伯利亚托木斯克经济贸易合作区

资料来源：作者的研究。

附录5：医疗队：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与非洲国家对照表

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非洲国家（或地区）

北京 几内亚

福建 博茨瓦纳、塞内加尔

甘肃 马达加斯加

广东 赤道几内亚、加纳

广西 科摩罗、尼日尔

河北 刚果（金）

黑龙江 毛里塔尼亚

河南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赞比亚

湖北 阿尔及利亚、莱索托

湖南 塞拉利昂、津巴布韦

内蒙古 卢旺达

江苏 桑给巴尔

江西 突尼斯、乍得

吉林 索马里

宁夏 贝宁

青海 布隆迪

陕西 几内亚、苏丹

上海 摩洛哥

山西 喀麦隆、吉布提、多哥

四川 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佛得角、安哥拉

天津 加蓬、刚果（布）

云南 乌干达

浙江 中非共和国、马里、纳米比亚

资料来源：卫生部，《中国卫生年鉴》，北京，1991～2008年。

附录6：中国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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